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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蒙古族，是13～14世纪地跨欧亚的蒙元帝国的建立者。蒙古民族是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游牧部落之后形成的。在此之前，蒙古草原曾经经历了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回鹘的统治。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败亡于辖戛斯（Qïrγïz——其后裔为今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之后，操蒙古语的民族开始崛起。在辽、金时代，大漠南北与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的游牧民族究竟如何迁移，它们之间有着什么历史联系，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及草原各部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分化组合，成吉思汗其后裔所领导的军事远征的历史背景，这些重要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案。

察合台汗国（Čaγatai Ulus）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其建立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Čaγatai Ulus）。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γol Ulus）之后，按草原传统旧制对诸弟与诸子实行分封，察合台获得阴山（今天山）北麓东起今吐鲁番盆地，西至亦烈水（今伊犁河）的草原。此后在元世祖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战事中，通过侵夺朝廷在中亚的城郭农耕区而逐渐发展起来，与元太宗窝阔台后裔海都所领导的窝阔台汗国联合起来，与元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14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汗国复与元朝达成和议，双方瓜分吞并了窝阔台汗国，使察合台汗国与术赤后裔控制的金帐汗国、旭烈兀后裔建立的伊利汗国一道，并为元帝国内的三大西北宗藩之国。其极盛时代，统治了包括我国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区、今独联体中亚、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

当代学术界对元朝与西北三藩中的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研究较多，但有关察合台汗国的研究相形之下却稍觉不足，究其原因，盖因国内外研究元史与西北三藩的学者，知识结构有较大差异，分属不同的学界。关注元史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其所依据的主要是汉、蒙文史料，而保存至今的有关察合台汗国历史文献，除汉、蒙文文献之外，还包括不少穆斯林文字史料（主要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文献）。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察合台汗国的历史，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鲜为人知。

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为整理、研究与注释上述各种文字的史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一位合格的史学家却不能将研究完全建立在他人翻译的基点之上，况且迄今尚有部分穆斯林史料并无任何其他通用文种的译本。由于深入钻研原始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且各文种材料之间往往互有歧异，因此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者不但应兼通汉文与穆斯林语文，且须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对比不同史料之间的异同，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同时，为能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研究者还应掌握几种主要的欧洲文字和日文、察合台汗国的著作。应该说，察合台汗国研究作为一门兼及元史、突厥史、蒙古史、中亚史的专题，在中国史领域属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

本研究以前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蒙古与欧亚草原及早期的察合台汗国为题，力图通过对每一个案的深入分析，在中国史、突厥／蒙古学与伊斯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重新构思与解说11～14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






刘迎胜



2011年10月27日



第一章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一　蒙古的族源

蒙古人在13世纪崛起，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成吉思汗死后，其帝位继承人的直接统治地域逐渐限于蒙古本土和汉地，在蒙古国领土西部，形成了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以及伊利汗国。后来窝阔台汗国灭亡，其领土大部分为察合台汗国吞并。蒙古帝国的崛起，震动了欧、亚、非三洲。13～14世纪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蒙古时代。14世纪下半叶以后，蒙古民族及其后裔继续在亚洲和东欧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欲知蒙古人是如何从一些弱小的、分散的和默默无闻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就不能不注意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蒙古民族（即广义的蒙古人）的起源，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那一支蒙古人（即狭义的蒙古人）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蒙古民族的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操蒙古语的各部落产生、发展的历史，其中包括了成吉思汗所出部落的历史。而“狭义的蒙古人”的起源这个课题，主要是研究从唐代蒙兀室韦到成吉思汗先祖时代蒙古部的历史。

谈论蒙古民族的历史，首先涉及蒙古民族的族源。根据学者的研究，蒙古的族源是东胡→鲜卑→室韦→达旦、蒙古。东胡是与匈奴大约同时见于史乘的民族集团。战国时期，东胡常与燕国争战，燕国筑长城以拒之。这道长城从造阳（今河北宣化）修到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了东胡，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

东胡是中原华夏人对今内蒙古东部族属相近或相同的各部落的总称。服虔说，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
〔1〕

 这说明“东胡”并不是这个部落集团的自称。近代曾有些西方学者把东胡说成是“通古斯”的译音，这无根据的臆断，现在几乎已无人相信了。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及其后裔（鲜卑、契丹、室韦、达旦）为主体的，语言风俗相近的各个部落的居地。这里可称为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把这一历史民族区的各个主要民族共同体，当做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并以此线索来从事研究，是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开始的。他在《东胡民族考》这篇长文中，把东胡、乌桓、鲜卑、宇文、吐谷浑、乞伏、秃发、拓跋、地豆于、霫、室韦、羯、柔然、奚和契丹等衔接起来，当做前后继承的古蒙古人来考察。他在另一篇著作《室韦考》中，又指出室韦、达旦、阻卜都是对蒙古人的称呼。
〔2〕

 白鸟氏的这些意见对研究蒙古族的族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受自己制造的匈奴—蒙古说的束缚，把“匈奴别部”羯人也列入东胡系统，产生明显的漏洞。至于白鸟库吉对语言资料的处理，充斥着任意性，科学价值不大。
〔3〕



自19世纪以来，有些语言学者把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归入一个更大的语言集团——“阿尔泰语系”。后来又有学者把朝鲜语也划入此语系。当今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反对“阿尔泰语系”的理论。由于这一研究超出本书的论述范围，故略之。此处暂采取“阿尔泰语系”说。

东胡人的语言属于古老的阿尔泰语系。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现今保留下来的有关东胡人的语言资料虽然为数不多，仍可使我们对东胡后裔的语言作大体判断。应该说，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体系，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分化和融合过程。它曾有过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大都绝灭了。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种语言、方言发展而来。如果把东胡后裔诸部的语言系统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其树干和许多枝梢已陆续枯死，只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地上，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

东胡人就是乌桓（丸）人和鲜卑人。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三国志》云：“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王沈的《魏书》亦曰：“乌桓者，古东胡也”；“鲜卑者，东胡之余种也。”
〔4〕

 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东胡与乌桓、鲜卑之间有毋庸置疑的关系。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东胡的一支居于鲜卑山，因地得名。2世纪中叶，鲜卑乘匈奴衰败占据了蒙古高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强盛一时。五胡十六国时期，许多鲜卑人进入内地，建立割据政权。后来拓跋鲜卑统一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南迁后，曾派人在其先人居地“旧墟石室”刻石纪念。据文献记载，“旧墟石室”在乌洛侯部之北。1980年，我国考古学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及北魏时代祭祀祖先的刻石铭文。这个石室离蒙古部的祖先唐代蒙兀室韦居地今额尔古纳河不远。这从地望上证实了拓跋鲜卑与蒙古人祖先之间的密切关系。

《隋书·经籍志》称“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从这段记载看来，北魏时“录其本言”，也即记录鲜卑语用的是汉字。《经籍志》著录了13种鲜卑语书籍，计有：《国语》15卷、《国语》10卷、《国语物名》4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10卷、《国语杂物名》3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1卷、《国语御歌》11卷、《国语号令》4卷、《国语杂文》15卷、《鲜卑号令》1卷（周武帝撰）及《杂号令》1卷，
〔5〕

 惜今悉已不存；但仍有几个有明确释义的鲜卑语词汇，借其他汉籍而保存下来。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志》中关内道云中县（今山西大同）项下记曰：“纥真山，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云中是拓跋鲜卑人4世纪时就已占据的地盘，所以这里提到的“虏语”只能是拓跋鲜卑语。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纥真”明显地与蒙古语基数词ghuchin“30”相同。另外《南齐书·魏虏传》记下了十三个表明身份、官职的拓跋鲜卑语名词，一律带有蒙古语式的后缀“真”：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
〔6〕







在《元朝秘史》中，表明蒙古语身份、官职的后缀是-chi，而-chin是-chi的复数，意为“……者”。所以按元代蒙古语法解释，这十三个官称表示的都是复数。但我们下面还要提到鲜卑语阿干（兄）和蒙古语阿合（兄）之间同样只相差一个尾鼻音-n，使人相信，“真”（-chin）在六朝时代还是单数意义。
〔7〕

 这十三个官职中有几个保存在13世纪的蒙古语中，例如，“曹局文书”的“比德真”，即必阇赤（bitekchi），书记者；“通事人”“乞万真”，即怯里马赤（kelemechi），译臣；“守门人”“可薄真”，即khapakhchi，门人；“诸州乘驿人”“咸真”即站赤（jamchi）；为“贵人作食”的“附真”，即保兀儿赤（ba'urchi）等。这十三个名词中有一些的词干可复原为突厥语，这说明拓跋鲜卑语中有相当多的突厥语借词，这应与拓跋鲜卑吸收了大量的操突厥语的人口有关。但后缀“真”对判别拓跋鲜卑语的族属有决定意义，因为它表示一种语言的词法特征，说明拓跋鲜卑使用的是一种与蒙古语有着共同祖先，并且有密切近亲关系的语言。

慕容部和吐谷浑部都源于鲜卑人的另一支——东部鲜卑，而吐谷浑部是从慕容部分化出来的。据《旧唐书》卷198列传148《西戎·吐谷浑传》记载，“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今辽宁义县境），西晋永嘉年开始西迁。《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记西迁时，吐谷浑与其弟若洛廆
〔8〕

 的使臣乙那楼之间的一段对话，提到了一句鲜卑语“处可寒”，并注明“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由此可知，慕容鲜卑语“处”，犹言你；而“可寒”即后世之可汗，原意为官家。

伯希和认为，这里的“处”，表示蒙古语之ci（你）或满语之si。
〔9〕

 白鸟库吉则认为“处”为应答叹词，并比作《元朝秘史》的“者”（zhe，旁译那般者，应声）。亦邻真以为，“处”作蒙古语zhe十分牵强，鲜卑人的语言未必与后来的蒙古语近似到连叹词都是一样的程度；况且这类词并不能用来作判断语言关系的根据。
〔10〕

 吐谷浑西迁后，若洛廆追思其兄，“作‘阿干之歌’。鲜卑语呼兄为‘阿干’”。学者们从“阿干”（兄）与蒙古语“阿合”（兄）的比较中，推测这两种语言有同源关系。而阿干的-n尾音，应当说反映了更古老的词法形式。实际上，元代一些蒙古语名词仍然保留着-n尾音，例如兀孙（usun），水；答剌孙（darasun），酒。但今天这些词汇的-n尾音已脱落，上述两词已分别变成us（水）和dars（酒）。亦邻真猜测，在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所使用的语言中，阿合这个词在六朝时代可能也曾有尾音-n。
〔11〕

 伯希和还注意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莫贺’，宋言父也”。伯希和推测，“莫贺”应与蒙古语“阿八哈（abaqa）”相当，“犹言诸父”。
〔12〕

 他还注意到，吐谷浑诸可汗中，有两位可汗的名字以“豆”结尾，他提出此或为蒙语形容词接尾-tu之译音。
〔13〕



综上所述历史地理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使人相信，鲜卑人应是蒙古族的直系或旁系远祖。

室韦是鲜卑的后裔。说蒙古的族源可上溯至室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室韦人都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也不一定凡是称为室韦的就必定族属相同。但可以肯定，室韦人的主要部分，使用的是东胡后裔诸语言。室韦初见于《魏书》，北魏时分布于契丹之北，靺鞨之西。对于鲜卑和室韦的族称，伯希和提出：“鲜卑所表示的原名，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相同，似为Serbi，Sirbi或Sirvi等。汉代用以-n收声的阳声字译写他族语言中含尾辅音-r的音节，后来改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
〔14〕



据此，“鲜”字以收-n声，似转写ser音节。汉代这种译例很多，如汉文史书称波斯Arsak王朝为“安息”，其都城Part则译为“番兜”。汉以后还有这种译例：摩尼教教主摩尼之母Marayam，在汉文摩尼教经典中作“满艳”。伯希和所谓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指室韦之“室”。室在《广韵》中属质韵部，以-et收声（齿音）。隋、唐时用以-t收声的入声字，转写他族语言以-r结尾的音节的例子很多。
〔15〕

 伯希和根据汉至魏晋时代，汉语音译他族文字中以-r收声的音节时，择字变化的规律，推测鲜卑和室韦是同一族名Serbi在不同时代的音译。如果伯氏的意见能够成立，那么造成Serbi一名两译的原因可能是，已经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允许当时仍留居今呼伦贝尔一带的，与自己有近亲关系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而用“室韦”来称呼他们。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地道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而称之为“徒何”和“白部”，
〔16〕

 就是一个证据。

与室韦大致同时见诸于史籍的契丹也是鲜卑的一支。《隋书·北狄传》与《北史·室韦传》都说，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魏书·失韦传》和《北史·室韦传》还说室韦的语言同于契丹。现代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契丹语与古蒙古语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
〔17〕

 但是契丹人不是蒙古人的祖先，他们只是蒙古人的近亲。

隋、唐时代，室韦分布西至俱轮泊。唐人所记室韦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蒙兀室韦”，这是蒙古的名字首次见于史籍。《旧唐书·北狄传》记道：“今室韦最西北与回鹘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看来这里说的是回鹘汗国（745～840）时的情况；但在写到蒙兀室韦时，史文又说：





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





这里提到“突厥东北界”，又表明这里用的是745年后突厥汗国灭亡以前的材料。望建河，《新唐书》卷219作室建河，室字当讹。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为黑龙江上源支流。

今海拉尔河西流至新巴尔虎旗阿巴该图附近折向东北，称额尔古纳河。在洪汛期，额尔古纳河水向呼伦湖（俱轮泊）倒灌，河湖相通，且俱轮泊又在望建河上游方向，所以唐人记望建河源出俱轮泊。
〔18〕

 从两《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在突厥、回鹘统治漠北时期，蒙兀室韦还居于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他们进入蒙古高原，应当是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的事。南宋初，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已明确指出蒙兀室韦与后来蒙古的关系，他说“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蒙兀部”。室韦人在隋、唐时隔俱轮泊与突厥为邻，并受其治，突厥设3吐屯总领其部。成吉思汗诸先祖中有名篾年土敦者。土敦即“吐屯”，篾年土敦的名字中包含有突厥语官号。

二　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及其他

达旦大致与蒙兀室韦同时见于史籍文献。正如突厥这个名称最初是阿史那及其近亲家族所出部落的名字，后来成为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一样，达旦起初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称号。虽然在不同时代的非蒙文史料中曾有过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白达达、草头达靼、黑鞑、蒙鞑等部落或部落集团，但这些部落本身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不自混于达旦。在辽金时代，蒙古部之东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名塔塔儿（Tatar），真正的达旦指的是他们。

当达旦的名称最初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所立的阙特勤碑中出现时，已作为泛指名词使用，也就是说，所指的已不完全是，或不一定只是后来的塔塔儿部。达旦何时从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泛指名称，现已不得而知。该碑铭在言及阙特勤死后，前来送葬的列邦来宾时，提到汉人、吐蕃人、柔然人（Apar）、弗林人（Apurum）、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达旦人（Otuz Tatar）、契丹人、奚（Tababi）等。铭文在列数后突厥汗国的敌人时，又云：





南边桃花石（按，指唐）本吾仇敌，北方Baz可汗及九姓乌护本吾仇敌，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达旦（Otuz Tatar）、契丹及奚（Tatabi），皆向来敌视吾人者也。
〔19〕







三十姓达旦在此碑文中与吐蕃、九姓乌护、契丹等并提，说明它已十分强大，足以与后突厥汗国相抗衡。阙特勤碑文举出的这些民族，从黠戛斯开始，大致由西北向东南顺序排列。位于骨利干和契丹之间的是三十姓达旦，亦邻真教授认为，这里三十姓达旦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汉籍中记载的室韦人所占据的空间。我想这里反映出的三十姓达旦的居地，应大体上相当于蒙古高原的东部。

在突厥文碑铭中还出现了九姓达旦的名称。据《毗伽可汗碑》铭文，唐开元初年九姓乌护（Toquz Oghuz）曾联合九姓达旦抗击后突厥汗国；而据《磨延啜碑》铭文，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即位之初（747年即位），九姓达旦和八姓乌护共同抗击回纥，战于色楞格河等地。749年，达旦人进攻回纥失败，一半民众投降回纥。次年葛勒可汗又东征达旦。足见这时达旦已是漠北强大的游牧集团。

达旦的名字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汉文史料。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中述受降城至回鹘衙帐道里时，提到一个达旦泊：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image: alt]
 鹈泉，又十里入碛……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





贾耽提到的这个位于回鹘衙帐东南数百里的达旦泊与九姓达旦的关系，可由王延德的记载证实。王延德提到在合罗川（即元之哈剌和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地之南，有“九族达靼之尤尊者”“达干于越王子族”。
〔20〕

 如果这里的九族达靼就是突厥文毗伽可汗碑铭中的九姓达旦的话，那么达旦泊应该就在这个达干于越王子族居地附近一带。

840年回鹘汗国土崩瓦解后，达旦作为漠北强部一再出现于汉籍。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5有《赐回鹘温没斯特勒（勤）等诏书》，其末云：“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
〔21〕

 王国维把黑车子和达怛点断，但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22〕

 会昌二年（842），黠戛斯使臣踏布合祖至唐天德军云：“纥纥斯（黠戛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廷、达怛等五部落。”
〔23〕

 这里的达怛应当就是上文中与黑车子并提的达怛。五部落中可能包括了黑车子。黑车子在《会昌一品集》中多次被提及，仅一处与达旦并提，所以我想王国维把它与达旦点断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唐代突厥文、汉文史料中，已出现了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和达旦等名称。以后，达旦这个名称的使用范围又进一步扩大，甚至在和阗塞语文献中也出现其名称。
〔24〕

 我们可以设想，或许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蒙古高原东部诸部中塔塔儿人最强，臣服了许多邻近操蒙古语的部落，所以突厥人和回鹘人泛称他们的东邻为达旦。在这些臣属于达旦的部落中，估计有不少室韦人，所以“室韦”与“达旦”这两个称呼有时混用。《辽史》卷29《天祚纪》提到一个部落“阴山室韦”，这个部落在《史愿亡辽录》中则被称为“阴山鞑靼”。
〔25〕

 这是表明11世纪时，室韦和达旦两个名称有时互相混用的例子之一。但这种混用并不普遍，不能作为通例看待。据《旧五代史·外国传》记载，唐光启（885～887）中，契丹贵族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被他役使的既有达靼，也有室韦。这说明达靼和室韦的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汉族史家头脑中是并存的。所以达靼并不是突厥人对汉人称为室韦的那一部分人的称呼。

波斯史书《史集》曾这样解释众多的突厥、蒙古部落被称为达旦的原因：





塔塔儿人的“名称自古以来即闻名于世。从他们产生出许多分支”，“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由于［他们的］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称为人所知，全部被称为塔塔儿。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知于世”。
〔26〕







这段记载证明了我们上面关于为什么北方许多游牧部落被泛称为达旦的假设的合理性。

12世纪时，塔塔儿人的居地在俱轮泊一带，但是唐代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其中许多戴着达旦名号——已活动于突厥、回鹘人的地域大漠南北。除了九姓达旦之外，辽金时代的扎剌亦儿部，是“阻卜”中的大部。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叙述这个部落的历史时说：





人们常说，自古以来（qadima）他们的营地在哈剌和林。他们是那样地赤胆忠心，以至于一直把油脂供奉给畏兀儿的君主古儿汗的公驼群。
〔27〕







这里所说的无疑是回纥漠北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扎剌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扎剌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亦提到回纥人役使达旦部落之事：“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我想，扎剌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总而言之，这些带有“达旦”名号的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早已活动于蒙古高原的东部和中部，与操突厥语诸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兀室韦——蒙古近亲集团则不在其列。他们在金代被称为“黑鞑”，迁居蒙古高原是回鹘汗国灭亡以后的事。

三　骨利干和拔野古

除上述被称为达旦的部落之外，骨利干和拔野古也是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的部族。骨利干，多数学者已认为它就是10世纪以后生活在黠戛斯以东的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流域的操蒙古语的豁里部落（Qori）。“骨利干”与“豁里”所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名称，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能满意地解释“骨利干”这个名称中的尾音“干”，到了“豁里”时代脱落的现象。《新唐书·回鹘传》记骨利干云：“骨利干地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
〔28〕



汉文史料中的骨利干，相当于鄂尔浑突厥碑铭中出现的Üch Qurqan（三姓骨利干）。当时的苏联学者认为，骨利干是“库鲁木琴文化”的代表者。库鲁木琴文化古迹地域，大致相当于骨利干及其后裔和近亲部落的居地。考古发掘表明，骨利干人已会冶铁和锻造。除了铁锅是从汉地输入以外，骨利干人用铁制造刀、箭镞、矛和其他器物。他们饲养的主要是马和牛。史书记载骨利干“产良马，首似橐它，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
〔29〕

 当地人也猎取野兽，骨利干人所绘壁画常常描绘围猎的场面。他们知农耕，在骨利干人安加拉河岸和库拉科沃附近居地，常发现有古代耕耘的痕迹——一排排平行的长垅。《新唐书·回鹘传》说其地“草多百合”，《太平环宇记》也说骨利干“地多百合草，人以为粮食”。人以百合为食，可见采集业在骨利干社会中地位之重要，同时也意味当地农业的规模是有限的。

据《新唐书》记载，骨利干有“胜兵五千人”，《唐会要》称其胜兵四千五百，口万余人，
〔30〕

 总之是个不大的部落集团。突厥文碑铭称之为Üch Qurqan（三姓骨利干），说明骨利干是由三个部落或氏族组成的联盟。《新唐书·回鹘传》提到骨利干酋长“大俟斤”入唐献马事，而《太平环宇记》和《唐会要》则云该地有“二俟斤同居”。这些零星的史料似乎暗示，三姓骨利干各姓的首领是俟斤，而整个部落集团则由其中一姓首领领导，称大俟斤。唐初先后以其地为玄阙州、余吾州。

骨利干的名字在穆斯林地理著作中写作Quri（豁里）。10世纪末成书的波斯匿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说：“Fur是一个部落的名字，属于黠戛斯，居于其东，但不与黠戛斯的其他集团相混。”
〔31〕

 Fur这个名字的起首辅音字母F-显系波斯文字母Gh-音点缺漏所致。Fur应为Qur，即豁里。在骨利干人居地发现有古代卢尼字突厥文碑铭，这种文字与鄂尔浑突厥文很相近。所以一般把骨利干列入操突厥语的部落。但从元代保存的有关十二三世纪豁里部落的资料看，豁里无疑是蒙古部落。我还注意到，《世界境域志》提到，黠戛斯人不懂豁里人的语言，这与后来的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在其《报导的装饰》中记载的一致。他写道：“［豁里人］不与任何人结盟，既不知道任何其他人的语言，任何其他人都不懂他们的语言。”
〔32〕

 由此看来，骨利干可能至少在唐代已操蒙古语，并不是后来才蒙古化的。他们当时可能把卢尼字突厥文当做书面语使用。

至于拔野古（Bayirqu），学者们相信它就是蒙古巴儿忽惕部的祖先。
〔33〕

 隋唐史书都把它划入铁勒种类。《新唐书》记：“回纥，其先匈奴也……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凡十五种，皆散处碛北。”
〔34〕

 据《旧唐书》铁勒15部散居碛北事，在唐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初年。
〔35〕

 《隋书》亦记：“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乐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
〔36〕

 根据其中拔野古等部“并号俟斤”的情节，可知此乃隋大业年间事。
〔37〕

 与《新唐书》所记时代相去未远。隋末、唐初以前，拔野古与铁勒诸部的关系，尚不清楚。从现存史料看，拔野古不属室韦，亦从不被称为达旦。

7世纪初叶以后，拔野古与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共同组成了铁勒联盟。隋大业（605～615）中，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达曼残酷压迫铁勒诸部，引起诸部反抗，“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
〔38〕

 且“并号俟斤”。
〔39〕

 后拔野古附东突厥始毕可汗。贞观初，东突厥衰，转附薛延陀。
〔40〕

 铁勒诸部中虽先后有薛延陀、回纥称雄长，但其属部，包括拔野古皆“各有分地”。唐贞观二十年（646），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与铁勒诸部酋长一同入唐。次年，唐太宗以“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
〔41〕

 拔野古在《新唐书·回鹘传》中有附传，曰：“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帐户六万，兵万人。”并称“风俗大抵铁勒也，语言少异”。高宗显庆五年（660），拔野古与驻于蒙古高原东部的思结、仆骨、同罗4部共同反唐，遭唐兵镇压。
〔42〕

 后突厥汗国时期，拔野古与回纥诸部均役属后突厥，这时它已十分强大。突厥文《阙特勤碑铭》数次提到突厥与拔野古部落的斗争。拔野古包括九个氏族（部落？），称“九姓拔野古”。开元四年（716），后突厥默啜可汗北讨九姓拔野古，双方会战于独乐河（今土拉河），拔野古战败。默啜因胜而不设备，反为拔野古袭杀。
〔43〕

 后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汗国代兴。回纥原包括药罗葛等九姓，后又收罗拔悉密、葛逻禄，总称11姓，但拔野古与其他蒙古高原东部仆骨、同罗等6部不在其列。
〔44〕



10世纪时，拔野古部曾至河西一带活动。在伯希和P.2471号和田塞语文书《使臣Thyai Pada-tsa向于阗朝廷的报告》第11、55、58行曾三次提及“突厥拔野古”（ttrruka bayarkata），
〔45〕

 同一个部名亦见于另一批于阗使臣Chika Gulai和Dum Samgalaka的书信稿第77行
〔46〕

 和“钢和泰卷子”第2部分于阗部分中之第31行。
〔47〕

 我们前面已提到伯希和的假设，把拔野古视为蒙古巴儿忽惕的唐代音译，并把拔野古视为混在铁勒诸部中的蒙古人。但上引《新唐书·回鹘传》中拔野古附传云拔野古“风俗大抵铁勒也，语言少异”，而这里和阗塞语卷子又反复称拔野古为“突厥拔野古”，由此似亦应考虑它是一个后来蒙古化的突厥部落的可能性。

四　尼鲁温蒙古与迭列列斤蒙古

（一）迭列列斤蒙古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狭义的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蒙古的名字最初指蒙古部，即唐代之蒙兀室韦。蒙古人有一种传说，即蒙古人有两种，其一为尼鲁温蒙古，其二为迭列列斤蒙古。拉施都丁的《史集》中保留了蒙古人口传的有关他们起源的历史：名称为蒙古的部落，在距13世纪约二千年前，曾同其他突厥部落作战，蒙古诸部战败，遭到屠杀，除二男二女之外均被除灭。这两个家庭逃入一个四周都是群山和丛林的地方，叫额儿古纳·昆（Arkuna Qun）。“昆”意为山腰；“额儿古纳”，意为窄的。额儿古纳·昆，即窄山腰。那两个家庭的名称分别为捏古思（Nikus）和乞颜（Qiyan）。由于人口增殖，地域对他们来说显得狭窄了，于是设法迁出。他们在山中找到铁矿。宰杀了七十头牛，以其皮制成风箱，在山坡下堆起木柴和煤，七十个风箱一起拉动，融化了山壁，开出了通路，才走出了额儿古纳·昆山隘。
〔48〕



《史集》中提到的保存在蒙古人记忆中的祖居地额儿古纳·昆，与唐代史籍中提到的蒙兀室韦的居地望建河——今黑龙江上源之一额尔古纳河完全一致；而上述熔铁出山的故事，则明显地表现出突厥文化的影响。《周书》卷50《突厥传》记突厥起源传说云：突厥阿史那氏为邻国所破，其国尽灭，仅余一儿，弃草泽中，有牝狼饲之。后为避敌伤害，与狼一同逃往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子孙蓄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很清楚，拉施都丁所记蒙古起源故事，乃因袭突厥传说而成。不过蒙古部源出于望建河，故将从突厥人那里接受来的传说中的“先人穴”，置于自己的故土额儿古纳河流域群山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周书》所记突厥起源的传说，亦可从《魏书》卷103《高车传》的高车起源传说，甚至可以从《汉书》卷61《张骞传》中所记乌孙王幼年的故事中，找到其发展形成的线索。
〔49〕

 这是蒙兀室韦及其近亲部落从蒙古高原东部向西推进，接触到突厥和千百年来漠北游牧民族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影响的明证。

前面已经提到，根据波斯史籍记载，在辽金时代，东部蒙古人中存在着两个集团：“迭列列斤”蒙古和“尼鲁温”蒙古。迭列列斤，波斯文写作DRLKIN，拉施都丁未解释其意义。因为这个词中只有一个元音字母，各家读法遂有不同。多桑读作Durlukin，霍渥思（Howorth）读作Darlegin，伯希和读作Durlugin，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俄译本转写为Darlekin等。
〔50〕

 西德学者德福（G. Doerfer）认为，DRLKIN这个词他在任何蒙古文献中都查检不到，词源无法追寻；但他指出其尾音节-kin是氏族名称标志。
〔51〕

 亦邻真与伯希和的意见一致，认为，既然词中出现与前列元音相配的辅音字母-K-，这个词自然是柔性词（前列元音词），但他不同于伯希和把这个词的前两个元音读作第7元音（圆唇元音U）的复原法。他认为DRLKIN应读作Derelekin（迭列列斤），其词干应是derele-（动词，意为“枕”）。他与德福一样，把这个词的末音节-kin解释为蒙古语氏族名称常见的后缀（某处人，某种人），如那牙勤、主儿勤。动词derele-又有“沿、靠”的意思。《元朝秘史》第205、206节有“着孛斡儿出统管直至阿勒台的右手万户”和“着木华黎国王统管直至合剌温只敦的左手万户”的句子。其中derelekun，旁译“枕的”，是静动词现在将来时复数。据此，亦邻真把DRLKIN读作Derelekin（迭列列斤），表示“沿着山岭”那部分人的意思。
〔52〕



拉施都丁说，迭列列斤蒙古的意思，是普通的蒙古人，他接着说：





……那些人们称为迭列列斤蒙古的人，他们出自曾遁入额儿古纳·昆并繁衍起来的捏古思和乞颜蒙古部落的残余氏族，并在朵奔伯颜和阿兰豁阿以前的时代就存在了。
〔53〕







在叙述赤那思氏时，拉施都丁又说：





捏古思又用以称呼另一些部落，即属于特别的蒙古人的迭列列斤部落，而这个部落是从额儿古纳·昆出来的诸部的分枝。
〔54〕







根据这些解释可知：

1．迭列列斤蒙古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名称，在朵奔伯颜和阿兰豁阿时代以前已经存在。

2．迭列列斤蒙古是指源出于额儿古纳·昆的那些部落，在古代他们互为邻居。不是出自额儿古纳·昆的部落不称为迭列列斤。

3．迭列列斤蒙古诸部为传说中额儿古纳·昆山中两个古老氏族捏古思和乞颜，特别是捏古思氏族的后裔，他们之间一般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上述数点亦可视为迭列列斤蒙古的定义。以此复检《史集》可发现，拉施都丁在有关章节目次中，提到了八个迭列列斤蒙古部落：兀良哈、弘吉剌、斡罗纳兀特、许兀慎、速勒都思、亦勒都儿斤、巴牙兀惕和轻吉惕；而在实际内容的行文中，他提到了十八个部落。

在迭列列斤部落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兀良哈部。兀良哈人自称其祖先帮助并参加过点燃额儿古纳·昆的七十座炉子，拉过风箱。由于兀良哈部出自蒙古二始祖之一捏古思氏（一说出自乞颜的捏古思氏），
〔55〕

 他们属于迭列列斤蒙古部落是不容置疑的。拉施都丁注意到兀良哈人与其他蒙古人风俗上的差异：闪电大作时兀良哈人大喊大叫，咒骂上天，而其他蒙古人则不出帐幕，害怕地坐在家里。
〔56〕

 兀良哈人很早就与契丹人发生联系。兀良哈在辽代称为斡郎改或嗢娘改。辽穆宗应历十三年（963），斡郎改部曾向辽廷进献“花鹿生茸”。
〔57〕

 这时的兀良哈已经居于蒙古高原。10世纪王延德使高昌时，曾于漠北回鹘故地历“卧梁该特族”居地。
〔58〕

 卧梁刻特即兀良哈。细读蒙元史籍可知，几乎所有迁出额儿古纳·昆的迭列列斤部落，在辽、金时代都分布在蒙古高原东部，而兀良哈却远远深入蒙古高原中部。兀良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蒙古迭列列斤部落。

排在第三位的斡罗纳兀特，以及拉施都丁顺便提到的晃忽坛、阿鲁剌特、斡罗纳兀特—乞里克纳特及嫩真等部，
〔59〕

 据《元朝秘史》和其他史籍，均为阿兰豁阿之后裔，应属于尼鲁温蒙古，不应属迭列列斤蒙古。

《史集》在叙述土敦篾年事迹时，说扎剌亦儿属于迭列列斤部落。
〔60〕

 《元史·太祖纪》在叙述成吉思汗先祖历史时，讲到扎剌亦儿人与蒙古部之间的冲突，根据《史集·部族志·扎剌亦儿传》和《史集·土敦篾年纪》，我们知道，此次冲突发生于斡难水畔。这段记载恰恰对应于苏天爵所记木华黎“生于阿难水（按，即斡难河）东”。
〔61〕

 由此看来，扎剌亦儿人在迁出额儿古纳·昆以后，占据了斡难河流域。但这些记载与前面叙述三十姓达旦和九姓达旦时，我们曾提到在回鹘汗国时代扎剌亦儿人已驻牧于漠北的事实矛盾，而此时蒙兀室韦尚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所以扎剌亦儿人不属于原来意义上的迭列列斤部落。

虽然《史集》在叙述土敦篾年事迹时，提到扎剌亦儿是迭列列斤部落，但在《史集》列出的迭列列斤诸部目录中又没有它。关于扎剌亦儿人究竟原先就居住在漠北，还是回鹘汗国灭亡后才从额儿古纳·昆丛山中迁出来的，与古老的捏古思氏族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后来才被划入迭列列斤集团的，这一系列问题，我拟在一篇专文中讨论，此处不赘。

值得注意的是扎剌亦儿最显赫的木华黎家族，全无与成吉思汗氏族通婚的痕迹，即元明善所谓扎剌亦儿“亲连天家，世不婚姻”之说。
〔62〕

 但实际上扎剌亦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世仆，不通婚姻是因为两个氏族之间地位过于悬殊，所谓“亲连天家”不过是这种主仆关系的粉饰之辞而已。元仁宗曾诏木华黎后裔拜住（联姻）宗室女，而拜住却（推辞）之，可能也是这个缘故。
〔63〕

 除了不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之外，扎剌亦儿与其他尼鲁温氏族，例如阿儿剌、忙兀、八邻和速勒都思等族婚姻并无障碍，
〔64〕

 有如其他迭列列斤部落一样。

（二）尼鲁温蒙古

拉施都丁对于尼鲁温蒙古解释道：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伯颜死后所生三子的后裔形成的氏族，被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的意思是脊背，以此表明阿兰豁阿纯洁的腰脊。
〔65〕

 尼鲁温，波斯文写作NIRUN，应为蒙古语niruqun（腰脊）。

按照《史集》记载，迭列列斤是一般的蒙古人，尼鲁温则是阿兰豁阿的后裔。那么迭列列斤蒙古与尼鲁温蒙古在实质上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根据上面归纳的迭列列斤蒙古与尼鲁温蒙古的定义，我们发现：至少迭列列斤诸部形成在前，尼鲁温诸部形成在后，它们古老的程度不一样。但这样解释还不能完全概括两者之间的区别，需要进一步阐明。另外，迭列列斤蒙古、尼鲁温蒙古与额儿古纳·昆的两个古老氏族捏古思和乞颜又是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史集》也没有言明，我们只能从其行文中表露的一点蛛丝马迹中探寻。

邵循正先生讨论过蒙古诸部与捏古思（由于波斯文音点讹误他读帖古思）和乞颜两氏族之间的问题。他为论证弘吉剌部与蒙古部异源，引述《元朝秘史》第63节弘吉剌部那颜德薛禅对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说的一句话：“您乞牙惕（按，乞牙惕是乞颜的复数）百姓的吉兆。”他由此确定，也速该属于乞颜氏，而弘吉剌部不是乞颜氏。
〔66〕

 也速该的确属于尼鲁温的乞颜氏族。但拉施都丁已明确指出，古代乞颜氏族的名字，在朵奔伯颜之后已从蒙古人中消失。成吉思汗的四世祖合不勒的后裔又重新起名曰乞颜。
〔67〕

 与之相同的是，尼鲁温内部也重新出现了一个捏古思氏族：海都之子抄真所出的直拏思氏族（赤那思）的一部分，又称为捏古思。同样，《史集》也再三言明，这不是古代遁入额儿古纳·昆的那个捏古思。所以弘吉剌特薛禅称也速该为乞颜氏，指的只能是后来尼鲁温氏内部重新产生的乞颜氏，而不是古代的乞颜氏。

唯一提到尼鲁温氏与古代乞颜氏族关系的，是拉施都丁的一句话：“阿兰豁阿的丈夫朵奔伯颜（按，《元朝秘史》为孛儿只吉氏）出自乞颜氏族（aznasl-i qiyan buda）。”
〔68〕

 至于迭列列斤诸部与捏古思氏族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一段拉施都丁的记载：“捏古思又用以称呼另一些部落，即属于特别的蒙古人的迭列列斤部落，而这个部落是出自额儿古纳·昆的。”
〔69〕

 根据这两点线索，似可推测：古代额儿古纳·昆的两个古老氏族，其中捏古思氏繁衍成迭列列斤诸部，而乞颜氏的后裔中一支孛儿只吉氏的一部分，则形成后来的尼鲁温诸部。《史集》在说明朵奔伯颜出自乞颜氏族之后，接着说阿兰豁阿出自迭列列斤蒙古弘吉剌的分族豁罗剌思部，与《元朝秘史》第8节所言阿兰豁阿为统治豁里秃马惕部的豁里剌儿台（即豁罗剌思人）篾儿干之女相符合。这实际上提示我们，迭列列斤诸部与尼鲁温的祖先诸部（例如孛儿只吉氏）之间，承袭着捏古思氏与乞颜氏之间的婚姻关系。

比较困难的是解释蒙兀室韦（忙豁勒、蒙古）与迭列列斤和尼鲁温诸部的关系。下面的叙述是一种尝试：当回鹘汗国瓦解，乞颜、捏古思后裔诸部迁出额儿古纳·昆时，蒙兀室韦亦在其中。据《元朝秘史》，阿兰豁阿的丈夫朵奔篾儿干的祖父孛儿只吉歹（即孛儿只吉部人）篾儿干的妻子名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即蒙古部之女子。这是蒙兀室韦与乞颜氏后裔之一——尼鲁温氏的祖先孛儿只吉氏联姻的证据。邵循正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但他根据《史集》记载的朵奔伯颜祖先缺少孛儿只吉歹与忙豁勒真·豁阿夫妇一代这一点，认为《元朝秘史》所记是编造出来的。
〔70〕

 若以《元朝秘史》为基准，校之以《史集》，则可发现《史集》所记阿兰豁阿以前世系，缺载的并不只是孛儿只吉歹与忙豁勒真·豁阿这一代：

孛儿帖赤那六世孙撒里合察兀，《史集》缺漏。

从孛儿帖赤那九世孙合儿出——相当于《史集》之合里·合出（qali qaju），按此名《史集》卷1册1页7（汉译本）作合里·合儿出——至朵奔伯颜，《元朝秘史》为三代，而《史集》仅一代，竟缺漏二代，故此处宁取《元朝秘史》而舍《史集》。

按同族不婚的原则，孛儿只吉氏与蒙兀室韦只能互为异族，或互为已不受“同族不婚”的原则限制的远房同族。所以，我们猜测，蒙兀室韦（忙豁勒）是迭列列斤诸部的一支，可能是捏古思氏的同族。蒙兀室韦见于《旧唐书》，足见它在唐代已是一个室韦的强部，可能在额儿古纳·昆诸部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许是因为这一点，乞颜和捏古思氏诸后裔采用了它的名字。蒙兀室韦作为一个内部不能通婚的氏族集团，至少在朵奔伯颜的祖父时代还存在着，但到12世纪下半叶，忙豁勒已不再指某一个具体的氏族，它成了古老的乞颜氏与捏古思氏后裔诸部的总称。见于辽金时代各种史料的女真语读法的蒙古名称，例如蒙古斯（史愿《亡辽录》引《上两府札子》），萌古斯（金《完颜希尹神道碑》），萌骨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蒙古纪年》），萌古子（《三朝北朝会编》引《燕云奉使录》）等，
〔71〕

 从时代判断，可能都是迭列列斤与尼鲁温诸部的总称。

（三）处于尼鲁温氏边缘的朵儿边等氏族

《史集》中迭列列斤项下所列诸部，不可能全部都出自捏古思氏，其中必定有些是后来才进入迭列列斤集团的，这一点在《史集》中尚有痕迹可寻。蒙古诸部、诸氏族，由于血族的发展不断地衍生出新氏族。尼鲁温氏族一定有一些与自己一样同出于古老乞颜氏的兄弟氏族，朵儿边氏与其他尼鲁温诸部血缘关系最远。根据《元朝秘史》，朵儿边氏是阿兰豁阿的丈夫朵奔伯颜的兄弟都哇锁豁儿所生四子后裔形成的氏族，而据《史集》则是孛儿帖赤那之孙塔马察的四个兄弟后裔形成的氏族。
〔72〕

 按照《史集》所说阿兰豁阿丈夫死后所生三子后裔才属尼鲁温的定义，则朵儿边氏只能是尼鲁温氏的兄弟氏族，不属于尼鲁温氏。尼鲁温氏内部应不能自相婚娶，而据《史集》，元世祖忽必烈的一个妃子是朵儿边氏。
〔73〕

 西北叛王海都之妃，斡罗思的生母，波斯文写作DRNJYN，其中第三个字母-N-显系波斯文字-B-音点误置所致。故其名应写作DRBJYN，应读作Dörbjin，即朵儿伯真，
〔74〕

 意为朵儿边部的女子。这正说明朵儿边氏不属于尼鲁温氏族集团。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被排除出尼鲁温内部禁婚集团后进入迭列列斤序列的部落。

《史集》把朵儿边这个原应属于迭列列斤的氏族，划入尼鲁温集团的原因看来只能是：《史集·部族志》资料的提供者博罗丞相，为了提高自己所出的朵儿边氏族的地位，强调朵儿边氏与成吉思汗血缘关系，自相矛盾地把朵儿边这个尼鲁温氏的兄弟氏族划入尼鲁温氏。
〔75〕

 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成吉思汗时代，朵儿边氏尚处于尼鲁温氏的边缘，它与尼鲁温氏的血缘关系尚未被人们忘记，还时常被人们提起。

与朵儿边氏一样属于尼鲁温氏的兄弟氏族的，一定还有一些，但史料记载语焉不详。目前能够确定与尼鲁温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中，与尼鲁温氏血缘最远的是朵儿边氏。这说明在蒙古部古老的乞颜氏后裔已知来历的诸部中，朵儿边氏以前形成的氏族，在成吉思汗时代不但已绝不再划入尼鲁温集团，而且也不再计算与尼鲁温氏的血缘远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尼鲁温氏来说也不再受同族不婚的限制，已属于迭列列斤集团。

除了朵儿边氏以外，在拉施都丁给出的尼鲁温诸部中，还有一些实际上动摇在迭列列斤与尼鲁温之间，例如朵奔伯颜与阿兰豁阿所生二子的后裔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他们未被列入《史集·部族志》的尼鲁温氏族序列。但这位波斯史家在《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中提到：有人将他们算作尼鲁温部落，因为他们出自阿兰豁阿，也有人将他们列入迭列列斤，理由是只有阿兰豁阿在丈夫死后所生三子后裔才得称为尼鲁温。
〔76〕

 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与尼鲁温诸部的血缘关系要比朵儿边氏近些。它们是否属于尼鲁温集团尚有疑问，则朵儿边氏在成吉思汗时代已被排除在尼鲁温之外乃不言自明之事。排除出尼鲁温的氏族自然地成为迭列列斤部落。这大约是迭列列斤诸部中那些出自古老乞颜氏部落的来历。他们都是后来进入迭列列斤部落集团的。

与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血缘最近的是阿兰豁阿在丈夫死后所生三子：不端察儿以及其余二子的后裔撒勒只兀惕氏和合答斤氏。以尼鲁温氏族集团内成吉思汗这一代计算，与他们血缘最远的也是撒勒只兀惕氏和合答斤氏。在成吉思汗时代，撒勒只兀惕和合答斤这两个氏族还被明确地划在尼鲁温集团内。成吉思汗曾告诫：不要想撒勒只兀惕氏的姑娘，也不要把姑娘嫁给他们。
〔77〕

 尼鲁温内部不能通婚，这是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根据这一点，我们相信，尼鲁温蒙古的迭列列斤蒙古都是随时代而变动的概念。在成吉思汗父祖以前不久的时代，朵儿边氏和不古纳氏、别勒古纳氏一定与其他尼鲁温氏族共同组成过一个内部不能婚娶的血族集团。同样，在成吉思汗以后的某一代，撒勒只兀惕氏和合答斤氏也一定会被划出这个血族集团，列入迭列列斤集团。

尼鲁温在一开始只是一个附属于其他氏族集团（例如以朵奔伯颜的祖父孛儿只吉歹的名字所表示的孛儿只吉氏族集团）中的一个小小氏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从孛儿只吉氏中划分了出来。后来，尼鲁温内部又不断产生一些新的血缘集团。占据尼鲁温血族首领地位的阿兰豁阿五世孙海都的后裔形成了两大支系，泰赤兀惕氏（意为太子之部）和新乞牙惕氏。新乞牙惕氏中，又产生了新乞牙惕新孛儿只吉氏（成吉思汗父也速该的氏族）。这些新的支系都分别以自己为中心，来计算其他支系与自己血缘关系的远近。如果说，成吉思汗时代，尼鲁温氏族内部禁婚的集团，是以阿兰豁阿夫死以后所生三子后裔为限，朵奔伯颜与阿兰豁阿所生二子后裔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已有被划出尼鲁温集团的趋势的话，那么到成吉思汗后裔时代，又有更多的原先属于尼鲁温的支系被划出禁婚集团，列入迭列列斤集团。

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儿术（孛斡儿出）为阿鲁剌氏，其始祖抄真斡儿帖该是成吉思汗六世祖伯升豁儿的兄弟。在《元朝秘史》中阿鲁剌氏属成吉思汗的近亲氏族，照例当时不能在尼鲁温集团内部通婚，而元代博儿术家族与成吉思汗家族之间已不禁婚。《元史·诸王表》广平王项下记有木剌忽驸马。木剌忽乃博儿术四世孙，既称驸马，可见得尚公主。
〔78〕

 按阎复记载，木剌忽在成吉思汗曾孙元成宗时，曾受诏娶皇室姻女八都马为妻，
〔79〕

 则尚公主应在此后。此时上距成吉思汗肇兴时代已逾百年。又博儿术生前曾受封右手万户，窝阔台丙申分户时，曾置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博儿术之子孛栾台）、忒不台驸马及斡阔烈（博儿术之弟斡哥连）。
〔80〕

 屠寄认为，忒木台或为孛罗台之弟，并认为他就是《元史·诸公主表》中某某公主位下所记忒不歹驸马。
〔81〕

 不管屠寄的考证可信与否，这个忒木台无疑是博儿术的后人。
〔82〕

 由此可知阿鲁剌氏在窝阔台时代已不再被视为成吉思汗的近亲同族。

迭列列斤、尼鲁温的范围随时代变化的情况，在比《元朝秘史》晚出的《史集》中留有痕迹。《史集》把阿鲁剌及其兄弟氏族晃忽坛氏和斡罗纳氏等划入迭列列斤诸部，可能就是根据上述的尼鲁温氏的范围随时间变化的原则。此外，《史集·部族志》的主要资料提供者朵儿边氏博罗丞相，看来对与朵儿边氏血缘较远的抄真后裔氏族不很清楚，以致《史集》在言及赫儿帖干（斡儿帖该）和昔只兀惕（失主兀惕）两氏族的来源时屡屡出错。
〔83〕

 昔只兀惕氏（失主兀惕）为纳臣后裔，并非如《史集》所说那样出自海都。《史集》也根本未提到赫儿帖干（斡儿帖该）与阿鲁剌、晃忽坛和斡罗纳等族同出一源。这应是拉施都丁把阿鲁剌等族划入迭列列斤的另一个原因。钱大昕因时代所限，从同族不婚的观点出发，怀疑《元史》称博儿术四世孙为驸马的可信性；
〔84〕

 而拉施都丁关于阿鲁剌、晃忽坛和斡罗纳三族属于迭列列斤的记载，自哀德蛮译《史集》部族志
〔85〕

 后，已为中外许多学者引述过。萧启庆始注意到东西史籍在这一点上的歧异，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解释歧异的途径在于改变蒙古人的族系观念一成不变的观念。
〔86〕



（四）再谈迭列列斤蒙古

上面进行的讨论使我们联想起其他一些迭列列斤部落，如伯岳吾、许兀慎、速勒都思（逊都思）等。这些部落是否在阿兰豁阿以前的某一个时代，与尼鲁温氏族集团的前身孛儿只吉歹氏属于同一个氏族集团？是否以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被划入迭列列斤集团，他们与尼鲁温氏族的远缘亲属关系也不再被人们提起了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但由于记载阙如，追寻起来已十分困难。

《史集》所举的一些尼鲁温部落，虽能在《元朝秘史》和其他汉文史籍中找到踪迹，但其间区别很大。照烈氏和扎答阑氏，在《元史》和《元朝秘史》中是两个部。照烈氏曾参与尼鲁温诸部祭祖，是同族，而扎答阑氏与其他尼鲁温氏没有血缘关系。辽末，扎答阑（茶只剌）已是强部；但《史集》却将两部混为一谈。按拉施都丁记载，尼鲁温集团相互血缘最近的主体氏族，如不答惕、巴鲁剌思、那牙勤、兀鲁兀、忙兀、朵豁剌等，大都是敦必乃的后裔，其形成时间大约在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时代，或此前不久；而据《元朝秘史》，这些氏族大都是土敦篾年的后裔，其形成时间约在敦必乃时代，比《史集》所记早了两代人。东西史籍的这些差异，是很好的研究课题。

亦邻真认为，由于迭列列斤的词干derele-又有“沿、靠”的意思，而尼鲁温niru'un这个词不只作腰脊解，也当山岭讲，所以尼鲁温可能指住在山岭上的蒙古人，而迭列列斤则可能是指居住在山岭下的蒙古人
〔87〕

 ，这个看法把尼鲁温和迭列列斤看作自古以来就并存的两个部落集团，不符合《史集》的解释。

而按上述分析，我认为迭列列斤与尼鲁温，实际上是蒙古人内部的孛儿只斤—乞颜氏族以自己为核心而划分的血缘和婚媾集团。如果计算的中心线发生变化，则一切都将改变。由于成吉思汗建立了帝业，他的氏族自然成为蒙古人内部乞颜和捏古思后裔诸部区分血缘远近的中心，他们氏族的传说也较多地保存了下来。可以推想，其他各部，例如属于迭列列斤集团的翁吉剌惕和伯岳吾，以及迭列列斤集团以外的蔑儿乞、塔塔儿，甚至克烈等，也会以自己的统治氏族为中心来计算各亲族的血缘远近，也肯定有自己的部落历史传说。但因为他们沦为成吉思汗家族的臣民，有关资料也大部分随之湮没，只留下一点很难连缀的片断。

到成吉思汗父、祖的时代，蒙古的氏族社会已处于瓦解阶段。血缘相近的尼鲁温诸部并未结成牢固的集团。相反，他们内部为争夺牧场、财富和权力不断争斗残杀。同一血族的兄弟勾结外族祸害宗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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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卷110《匈奴传·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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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前引亦邻真文，注48。在《元朝秘史》中，除了赤—臣（……者）以-n区别单复数以外，以元音结尾的名词、形容词加上-n同样变为复数，见额尔登泰等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53。


〔8〕
 若洛廆，《从前燕录》作“弈洛廆”，见《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6，页2374校勘记（1）。


〔9〕
 《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原文载《通报》，1921年，汉译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


〔10〕
 见亦邻真前引文，注46。


〔11〕
 同上注。


〔12〕
 《华夷译语·人物门》：“叔，阿巴合”。见涵芬楼秘籍，第4集，叶14。参见伯氏《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13〕
 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见本文注⑨。


〔14〕
 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75年，页79。


〔15〕
 见本书第五章之八《关于失必儿与亦必儿族源的讨论》。


〔1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页171；并见亦邻真前引文。


〔17〕
 清格尔泰等《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年，北京。


〔18〕
 亦邻真前引文，注70。


〔19〕
 碑铭东面第4行及第5行。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并见马洛夫《突厥古文字文献》，莫斯科，1951年，页22、30。


〔20〕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王延德使高昌记》。


〔21〕
 《四库全书》台湾影印本，第1079册，页138。


〔22〕
 把黑车子达怛视为一部的有：亦邻真前引文；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


〔23〕
 《会昌一品集》卷8，《四库全书》台湾影印本，页159～160；并见《资治通鉴·唐纪》，62。


〔24〕
 见贝利《古代操伊朗语和阗的塞种文化》（H. 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页86～87。


〔25〕
 《三朝北朝汇编》。


〔26〕
 《史集·部族志》1965年莫斯科波斯文合校刊本，页159～160，页161～162；汉译本，页164～166。


〔27〕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131。“qadima”（自古以来）是来自阿拉伯文的副词。俄译者已故赫塔古罗夫教授未能识出，误为地名，汉译本相应亦误。《史集》德黑兰刊本缺此段。


〔28〕
 《新唐书》，中华书局校勘本（以下略），页6144。


〔29〕
 同上注。


〔30〕
 《唐会要》卷100。


〔31〕
 第14章，米诺尔斯基英译本。


〔32〕
 马尔丁奈兹《葛尔迪齐书中关于突厥人的两章》（A. P. Martinez: 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载《中古欧亚文献》（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第2期，1982年，页127。


〔33〕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页77～78。


〔34〕
 《新唐书》卷217，页6111。


〔35〕
 《旧唐书》卷195，中华书局标点本，页5195。


〔36〕
 《隋书》卷84，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879。


〔37〕
 同注〔35〕。


〔38〕
 《新唐书·回鹘传》，页6111。


〔39〕
 《旧唐书·回纥传》，页5195；亦见《隋书·铁勒传》，《新唐书·薛延陀传》，及《资治通鉴》，卷180。


〔40〕
 《旧唐书·铁勒传》，页5344；《资治通鉴》，卷193。


〔41〕
 《旧唐书·回纥传》，页5196；同书《铁勒传》，页5348；《资治通鉴》，卷98，标点本，页6244～6245。


〔42〕
 《新唐书·回鹘传》附《拔野古传》，《资治通鉴》，卷200。


〔43〕
 《新唐书·突厥传》，页6048～6049；《旧唐书·突厥传》，页5173；《资治通鉴》，卷211。


〔44〕
 《新唐书·回鹘传》，页6114。


〔45〕
 见贝利《一段有关甘州突厥人的和田文史料》（H. W. Bailey: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载《大亚洲》杂志［Asia Major］，卷Ⅰ—1，1949年。


〔46〕
 见贝利《七王》H. W. Bailey，The Seven Princes，载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学报》［BSOS］，第12期。


〔47〕
 见片山章雄《论Toquz Oghuz及“九姓”之若干问题》，载《史学杂志》，1981年，第12期，页1792；《民族译丛》1986年第5期有译文。


〔48〕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58～359，页361～362；《史集》汉译本，卷1，册1，页251～252。


〔49〕
 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刊》，1940年，卷4。


〔50〕
 参见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Gerhard Doerfer, Turkische a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第一册，页327；本文注③所引亦邻真文。


〔51〕
 见上引德福书，页327。


〔52〕
 见本文注③所引亦邻真文。


〔53〕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52～353；汉译本，页249。


〔54〕
 同上书，页500～501；汉译本，页301。


〔55〕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译本，页252、255。


〔56〕
 同上书，页255～256。


〔57〕
 《辽史》卷6《穆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78；卷70《属国表》，页1136。兀良哈对辽的从属关系一直保持到辽末，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斡朗改尚向辽进贡“良犬”，见《辽史》卷27《天祚帝纪律》，页327；卷70《属国表》，页1180。辽代还将兀良哈置于“属国军”序列之中，并设“斡朗改国王府”，见《辽史》卷36《兵卫志》，页433；卷46《百官志》，页759。刘师培早已注意到斡朗改与嗢娘改为兀良哈之同名异译，见《左盦集》卷5《〈辽史·部族表〉书后》及《辽史》中华书局标点本，页436，注［17］。


〔58〕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王延德使高昌记》。


〔59〕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译本，页272～280。


〔60〕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汉译本，页18。


〔61〕
 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1之1，《太师鲁国忠武王碑》，中华书局影印元元统元年刊本。《元史》卷119《木华黎传》亦云其先祖“世居阿难水东”。


〔62〕
 《丞相东平王碑》，《国朝文类》卷24，四部丛刊本，叶la。


〔63〕
 《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页56；并见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载《元代史新探》，台湾，1983年，页200。


〔64〕
 《黄金华集》卷25，页24b，25a；《国朝文类》，卷24，页17b；卷59，页19a。


〔65〕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53～354；汉译本，页249。


〔66〕
 《蒙古的名称和渊源》，《元史论丛》，第1辑，页220。


〔67〕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65～367；汉译本，页252。


〔68〕
 同上书。波斯文页364；汉译本，页253。


〔69〕
 参见本文注〔54〕。


〔70〕
 参见本文注〔66〕。


〔71〕
 参见韩儒林师《蒙古的名称》，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45～157。


〔72〕
 《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7。《史集》在另一处又说，朵儿边氏与巴阿邻氏同源，亦异于《元朝秘史》，见《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306。


〔73〕
 《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忽必烈的这个妃子乃忽哥赤皇子的生母，其名称波斯文拼作DRYJYN，汉译本译作“迭里真”。其实这个名字的第三个字母-Y-，应为字母-B-音点错误所致。正确的拼法显然是DRBJYN，即Dörbjin，朵儿伯真，意为朵儿边氏之女子。


〔74〕
 《史集》汉译本，第二卷，页16。


〔75〕
 研究朵儿边氏族的论文很少，笔者所见仅有余大钧的《蒙古朵儿边氏孛事辑》，载《元史论丛》，第1辑，1982年，中华书局。余大钧接受了《史集》有关朵儿边氏族属于尼鲁温蒙古的说法。


〔76〕
 《史集》德黑兰Karimi波斯文刊本，页168，页170；《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8、9。


〔77〕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479；汉译本，页18。


〔78〕
 《元史》卷108，页2747。


〔79〕
 《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国朝文类》，卷23，页4B。


〔80〕
 《元史》卷95《食货志》，页2430～2431。


〔81〕
 《元史》卷109，页2762；并见《蒙兀儿史记》，卷151，页7b～8a。


〔82〕
 《元朝史》在论述丙申分户时，开列的诸功臣受赐民户表未将“右手万户三投下”与“孛罗台”之间断开，亦未把孛罗台，忒木台驸马和斡阔烈视为一个整体，参见上册，页222。


〔83〕
 《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300；第一卷第二册，页23。


〔84〕
 《廿二史集考异》，上海，1937年，页1487。


〔85〕
 哀德蛮《古代突厥·达旦及蒙古民族概况》（Franz von Erdmann, Vollstaendige Uebersicht der aeltesten Tuerkischen, Tatarischen und Mongolischen Volkstaemme），喀山（Kasan），1841年。


〔86〕
 《元代四大蒙古家族》，载《元代史新探》，新文丰，1983年，页225，注158。


〔87〕
 参见本文注③所引亦邻真文。


第二章　蒙古西征历史背景新探

一　马卫集书所记民族迁移运动研究

二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强大国家的游牧民族的摇篮。公元前3世纪，这里是匈奴政权的中心，其后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陆续立国于此。中外许多学者已注意到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原先占据蒙古高原的操突厥语诸部逐渐消失，漠北草原蒙古化的现象。蒙古高原的蒙古化，是操蒙古语诸部向西迁移的历史浪潮带来的后果。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进行的西征，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西迁运动。本章拟从分析历史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期民族迁移的记载入手，来探讨蒙古西征前蒙古草原与中亚北部草原的民族成分变化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描述蒙古西征的历史背景。

（一）马卫集的记载

1937年A. J. 阿伯里（Arberry）博士宣布，他在“印度官方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发现了一份波斯麻里兀城（今土库曼斯坦国马鲁）人Sharaf al-Zaman Tahir al-Marwazi（本书译称为马卫集）的著作Taba'i′al-hayawan（《动物的自然性质》）的完整抄本。
〔1〕

 他对此编号为“德里·阿拉伯文1949号（Delhi, Arabic 1949）”抄本的初步勘同认定工作，可从蒙古时代波斯史家奥菲（'Aufi）从马卫集著作中摘引的七段引文中证实。伦敦大学教授米诺尔斯基将此书的阿拉伯文原文誊抄出来，并与其英文译文合璧刊行。
〔2〕



马卫集在其书之第9章《突厥》中，提到了当时发生于北亚草原的一系列互为因果的民族迁移运动，其文如下：





Qun［也］属于他们（按，指突厥），这些人因害怕契丹汗而从契丹之地来。他们是聂思脱里教徒，因草场的压力，从他们的故乡迁移过来。火赤哈儿（Qochqar）之子也斤赤（Akinji）花剌子模沙出自他们。追踪着Qun的是一支称为Qay的人，他们的人数以及力量都比他们（按，指Qun）众多和强大，将他们（按，指Qun）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他们（按，指Qun）于是移到了Shari之地，而Shari人则迁入突厥蛮（Turk-man）之地，突厥蛮则依次进入虎思（Ghuzz）国的东部。虎思突厥人于是迁移到佩奇内克（Bajanak），靠近阿儿马尼（Armenian？）海岸。
〔3〕







马卫集的这一段记载，在蒙古统治时代已为波斯史家奥菲译为波斯语，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19世纪末在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1册（史料部分），页99中，将奥菲的波斯文译文刊出，引起了中亚学界的重视。此后，马迦特（Marquart）又在其《论库蛮民族性》（Ueber das Volktum der Kommanen）中，再次刊出，并附详尽的评注。伯希和在《库蛮》（A propos des Comans，载《通报》，1915年）中，米诺斯基在马卫集书的英译中，都对马卫集的这一重要记载进行了研究。在上述诸位学者中，以米诺尔斯基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二）关于Qun与浑勘同之问题

从马卫集的记载看，这次民族迁移的浪潮是从一个称为Qun的部落集团开始的。Qun族离开故土有两个原因：①对契丹可汗武力的畏惧。②原有的牧场太狭窄。位于Qun族与契丹人之间的是Qay族，Qun和Qay原先都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部。细细品味马卫集的描述后可看出，Qay族攻占的并不是Qun族西迁后腾出的故居，而是Qun人离开故土后所占据的新牧场。但在巴托尔德、马迦特和伯希和所使用的奥菲的波斯文译文中，却将马卫集的这段记载表述为：Qay族将Qun族从自己的牧场驱走（as mara'iyi khud dur kardand），也即Qay人把Qun族从自己的牧场压迫驱走。
〔4〕

 因此，根据马卫集的记载，我们似可这样解释：契丹人的兴起引起了牧场的重新分配，Qun族在强邻压迫之下向西迁移。他们曾在蒙古草原某处驻足，也许想留在那里，但由于受到他们后面，也就是东方一个更为强大的部落Qay人的攻击，不得已再度西迁。Qay人是否一直追踪他们不太清楚。

在穆斯林地理学家中，比鲁尼提到了Qun族，他说：“第六地带始于东突厥人的地区，诸如Qay、Qun、辖戛斯、Kimak和九姓（Toghuzghuz）。”
〔5〕

 由于在一份极为古老的奥菲波斯文译文抄本中，Qun的名字写作Qry，
〔6〕

 米诺斯基曾猜测，Qun乃指辽、金元时代的蒙古部落豁里（Qori，唐代之骨利干）。大约与米诺尔斯基同时，巴托尔德也探讨了Qun的问题。由于在有的抄本中，奥菲抄本中被写成Qry的这个词，因为音点漏置而被写成Fry，遂使巴托尔德联想到突厥词“狼”（buri），由此他认为Fry（狼）的写法更可靠。
〔7〕

 但随着奥菲波斯文译本所源出的马卫集书阿拉伯文本的发现，人们从阿拉伯文原文中看到，这个部落的名称被明确地拼作Qun，于是这些猜测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米诺尔斯基曾就Qun的族属问题请教过夏伦（Haloun）教授。夏伦认为，由于吐谷浑在汉文史料中常略称为吐浑、退浑，甚至只称为浑，所以Qun可能是吐谷浑。

查检史籍，其中确有吐谷浑被简称为浑的情况。例如《隋书》卷83《吐谷浑传》录隋文帝言“浑贼风俗，特异人伦”；
〔8〕

 同书卷67《裴矩传》亦记裴矩向隋炀帝进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9〕

 但是这些只是汉族文人笔下因文字修饰需要对吐谷浑的略称。吐谷浑人不可能自称为“浑”，就像突厥人不可能自称为“厥”一样。敦煌文书和其他史书确实也曾不断地提到过“浑”。例如，《张氏勋德记》残卷云“河西创复，犹杂蕃浑”。又斯坦因掠走的一份唐咸通九年（869）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贴里文书记曰：“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交）杂。”《张议潮进表》中亦曰：“今不知郤□□（此处原文为□）杂蕃浑。”此外黄巢起义时，唐泾原节度使张均“说蕃浑与盟”。
〔10〕

 尽管这里的“浑”（蕃浑）的确很像是吐谷浑的略称，但由于源出于徒河鲜卑的吐谷浑人是一支操某种蒙古语的部落这一点几乎已成定论，而按马卫集的记载，Qun应是突厥人，因此夏伦教授关于Qun可能是吐谷浑的意见能否成立尚有疑问。米诺尔斯基曾考虑把Qun比定为铁勒诸部中的“浑”，但他后来否定了这种意见。
〔11〕

 笔者的意见与米诺尔斯基恰恰相反，Qun可能就是浑。

如果不考虑将浑与匈奴挂钩的问题，则浑的名称首见于《隋书》卷84《北狄·铁勒传》：“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乐河北有仆骨、同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新旧《唐书》在列举十五种散居碛北的铁勒部落时，也提到了浑，
〔12〕

 足见它是一个活动在我国大漠以北的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唐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破灭后，铁勒诸部酋长入觐，次年太宗于其地置六府七州，其中浑部所居地为皋兰州
〔13〕

 （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后分为东、西二州。后突厥汗国兴起，默啜可汗取铁勒故地，浑与回纥、契芯及思结等4部被迫度至漠南，徙居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之间，不久又返回碛北。浑部虽与回纥关系密切，但他们并不属于回纥。回纥内有族姓九，再加葛逻禄、拔悉密，共称十一姓，与仆骨、浑等六部为“相等夷”。此六部不列于回纥诸姓之中。
〔14〕

 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浑部似乎并没有随回鹘远走。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二月，史籍中仍有“突厥浑解楼”遣使者来的记载。
〔15〕

 这时浑显然与其他突厥部落混居在一起。

今藏法国国民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编号为伯希和2471（P.2471）的敦煌和田塞语卷子中提到了一个词huvasta。据贝利释读，这是部名huna的复数加了方位格标志asta，义为“朝着Huna每”。贝利对Huna部的勘同提出了三种可能性：①匈奴，②浑部，③吐谷浑的略称；但他不能定夺。
〔16〕

 笔者认为，这个Huna应指河西的浑族。

马卫集说，Qun族是在契丹的武力压迫下西迁的。查契丹历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平定了左近诸部后，开始向西扩张。神策元年（916）秋七月，他“亲征突厥、党项、吐谷浑、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
〔17〕

 其中突厥可能指的就是浑以及与浑有关的铁勒、突厥部落。如此说不误，则契丹的向西扩张，与马卫集所述Qun族的西迁系受契丹压迫所致恰好相应。天赞三年（924），契丹兵再“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18〕

 。浮图城已在北廷一带，故浑族（Qun）的西迁应在此以后。

（三）Qay与奚之关系

在马卫集所提到的这个一连串的民族迁移的链环中，位于最东方的，是一个被称为Qay的部落集团。Qay是什么人？在阿拉伯文中，Qay和契丹（Qitay）这两个名称在写法上虽易于混淆，但Qay族的名称在一些穆斯林史料图籍中，例如比鲁尼的《东方民族编年》和可失哈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等中，曾一再出现，足以说明Qay的名称不是契丹的讹写。

本章第一节在讨论Qun族时，已提到过比鲁尼的记载：第六区始于东方突厥人之地，诸如Qay、Qun，辖戛斯、Kimak和九姓。在诸部的排列上，比鲁尼与马卫集一样，把Qay族置于最东部，而Qun族则与Qay相邻。看来比鲁尼所记是这场民族迁移浪潮之前的情况。

在可失哈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曾数次提到Qay这个部落名称。其中第一次是在作者列举从西向东的突厥部落时，其文曰：





关于突厥人的分类以及略述其诸部概要：我（按，指作者可失哈里）将概述东方世界每个部落的地理位置。他们将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被列举出来，包括异教徒和穆斯林，从那最靠拂林（Rum）的开始列举。首先是佩奇内克（Bechnek），然后是钦察（Qifchaq），然后是乌护（Oghuz），然后是Yemak（按，指Kimak）然后是巴只吉惕（Bashhghirt），然后是拔悉密（Yasmil——按，即Basmil，在《突厥语大辞典》阿拉伯文原文中，所有的B都写作Y），然后是Qay，然后是阻卜姑（Yabaqu），然后是达旦（Tatar），然后是辖戛斯（Qirqiz），后者离秦（Sin，按，指中国）最近。
〔19〕







将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与比鲁尼所记相比，可发现Qay族的居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中，巴只吉惕以东的部落的排列，并非严格按照从西向东的顺序，例如作者将辖戛斯置于达旦之东。所以当时Qay人的居地位置，仅据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还不能确定。

在《突厥语大辞典》作者所附圆形地图中，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与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之间，分别标注着“处密人之地居地”以及“Qay人之居地”。明伽纳（Mingani）在1933年5月1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刊出了一份1150年绘出的叙利亚文地图。图中在所谓第6区的东限标明：“辖戛斯、Qay和Qun；突厥人和蒙古人之地。”
〔20〕

 尽管学者们怀疑它的绘成年代，但此图中Qay族的位置与《突厥语大辞典》所记却是大致相同的。

可失哈里说Qay族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
〔21〕

 作者在列数诸拥有自己语言的部落时，又一次提到了Qay族：“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都是定居民族。在游牧民中有处密（Chömül），他们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ratana），但也懂突厥语；Qay、阻卜姑（Yabaqu）、达旦和拔悉密也是如此，这些集团的第一个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也都懂突厥语。”
〔22〕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可失哈里有关“突厥人”的概念是含混的。他所列举的突厥人原本所有的20个部落中，包括了根本不属于突厥族的达旦、唐兀惕、契丹和桃花石（宋）。

看来Qay人与达旦等族一样，当时都不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但至蒙古时代，拉施都丁作《史集》时，Qay人已完全被视为突厥部落。《史集》记乌古思可汗事迹时，将乌古思部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孛祖黑（buzuq），以三个年长的儿子率领。属于孛祖黑的长子坤汗（Kün Khan，突厥语，译言太阳汗）之长子名Qayi，其义为“健壮者”。
〔23〕



米诺尔斯基猜测，Qay族即汉文史料中的奚人。尽管在突厥文《阙特勤碑铭》中，奚人被称为Tatabi，但在汉文史料中，他们始终被称为库莫奚或奚。奚的名字亦见于法国国民图书馆收藏的1283号卷子，其文曰：东境有一部落，蕃人称之为He，汉人称之为He-tse，突厥人称之为Dad-pyi，部落酋长名Cong-bong-ya。
〔24〕

 库莫奚之名首见于《魏书》卷100，他们是鲜卑的一支。344年，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皝击破这支鲜卑人，部落析为三：宇文、契丹和库莫奚。库莫奚居于契丹之西，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南。隋以后只称奚。“奚”字，隋唐时为匣母蟹韵，开口平声四等，拟音ghiei。从族名和所居地望来判断，马卫集和比鲁尼所说的Qay，很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奚。

奚人在隋时已分为五部，曾役属突厥。入唐后，唐太宗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五部各置州。奚与契丹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国互为表里，号曰两蕃。
〔25〕

 唐末光启中（885～887），契丹贵族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都，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
〔26〕

 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德祖）曾俘奚王部曲之半七百户。
〔27〕

 耶律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职时曾伐“六奚”，克之。
〔28〕

 至唐天复元年（901），契丹贵族钦德称汗后，耶律阿保机受命多次出征奚部。
〔29〕

 《新唐书·奚传》曰：“契丹方强，奚不敢抗，而举部役属。虏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今怀来）北山（今张北一带），遂为东、西奚。”奚贵族去诸的事迹亦见于五代史籍：“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
〔30〕



907年耶律阿保机即位后，加强了对奚的征服。910年，“乌马山奚库支”等叛，契丹“讨平之”。次年，阿保机“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
〔31〕

 契丹的征伐并未能使奚人屈服。他们与后唐往来以为援。奚贵族去诸之子曾收纳契丹叛臣。
〔32〕

 天赞二年，阿保机“讨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
〔33〕

 直至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立晋（936）以后，西奚才降服于辽。
〔34〕

 奚贵族成为契丹国内有地位的世贵，辽中期以后，辽朝以奚王牙帐之地为中京，府曰大定。

太宗以后直至辽末，史料上不再见有大规模反叛契丹之事，奚人的六部也完整地保留着。追踪Qun族的Qay人，或许是契丹兴起初，因不勘忍受压迫而西行的一部分奚人，或许是受命于契丹贵族，进攻Qun人的一支奚人部族军。在辽太祖西征战事中，奚部族军是从征的劲旅。天显元年（926）“以奚部长勃鲁思，王郁自回鹘、沙陀、吐蕃、党项”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
〔35〕

 追踪Qun族的Qay人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汉文史料中没有西征奚军长驻彼方的记载，如果我们要肯定米诺尔斯基把Qay比定为奚的猜测，则只能假定有一支奚人迁移到了西方，而汉籍漏载此事。本文前面提到，《史集》把Qay说成是乌古思可汗的长子的后裔。乌古思可汗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如果说其传说能够给我们点启示的话，那就是：即使Qay人确实起源于奚人，那么当Qay人定居于西方后，他们也与自己所源出的那支Tatabi（库莫奚）没有什么联系了。

（四）花剌子模沙也斤赤

辽代中期，契丹人仍不断对西北用兵。据《辽史》记载，开泰元年（1012）辽将耶律化哥“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帝嘉之，封邠王”。耶律化哥归阙后，辽西北边吏向朝廷奏报，守兵粮乏弱（缺粮），势不可守。辽廷遂遣耶律化哥再次经略西境。





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也儿的石河），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突厥语地名Bir-baliq），遇阿萨兰回鹘，掠。都监[image: alt]
 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
〔36〕







上面提到的白拔烈（bir-baliq），即元代之白八里城，亚美尼亚文献《海敦东行记》所载之Berbalex。bir，突厥语，译言一，baliq，突厥语城也。《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中称作独山城，当为此名之意译，其地位于今新疆木垒境。阿萨兰，突厥语arslan，意为狮子，这是突厥、回鹘诸族中常见的人名和称号。从这支阿萨兰回鹘的活动地在独山城一带判断，当为高昌回鹘无疑。耶律化哥第二次出兵的行路线，显然是沿漠北西行至也儿的石河，再南下进入依附于辽的高昌回鹘北境。上文提到的“阻卜”和逆命居翼只水上的“蕃部”显然与散居金山至也儿的石河的乃蛮诸部有关。但辽兵的这类军事行动，无疑会给停留在漠北或漠西某处的Qun族以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西迁。

根据马卫集记载，曾任塞尔柱算端国内花剌子模沙的也斤赤（Akinchi）是Qun人。这条史料对判断Qun族西迁时间的下限有决定性的意义。

也斤赤（Ekinchi）的名字是纯粹的突厥语，意为农民、播种者。这个词是由突厥语eki（谷物、种子、耕地），加上表示职业、身份的突厥语附加后缀-chi构成的；后来蒙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
〔37〕

 也斤赤的父亲名称为火赤哈儿（Qochqar），在突厥语中义为“公羊”。也斤赤的名称透露出Qun族人所受到的农耕文化影响。

出自浑族（Qun）的也斤赤担任花剌子模沙一事并非传闻，花剌子模诸沙中确有也斤赤其人，
〔38〕

 他的事迹零散地保存在伊本·阿西儿的《历史大全》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中。志费尼说火赤哈儿之子也斤赤曾是塞尔柱算端桑扎儿（Sanjar）的奴隶
〔39〕

 ，而伊本·阿西尔则说他是塞尔柱算端Bark-yaruq的奴隶，而正是这位算端任命他为花剌子模沙。Bark-yaruq算端的统治始于1094年10～11月。他可能是在推翻其暴虐的叔父阿儿思兰·阿儿浑之后，首次视察呼罗珊时，任命也斤赤为花剌子模沙的。Bark-yaruq算端1096年4月抵达彼处，在那里待了七个月以上。也斤赤汇集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然后去麻里兀城见算端，但算端已西返。也斤赤本人在一次欢娱活动中被两位大臣所杀。
〔40〕

 按志费尼的说法，也斤赤的继任者忽都不丁（Qutb al-Din）是在1097年至1098年登位的。
〔41〕

 马卫集本人是麻里兀人，他关于也斤赤出于浑（Qun）部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也斤赤之前的花剌子模沙是呼罗珊木儿加布河流域的突厥人纳失的斤（Nashtegin），而其后任忽都不丁则是纳失的斤之子。尽管也斤赤的任期十分短暂，但他对整个塞尔柱算端国东北部花剌子模地区事态的了解，必然是获得这一任命的先决条件。显然，至少在也斤赤之父火赤哈儿时代，浑（Qun）族已是花剌子模一个势力显赫的部族，非如此，也斤赤不可能获得塞尔柱算端的任命，而成为插在纳失的斤父子之间的花剌子模沙。以也斤赤壮年去世，逝年约40～50岁，而其父火赤哈儿以长20岁计，则浑（Qun）族在花剌子模强盛起来的时代，应在11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然，这个时间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耶律化哥的西征，相距过于短了一些。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似可肯定：浑（Qun）族从10世纪上半叶受契丹人压迫而离开故土，到落脚于花剌子模并强盛起来，其间经过了约一百年时间。米诺尔斯基已认识到，这样巨大的从我国蒙古高原东部开始，一环套一环直至黑海的民族迁移浪潮，不可能是一个短时期里的事情。其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从外界某一个确定的地点观察到。他设想，这个民族迁移的链环也许分为两部分，即Qay—Qun—Shariya（撤里之地）和突厥蛮—乌护—佩奇内克；而这两部分的连结点或许在花剌子模
〔42〕

 。火赤哈儿和也斤赤父子很可能亲自经历，并从内部和外部观察到了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迁移，而将自己所见、所历、所闻的情况在某种场合叙述出来，为马卫集所知。

（五）浑（Qun）与聂思脱里教

13世纪叙利亚史家巴儿·赫卜烈思（Bar Hebreus）的《圣教编年史》，引述1009年波斯麻里兀城聂思脱里教主致报达城（今巴格达）教长术安六世函，其中提到克烈王与其臣民受洗礼事。由于马卫集提到浑族是聂思脱里教徒，米诺尔斯基推测，浑（Qun）是我们熟悉的某一个以另一个名称闻名于世的突厥部落的一部分。其理由是：聂思脱里教总部不可能对一个像浑这样重要部落皈依聂思脱里教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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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据此再推测浑族（Qun）西迁在11世纪初叶以后。米诺尔斯基的上述推测有重要的缺陷，他只在人们所熟知的突厥、蒙古部落中寻找浑族（Qun）的踪迹。此外，他把浑族（Qun）后来在花剌子的重要地位向前推，设想这个部落在西迁以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实际上，信奉聂思脱里教而其名称并未见诸于景教总部文献的突厥、蒙古部落并不在少数，例如哈剌鲁、畏兀儿、乃蛮、汪古和一些蔑儿乞人等。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浑族（Qun）接受聂思脱里教的时间早于或晚于克烈人。预先假定浑族（Qun）接受聂思脱里教晚于克烈部，是不必要的。笔者的推测是：①浑族（Qun）可能在西迁开始以前已经是景教徒；②他们也有可能是在西迁途中，驻足某地，与某个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例如克烈、汪古或乃蛮等为邻或杂处时，变成景教徒的。

在本文中，笔者已把（Qun）比定为汉籍中的浑部。如果仅据马卫集的记载，会得出浑人（Qun）举族西迁的结论。但实际上仍有浑人留漠西与乃蛮和畏兀儿等为邻。十二三世纪之交，蒙古兴起，漠北诸部互相兼并残杀，草原大乱。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后，屈出律率乃蛮余部投奔西辽，亦有一些乃蛮、浑部及其他部落残余流入中原，为金政府收容，编为“忠孝军”。《金史》卷123《忠义·完颜陈和尚传》云：“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这里把浑与信奉景孝的回纥、乃蛮等并列，可为马卫集称浑是聂思脱里教徒的一个旁证。直至元代，仍有浑人散居河西。《元史》卷170《袁裕传》记：“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这些浑人的下落，尚有待于追寻。这里所提到的河西浑族，是否与吐谷浑有关，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有关Shari、突厥蛮和乌护的讨论，已超出本书的范围，这里从略。

二　Kimek部中的达旦人

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曾多次发生过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迁移运动，原因不外乎扩张、战败，或寻找牧场。仅见之于汉籍的，西汉时有月氏、乌孙的西迁，东汉时有北匈奴远遁，魏晋时有高车西行，唐代又有葛逻禄和回鹘的西迁，毫无疑问，除了这些见诸于汉籍的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西迁移活动外，还有许多为汉籍所漏载的，例如浑（Qun）部西迁这样的行动，或小规模的、零星的迁移运动。840年黠戛斯灭回鹘后，经过约三百年时间，到《元朝秘史》时代，漠北草原基本上蒙古化了。由于史籍中并未明确记载达旦、蒙古诸部的西迁活动，所以漠北草原蒙古化的历史，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有关这一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是汉文史料。9世纪以后，穆斯林地理科学繁盛一时。在一些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保留了有关突厥、蒙古诸部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著作中寻找鞑怛、蒙古诸部西迁的蛛丝马迹，将它们与散见于各书的汉文记载相比较，无疑会促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写于1050年前后的著作《报导的装饰》，提到了一部分达旦人向西迁移进入也儿的石河流域、建立Kimak部落的故事，其文曰：





至于诸Kimek人（Kimekiyan），其来源是这样的：诸达旦人（Tataran）的首领死后遗下二子。长子占据了君位，幼子妒忌其兄，幼弟名设（Shad）。他企图杀死其兄，但办不到，［从此］他为自己担忧起来。这位设有一个年轻的女奴（kanizak，妾），是他的情人（a'shiqe）。他带上女奴从其兄帐廷逃走。他前往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条大河（ab-ibururg，或一个大湖），有许多树木和丰富的猎物。他在那里扎帐，定居下来（furud amad）。后来，七个出自达旦的muwalidan［或为muqaliyan（仆人之讹）］来到他们这里。第一个是Imi；第二个是Imak；第三个是达旦（Tatar）；第四个是Bilandir（或应为Bayandur）；第五个是钦察（Qifchaq）；第六个是Laniqaz；第七个是Ajlad。这是一伙带着其主人们（Khudawandan）的一些马匹放牧的人，但马匹所在地已无多余的牧场。这样他们去设所在的地方寻找草场。当那个女奴看见他们时，她出来，并说道“irtish”，意为“你们下马”，由于这个原因，这条河被命名为也儿的石（Ir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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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尔迪齐的这段记载，显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透过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可以窥见Kimek部落形成的大致过程。达旦部落的一个贵族“设”率部西行，到达也儿的石河。他们虽然脱离了达旦主体，但是仍然与它保持着联系，以至后来又有7个部落或氏族脱离达旦部落主体，来到也儿的石河，它们与设原先所率领的那个氏族一起，在也儿的石河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集团。

葛尔迪齐书记载的“也儿的石”的词源来历不明，可失哈里对它另有一番解释，他写道“也儿的石是Yemek（即Kimek）草原中的一条河名”，源于一个词，意为：“和我竞赛渡河，［看］我们中谁在渡河中更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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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托尔德则认为，“额尔齐斯的命名无疑不是突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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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葛尔迪齐的说法，西迁的达旦人构成了Kimak部落的主体。治蒙元史的学者都知道，鞑怛这个词含义有二层，其一是指居于蒙古草原东部的塔塔儿部落，这是这个词的原义。其二是泛指漠北、漠南的许多游牧部落，例如蒙古人称为黑鞑、蒙鞑；汪古部称为白达达。拉施都丁说，塔塔儿人在古代征服了许多部落，由于他们的强大，其他部落也称为塔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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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葛尔迪齐的记载，后来加入设的部落的七个来自达旦的氏族中，有一个称为达旦。这个达旦应指塔塔儿部，而不太可能是广义达旦。设最初带出来的氏族可能也是塔塔儿人。其他六个氏族，包括钦察（Qifchaq），最初可能是这部分西迁的塔塔儿人的属部。

葛尔迪齐接着叙述道：“这七个来自达旦部落的人在设那里放牧到冬天，当大雪来临（biyamad）时，他们无法回去，也儿的石之地水草丰美，于是他们在那里驻冬。次年开春后，他们派出一个人去达旦部的居地（bungah），但发现，在他们离开期间，敌人来过，杀害了达旦人，现在那里已变得荒凉而空无人烟，于是这七个人奉设为首领［(bi) riyasat salam kardand］，并尊崇他（u-ra buzurg dashtand）。后来其他部落（qaum）得到消息，也投向他们，聚集了七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口增多了，就在也儿的石山地分布开来，按我们已经提到的七个人分成了七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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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ek部落很早就已出现，《世界境域志》中已经提到过它，说其东为黠戛斯、南为也儿的石河、西为钦察，其王称为可汗，他手下有十一个异密，可能是十一个部落。即使我们可以相信葛尔迪齐关于Kimek人源于达旦人的说法，但这决不可能是指11世纪的情况，这个传说的背后应该有真实的历史基础。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牙帐四周主要是突厥、铁勒部落，他们各有份地。大约在回鹘西迁之前或以后，一小部分鞑怛人也到也儿的石河流。他们起初还与鞑怛本部保持着某种联系，后来大约是由于相距地域遥远，或是由于战争、天灾等其他原因，这种联系断绝了，于是在Kimek人中只保留下他们起源于达旦的传说。有些当时的苏联学者猜测，Kimek的名字与西突厥的处木昆部或契丹为邻的库莫奚有关。

至11世纪时，可失哈里在解释“郁督斤”这个词时写道：它是“回鹘附近的达旦沙漠中的一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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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当时达旦、蒙古部落已占据了突厥、回鹘汗国的中心地带，这是支持葛尔迪齐Kimek源于达旦人的说法的一个佐证。

三　伯岳吾氏问题的提起

（一）土土哈的故里武平折连川

与马卫集所记浑部（Qun）跋涉万里西迁相类似的，还有汉文史料中记载的元朝大将土土哈所源出的那一支游牧部落西迁钦察的事迹。据史料记载，土土哈乃“钦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绝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号曰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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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哈这一族来自蒙古高原东部的钦察人，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兴趣。1910年，马伽特在其论文《论库蛮的民族性》中，将土土哈的传记摘译出来。他的论文迟至1914年才刊印出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伯希和1920年方读到马伽特的研究，于是作出长篇评论，刊于法国《亚洲学报》。屠寄作《蒙兀儿史记》时，也充分利用了土土哈的传记资料，并据此讨论这一族钦察人的族源。进入40年代，韩儒林师在研究元代西北地理时，又依据这些碑传资料研究玉理伯里山的方位。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出版后，极大地激发了伯希和的研究热情。他与韩百诗合作，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评注了屠寄的研究成果，并再次对土土哈先人源出的武平折连川和他们西迁后的落脚地玉理伯里作了详细研究。80年代，美国学者爱尔森在研究蒙古军对钦察草原的征服时，着重考察了玉理伯里部族对西征蒙古军的抵抗活动。他的论文吸引了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突厥学家普里察克的注意，并引起讨论。

本节拟集中讨论土土哈祖先西迁前的居地“武平北折连川”，并以屠寄的研究作为深入的楔子。屠寄对“武平北折连川”作了如下解释：





元武平路，本奚王牙帐地，辽时建城，号中京大定府，金改北京大定府，元初为北京路总管府，至元七年改大宁路，二十二（按，《元史》卷59《地理志》，页1397云：二十五年）年改武平路，后复为大宁。古城在直隶朝阳府建昌县西北老哈河左岸地，属内蒙古喀喇沁右翼，土名白塔子，蒙兀呼为察罕苏巴尔罕是也。折连川，蒙兀语石河。斛律金《敕勒川歌》指此。唐置饶乐州都督府于此。敕勒、饶乐与折连为声转字。今图称此水为英金河，源出围场白岔山，东流经赤峰县北，又东与老哈河会。按答罕山，在喀喇沁右翼旗东百五十里。《蒙古游牧记》称为哈特哈，即按答罕异文，义谓妬山，因其山顶不生草木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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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屠寄的意见，折连，为蒙古语，义为石。如是，则折连当为现代蒙古语Chilage（石头）的译音。

笔者认为此句以下，屠寄意见全误。Chilage与“折连”音并不相同，况且元代蒙古语“石”应作Chilao'un（赤老温）。斛律金之《敕勒川歌》亦与此毫不相干。敕勒，即铁勒。今西拉木伦河，唐以前称饶乐水，唐之饶乐州由此得名。饶乐水，又作弱洛水、如洛水。“乐”、“洛”两字者都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所以“饶乐”、“弱乐”和“如洛”，在唐和唐以前的魏晋时代的汉语中的读音几乎相同或相近。契丹语研究者刘凤翥未考虑到中古汉语的入声问题，误以为饶乐和弱洛都脱落了末尾的音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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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记西拉木伦河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华言所谓潢河也。”潢即黄。据此可知，饶乐、弱洛、如洛、袅罗个、女古，皆契丹语，意为黄。“没里”，相当于蒙古语“沐涟”，译言河。又据《辽史》卷31《营卫志》，契丹语“金曰‘女古’”。则饶乐、弱洛、女古等又表示“金，金色”，刘凤翥将饶乐的契丹语原音值拟构为rulu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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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想法，似未考虑“饶”、“弱”等汉字的古声母。而屠寄所认定的来自蒙古语Chilage（＜Chilao'un，赤老温）的“折连”，与敕勒、饶乐不是“声转字”。

伯希和在写作评论马伽特的《论库蛮的民族性》的文章《库蛮》时，似乎只读了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成吉思可汗纪》中有关“乞卜察兀惕”（即钦察）的注释，故当时对屠寄“折连”＜Chilage（石头）＜饶乐之说未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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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显然读到了《蒙兀儿史记》中的《土土哈传》，于是在《圣武亲征录注》中，对“折连川”＝“石川”之说详加驳斥。按伯氏的意见，“折连川”之“折连”的蒙古语原文应为jeren，译言黄羊。而“川”并非指河（蒙古语“沐涟”），乃表示平川，蒙古语应为ke'er（客额儿）。故“折连川”，汉言黄羊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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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汉文文献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和折连怯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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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证伯希和以“折连川”当蒙文Jeren Ke'er（黄羊川）之设想的正确性；但他仍未对屠寄的折连＜饶乐之说发表意见。

土土哈家族虽有其祖先来自东部的传说，但他们已举不出西迁前和西迁过程中的任何事迹，显然是这一族人在缺乏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记忆随时光流逝而逐渐淡漠所致。特别奇怪的是，碑传文献一律称土土哈一族的故土为“武平北折连川”。“武平”是金大定七年（1167）以后才出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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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屠寄的说法，武平的名称在辽代已经出现。他说辽中京府“统州七，次三曰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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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辽史》卷37《地理志》，中京府治辖州中次三曰武安。武安州亦见于《契丹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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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金大定七年方改名为武平。土土哈的祖先不可能迟至金大定七年故居改名为武平以后才西迁。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土土哈这一支钦察人在入居汉地以后，曾追寻过自己先人的事迹和祖居地。也许土土哈本人在参与平定乃颜之乱时，曾路过武平或其附近地域，或找过遗留故土的族人作过调查。《元史》在列举折连怯呆儿（折连川）官方牧场的千户名称时，提到了一位伯要[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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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伯岳吾歹。这个伯要[image: alt]
 驻扎于折连川当然可能是出于偶然，但也极可能是土土哈先祖西迁钦察后，留居折连川的族人的后代（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土土哈一族的族名乃伯岳吾的问题）
〔61〕

 。土土哈家族确定武平北按答罕山是自己氏族的发源地的背景，应大致如此。

《史集》在记载哲别、速不台攻入钦察草原时记道，蒙古军曾向钦察首领递讯：“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tayifa）的人，出自同一种族（jins）。”
〔62〕

 看来，至少哲别、速不台的部属中，有人知道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西迁钦察的历史。

以下我们先探讨一下伯岳吾氏的问题，然后再继续研究土土哈的祖先西迁及其族属诸课题。

（二）蒙古伯岳吾氏

伯岳吾是一个引起许多元史研究者注意的氏族，因为它不但是蒙古部落的一个分支，还见于康里、Yemek和钦察人中。伯岳吾又有伯牙兀忒、伯要歹、巴牙兀惕等异写，皆Bay'ut一字同名异译。蒙古语谓“富”为bayan（伯颜），则此Baya'ut之名殆出自bayan（伯颜）之蒙古文复数。
〔63〕

 从名称判断，这是蒙古氏族。伯岳吾氏散见于各族，就像今天在哈萨克人和柯尔柯兹人中都可以发现乃蛮部一样，是研究文献所失载的蒙古、达旦部落迁移、分化历史的绝好材料。

按拉施都丁的划分，蒙古伯岳吾氏为迭列列斤蒙古，居地在薛凉哥水两岸，《史集·部族志》中有专节记叙。《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13世祖朵奔篾儿干时代（辽初），伯岳吾人马阿里黑因贫困，以己子向朵奔那颜换取鹿肉。这一支伯岳吾人从此成了蒙古部贵族的世仆
〔64〕

 。

12世纪末，蒙古部内两大贵族集团，乞颜氏和泰赤兀氏为争夺蒙古部汗权而发生十三翼之战时，伯岳吾氏加入成吉思汗之第八翼。伯岳氏得与蒙古乞颜氏联姻事见上引韩儒林师文。

四　伯岳吾氏与Yemek部

（一）Yemek部中的伯岳吾氏

Yemek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Kimek部，其居地在也儿的石河流域及以西之地。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Yemek人中的伯岳吾氏族的唯一材料，是13世纪奈撒微写作的《札兰丁传》。据他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Terken哈屯和摩诃末本人的妃子，都出自Yemek部落的一个分支伯岳吾惕（Bayawut）。
〔65〕

 除了《札兰丁传》以外，就笔者所知，还有志费尼和术扎尼提到过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Terken哈屯的部属。在《世界征服者传》中，她被说成出自康里突厥人，
〔66〕

 阿布勒·哈齐也附和这种意见，
〔67〕

 但《捍卫者阶层》，则说她是钦察汗Akran（或Ikran）的女儿。
〔68〕

 Yemek、钦察和康里的区分是一个困扰学者多年的老问题，本节不打算辨析。但应该指出，在上述三部书的作者中，以《札兰丁传》的作者奈撒微与花剌子模沙王族关系最为密切，他的记载应该比《世界征服者传》和《捍卫者阶层》更为可信。

奈撒微的《札兰丁传》的法译者乌达，两次对“伯岳吾”这个名称作注，说这个部落属于迭列列斤，其居地在薛凉哥水的一条支流只答河畔。按，乌达显然把这支伯岳吾人误认为是蒙古伯岳吾氏了。19世纪，西方学者尚未注意到，除了蒙古伯岳吾部以外，在Yemek，钦察和康里人中亦有伯岳吾氏。

至于Terken哈屯和其父，我们下面再作讨论。

（二）忒俚蹇哈屯及与此称号有关之诸问题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出自Yemek部伯岳吾氏族的Terken哈屯的名字，是又一个引起学者们讨论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西方蒙古史研究者，诸如乌达在翻译《札兰丁传》，拉弗梯在翻译《捍卫者阶层》，以及亚美尼亚人多桑在写作他的《蒙古史》中，都一致将这位哈屯的名称译写为Turkan。冯承钧在将《多桑蒙古史》和余大钧在把《史集》译为汉文时，均以“秃儿罕”音译之。《世界征服者传》的波义耳英译本虽已将这位哈屯的名称的译写改为Terken，但何高济汉译时仍沿用旧译“秃儿罕”。查这个名称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作TRKAN。稍有突厥、蒙古语言知识的人都知道，因为这个词中含有辅音-k-，根据语音谐律，辅音K只出现在所有音节的元音都是前元音的词汇中，则这个词只能读为ter(e)ken，tür(e)ken或tör(e)ken等，而决不可能读作turkan。

可失哈里的《突厥语大辞典》收录了一个词terken，并作解释如下：





terken，可汗王朝（khaqaniyya）语（按，指哈剌汗朝国语）的一个称号，用于统治一块领土或一个省份的人，它只用于属于可汗王朝［王室］或国君［宗族］的人。这个词的意义为：“您，［一切都被您］臣服的人”（yamuta）。
〔69〕







可失哈里还在其书中举出实例：kelse apang terkenim（如果我的国君来的话）
〔70〕

 以及terken qatun（皇后）。
〔71〕

 很明显，后者恰恰就是穆斯林史书中所记载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母后的“名称”。

根据可失哈里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Terken哈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只有国君或王室贵族的女眷，或者与汗或王室有亲缘关系的男女才能拥有的头衔。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认为，它用于男性时，尊贵程度略低于可汗。
〔72〕

 查检志费尼书和术扎尼书，可知Terken和Terken哈屯是突厥各族中使用了相当长时期的尊贵称号。

20世纪初，普鲁士王国考察队在我国吐鲁番地区所发现的古代畏兀儿文文献中，terken这个称号曾多次出现，均用于显贵出身者，特别是王室女眷，可证可失哈里的解释之不误，例如：普鲁士王国吐鲁番考察队参加者冯·勒·科克的《火州出土的摩尼教突厥语文献》卷3中有：





那些在赐福的土地上生活的（te）rken公主们（qunchuilar）、天汗的斤们（tengriken tegitler），国之于越（按，即颉于加思）、使臣和智者们（el uegesi elchi bilgeler）。





同书页41有：“terken qunchui（公主）”。
〔73〕

 此外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木杵铭文中有：





信教女（upasanch）、天汗的斤（tengriken tegin）、纯洁的terken公主帖林（silig terken qunchui tengrim）、居士（upasch）、杰出的亦难赤·沙州将军（külüg inanch sachu sänggün）。
〔74〕







在缪勒出版的约写于830年的古回鹘文摩尼教赞诗Mahrnamag残片页9有：“sabci摩诃（magha）terken于越”。
〔75〕



在上述前三例中，terken称号用于王室女眷，尤其是公主，后一例用于男性。这个称号亦见于现存于武威文管所的回鹘文《高昌王世勋碑》第187行。
〔76〕

 terken这个词至今还保存在雅库特语中。在别卡尔斯基1917年到1930年出版的《雅库特语辞典》，页2643有：tergen，terken，旁注俄译“伟大的”。
〔77〕



按《辽史》卷71《后妃传》记云：“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脦俚蹇’”。同书卷116《国语解》又记曰“忒里蹇，辽皇后之称”。
〔78〕

 契丹皇室后妃的称呼脦俚蹇、忒里蹇，显然就是terken这个词的音译。这样，立刻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可敦（哈屯）和忒俚蹇之间的区别，是否如同《辽史》所说的那样，前者是因突厥旧制而得来的称号，后者是契丹“国语”中的相应词汇？

笔者曾论证过，可敦与可汗一样，并非源自突厥的称号，古代东胡系统的民族拓跋、乞伏、柔然、慕容、吐谷浑等早已用之，其中拓跋人甚至早在公元初或公元前就用它们来称呼自己的部落首领。
〔79〕

 而忒俚蹇的称号，虽说在突厥语中君主及其女眷都能使用，但从现存文献看，男性使用得不如女性多。而在契丹语中“忒俚蹇”仅用于称呼皇后。根据这一点，似可推定，契丹人在保存东胡人祖先所传下来的可敦称号之后，又从突厥、回鹘人那里接受了terken这个称号。也即：对契丹人来说，可敦是本族词汇，忒俚蹇是外来语；而对突厥人来说，可敦是自东胡系统民族借来的称号，而忒俚蹇才是突厥人的本族称号。这一推测与《辽史》的说法恰恰相反。

但克劳森和德福都怀疑terken不是源于突厥语的词，克劳森怀疑它是外来词
〔80〕

 ，德福猜测terken可解析为ter＋ken，有如burxan（佛），parikan（仙女，女妖）。后缀-xan／-kan义为领主，bur＜—汉语but（佛），pari＜—波斯语pari（仙女）。他推测terken的* ter-或许与terim（“陛下，殿下”，元代音译作“帖林”）源于同一词根。他进一步推测，这个词根* ter或许来自柔然的语言。
〔81〕

 魏特福和冯家升在《中国社会史》中讨论“忒俚蹇”这一称号时说，这个词使人想到蒙古语terigün，“头、项，源”。
〔82〕

 门格斯也持这一看法
〔83〕

 。德福反对这一看法，他根据《元朝秘史》teri'ün这个词的汉字注音指出，terigün这个词在12世纪肯定已发音为teri'ün（帖里温），所以把terken与teri'ün相比较是无意义的。
〔84〕



据笔者的看法，德福的反驳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熟知的是“头、项”这个词，在12世纪蒙古语中已脱落了词中腭音-g-，而这个腭音-g-在更早的时代的某些古蒙古语方言中，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例如在《南齐书·魏虏传》中收录的拓跋人的13个官名中，为贵人作食者称为“附真”。
〔85〕

 “附”不是入声字，没有尾音-K，这证明“宝儿赤”这一类词在5～6世纪时，在拓跋人的语言中已失去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腭音-q-。

伯希和对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的称号TRKAN读作terken仍有怀疑，尽管《突厥语大辞典》收录了这个词，但伯希和却以可失哈里不时出现的元音错误为理由，提出这个称号有可能读作türgen或türegen。伯希和举出元太宗窝阔台之皇后的名字脱列哥纳（Töregene）为证。脱列哥纳皇后在《元朝秘史》第198节中音译作朵列格捏（Döregene），《元史》称之为乃马真氏，意为乃蛮部女子。伯希和据此提出第一个假设，即脱列哥纳（Töregene）是“忒俚蹇”（terken）这个词的一种（乃蛮）方言形式。当然不言而喻的是，伯希和已预先假定，乃蛮是操突厥语的部落。

伯希和循türgen这种读法继续向前探索。他以可失哈里关于此名也施用于王室男性成员的说法为依据，在元代汉文文献中找寻带有此称号的人，居然有幸找到了。阎复的《太师广平贞献王碑》提到一个叛王乃颜的同党“哈丹秃鲁干”。
〔86〕

 他显然就是《宗室世系表》中所记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的长孙。
〔87〕

 而按《史集》，哈丹应是哈赤温的玄孙
〔88〕

 。汉文和波斯文所记竟然相差了两代。

屠寄在其书《乃颜哈丹列传》中解释“哈丹秃鲁干”这个名称的后半部分“秃鲁干”时云：“秃鲁干，蒙兀语，头人也。哈丹未嗣王爵，故旧史止称为秃鲁干”。
〔89〕

 屠寄这里提到的所谓蒙兀语“头人”无疑是teri'ün（帖里温）这个词。这样这个问题几乎绕回到我们前面讨论terken（忒俚蹇）的辞源时所走到的那一步。

由于问题不是讨论teri'ün（帖里温）与“忒俚蹇”挂钩，而只是寻找“秃鲁干”的原字，所以伯希和直截了当地指出屠寄的比附是荒唐的。他认为应该考虑“哈丹秃鲁干”读为Qadan-Türügen或Qadan-Türgen的可能性。另外，《元史》卷131《伯帖木儿传》提到一位乃颜、哈丹的部将“忽都秃儿干”，他的名字在《元史》卷154《洪福源传》中写作“古土秃鲁干”，而在卷166《王[image: alt]
 传》中又作古都秃鲁干。
〔90〕

 伯希和认为，他名称的第一部分究竟应写作Qodu或Qutuq尚不能确定，但后一部分明显是Tügren。如以“秃鲁干”当“忒俚蹇”，则这个忽都秃儿干很可能也是宗亲诸王。伯氏还在波斯史料中寻索证据。《史集》提到了一个八邻部的千夫长，名Mongqol TRKAN，而同一个人在《成吉思汗纪》中作Mongqol TURKAN
〔91〕

 。这表明拉施都丁是把这个名称读作Türgan的。

根据以上诸例，伯希和又作出另一个假设，即《突厥语大辞典》对terken这个词的标音可能是错的，而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那位伯岳吾忒氏母后的称号似应读为Türken哈屯
〔92〕

 。德福对伯希和的两个假设从根本上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把terken与“脱列哥那”相对比是无意义的
〔93〕

 。

笔者认为，伯希和的两个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他认为从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检出的秃鲁干（Türken），与可失哈里收录的terken表示同一个称号，这一点的确是不容怀疑的。但伯希和没有考虑到《辽史》中提到的忒俚蹇这个称号，这使其第二个假设的基础变得十分虚弱。伯氏的第一个假设已给出了解决忒俚蹇与秃鲁干读法上区别的途径，即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方言对同一词汇的不同发音。

（三）Yemek伯岳吾忒部长敞失及其称号

按奈撒微的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花剌子模皇后忒俚蹇哈屯的父亲，乃突厥伯岳部的一位王公，名Changshi。忒俚蹇哈屯嫁给了1172年至1200年在位的伊利·阿儿思兰之子花剌子模沙帖克失（Tekesh）。当摩诃末1200年继承父位，登上花剌子模沙宝座时，忒俚蹇哈屯曾率领玉龙杰赤周邻的全部Yemek突厥部落支持他。花剌子模内部王位更迭发生纠纷时，她的一支七千人的骑兵起了重要作用。这支骑兵“绝大多数是伯岳吾忒人，其统帅为Tushi-Bahlawan，别名忽者鲁·沙（Qutluq Shah）”。
〔94〕

 看来，Yemek部的这一支伯岳吾人，在12世纪已发展为花剌子模北部的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进入12世纪中叶以后，游牧的Yemek伯岳吾忒人对花剌子模国的影响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花剌子模沙帖克失、摩诃末父子两代相继娶Yemek部落伯岳吾氏贵族女子为后，伯岳吾氏成为花剌子模的后族，是毫不奇怪的。

提到忒俚蹇哈屯父名的，除了《札兰丁传》之外，尚有术扎尼书。书中说，忒俚蹇哈屯的父亲，乃钦察部长Akran（或Ikran），马伽特则把他称为黑的儿汗（Qadir-khan）。因手头无其书，不明所据，暂置不论。伯希和怀疑术扎尼所记Akran乃Aghraq之讹。
〔95〕

 由于词源不明，我无法深入。现在所能讨论的，只是奈撒微所提到的忒俚蹇哈屯的父亲Changshi。

Changshi这个名字，乌达转写为Djankchi，其阿拉伯原文为JNKSH。它显然就是《辽史》中之敞史，译言官府之佐吏也。
〔96〕

 伯希和、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已直截了当地把忒俚蹇哈屯的父名转写为Changshi。

敞史（Changshi）源自汉语“长史”，在唐代已传入操突厥语诸民族中。黠戛斯人的官职分为宰相、都督、职使（源自汉语“剌史”），长史，将军，达干等六等。其中长史有十五员。
〔97〕

 在卢尼字叶尼塞突厥文碑铭中，已有毗伽长史（bilge changshi）的称号。
〔98〕

 20世纪初普鲁士考察队从吐鲁番掠走的畏兀儿文文献中，亦有Changshi的头衔。
〔99〕

 进入辽代，这个来自汉语的官号被正式称作“敞史”，
〔100〕

 而这个官职，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之前被称为“郎君”。
〔101〕

 据《辽史·百官志》，敞史之职在南北枢密院、夷离毕院、北面皇族帐官的四帐都详稳司、北面诸帐官之遥辇侍中以下和大国舅司诸衙门、诸行宫斡鲁朵、北面坊场局诸路群牧使司内均有设置。《辽史·耶律何鲁不传》记载，何鲁不“晚年为本族敞史”。
〔102〕

 说明契丹人在宗族或部族中亦设敞史官职。

十二三世纪之交，蒙古人中有一个敞失兀惕氏，属尼鲁温蒙古乞颜氏，乃成吉思汗之伯父蒙格秃·乞颜之后裔。这个氏族名见于《元朝秘史》第120、213节和《史集》。敞失兀惕，是敞史这个词的蒙语复数，表示“敞史之民”。很可能蒙格秃·乞颜本人受过金朝的册封，担任本部“敞史”。也许是因为这个氏族形成较晚，势力较小，故在《史集·部族志》中没有列出专条，在《元朝秘史》中也未如同泰赤兀、巴鲁刺思等氏族一样交代其来历。在十三翼之战中，敞失兀惕氏加入成吉思汗之第8翼。至于成吉思汗时代，这个氏族的首领是谁，《史集》与《元朝秘史》所记各异，此不赘述。
〔103〕



尽管长史（Changshi）这个词在唐代甚至唐以前已传入突厥诸部，并保存在畏兀儿语中，但在中古突厥语的主要代表之一哈剌汗王朝突厥语中，似乎已很罕见。可失哈里在解释Changshi这个词时说，这是“一位于阗异密的名字，该城曾被他征服，据说［此名］是从贾姆西德（Jamshid）变来的”。
〔104〕

 作者未举出哈剌汗王朝西北诸部使用这个词的例子。看来不仅在该王朝宫廷上下已无人使用这个称号，而且似乎在当时中亚北部的突厥语中，这个在古代来自汉语的“长史”称号也已经消失，以致可失哈里已不明了“敞史”这个称号的含义。而哈剌汗王朝南部的突厥人，也只是隐隐约约地体会出这个称号有某种尊贵的意义，这才会产生《突厥语大辞典》牵强附会地把它与波斯传说中的英雄贾姆希德联系起来的现象。

忒俚蹇哈屯的父亲Yemek伯岳吾忒部长拥有这个来自汉语“敞史”的称号一事，应该说明：

（1）这支Yemek突厥人可能曾与黠戛斯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民族有某种接触。

（2）他们的统治民族伯岳吾人本身可能曾是契丹统治下的民族（例如奚、达旦等），他们从蒙古高原带来了“敞史”的称号。

（3）忒俚蹇哈屯的父亲或先人可能受有西辽封号。

五　钦察玉理伯里部和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一）钦察玉理伯里部的伯岳吾氏

现在我们回到本章提到的土土哈家族。土土哈及其子床兀儿是元代著名钦察将领。土土哈之孙燕帖木儿为元末权臣，其女得立为顺帝皇后，称伯牙兀后，故知土土哈家族乃钦察之伯岳吾氏
〔105〕

 。伯希和1920年在其论文《库蛮》中，尚未提到土土哈的族属，而在他与韩百诗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时，已提及从顺帝后伯牙兀氏纳答失里推知土土哈氏族族属的问题，其受屠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元史》卷134还提到一个钦察人名和尚，乃“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儿，率所部归太祖”。这个玉耳伯里，就是土土哈先人西迁后所落脚的那个玉理伯里。哈剌察儿既出于玉理伯里，又为伯岳吾氏，则他为土土哈的族人无疑。
〔106〕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玉理伯里人是拜降。《元史》卷131称他是北庭人，故钱大昕编《元史氏族志》时，将他列为畏兀氏。《新元史》将拜降改为伯行，并改其族属为玉吕伯里，但未列资料出处。奇怪的是《新元史》在《氏族表》中，乃照抄钱大昕书，称拜降，不称伯行，并称之为畏兀氏。
〔107〕

 屠寄也把拜降改为钦察人，并注“旧传称北庭人，似别失八里畏兀儿种殆误。碑称玉吕伯里氏”，
〔108〕

 仍未交代资料所出。中华书局标点《元史》时，对《拜降传》未作任何校订。伯希和、韩百诗虽博识饱学，毕竟检索不易，他们在著《圣武亲征录译注》时，虽注意到拜降的族属问题，但也只征引了屠寄的论述。
〔109〕

 袁桷之《清客居士集》卷26有《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显系柯绍忞、屠寄之所据。碑文曰：





公系出玉吕伯里氏，讳伯行，大父阿鲁，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骑射。父忽都，勇冠军伍。天兵定中原，因从征、冒阵略地，以积功领南宿州。





伯行即拜降之异译，玉吕伯里亦为玉理伯里同名异译。拜降出自玉理伯里，并不等于他就是土土哈、和尚等的同族。伯岳吾是成吉思汗西征时代玉理伯里部落的统治氏族，拜降之祖父是否为当地土著亦未可知。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伯岳吾人是泰不华，《元史》有传，曰：“世居白野山。”钱大昕称他是钦察人；《元史本证》的作者汪辉祖之子汪继培认为“白野”即玉理伯里。
〔110〕

 屠寄则视之为奚种，并释“白野”为“伯颜”之异译，蒙古语义为“富”，盖因山为氏。
〔111〕

 伯希和、韩百诗不同意汪继培、屠寄的解说，另辟蹊径诠释“白野”，认为它可能是蒙古语chaghan-ke'er（察罕·怯耶儿）的意译。
〔112〕

 这大约是《元史》中许多难解的问题之一。不过陶宗仪《书史会要》既称泰不华是蒙古，则他应为蒙古之伯岳吾氏。

（二）玉理伯里小考

拜降的族称提示我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下所谓“玉理伯里”问题。伯希和根据土土哈家族碑传中的玉理伯里和《元史·和尚传》中的玉耳伯里，设想这个名称的原名应为Yur-beli。《元史》卷127《忙哥撒儿传》记元宪宗蒙哥言曰：





暨朕讨定斡罗思、阿速、稳儿别里、钦察之域，济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野战，功多于诸将。





蒙哥曾随拔都西征，此言指忙哥撒儿随军西征事。蒙哥提到的稳儿别里，似乎支持伯希和Yur-beli的假设。术扎尼也简要地提到了蒙古人这次西征事。他说拔都征服了钦察、康里、Yemek、ALBRI、斡罗思、扯耳哥（Cherke）和阿速。
〔113〕

 若将上述《忙哥撒儿传》中蒙哥的话与术扎尼所记加以对比，则可确定，术扎尼书中的Albri（ALBRI）就是汉文史料中的玉理伯里。如不误，伯希和所假设的Yur-beli就应修订为Ulberi。从前面几节的论述可知，钦察和玉理伯里是两个有各自含义范畴的名称，元代虽有玉理伯里的族称，但在《辍耕录》卷1《氏族·色目三十一种》中却未见其名，大约是归在“钦察”这个总名称之内了。

至于玉理伯里的地望，汪继培认为，汉文史料中反复出现的玉你伯牙、许泥百牙即为其名之异译。
〔114〕

 按《元史·兵志》考其地望，玉你伯牙当在距折连川不远处，与远在西北绝域的玉理伯里毫不相干。《国朝名臣事略》卷3《枢密句容武毅王传》引阎复《句容武毅王纪绩碑》云：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押亦”即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为此河名称的东部和南部突厥方言读法Yaiq之音译，“扎牙黑”则是同一河名的北部突厥语方言读法Jayaq的音译；也的里即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Itil的音译。韩儒林师按碑文称其地“川原平衍，草木盛茂”，设想此山应在上述两河下游近里海处。
〔115〕

 然碑文又称其地“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表明玉理伯里属于高纬度地带，似应于二河中游之间地求之。

突厥文《乌古思可汗传》中已见钦察族名，足见它是一个古老的突厥部落。大食最早的地理学家伊本·忽尔答得贝的著作中也著录其名，所以钦察的历史并不是从土土哈的祖先开始的。《纪绩碑》说土土哈先祖定居其地后，“自号钦察”。恰好说明他们并不是钦察，仅自号其名而已。看来这支来自东方的伯岳吾人臣服了玉理伯里当地的钦察部落，成了它的新统治者。

简言之，玉理伯里部是古代钦察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得名于驻牧地的一座山脉。土土哈的祖先来到这里后，亦以玉理伯里人自居，称玉理伯里伯岳吾氏，以别于其他伯岳吾人。他们很可能与西方钦察部的主体维持着某种联盟或臣属关系。

土土哈家族的碑传材料皆未言其先人西迁的准确年代。据阎复记载，土土哈之“始祖曲年（按，本传作曲出），高祖唆末纳，曾祖亦纳思，世为钦察（按，指玉理伯里）国主”。1215～1217年之间，当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征讨收容了蔑儿乞残部的玉理伯里人时，其国主是土土哈的曾祖亦纳思。可见至13世纪初叶，这支伯岳吾人已统治玉理伯里至少三代人时间了。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推算：1237年拔都西征时，亦纳思已年衰，其孙班都察率部众投降，这时亦纳思应大约六十岁。根据虞集的《句容郡王世绩碑》推测，伯岳吾人夺取玉理伯里统治权的事，至迟应在亦纳思的祖父曲年时代。以曲年长亦纳思40岁计算，曲年的青年时代应大致为12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我们的推测不误，则玉理伯里部落统治发生更迭的时代，也至少应在这个时代之前；但带领这支伯岳吾人来到玉理伯里的，是不是曲年却很难确定，至于他们何时离开折连川按答罕山，迁移持续多久，途经路线，史料中毫无记载。马伽特曾提出，土土哈的祖先长途跋涉西徙，可能是由于金灭辽引起的，
〔116〕

 如是，则可将这支伯岳吾人离开故土的时间，置于12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

普里察克曾考虑过，将玉理伯里与俄罗斯编年史中提到的波罗伏齐（Polovtsi）部落中的Or'pliuve或Otperliueve相勘同的问题。如果这一勘同正确的话，那么玉理伯里的名字在欧洲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可确定在1152年。
〔117〕

 一些波斯、阿拉伯学者曾列举钦察诸部的名称。但因转手抄录，音点或字形有误，难以认读。钦察人中有一个部落，其名称写作BRKWA，马伽特在其论文《关于库蛮的民族性》（页157）中转写为Bergu，而梯升毫辛（Tiesenhausen）则转写为Burly和Elbuli，多桑则读为Elberli。
〔118〕

 如果梯升毫辛和多桑所读不误的话，那么这个钦察部落BRKWA就是玉理伯里的讹写。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提一下一件值得引起我国学者重视的史实，那就是印度北部德里算端国的开国之君及其国最初几个算端都是玉理伯里人。德里算端国的开国君主亦里脱脱迷失（Iltutmish）——按《伊斯兰百科全书》作Iletmish——1211～1236年在位。按术扎尼记载，他出自突厥斯坦之玉理伯里（Ilbari）家族，其父为玉理伯里之伊利汗。
〔119〕

 他手下有众多的亲属、族人和随从。
〔120〕

 阎复《纪绩碑》称，玉理伯里地宜马，当地富人有马至万匹者，可为映证。术扎尼接着说，在亦里脱脱迷失不到10岁时，其亲属出于忌妒，把他骗卖给商人，几经周折，最后被带到印度德里，当时的加兹尼王朝将领忽都不丁·爱·别（Kutb al-Din Ay Beg）买下了他，使之成为护兵，
〔121〕

 这大致发生在12世纪80年代。由此推算，亦里脱脱迷失离开玉理伯里的时间，当在大约十年前，即12世纪70年代，恰好在我们上面推算的伯岳吾氏夺取玉理伯里氏统治权的时间之后。术扎尼未提到亦里脱脱迷失的氏族。其父亲的称号“伊利汗”在突厥语中义为“臣服之汗”。术扎尼书的英译者拉弗梯在一条注释中说，有些作者称亦里脱脱迷失的父亲“是突厥斯坦玉理伯里部族分支中的一个小群之首领”。
〔122〕

 这个情况与伊利汗的称号是一致的。国外几乎所有研究德里苏丹国历史的学者，在言及亦里脱脱迷失从中亚西北方遥远的玉理伯里部落流落到印度的经历时，均未考虑到玉理伯里部落发生伯岳吾氏这个外来集团夺取权力的历史背景。

玉理伯里部落与德里算端国的关系并不止于此，蒙古将领速不台征讨蔑乞儿，攻击玉理伯里部后，许多玉理伯里人被迫逃离故土。据术扎尼记载，玉理伯里部的统辖一万户人家的Abar汗的后代中，也有人流落到中亚，后来被上述德里算端国开国君主亦里脱脱迷失买下，成为御前奴隶，最后成为德里算端。
〔123〕

 玉理伯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部落，统治一万户的汗，大约只能是土土哈家族的祖先。所以这些被亦里脱脱迷失所买下的、出自玉理伯里贵族世家后来成为德里算端的人，很可能是土土哈这一支伯岳吾氏的同族人。特别是，术扎尼提到的上述Abar汗，如果我们把他设想为土土哈家族祖先序列中的某一位的话，那么亦纳思是最为合适的了。因为他正是速不台攻击玉理伯里部时的在位汗。而且，Abar这个字，在波斯文中只要把音点移动、增减一下，就可能成为Inaz。所以尽管伯希和、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已讨论了亦纳思这个名字复原的种种可能，
〔124〕

 但笔者却打算把术扎尼提到的Abar汗，看作是Inaz这个名字的讹写形式，并据此认为亦纳思的原音可能是Inaz。

（三）Yemek伯岳吾与玉理伯里伯岳吾关系辨

Yemek部与玉理伯里部中的伯岳吾人的异同，几乎是任何一位研究者都会考虑的问题。葛尔迪齐提到，从达旦人中分离出来，加入Kimek的七个氏族中，有一个叫做钦察。
〔125〕

 这表示，大约在11世纪以前，钦察人曾一度臣属过Kimek。在这里笔者打算讨论Yemek和玉理伯里人中的伯岳吾氏的问题。

我们已经提到，术扎尼把Yemek伯岳吾氏部长敞史之女忒俚蹇哈屯，说成为钦察汗之女。如果说，这条史料表明了Yemek与钦察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钦察”与玉理伯里又是什么关系？许多人未注意到，术扎尼在其书的结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直截了当地把玉理伯里与Yemek挂起钩来：





致宇宙之主、伟大的汗，他是玉理伯里之汗和Yemek之沙（按，沙为伊朗语，指国君）。
〔126〕







按照这两句诗，Yemek与玉理伯里这两个名称应该指的是同一个部落！

志费尼书中也有两条被伯希和认为与玉理伯里有关系的材料。志费尼在其中一处写道：az lashhkar-i sultan uraniyan kaham...，“在（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算端的军队中有Uran种人，他们也……”
〔127〕

 在另一处，志费尼又写道：aghlab-i lashkar-i u jama'ti turkan budand az khail khweshan-i madarash ka ishanra uraniyan khwandandi，“他（按，指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大多数军队，乃其母亲的亲属的骑兵，人们称之为Uran种”。
〔128〕

 志费尼书波斯文本的校订者可疾维尼在上述两处页下注曰，他所据的几个抄本中，uraniyan（Uran种人）分别有uran？an、urtiyan和uiratiyan等几种异写形式。

巴托尔德已经注意到Uran这个部落，他在《突厥斯坦》中说，法合鲁丁·马尔瓦鲁地（Fakhr ad-Din Marwarrudi）所提到的突厥部落名称中有Uran。
〔129〕

 因手头无其书，只得暂置不论。

伯希和及韩百诗把Uran这个部名与玉理伯里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个部名的原始读法也许应为Urbaliyan（按，这个词最后的-yan为波斯语以元音结尾的有生命名词的复数后缀），即术扎尼书中albari（玉理伯里）这个词中-l-和-r-两个舌尖辅音互相换位以后的形式。这种辅音l和r换位的现象，在穆斯林史籍拼写突厥语词汇时，偶尔可以见到。例如在塔拔里编年史中，Kursul＝突厥语kul-chor（阙啜）。
〔130〕

 如果伯希和、韩百诗的这一假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不仅能确定汉文史料中的玉耳伯里、稳儿伯里在穆斯林史料（志费尼书目）中的对应形式Urbali，而且说明玉理伯里人被志费尼视为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忒俚蹇哈屯的同族。换句话说，土土哈与忒俚哈屯应出于同一支伯岳吾人。或者意味着，忒俚蹇哈屯的父亲敞失应与土土哈的祖先曲年或唆未纳有某种关系。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本章《玉理伯里小考》一节所述的术扎尼的记载中，Yemek和玉理伯里是两个相提并论的部落。这说明术扎尼本人在使用Yemek和玉理伯里这两个名称时，含义并不固定，有时前后互相矛盾；也说明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支持伯希和、韩百诗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对Yemek与玉理伯里部中的伯岳吾氏的关系作一个明确的结论是困难的，下面我们将作一些推测性描述。

（四）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康里，突厥语Qanqli，义为车。许多学者们猜测，它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高车”的突厥语原名，能否成立，本处暂置不论。有关康里部中的伯岳吾人的材料，与蒙古、Yemek和玉理伯里诸部中的伯岳吾氏一样，首见于蒙古时代文献。

多桑断言Yemek部为康里的一个分支
〔131〕

 ，故将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之妃与其母后忒俚蹇哈屯都说成是康里人。笔者在本书《Kemek人中的伯岳吾氏》一节中，曾引述过《札兰丁传》称忒俚蹇是Yemek伯岳吾人的记载，又引述了志费尼关于忒俚蹇哈屯是康里突厥人的记述和阿布·哈齐附和的意见。多桑上述论断所根据的大致就是这些资料。笔者在前面提到韩儒林师曾征引《札兰丁传》，说忒俚蹇哈屯属康里伯岳吾氏。查《札兰丁传》，其中并无康里伯岳吾之说，估计韩儒林师在引据《札兰丁传》时，曾联想到志费尼和阿布·哈齐的上述记载。可失哈里的字典中虽然没有出现康里这个部名，但他却说康里是Yemek部中一个显贵的名字。
〔132〕

 如果我们把这个首领的名称，理解成以他为首的部落的名字，那么在11世纪中叶以前，康里曾是Yemek的一个属部。康里的名称早已存在，《唐会要》记诸番马印一节中，有康曷利，即此部。将这几条材料汇集起来，我们看出，关于康里部中存在伯岳吾氏，与前述Yemek部中存在的伯岳吾氏的论点，所依据的穆斯林史料是同一组。这样我们就必须先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1）如果我们如本章第四部分论证时所取的态度那样，认定《札兰丁传》关于忒俚蹇哈屯的族属的记载之可靠程度，高于志费尼和阿布·哈齐关于她是康里人的说法，那么在实际上就否定了依据穆斯林史料研究康里伯岳吾氏的可能性。

（2）如果我们把康里看作是Yemek的同义词，则又与本文《玉理伯里小考》一节中引用的术扎尼把康里和Yemek并提的记载有些矛盾。

所以我们应该绕开穆斯林史料，而开始讨论汉文史料中关于康里伯岳吾氏的记载。目前我们在元代汉文史料中，所见的元代入居汉地的康里人中有两支伯岳吾氏，一个是也速答儿家族，另一个是斡罗思家族：这两个家族在《元史》中都有传。

《也速[image: alt]
 儿传》曰：“也速[image: alt]
 儿，康里人，伯牙兀［氏］，太祖时率众来归。”
〔133〕

 在《也速[image: alt]
 儿传》之外，《元史》另有《艾貌传》。
〔134〕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115《色目氏族》中已指出，《艾貌传》与《也速[image: alt]
 儿传》重复。伯希和、韩百诗也同意屠寄的看法。
〔135〕

 布来特施耐德在《中世纪研究》中简单介绍了《元史》各色目人传，但作者未能发现上述二传重复的问题。
〔136〕

 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亦未在校勘记中提及上述诸家的观点，似不妥。

《艾貌传》云：“艾貌拔都，康里氏。”屠寄以为，这里的拔都即蒙古语中常见的称号ba'atur（把阿秃儿），义为勇士。伯希和、韩百诗为使上述二传文字一致，却倾向于认为“拔都”为“拔［要］都”（伯岳吾歹）之省略形式，就是说，他们认为原文应为：“艾貌，拔要都康里氏。”毫无疑问，伯、韩二氏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伯岳吾歹这个名称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从未写作“拔要都”。所以尽管上述两传确实重复，艾貌无疑为康里伯岳吾氏，但亦无需牵强附会地把“拔都”硬解释是伯岳吾歹的另一种并不存在的转写形式“拔要都”的省略。

《也速[image: alt]
 儿传》与《艾貌传》之所本，为程矩夫之《伯牙乌公墓碑》，
〔137〕

 其文曰：“杭里，幙北旧国也，伯牙乌氏，国中右族也。太祖圣武皇帝初定四方，杭里内附，伯牙乌氏亦内徙。有爱伯者，来居济阴。”屠寄在其书中《色目氏族》一节中称康里之酋为巴牙兀氏肯定是本于程矩夫的上述记载。不过“国中右族”，是指康里部内的世家大姓，并无康里的汗族也是伯岳吾氏的意思，从这层意义上说，屠寄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元史·斡罗思传》云“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为庄圣太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妃唆鲁禾帖尼）牧官”。
〔138〕

 近代以来，史家读此传时，多将注意力放在“哈失伯要”上。布来特施耐德把“哈失伯要”标点为“哈失，伯要”，并训“伯要”为“伯岳吾”。
〔139〕

 屠寄的看法相同，认为，哈失伯要乃“缀名于氏，并称之也。伯要，即伯牙兀异译”，
〔140〕

 伯希和、韩百诗亦把此句译为Qashi (ou Qash?) le Bayau [t]，即“哈失，伯要氏”。
〔141〕

 唯中华书局《元史》校点本在“哈失”与“伯要”之间不点断，亦不在校勘记中注明诸家的观点，笔者以为，上述诸位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斡罗思乃康里伯岳吾氏。

六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西迁潮流

（一）关于伯岳吾氏的思考

以上我们已经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伯岳吾氏的问题。韩儒林师针对19世纪法国学者乌达在翻译、注释《札兰丁传》时，将忒俚蹇哈屯所出之伯岳吾氏，与蒙古伯岳吾部混为一谈的错误，指出《史集·部族志》把伯岳吾列为多儿勒斤蒙古，乃指蒙古伯岳吾，而蒙古部族之分类未可施之于康里人。13世纪蒙古部落与突厥、钦察二部皆有伯岳吾氏，名称虽同，种属迥异。
〔142〕

 儒林师此议意在纠正前人不区别不同伯岳吾氏之间差别的错误。而今本节重点在于寻求各支伯岳吾人迁移的历史足迹，故可从另一角度入手讨论。

由于伯岳吾的名称来源于蒙古语“富”这个词的蒙古语复数形式，所以Yemek等西方突厥部落中的伯岳吾氏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突厥氏族，它们一定与东方的其他蒙古人有某种联系。本文前面几节将传统的钦察伯岳吾的概念分解，根据史书的记载，建立玉理伯里伯岳吾氏和Yemek伯岳吾氏的概念。在各种伯岳吾人中，玉理伯里与Yemek两部居地相近。本章《Yemek伯岳吾与玉理伯里伯岳吾关系辨》一节业已说明，此两部中的伯岳吾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土土哈家族碑传资料，玉理伯里伯岳吾氏来自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如果我们排除土土哈家族以外，另外有一支伯岳吾人独立地迁入Yemek部，与玉理伯里伯岳吾为邻这种历史偶然性的话，那么玉理伯里伯岳吾人和Yemek伯岳吾人，很可能在早先是同一支西迁的伯岳吾人。从Yemek伯岳吾部长敞史嫁女忒俚蹇哈屯予花剌子模沙Takish（1172～1200）的史实判断，敞史应是12世纪下半叶人，他活动的年代当在1170～1180年之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一支来自折连川按答罕山的部族，西迁后首先进入Yemek，然后一部分人离开Yemek进入玉理伯里，夺取当地的统治权。进入玉理伯里的是土土哈家族，留在Yemek的是敞史家族。这也许就是穆斯林史家有时混淆Yemek与玉理伯里的原因。

至于康里人中的伯岳吾氏，我们还很难判断他们究竟与蒙古伯岳吾氏，还是与玉理伯里（或Yemek）伯岳吾氏关系更密切些。从程矩夫《伯牙乌公墓碑》称康里为幙北旧族，以及《元史·海蓝伯传》所记载的克烈部中的康里人看，康里人中的伯岳吾氏可能与蒙古伯岳吾部有关。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可以设想，最初的伯岳吾人可能有两支，一支是蒙古伯岳吾，另一支是折连川按答罕山伯岳吾。这两支伯岳吾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两种：

（1）分别出自不同的祖先。由于伯岳吾的名称来自一个极普通的蒙古语词汇“伯颜”（富），所以不同的蒙古部落都有可能独立地采用这个词作为自己的部名。这样的话，蒙古伯岳吾与折连川按答罕山伯岳吾同名只是出于偶然。

（2）这两支伯岳吾人都来自同一个出自古代的额儿古纳·昆的伯岳吾氏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蒙古伯岳吾氏与折连川伯岳吾氏之间的分离，也许在成吉思汗第13世祖朵奔篾儿干时代以前（辽初）已经发生，因为在《元朝秘史》中所出现的用孩子与朵奔伯颜交换鹿肉的伯岳吾人和后来参加成吉思汗十三翼之战的伯岳吾氏，都只是蒙古伯岳吾氏。《元朝秘史》闭口不言其他各支伯岳吾氏，这反映出草原蒙古人与其他融入突厥部落的同族之间，因地理距离遥远而关系淡化的趋向。总之伯岳吾族人的起源应在东方，它们融入突厥部落的历史，是蒙古、达旦人向西迁移过程中的几个片断。

（二）北方民族向西迁移运动——蒙古西征历史背景之一

本章通过对9世纪以后，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浑（Qun）、Qay（奚？）、达旦和折连川按答罕山伯岳吾等部落西迁史事的详细探讨，试图论证达旦、蒙古诸部的向西迁移运动，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和相当广阔的地域内不断发生的。诸突厥、蒙古部落的被迫或自发的迁移是分散的行动，并无固定的目的地和明确的路线，但有一个总的趋向——自东向西。

由于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建立，蒙古人直接接触了汉地高度的文明，并扩张到遥远的西方，蒙古人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些因素使得蒙古时代汉文和非汉文史料中有关北方及中亚民族的记载特别丰富，这些记载成了目前研究的基础。

仅从辽朝灭亡到成吉思汗兴起的八十余年中，除了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土土哈家族折连川按答罕伯岳吾氏的迁移外，史料中明确提到的还有：耶律大石率部自漠北西迁垂河流域，建立西辽；12世纪下半叶王罕在克烈部内讧时逃奔西辽；成吉思汗灭克烈后王罕之子桑昆率克烈残众逃入龟兹；成吉思汗灭乃蛮后，乃蛮残部溃入西辽境，屈出律勾结花剌子模篡夺西辽皇位；篾儿乞贵族霍都越也儿的石河，进入玉理伯里，等等。足见这类规模不等的游牧部落西迁运动，历史上必定发生过多次，只不过许多未见于文献记载而已。

造成这种西迁浪潮的原因是什么呢？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在亚洲大陆东部，南方是大片宜农地区，与之相邻的北方是辽阔的蒙古草原。在宜农地区发展起来的汉地文明，是一个稳定的实体。蒙古草原优良的载畜条件与汉地长期以来对其地产生的巨大政治、文化影响和压力相结合，使蒙古草原一再成为强大游牧行国的摇篮；而在亚洲东部之西，无论是农耕地区还是草原，长期缺乏强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对蒙古草原来说，其效果就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方所受压力不均衡。这样历史上就出现了：

（1）由于汉地经济、军事力量强盛，压迫草原行国，迫其抛离故土西迁，例如北匈奴西迁。

（2）蒙古草原以东的受农耕文化影响，而本身又与游牧民族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强大起来，南迫汉地，北掠诸邻，致使诸部西迁。契丹的兴起造成例如浑（Qun）、Qay（奚？）族的迁移。女真勃兴引起的耶律大石西迁也可大致归入这一类。

（3）蒙古草原的行国强大起来，其邻族或降或逃。出逃者如大月氏、乌孙、回鹘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游牧民族受武力压迫而引起的迁移外，天灾或其他原因也会引起游牧民族为寻找牧场而迁移，例如Kimek部落中的鞑怛人。

由于西方所受压力较小，所以这些迁移多数是向西的。虽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840年回鹘西迁所造成的漠北、中亚突厥、达旦部落，为争取生存空间而产生的迁移，但达旦、蒙古部落迁移的时间上限，并不是840年，有些学者提出，唐代铁勒诸部中的骨利干部，就是后来蒙古时代的豁里蒙古部落。尽管骨利干和豁里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勘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并不妨碍人们考虑，在唐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鞑怛、蒙古部落沿今色楞格河下游及贝加尔湖南岸，向今唐努山方向迁移。由此再向前推，汉魏时代东胡系统的鲜卑、柔然先后占据蒙古草原的历史，也应置于我们勾画的背景图像之中。

分析近千年来欧亚连接地带游牧部落自东向西迁移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操蒙古语的达旦、蒙古部落逐渐占据蒙古高原的历史。成吉思汗所出的这一支唐代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的蒙古部，迁移到三河之源，只是我们上面所概述的许多游牧部落类似迁移运动组成的链锁中的一个环节。

注　释


〔1〕
 见《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RAS），1937年7月，页481～483。并见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有关11世纪中亚的穆斯林新史料》（Une nouvelle source musulmane sur l'Asie Centrale au XIe siecle），宣读于“碑铭学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见Comptes-rendus des Seanves，1937年10月1日，页317～324。


〔2〕
 V. Minorsky，Sharaf al-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1942年，伦敦，以下简称“马卫集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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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元史》，页3195、3634、389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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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页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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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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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蒙古在中亚统治的建立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一　察合台在蒙古国中的地位

蒙古建国之初，中亚史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镇守西域的察合台与合罕（大汗）及其在西域的属地的关系问题。

元《经世大典序录》记曰：





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兀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
〔1〕







上述诸地中，回回即指中亚奉行伊斯兰教之地。蒙古国时代初期将兵镇守回回之地的是察合台；他出镇西域在成吉思汗时。彭大雅记道：





“伪二太子荼合[image: alt]
 （见出戍回回国）……其头项分戍，则窝真之兵在辽东，荼合[image: alt]
 之兵在回回”。又：“西北曰克鼻梢（回回国，即回纥之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按，成吉思汗）生前常曰：‘非十年功夫不可手，若待了手，则残金种类又繁盛矣。不如留荼合[image: alt]
 ，且把残金绝了，然后理会’”。
〔2〕







《广平贞宪碑》所记“皇子察合[image: alt]
 出镇西域，有旨从武忠（按，指博儿术）受教。武忠教以人主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轻舍此（止？）。”成吉思汗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
〔3〕

 应与此有关。

成吉思汗留察合台镇守西域，是为了对付降而复叛的克鼻梢，即钦察人。窝阔台在位时，察合台仍在西域，但他并未亲自前往征讨钦察，而是留在中亚，不时讨伐兴都库什以南之地和北印度一带。彭大雅在蒙古时曾听说癸巳年（1233）荼合[image: alt]
 “所劫曰胫笃（忻度）”
〔4〕

 。德国波恩大学奥勒伯里希特（Peter Olbricht）和嫔克斯（Elisabeth Pinks）两位学者对彭大雅所记上述察合台劫“胫笃”的年代的可信性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察合台当时并不在西域
〔5〕

 。我以为，察合台自随成吉思汗西征后，除参加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大典外，并无他东归的记载。况彭大雅等出使蒙古，上距癸巳（1233）不过4年，他们所闻所记应与史实相去不远。

由于察合台督伐钦察多年劳而无功，1236年拔都率兵西征。次年徐霆出使蒙古时，曾见蒙古征发未成年男丁增援西征军。他记曰：





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曰：“此皆靼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至彼则十七八岁，皆以胜兵，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至今不肯服。荼合[image: alt]
 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6〕







徐霆所谓“西川后门”，奥勒伯里希特和嫔克斯认为或许指控制里海之铁门（打儿班）。而三百里之城，则二氏以为可能指克里木半岛沿海之Sudaq城或基辅城。
〔7〕

 实际上，察合台并未参加1236年对钦察的征服，但在拔都军中有其子拜答里（Baidar）和其孙不里（Buri）。
〔8〕

 由于察合台出镇回回历时多年，忽必烈即位之初，就着人制定祭祀“皇伯考察合带”的乐章：“雄武军威，滋多历年。深谋远略，协赞惟专。流沙西域，饯日东边。百国畏服，英声赫然。”
〔9〕



察合台汗国在蒙古国中的地位，集中地体现在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与蒙古大汗的关系上。察合台的活动时代经历了两代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与窝阔台的统治。成吉思汗在世时，察合台臣服于其父自然无问题。所以实际上，他与大汗的关系，集中地体现在他与继承父位的亲弟元太宗窝阔台的关系上。成吉思汗在世之时，已决定窝阔台为其继位人。其长后孛儿帖所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只有长幼之别，并无贵贱之差。成吉思汗死时，由于术赤已死，察合台为诸王之长，因此他对窝阔台即位的态度对维系蒙古国的统一，有决定性的意义。成吉思汗死后，诸王亲贵聚议推戴窝阔台为皇帝时，持反对意见的是拖雷。《耶律楚材传》记曰：





己丑（1229）秋，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即拖雷）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则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
〔10〕







《耶律公神道碑》所云“己丑，太宗即位，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
〔11〕

 即指此。这样，成吉思汗诸子之间，在长幼关系之上又加上了一层君臣关系。成吉思汗死后诸子间君臣名分的确立，对维系蒙古国的稳定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对于这一点，除汉文史料之外，穆斯林史料亦有所载。《史集》记道：“由于对其兄弟窝阔台和拖雷有着特殊的友谊，因此他（指察合台）不遗余力地拥立窝阔台，按父亲的命令，走到开阔的原野上为之加冕。他与拖雷和其他宗亲一道，行了叩拜之礼。”
〔12〕

 由于察合台带头对窝阔台行臣下之礼，故窝阔台即位后，尊察合台为皇兄。
〔13〕

 这是窝阔台为褒奖其兄拥立之功所赐予的正式封号，并铸有皇兄印信。此印一直保存在中央政府内。到一百年后的1329年，元政府尚命“送太宗皇帝旧铸皇兄之宝于其后嗣燕只哥[image: alt]
 ”。
〔14〕



察合台遵从成吉思汗遗命，奉立亲弟窝阔台为大汗，并率诸王宗亲对之行叩拜之礼的行动，实际上树立了一代制度，即：边藩诸王奉大汗为宗主，大汗视镇边诸王为藩臣。这一行动奠定了后代西北三藩国，即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与元朝关系的基础。
〔15〕



诸王镇边为元之国制；但镇边诸王的戍守范围与其所受封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察合台与其他镇边诸王有些不同，他的封地在西域，即在自己戍守的地域之内。大约在西征之前，成吉思汗已将军队和牧场在弟子中作了分配。

蒙古贵族的属民以千户、百户编制起来，故又称为军队。《元朝秘史》说成吉思汗授予察合台八千户属民，而《史集》则说授了四千户。在《史集》提到的察合台的四个千户中，有哈剌察儿所辖的巴鲁剌思千户和木哥那颜率领的宏吉剌千户。
〔16〕

 穆斯林作家在言及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最倚重的是志费尼书。志费尼说，察合台的份地“从畏兀儿之边（hud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
〔17〕

 按此则畏兀儿和中亚的农耕城郭之地都不在其中。这是蒙古西征后的情况。美国学者爱尔森（Thomas Allsen）在其论文《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
〔18〕

 中，首先指出，波义耳英译本《世界征服者传》页42～43的相应一段译文，未将hudud（边境）一词译出。他在同一篇论文注（40）中还指出，志费尼的另一段话“他（按，察合台）及其诸子的军队的营地，从撒麻耳干一直伸展到别十八里之边（kanar）”
〔19〕

 ，在英译本（页272）中，kanar（边境）一词也未译出。查何高济汉译本，亦蹈袭英译错误。但巴托尔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引述志费尼的记述时，将“边境”的意思译了出来。
〔20〕

 这就是说，察合台分到的是从畏兀儿之边到阿姆河地区的草原地带。

由于察合台的禹儿惕和军队都在中亚，他又以皇子的身份出镇西域，而中亚城郭之地的统治权却属于大汗，这样就必然产生他与大汗派驻中亚的大臣之间的矛盾。尽管汉文史料和《史集》都称颂察合台对窝阔台的畏服，但实际上，随着察合台坐镇西域天长日久，他在中亚势力日益增长，于是吞并大汗在中亚的属地的野心也滋长起来。《史集》中记载了一次察合台蓄意侵夺大汗辖地的事件：





据说在窝阔台合罕时代，察合台发出一道令旨，擅自变动阿母（姆）河以北地区几个州郡的长官（而按窝阔台合罕之命阿母（姆）河以北地区是由牙剌瓦赤管辖的）。牙剌瓦赤
〔21〕

 遂将此事向合罕报告，合罕对察合台降下一道圣旨，对其行为进行斥责，责令他书面陈明原委。察合台复信道：“我之所为系出于无知，且因无人指导，又给不出什么可以写下的理由。既然合罕命我写，我遂鼓起勇气写下这些话。”合罕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自责，并把那个州郡赐给察合台作为封地。
〔22〕







这一件事很清楚地表明，阿姆河以北之地的州郡是大汗的属地，由朝廷命官治理，察合台虽贵为镇守其地的诸王，亦无权干预当地的政务。他擅自变动州郡长官的行为是越轨之举，受到窝阔台的斥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1239年不花剌的人民起义时，当地长官只同牙剌瓦赤联系，而牙剌瓦赤也直接向窝阔台报告，根本没有提到察合台。但察合台是当地的镇边诸王，驻守突厥斯坦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军队均受其节制，调兵镇压叛乱是他的职权。中亚蒙古统治机构中的大汗的行政系统，与察合台的军事镇戍系统二元并存的体制，必然引起利益纠纷；而察合台擅自变动当地州郡长官的事件，表明察合台与大汗在中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以致窝阔台尽管斥责察合台无理，又不得不将一个州郡赐给他，以图平息事端。事后，察合台仍不善罢甘休，迁怒于牙剌瓦赤。
〔23〕

 不久，牙剌瓦赤奉调中原。

蒙古国时代蒙古大汗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行政系统，先后由擅长管辖城郭农耕地区的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麻速忽父子掌握。据志费尼记载：





（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后，仅屠杀一次和抢劫一次便作罢，并没有走到总屠杀的极端。至于隶属这两城，或与之接壤的地区，因他们都纳款投诚，对他们也就手下留情。尔后，蒙古人安抚残存者，进行恢复工作。

按众人的愿望，这些州邑的政权，在大臣牙剌瓦赤及其忠顺的儿子麻速忽别乞的有才干的手掌握之下。因为他们公正治理，恢复了该地的创伤。

牙剌瓦赤废除了征税（hashar）及军队（cherig）方面的强迫服务和种种临时赋税（avarizat）的负担、摊派。
〔24〕







牙剌瓦赤调往中原后，麻速忽承担起管理整个中亚诸城邑的责任。故《史集》说：





合罕曾将整个契丹之地置于麻哈没的·牙剌瓦赤管领之下，自别失八里和哈剌火州、忽炭、可失哈儿、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直到阿母（姆）河岸，都置于牙剌瓦赤之子麻速忽别乞的管领之下。
〔25〕







《元朝秘史》中关于牙剌瓦赤管领中原，麻速忽管领中亚的记载，指的就是这一情况。

别失八里和哈剌火州为畏兀儿亦都护领地，海押立和阿力麻里分别为两支哈剌鲁人的居地，这些地方各部的首领在归降成吉思汗后，仍然维持着他们的统治，但蒙古大汗派驻中亚的大臣的地位却在他们之上。蒙古可汗是通过驻守中亚的大臣来统治监领各属部的。

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死去，帝位空缺，其长子贵由西征未归。因此按惯例由窝阔台大哈屯木哥（Möge）监国。此时察合台已是成吉思汗四子中唯一在世者，在蒙古国统治集团内有极大的影响。他和其他一些诸王以脱列哥那哈屯是窝阔台几位年长皇子之母为辞，提出应由脱列哥那取代木哥哈屯摄政，
〔26〕

 此议竟得实行。脱列哥那在窝阔台生前已开始干预朝政，所以与窝阔台的大臣结下怨仇。一旦执政，她便开始排除异己，目标首先是坐镇中原的牙剌瓦赤和朝廷大必阇赤镇海。这一铲除前朝老臣的政策也波及西域。牙剌瓦赤既为脱列哥那皇后眼中钉，其子麻速忽也必然被牵连。为避祸害，他只得投奔拔都。
〔27〕

 直至贵由即皇位大典，他才重新以西域长官的身份在朝廷出现。
〔28〕

 脱列哥那上述作法严重地破坏了蒙古国的法度，“诸王各自为政，贵人则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擅自宣布敕令，散发牌子。
〔29〕



成吉思汗曾对其四子作过分工，而察合台则受命执掌札撒，即蒙古法。对于这一点，志费尼有明确记载：





成吉思汗的长妻生了4个儿子，他们拼着性命去建立丰功伟绩，犹如帝国宝座的4根台桩，汗国宫廷的4根台桩。成吉思汗替他们各自选择了一项特殊的职务。他命长子术赤掌狩猎，这是蒙古人重要的娱乐，很受他们的重视。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惩处。他选择窝阔台来负责［一切需要］智力、谋略的事，治理朝政。他提拔拖雷负责军队的组织、指挥，及兵马的装备。
〔30〕







拉施都丁还就察合台掌管札撒一事写道：“察合台是一个正直、有能力和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其父成吉思汗曾言与诸异密曰：‘若欲习札撒及王位之约孙，必从察合台学。’”
〔31〕



蒙古习惯法是在蒙古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许多内容，对穆斯林聚居地区是根本不适用或完全违反当地的风俗习惯的。由于察合台是太祖、太宗两朝镇守西域的地位最高的蒙古宗王，又受命执掌札撒，在穆斯林居民中强制推行蒙古习惯法，所以西域人民往往把蒙古法的苛严归罪于他，察合台本人也因此成了穆斯林作家笔下的邪恶的人物。术扎尼写道：





可恶的察合台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次子，他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在整个（以他为首的）诸部中，甚至曾经不许可按伊斯兰的训令去杀一只羊，这样所有的羊都搞得不洁。
〔32〕







志费尼身为蒙古国官吏，当然不敢如术扎尼一样公然写下这种诅咒之词，但他也透露出抱怨之意：





因为怕他的札撒和惩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以致在他统治期间，旅客只要接近他的军队，在任何一段道路上都无需保镖和卫士；而且有那么个夸大的说法：一个头顶黄金器皿的妇女可以不用担心害怕地单独行走。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这对诸如大食等类人说是难以忍受的重负，例如，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他把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
〔33〕







穆斯林史家把察合台与窝阔台描写成两种相反的人，察合台威严、死板地执行札撒，而窝阔台则广施善行
〔34〕

 。这是因为西域的穆斯林把察合台作为压迫他们的蒙古法的化身来看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法逐渐不再实行于穆斯林地区。

二　察合台的大臣

在蒙古国，朝廷命官与诸王位下的大臣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朝廷命官受治于大汗，而诸王的大臣除王傅以外，则由诸王自己任命。志费尼书中记载的牙剌瓦赤的话，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这种区别：在牙剌瓦赤向窝阔台告发了察合台企图并吞大汗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一些州郡的非法行为，窝阔台下诏斥责察合台后，牙剌瓦赤对察合台的大臣跋拆罗说：





“我乃合罕之大臣。察合台不与合罕商量就不能杀我。而我要是在合罕面前进你的谗言，他就会处死你。要是你为我妥善地处理诸事，那就很好。否则，我要在合罕面前揭发你，如果你在察合台面前把这些话讲出来，则不管怎么问我，我都不承认，无证据可言。”于是跋拆罗被迫妥善地处理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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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牙剌瓦赤是因为得罪了察合台，心里感到害怕，找到跋拆罗，用朝廷命官和诸王之臣地位上的差别来威胁他，让他在察合台那里为他活动，以保全自己。

镇边诸王与朝廷命官之间的这种矛盾，在汉文史籍中亦有反映。据《元史》记载：





至元改元，召［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时诸王只必帖木儿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其傅中朝旧臣，不肯顺王意。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戚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王威名，于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惊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谮不行而省府事颇立。二年，入奏经略事宜还，以上旨行之，中兴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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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用和只必帖木儿王傅之间的关系，与牙剌瓦赤和察合台的宠臣跋拆罗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察合台汗国早期最重要的大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跋拆罗（Vazir）以及哈巴什·阿迷的（'Amid）和撒迦吉（Sakaki）。跋拆罗的真实姓名现在已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是汉人（Khitayan，“契丹人”），跋拆罗是他当了察合台的大臣以后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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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拆罗早期的身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被蒙古贵族掠到中亚的汉地知识分子的遭遇。他是一个文人，被蒙古军俘虏后，起初在察合台的一位汉医那里做侍仆。那位汉医死后，跋拆罗又成为察合台麾下的大臣札剌亦儿人忽速黑（Qushuq）的牧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忽速黑发现了他的才能，并为察合台所知。后来察合台把他要去，做自己的随从。不久，他就得许可在察合台面前自由陈述意见，渐渐显赫起来。窝阔台也承认和赞许他的才学，又见他受到察合台的信用，遂为他起名为跋拆罗。拉施都丁说他身材虽矮，相貌亦属平常，但却极为勇敢，机智，富有才华，会说善辩。

跋拆罗在察合台的斡耳朵里的地位高于诸大臣，在察合台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畅所欲言。据记载有一次，察合台之妃打断了他的话，他竟对她大声斥责道：“汝，妇人也。此事无庸汝言！”还有一次，察合台的一位太子之妃被指控与他人私通，跋拆罗未经察合台批准就将这位王妃处死。当察合台问起此事时，他答道：“殿下之太子妃如何能作出此等羞耻之事，并玷污汝家女眷之荣名？”察合台竟然追认了他的这一措施。

拉施都丁还记载了一个跋拆罗的故事，它反映出汉族文人的才能是如何受到蒙古贵族的重视的。有一次，窝阔台问察合台道：“我的丞相（按，指镇海）和你的谁更好些？”察合台答道：“当然是镇海好。”一次在宴会上，窝阔台和察合台都在忆诵“圣言”（必勒格，bilig）。跋拆罗记起这些“圣言”后，走到外面写起来。察合台和窝阔台也记起了这些“圣言”，于是他们背诵“圣言”，并要跋拆罗书写。他们想考核一下跋拆罗，看看他究竟能不能准确地记下来。他写毕呈上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发现，跋拆罗写得十分准确，只是个别字句有些颠倒。窝阔台称赞跋拆罗比镇海更能干。

看来窝阔台和察合台在文字书写上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传说、圣言甚至历史知识，几乎是只能依靠记忆。跋拆罗书写所用的当是汉字，所谓“个别字句有些颠倒”可能是蒙文和汉文之间语序差别所致。从跋拆罗这样的文人受到察合台如此重用看来，这时察合台汗国的统治集团在文化上还处于十分落后的阶段。由于察合台的封地远离中原，而汉人非有一技之长几乎完全不受重视，故察合台斡耳朵里供职的高级官吏中，汉人不会很多。

跋拆罗作为一个汉人，在蒙古宫廷中获得高位，无疑要引起许多贵族和官僚以及回回大臣的嫉恨。尤其他在职期间对待察合台的亲属的态度，更开罪了许多贵族。他在察合台的斡耳朵中是十分孤立的。为此，跋拆罗曾公开对察合台说：“为了殿下，我失去了一切朋友，殿下去世后，没有人会怜悯我。”果然察合台死后不久，他就被以毒死察合台的罪名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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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阿迷的是讹打剌（Otrar）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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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吉思汗西征时代，他降附蒙古；至于他是否在讹打剌之战中帮助过蒙古人我们不得而知。他很早就成为察合台的主要大臣之一。成吉思汗曾把花剌子模沙麾诃末算端的两个女儿赐给察合台。察合台又把其中的一个转赐给阿迷的，足见他在察合台斡耳朵内受宠的程度。

阿迷的在察合台时代主要的政敌是撒迦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有关撒迦吉的记载，都带有某种传说色彩。据宏达迷儿说，撒迦吉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在他所著的书中有一部名曰《修辞与雄辩术之钥匙》，在当时很有名气。因阿迷的和其他官吏的推荐，撒迦吉的才学为察合台所知。不久察合台把他召来做自己的随从。由于撒迦吉有广博的知识，所以赢得了察合台的尊敬。撒迦吉得宠于察合台引起了阿迷的的嫉妒。撒迦吉发觉了这一点，抢先对察合台说：“从星象显示的征兆看，很清楚，阿迷的幸运之星已经衰落，臣恐其恶运会影响殿下之福。”察合台立刻听信了这番话，将阿迷的解职。一年后汗国境内的社会秩序和财政状况都恶化了。察合台意识到解除阿迷的职务是不利的，于是察合台亦以星象家的口吻对撒迦吉说：“人的恶运的预兆星象不会一成不变，或许阿迷的的吉星又开始得势了。”撒迦吉看出察合台有意重新起用阿迷的，遂附和察合台的意见。于是阿迷的官复原职。阿迷的复职后，与撒迦吉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他甚至指控撒迦吉有野心。察合台对撒迦吉的猜忌也加深了。最后，他把撒迦吉囚禁起来。三年后撒迦吉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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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吉与阿迷的的斗争反映出降附蒙古的穆斯林贵族为了在宫廷里争宠，如何不择手段地互相诋毁，以图借助蒙古主子之手把对手除掉。这种斗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之争，并没有反映社会上广大群众与蒙古贵族的矛盾。投降蒙古的穆斯林贵族在蒙古宫廷里的地位同样是不稳定的，他们稍有得罪蒙古主子之处就可能被处死刑。同汉人跋拆罗一样，他们有些人还成了蒙古贵族间互相斗争时的牺牲品。察合台的医生麦术丁就是如此。

察合台的主要军事将领，我们目前知道稍多一点的只有巴鲁剌思氏哈剌察儿。据宏达迷儿记载：





“在他（按，指成吉思汗）死时，他确定速忽吉斤（Sughujijin）之子，异密帖木儿驸马之五世祖巴鲁思氏亦儿答木吉（Airdamaji）之子哈剌察儿（Qarachar）那颜为察合台兀鲁思之大臣”，而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将权柄即军队、臣民诸事交于哈剌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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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桑称：“按著名的帖木儿之后的穆斯林史家的说法，其五世祖哈剌察儿统帅（率）察合台之军队，受到这位宗王的完全信任，在其斡耳朵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然哈剌察儿既未为志费尼，也未为拉施都丁提及。他们曾提到许多察合台统治时代的有影响的人物，诸如麻速忽、哈巴失·阿迷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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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弗雷麦里亦持此说。

多桑以志费尼、拉施都丁诸书对证较晚的穆斯林史籍的方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他所忽略的是，拉施都丁在其《史集》中确曾提到哈剌察儿。我们在论及诸子分封时曾引述《史集·成吉思汗纪》的记载，即他分给察合台的四个千户中，第一个就是巴鲁剌思哈剌察儿千户。拉施都丁在《察合台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1238年，不花剌发生了塔剌比领导的起义。据宏达迷儿说，哈剌察儿所属的军队亦参加了镇压。在哈剌察儿所部察合台的军队到达之前，起义的领导人塔剌比已在同蒙古人的战斗中牺牲。塔剌比死后，其两个弟弟继续领导起义军。现将宏达迷儿所记哈剌察儿所部镇压起义的过程录之如下：





这时，消息传到异密哈剌察儿那里，他指令两位勇敢的那颜来镇压叛乱，因为他统领了一支为数可观的军队。塔剌比死后一周，两位蒙古将领抵达不花剌。塔剌比的两个弟弟也与蒙古人面对面地列阵准备战斗，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双方有近两万人战死，塔剌比的弟兄们也阵亡了，他的人落荒而逃。蒙古人于是向不花剌开进，打算劫掠、放火杀人，然而一队尊严的人带着礼品迎面过来，并对他们说：“不要紧逼这座毁坏的城池，以便情况可以为异密哈剌察儿所知，以便你们接受他的命令。”这些异密们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这位正直的那颜（即哈剌察儿）得知了这一情况，他命令异密们和军队撤回，不要欺压不花剌人。这样，由于哈剌察儿那颜的干预，不花剌人民从塔剌比的同伙的叛乱引起的灾祸，从蒙古军的威胁中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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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哈剌察儿镇压不花剌起义的描述，为其他诸书所无，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过哈剌察儿下令保存不花剌的说法，很明显是帖木儿帝国的文人，为了美化帖木儿的祖先，把牙剌瓦赤的事迹移花接木，编造在哈剌察儿头上。除了哈剌察儿以外，关于察合台时代原成吉思汗所授几个千户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察合台的臣子主要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如跋拆罗一类被掠至中亚的汉人，其人数不会很多，他们在其斡耳朵事务中不占重要地位。一类是如阿迷的和撒迦吉一类的回回人，这些人是中亚土著，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他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后来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与这些回回大臣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最后一类是巴鲁剌思氏哈剌察儿、宏吉剌氏木哥和剌亦儿氏忽速黑一类蒙古人。他们的地位最高，执掌军权，大部分居于草原，形成世臣世卿。

三　朝廷与西北诸王矛盾的由来

元至大三年（1310），海都之子察八儿率残众归顺朝廷，困扰元中央政府几达50年之久的西北诸王之乱告一段落。在元廷为庆贺此事而举行的宗亲大会上，楚王牙忽都进言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唯南土未定，列圣嗣位，未遑统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顾唯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齐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顺，叛王察八儿，举族来归，人民境土，悉为一家。地大物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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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忽都上述寥寥数语，清楚地说明了在蒙古贵族心目中，西北诸王之乱在元朝政治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许多学者在论述西北诸王之乱时，都把重点放在海都、都哇身上，而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之战，则被划入帝室内讧的范围。仔细探讨，可以看出，这种划分似乎是基于一种传统的标准，即诸王反对中央政府的，称为诸王叛乱，帝王继承人之间的斗争则不在此列。这一标准应当说简单明了，不无合理之处。但用于研究元代前期政治史，却难以把握。因为在元代前期，并未确立汉地所固有的那种帝位嫡长子继承制。究竟宗亲诸王中谁承袭先皇、登基称帝，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此外，元朝版图辽阔，除朝廷设行省分治各地外，西北诸王还拥有面积广大的兀鲁思，后来这些兀鲁思先后不等地发展成半独立的汗国，他们之间也发生过战乱，在西北地区造成混乱，其中有些与中央政府有一定关系，有些战乱则主要是由西北诸王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按上述标准却无法归类，而这一类事件恰恰是元朝历史有异于其他各代历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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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八儿内附，武宗下诏设宴于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为告戒。脱脱荐只儿哈忽，令具其言以进。果称旨。”“及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脱脱即席陈西北诸藩始终离合之由、去逆效顺之义，辞旨明畅，听者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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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儿哈忽仕枢密院，“习于先朝典故”。脱脱所陈，显然得知于只儿哈忽，惜除上述数语之外，只儿哈忽所言的具体内容没有保存下来。成吉思汗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国的创造者，他生前将其诸弟分封于东边，称东道诸王，又封其长后孛儿帖夫人所生三个年长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于西方，称西道诸王。后宪宗蒙哥遣其弟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后者遂立国于波斯。旭烈兀与上述西道诸王之后裔，在元代统称西北诸王。成吉思汗在宗亲诸王心目中地位极高，至其晚年，诸子虽已年长成人，独立理事，但始终慑服于他的威严。《元朝秘史》第260节记西征时，成吉思汗闻知蒙古军克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赤（玉龙杰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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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私分城中民户，未留父亲份额，曾大怒而严斥之。从后来西域历史的演变，我们发现封于西域的三子私分民户一事，竟是蒙古国分裂的端倪。

成吉思汗死至第三子窝阔台继立，长达两年之久，其间第四子拖雷摄国，曾阻挠窝阔台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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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则如此，一旦为帝，窝阔台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身为皇兄的察合台亦自别尊属，以诸王之长的身份率宗亲臣僚叩拜于帐下，拖雷家族也不例外；甚至后来窝阔台仗势剥夺拖雷家族原有属民转赐己子时，他们也恪守君臣之礼，忍辱服从。

拖雷死后，他从成吉思汗手里得到的军队和民户遗留给其寡妻唆鲁禾帖尼别吉及诸子，拉施都丁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当窝阔台做合罕时，他按自己的意思，不和亲族们商量，把属于拖雷汗及其诸子的军队中的2个速勒都思千户给予其子阔端。当那些归属也客那颜（按，指拖雷）的万户、千户们，诸如……（按，名字在诸波斯文抄本中均缺漏）得知这一行为后，一致向唆鲁禾帖尼别吉、蒙哥合罕和他们的亲族声明：“根据成吉思汗的圣旨，这两千速勒都思族人是属于我们的，合罕却把他们给了阔端。我们怎能服从之而违背成吉思汗的圣旨呢？我们应把这种情况在合罕面前奏明。”





唆鲁禾帖尼是一位极有心计的贵族妇女，很清楚地懂得窝阔台现在大权在握，在不危及拖雷家族的切身利益时，维护太宗的权威，作出一定的让步，是保存自己势力的上策，遂答称：





“你们所言是对的，不过我们无论在世袭还是在需求方面的占有都不短缺，不需要什么。军队和我们本身都属于合罕，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下令则我们服从。”当唆鲁禾帖尼说了这些时，千户、万户们都沉默了，听到的那些人都同意了。
〔49〕







窝阔台被称为“合罕”，这是蒙古语Qaghan的音译，即古之可汗，指蒙古大汗，相当于汉文中的“皇帝”，有别于汗［即汉文史料中的亲王、诸王、大王和穆斯林史料（主要是波斯文史料）中的Oghul（斡兀立，源于突厥语“儿子”）］等。

拉施都丁的上述记载固然说明，窝阔台保持着合罕的威望，其诏令得行于四方，但在西北诸王中，一种新的离心因素却正在逐渐生长。《史集》中虽有察合台率先自别君臣名分，拥立窝阔台登基及他平素谨守臣下之礼，对合罕的威严表示畏服的描述，但时过境迁，他与皇帝的辈分关系已从成吉思汗时代的父子关系，变为身居诸王之长的皇兄与高踞于帝位之尊的三弟之间的伯仲关系。这种辈分关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朝廷在西北诸王心目中的地位。

按蒙古国制，诸王封地在草原，城郭农耕之地主要由朝廷委任大臣治理。察合台所受份地为自畏兀儿之边（约彰八里一带）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地区的草原，而中亚诸城则归朝廷命臣牙剌瓦赤管理。本书前文提到的察合台擅自变动阿姆河以北地区州郡长官的行为，实际上是后来西北诸王与中央政府争夺土地、人口的长期斗争的先声。察合台被迫认错，表明这时朝廷仍有崇高的威望，尊长之礼亦有相当约束力。不过这一事件毕竟又表明，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汗国与朝廷在中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以致窝阔台尽管斥责了察合台的无理行为，又不得不把一个州郡交给他，以缓和矛盾。事后，察合台迁怒于牙剌瓦赤，后者不久奉调中原当与此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

察合台侵夺朝廷属地的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但细心探究其背景却可以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即中亚的草原与当地的城郭农耕地区之间，数千年来的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结果，形成一种物质文化的交流关系。受封于当地草原的蒙古诸王，用以维持豪华生活的资料，除了畜产品得自自己的属民和部分其他资料自汉地传输而至以外，相当部分就近取之于临近突厥斯坦草原的中亚城郭农耕之地，而这些地区却受治于远离当地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以外的中央政府。这些诸王出身高贵自不必多言，随着坐镇西北天长日久，势力渐大，他们逐渐变成草原与邻近的城郭农耕之地之间传统物质文化联系结果的主要受益者，这就必然会产生中央政府对相距较远的辖地的控制力，逐渐小于受封于与之相邻的草原的诸王对上述地区的影响力的情况。

总之，西北诸王由于其实力的增长，影响越出其原有兀鲁思，逐渐突破蒙古国旧制的限制，开始与朝廷争夺中亚之地的土地、人口，应是元代西北诸藩反叛朝廷的原因之一。

四　西北诸王反抗朝廷始于拔都

拔都在拥立蒙哥为帝，把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的斗争上出力最大，所以元代官方文献和伊利汗国所修史书对他都赞不绝口。但本书前文所提到的楚王牙忽都列举的说明元武宗“洪福齐天”的诸事中，却有“拔都罕之裔，首以附顺”一语，透露出元世祖一朝“弗克同堂而燕”的（即参加海都叛乱的），亦包括钦察汗国。现在所要论述的是拔都本人对抗朝廷的活动。至于参与海都叛乱的钦察诸汗的活动，拟另作研究。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刊载了杨志玖先生1943年4月的一篇旧作《定宗征拔都》，对岑仲勉先生1935年写的《蒙古史札记》中“定宗征把秃”
〔50〕

 一节的论点提出异议。岑仲勉把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所记“拜住不敢他引古事为比，维昔定宗皇帝征把秃王，有灭国真薛禅使者谏罢征”
〔51〕

 一语中“把秃”一词，释为大食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都城“报达”城（今巴格达）。杨志玖认为“把秃”应该是术赤之子拔都。杨志玖的文章刊出后，岑仲勉提出几点反驳。
〔52〕

 为此，杨志玖于1943年又写了《与岑先生之商榷》一文
〔53〕

 ，对岑仲勉的论文逐点辩驳，分析得十分透彻。岑仲勉从根本上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定宗征拔都”其事。在此问题上，杨志玖因当年条件所限，未能见到更多的材料。

岑仲勉说：“谓定宗有征拔都一事，无非袁桷文‘定宗皇帝征把秃王’一句引起……使把秃即拔都，何以西史于定宗主动方面都无此词。此中西比勘而知其不确者……”
〔54〕



定宗征拔都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杨志玖的意见是正确的。查元代历史，太宗死后，脱列哥那皇后摄国，邀请诸王贵族出席忽里勒台大会，议立新皇。到会诸王议决，将皇位保持在窝阔台家族内。当时窝阔台家族内争夺皇位的主要有三位诸王，即窝阔台之子贵由和阔端以及阔出之子皇孙失烈门。诸王和大臣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立贵由为帝，是为元定宗。
〔55〕



这时，朝廷在一些西北诸王心目中的地位已开始动摇。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拔都拒赴议立定宗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和定宗登基大典。
〔56〕

 拔都与贵由本来不睦，太宗在世之年，拔都率诸王长子西征，在钦察草原的一次酒宴上，他俩曾为位序高低发生争执。
〔57〕

 拔都拒不参加诸王大会，明显表现出他对贵由的敌意。如果说，贵由未即位前，他们之间的矛盾还只是西北诸王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贵由即帝位后，他们的矛盾就上升为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

时拔都为诸王之长，位高望重，成为贵由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至于贵由究竟对拔都有什么打算，《元史》、志费尼书和拉施都丁书都记载得不清楚。《元史》记得太简单，仅曰：定宗二年（1247）“秋，西巡。八月，命野里知吉带率搠思蛮部征西”。
〔58〕

 志费尼记载得略为详细些：





他（贵由）向西域派去了野里知吉带（Eljigitei）和一支大军。他下令诸王位下每十人须签发两名归野里知吉带统辖，当地所有丁男都须从军随行，大食之民（Tazik）每十人应签发两名出征，他们首先应攻击异教徒。他们相约，贵由本人应当随后去。贵由除了将所有的军队和归附的人民置于野里知吉带统率之下以外，还特意将芦眉（Rum），谷儿只、阿勒颇、毛夕里和塔迦窝儿（Takavor）
〔59〕

 的事务委付于野里知吉带，这样可以排除任何人的干涉，并且当地的算端和长官可以对他承担交纳贡赋的义务。
〔60〕







仅从上述这两段文字，还是很难看出贵由此举与拔都有什么关系。然而，野里知吉带所去之地，正是术赤封土的西南界。志费尼在言及术赤从成吉思汗手中所得封地时说：





对于长子术赤，他（成吉思汗）将自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面，直到最遥远的撒克森（Saqsin）和不里阿耳以及在那个方向上蒙古马蹄所能及的一切地方，都分给了术赤。
〔61〕







而14世纪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史家乌马里进一步指出：





成吉思汗将钦察草原（Dast-i Qibaq）及其附属地面挑选出来，再加上阿兰、帖必力思、哈马丹和蔑剌合之地一起授给了术赤。
〔62〕







而贵由即位后，划归野里知吉带管辖的，恰恰包括上述乌马里所指出的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南的诸地。这样双方对这片土地的归属产生分歧。拔都既然将这些地方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不容别人，尤其是贵由来染指。

志费尼没有谈到贵由出征拔都的理由。除了记载贵由与野里知吉带相约，贵由本人随后西征之外，志费尼仅记载：“……他（贵由）离开了国都……带着最可畏的军队和大批人马前往西方国度。当他到达忽木升吉儿（Qum-Sengir）边境之地，离开别十八里一周路程时，他的天数已尽，无法再离开其地一步。”
〔63〕

 此时，拔都已东进到今阿拉套山脉一带。对这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元史》失载，仅记下“三年戊申（1248）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
〔64〕

 这几个字。当然，《元史》和志费尼书关于贵由死去的地点是一致的。忽木升吉儿即横相乙儿。

拉施都丁书对于这件事提到好几次，记述得也较为详细。拉施都丁在《拖雷汗纪》中记载说：拔都是诸王之长，他借口痛风病拒不参加议立贵由为帝的忽里勒台宗亲大会。然后作者写道：





贵由为此举所恼，心中盘算着诡计对付拔都。他借口叶密立的气候对他的病体有利，出发前往那个方向。唆鲁禾帖尼别吉由于知道他的打算，秘密地传出消息，并警告拔都。
〔65〕







拉施都丁在《贵由汗纪》中又记载说：





当新一年来临时，他（贵由）说，“叶密立的空气于我身体有好处，那里的水亦于我病有益。”于是他率领尽可能多的可畏的武力和大批人马，前往西方国度。……这时唆鲁禾帖尼吉——她是个有知识极聪明的妇女——认识到他（贵由）匆忙地踏上征程是怀有恶意的。她秘密地派出一名信使到拔都那里说：“做好准备，贵由已率领一支大军到这个地方来了。”拔都十分感激，并准备与之作战。然而当他［贵由汗］到达撒麻儿干边境，离别十八里一周路程时，他的天数已尽，无法再离开其地一步，他逝去了。
〔66〕







拉施都丁在《术赤汗纪》中还写道：拔都故意缓慢地东进，这样他还未来得及到达忽里勒台大会，到会诸王已经决定将大汗之位授予贵由汗。拉施都丁接着写道：





贵由苦于一种慢性病的折磨，他借口他父亲（窝阔台）授于他的营帐（yür[image: alt]
 ）的水土于其病体有利，率领一支大军前往叶密立霍只（Emil-Qochin）
〔67〕

 之地。当他接近这一地区时，拔都发觉了。由于术赤汗和拖雷汗之间以及两个家族之间自成吉思汗时代就有着友好的关系，拖雷汗之长妃唆鲁禾帖尼别吉传信［给拔都］，［告诉他］贵由汗的西行带有某种阴谋。于是，他（拔都）更加不安，警惕地等待贵由汗的到来。当后者（贵由）到撒马儿罕，离别十八里一周路程时，他死于折磨了自己多年的那种病，时为伊斯兰太阴历640年（1242～1243）。
〔68〕







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乌马里的说法和拉施都丁有些不同。将此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其他史书的记载相比较是十分有益的。其书云：





继承成吉思汗帝位的窝阔台死后，其子贵由继立。贵由为人奸邪狡猾，刚愎自用，专权且粗暴无礼。他在成吉思汗的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为了对付拔都，夺取其土地，他向阿兰及其附近的拔都份地，派去一位名叫野里知吉带的大异密，带有逮捕当地长官的命令。当地长官上书拔都，要求依靠他的部下进行抵抗。然而窝阔台之子贵由的使臣野里知吉带提前到达，下令进行逮捕，为了便于将他们带到贵由那里，他给这些被捕的长官套上枷锁。就在这时，传来了拔都的命令，以同样的方式对付野里知吉带。被捕长官们的随从因而奋起反抗，打碎他们的枷锁，抓住野里知吉带，把他缚送到拔都廷帐。在那里，他们把野里知吉带送进［一釜水］中煮死。

当使臣之死的沉痛消息传到贵由那里后，他出动六十万骑兵，两人（按，指拔都和贵由）互相推进，以进行一场血战，将对方毁灭。在双方相距十日程的地方，贵由［突然］死去，这消息惊动四方。诸王们和异密们一致协议与拔都结盟。他们致信拔都，通报了贵由之死的消息，并告诉他，他现在可以登上空缺的大汗宝座，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拔都则说，他无意要求大汗之位，而应推举拖雷之子蒙哥汗［为合罕］。
〔69〕







上述乌马里关于这场冲突的描述与其他各书不同之处在于，它绘声绘色地叙述了野里知吉带之死。不过他把野里知吉带之死置于蒙哥即位之前，这一点令人怀疑。志费尼在贵由死后在塔剌思还曾亲眼见过野里知吉带，
〔70〕

 则野里知吉带当死于蒙哥即位之后。志费尼又说，蒙哥即位后，命Ghadaqan Qorchi将野里知吉带逮捕，送往拔都处处死。
〔71〕

 拉施都丁则说，蒙哥即位后，野里知吉带的两个儿子因唆使窝阔台系诸王谋反事泄，被用嘴里塞满石头的办法处死，他们的父亲也被送到拔都处，遭到与他儿子同样的下场。
〔72〕

 《元史》的记载与志费尼书和拉施都丁书大致相同：“［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冬，以宴知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籍其家。”
〔73〕

 这里的宴知吉带，即野里知吉带，而合丹，即志费尼提到的Ghadaqan Qorchi（合丹·豁儿赤）。上述三书均把野里知吉带被处死置于宪宗即位之后。

综上所述，可知定宗实有征拔都之举。袁桷的《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也说明，元人确知其事。惜“谏罢征”的“灭国真薛禅”使者事迹，于今已无从考证。

诸王以武力反抗朝廷，这是蒙古国建立以来破天荒的事。拔都反抗贵由，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个人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以马匹为主要运输、传递手段的时代，中央政府是无法长久保持如此庞大的帝国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结果，首先在距离蒙古本土最远的钦察草原，形成了一个其势足以与朝廷相抗衡的新的次级权力中心。在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国，中央政府与西北诸王之间出现了第一道深深的裂纹。贵由的忽然死去，使一场迫在眉睫的宗亲大战戛然止住。随着贵由死去，形势急转直下，结果是皇帝和朝廷一方失败了，反叛朝廷的拔都成了胜利者。蒙古国的政治天平一下子失去平衡。

拔都是钦察汗国的实际建立者，他身为诸王之长，凭借武力对抗朝廷，无疑应划入西北诸王中反叛朝廷的一类人物中去。但拔都的胜利又为拖雷之子蒙哥夺取皇位创造了条件，这就与帝位更迭发生了关系。历史常常以成败论是非，贵由贵为蒙古大汗，但因为失败而被贬低。在波斯史籍中，把自窝阔台以下的历代元朝皇帝都称为合罕（Qa'an），唯独贵由位低一等，只称贵由汗（Qan）。在元代汉文、非汉文的史书中，也从不把拔都的上述活动与后来的海都、都哇叛乱活动相并提。但今天，我们从研究蒙古时代中央政府与西北诸王的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待上述问题，就可以发现，钦察汗国实力的增长，逐渐削弱了朝廷对今中亚地区和钦察草原的控制，使它在西北诸藩中最先取得了半独立的地位。尤其拔都以武力对抗朝廷的活动，与后来的海都、都哇的叛乱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五　术赤后裔诸王势力在中亚的增长

贵由死时，拔都的大军已达海押立以西不远处，其威望急剧上升，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遂于阿剌脱忽剌兀
〔74〕

 之地大会诸王，议立新君。到会诸王大臣咸曰：





殿下应为吾等之君，成吉思汗皇帝之后裔中，殿下为长，君位最宜殿下据之。





拔都则答称：





吾与吾弟别儿哥于此有如此广大之国，已踞如此高位。除此而外，绝无可能再统治包括秦、突厥斯坦及阿只迷的土地。吾等应拥立蒙哥为君。……吾拔都将立他（按，指蒙哥）为君，而实际之为君者吾也。
〔75〕







拔都的这番话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他当时踌躇满志的神态：非不能也，不为也。据《史集》记载，在议决拥立蒙哥为合罕后，拔都





遣其弟别儿哥及己子和继位人（按，指撒札塔）率军3万陪同他（按，指蒙哥）。在成吉思汗的禹儿惕斡难、怯绿连之地，他们把国家之王冠与世界皇帝之位授予他，并挫败了窝阔台合罕诸子企图叛乱的诡计。
〔76〕







乌马里也提到此事，只是别儿哥所率与蒙哥同行的军队数量在他笔下变成了10万人：





他（按，指拔都），为了举行即位大典，把他（按，指蒙哥）及其弟忽必烈、旭烈兀一起装备起来，并指派其弟别儿哥率领一支10万骑兵的卫队，［而即位仪式结束后，］他（按，指别儿哥），必须再返回。
〔77〕







术赤系诸王的势力在中亚的增长，与别儿哥率军护送蒙哥东归蒙古本土是互为因果的。拔都在东方，也即中亚的地位的提高，使他有可能派别儿哥护送蒙哥，赴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登基。而这一行动又反过来增强了他的势力，使其威望达到顶点。无怪乎当后来克薛杰发现了窝阔台后裔失烈门、脑忽等人的叛乱阴谋时，蒙哥立即派出不怜吉[image: alt]
 率领大军，占据和林至别十八里之间的交通线，与术赤之孙弘吉兰的营地遥遥相望，以为备。弘吉兰时居海押立之地，其势力已西至讹打剌，一旦有变，弘吉兰的军队立刻会成为援助蒙哥的一支有力臂膀。

蒙哥曾对法国国王圣路易的使臣说：“朕与拔都的势力，如目光无处不及一般，伸到所有地方。”他还说，他与拔都犹如人之双目，“头上虽生双目，但视线却只有一个。一只眼的目光落到何处，另一只也必定一样”。
〔78〕

 这与其说是表示他与拔都两人间意见的一致，不如说表明蒙哥有时甚至会把拔都视为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即蒙古国的共同掌管者。
〔79〕



蒙哥即位赖拔都之力甚多，所以他登基后必须付出相应的报偿。自宪宗朝始，朝廷实际上就基本不再干预钦察之地的事务，这就使得术赤兀鲁思成为蒙古国中第一块割据地盘，以至鲁卜鲁克甚至有这样的印象，在钦察之地，大汗蒙哥的威望低于在蒙哥统治地区中拔都的威望。朝廷的势力不但退出了钦察之地，就是在突厥斯坦，蒙哥也实际上承认了拔都对他马蹄所及之处的统治权。这样，在中亚出现了朝廷势力与拔都势力共存的现象：双方划界而治，这一分界就是位于塔剌思河流域和碎叶川之间的草原。
〔80〕

 除此而外，蒙哥为了报答别儿哥的勋劳，还赐以谷儿只（今格鲁吉亚）之地。
〔81〕



据乌马里记载，蒙哥即位大典结束后，别儿哥踏上了归程，这次他取道粟特故地，当是赴谷儿只封地。他在不花剌遇见了巴哈儿兹人长老赛甫丁。赛甫丁是当地最负有盛名的苏菲派长老。在他的启导下，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
〔82〕

 按瓦萨夫记载，不花剌城编籍的一万六千民户中，拔都有五千户。
〔83〕

 术赤家族在不花剌有属民，别儿哥至此本不足奇。但是在拔都的势力达到其顶点时，别儿哥取道不花剌赴其份地，必有其特殊意义：别儿哥中亚之行实际上表现了术赤系诸王在粟特旧地和突厥斯坦西部的威势。当时，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随着反对蒙哥活动的失败，实力一时跌落，而旭烈兀尚未开始西征。所以别儿哥实际上是当时这一地区地位最高贵的蒙古诸王。不花剌的巴哈儿兹人赛甫丁长老，从前曾致信给察合台的大异密哈巴石·阿迷的，抱怨入仕困难，现在他主动趋迎别儿哥，把别儿哥的到达，看作自己对蒙古主子施加影响的绝好时机。大概是因为这一点，其他蒙古诸王也把他看作术赤系的人。1260年，阿鲁忽即察合台兀鲁思汗位后，与术赤系在西域展开争夺。他派出大臣前往不花剌，“杀死了所有的别儿哥的属臣和那可儿，甚至因为这个原因，把一位摄思廉之子不鲁罕丁，即大长老哈巴哈儿赛甫丁之子也杀死了”。
〔84〕

 大约此时赛甫丁已死，阿鲁忽手下的人遂拿其子来开刀。

六　有关阿里不哥的几点再探讨

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之战，是蒙、元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汉文和波斯文籍对其经过都有详细记述，最宜作比较研究的缘故。国内有多篇论文讨论之，国外探讨蒙古国分裂的几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也专门提及。本节打算在两个问题上涉及这一课题，一是介绍瓦萨夫关于阿里不哥即位的记载，并作考订；二是研究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孰为正统的问题。

据《史集》记载，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先即位于牙亦剌黑·阿勒台（按，突厥语，意为夏营地阿勒泰），
〔85〕

 忽必烈后即位于开平；而据《元史》，则阿里不哥于忽必烈即位的次月，即1260年阴历四月即位，地点在和林之西的按坦河。《元史》中之按坦河与《史集》之牙亦剌黑·阿勒台应为同一地点。瓦萨夫书亦有一段文字，描述阿里不哥即位在诸王贵戚中引起分歧，虽未涉及他与忽必烈即位孰先孰后的问题，但其中提到的许多人物却可以与其他史料相比勘，国内至今尚无人注意，今先录之如下，再作推敲：





这一事件（按，指蒙哥之死）在伊斯兰太阴历656年（1258）最后一月，当时其弟阿里不哥在统治的圆周之中心，其国军队的集结地哈剌和林。当他得知此消息后，虚荣心膨胀起来，渴望得到帝位。蒙哥合罕的大哈屯、班秃（Baltu）之母忽都台（Qutuqtay）与之意见一致。诸［皇］子中，阿速歹（Usutay）、玉龙答失（Urul-tash）、失里吉（Zirgi）以一些察合台的孙子和Kulkan之子Arqday斡兀立都支持他的计划，并帮助他即皇位。

而另一方面，世界征服者皇帝成吉思汗之弟斡赤斤之子，以及其他诸王、异密们［也］准备好，联合起来，互相协助和支持。他们说：“［通向］皇位之路是忽必烈的，皇后怎能给这种幻梦加上优点呢？”这样，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说法变得明显了。
〔86〕







瓦萨夫上述记载中提到的几个人物，这里应先作解释。忽都台皇后，名见于《元史·后妃表》：“忽［都］台皇后，弘吉剌氏，按陈从孙女。”
〔87〕

 亦见于《后妃传》：“宪宗贞节皇后，名忽都台，弘吉剌氏，特薛禅孙忙哥陈之女也。蚤崩。后妹也速儿继为妃。”
〔88〕

 《特薛禅传》也有记载：“凡其女之为后者，自光献翼圣皇后以降，宪宗贞节皇后讳忽［都］台，及后妹也速儿，皆按陈从孙忙哥陈之女。”
〔89〕



一般来说《元史》的这些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元史》既言忽都台皇后“蚤崩”，即死于蒙哥生前，且由其妹也速儿继之，瓦萨夫怎么会称她在蒙哥死后支持阿里不哥即位？此值得注意之处之一。瓦萨夫关于这位哈屯死于蒙哥之后的说法，可在《史集》找到一点模糊的旁证。据《蒙哥合罕纪》，蒙哥死后，其灵柩曾在忽都台皇后的斡耳朵中放置。
〔90〕

 会不会瓦萨夫所提到的支持阿里不哥即位的忽都台皇后，实际上指的是继承其位的妹妹也速儿？而停放蒙哥灵柩的忽都台皇后斡耳朵其时由其妹也速儿掌管？

忽都台皇后的族属，按汉文史料的说法，是弘吉剌氏；而《史集》却有自己的说法。《部族志》弘吉剌惕部亦乞烈思条中写道：





亦乞烈思……蒙哥合罕的大哈屯忽都台哈屯，也出自此部落。她是孛秃（Butu）驸马之子忽勒带（Hulday）驸马的女儿。孛秃驸马曾娶成吉思汗的长女兀真（Fujin）别吉。
〔91〕







《蒙古合罕纪》提到：





他（按，指蒙哥）有许多哈屯。其大哈屯是忽都台哈屯，亦乞烈思种孛忽（Buqu）驸马之子乌剌带（Ulday）的女儿。
〔92〕







同一个忽都台哈屯，《元史》说出自弘吉剌部，《史集》说出自亦乞烈思部；汉籍称其父为忙哥陈驸马，波斯史书则言其父为乌剌带（或忽勒带，十三四世纪蒙古文词首摩擦喉音h-不稳定，易脱落）；就是忽都台皇后的父亲的家系，《史集》本身也说法不一：一处称其父忽勒带为“孛秃驸马”（Batu）之子，另一处又称他是“孛忽驸马”（Baqu）之子，这两个人名歧异颇著，一时未知孰是。

波斯文史籍谓宪宗皇后出自亦乞烈思部之说，亦非无根之说。拉施都丁所述之孛秃（孛忽）事迹，与《元史·孛秃传》内容相近。《孛秃传》提到：孛秃，亦乞烈思氏。成吉思汗妻以皇妹帖木伦。皇妹薨，复妻以皇女火臣别吉。子锁儿哈娶皇子斡赤女安秃公主，生女是为宪宗皇后。
〔93〕

 这里的皇女火臣别吉，是否与《部族志》中提到的兀真（Fujin）别吉有某种联系，尚不清楚。在波斯文中，“火臣”和“兀真”这两个词形近似，只是词首辅音Q-、F-音点数量有别。《孛秃传》提到其孙女为宪宗皇后，查《后妃表》宪宗诸后妃中虽没有亦乞烈思人，但《孛秃传》所记应是可信的。问题是汉文史料提及的孛秃之子锁儿哈与《史集》中之乌剌带（忽勒带）是否为同一人。很可能拉施都丁把弘吉剌部忙哥陈之女忽都台和也速儿与亦乞烈思氏孛秃孙女混为一谈了。瓦萨夫所提到的班秃，《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提到：“宪宗皇帝五子，长班秃大王。”《后妃表》记：“明里忽都鲁皇后，泰定三年诏守班秃营帐。”
〔94〕



瓦萨夫所谓斡赤斤之子，当指塔察儿。

瓦萨夫的上述记载同于《史集》之处在于：即支持阿里不哥的，多系蒙哥皇帝之子，而拥护忽必烈的多为东道诸王。这一点对讨论判断阿里不哥与忽必烈谁是“正统”皇位继承人是有意义的。

《元史》、《史集》和《瓦萨夫史》等主要汉文、波斯文史籍，皆以忽必烈为正统，而认定阿里不哥是篡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元史》是以元代官方文书为据编修成的，而《史集》、《瓦萨夫史》也代表了站在忽必烈一边的伊利汗朝的观点，它们都是以成败作为判断历史事件的出发点。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更为广泛地搜集材料，则可以发现，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在一开始孰为正统的问题是颇难断言的。

首先值得介绍的是马木路克史家乌马里的记载，他竟然把阿里不哥称作蒙哥和忽必烈之间的皇帝，这一点应特别令人注目，惜尚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兹将其所记录之如下：





大异密塔亦儿不花……告诉我（按，指乌马里），这个王朝的第一位享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是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其名称的正确发音是Ginkis Han，带有［字母］Sad［的音］；然后窝阔台继立，其名字的正确发音是Ukadai；然后是贵由汗；然后是蒙哥汗（成吉思汗→拖雷→蒙哥）；然后是阿里不哥；然后是忽必烈，然后是铁穆耳汗（Damur Qan）；然后是海山汗（Qai San）；然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Aguripariyahbtah）；然后是硕德八剌（Sidahbala）；然后是也孙帖木儿（Yisun Damur）——他上溯至成吉思汗的世系如下：成吉思汗→拖雷→忽必烈→真金（Gim Kim）→甘麻剌（Kamala）→也孙帖木儿。
〔95〕







细心的读者从这位马木路克史家所列出的元代帝系表中可以发现：在元宪宗蒙哥和元世祖忽必烈之间多出一个皇帝阿里不哥！此外他的帝位顺序表，还给我们以这样的印象：即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并非孰为正统的问题，而是皇位交替：一个皇帝被另一个皇帝取代，其情况有似于元天顺帝与元文宗之间争位之战。天顺帝虽败，但仍列入元帝系表。联系到《史集》中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忽必烈登基在后的记载，可以认为这个课题还有深究的余地。

塔亦儿不花在《马木路克编年史》中写作异密赛甫丁·塔亦儿不花（Saif al-Din Tayirbuga），似不属于马木路克国家中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史料中只出现过两次。他是否就是伊斯兰太阴历726年（1325～1326）作为随员，从伊利汗不赛因处来到埃及的那个塔亦儿不花（Tayirbuga），这个疑点尚未能解决。
〔96〕

 如果塔亦儿不花从伊利汗国投向马木路克算端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则表明上述将阿里不哥作为皇帝，列在元代帝系表中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排列法来自伊利汗国。

目前学者们在汉文史籍中尚未找到一条足以言明旭烈兀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初期，究竟支持哪一方的史料。如果上述假设能成立，则证明在伊利汗国，除了代表官方观点的《史集》、《瓦萨夫史》等所记旭烈兀支持忽必烈这一种说法外，很可能还有另一类说法，即承认阿里不哥做了一段蒙古皇帝的说法流行于世；而后者恰恰可能是，旭烈兀在这场争夺帝位之战初期所取态度的真实反映。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支持阿里不哥的多为蒙哥诸子，这是蒙哥家族大部分成员在这场帝室内讧初期所取的立场。联系到元宪宗七年（1257），蒙哥为限制忽必烈采用汉法，遣其亲信大臣至中原汉地“钩考”钱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之事，
〔97〕

 说明这种想法似有一定根据。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一些资料，证明阿里不哥当初即位，在西北诸王中是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和承认的。拉施都丁就提到，阿里不哥宣布即皇帝位后，发布圣旨道：因旭烈兀、别儿哥同心推戴，遂即位为合罕。
〔98〕

 至于钦察汗别儿哥，有较多证据可以说明他一开始是支持阿里不哥登基的。除了拉施都丁提到的，当阿鲁忽、旭烈兀皆投向忽必烈时，别儿哥却与阿里不哥、忽必烈双方都保持关系，两面周旋的史实
〔99〕

 之外，最明显不过的证据，便是别儿哥铸造了带有阿里不哥名字的钱币。
〔100〕

 别儿哥支持阿里不哥的史实亦见诸于其他文献，例如把儿赫不勒思的《叙利亚编年史》
〔101〕

 等。

唯阿布·哈齐所著《突厥世系》相反，他说别儿哥曾与忽必烈夹击阿里不哥：“在钦察之原，在赛因汗（按，指拔都）死后，其弟别儿哥斡兀立继立。阿里不哥率一支大军进攻他，为别儿哥所败，逃回哈剌和林。”
〔102〕

 阿里不哥与别儿哥在谦州作战之事，尚未找到旁证。

至于元宪宗蒙哥死前，究竟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倾向于谁的问题，域外史料亦有所记。例如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言及蒙哥之死时，把阿里不哥称为他的继承人，根本没有提到忽必烈的名字；
〔103〕

 而扎马剌·哈儿昔则因蒙哥征南宋时留阿里不哥镇守和林而称他为继承人。
〔104〕



以上所述各种史料中所记阿里不哥的情况表明，乌马里所引据的，塔亦儿不花把阿里不哥算为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皇帝的元代帝系表，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可能当时在蒙古国内或境外，确有许多人把阿里不哥看作一位被忽必烈取代了的皇帝。

七　海都叛乱原因考

前面我们讨论了元朝中央政府与西北叛王之间矛盾的由来。本节打算具体探讨对元初政治史产生很大影响的“海都叛乱”的原因。

蒙古人在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前，其社会内部仍保留着强烈的氏族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的远近。这种影响在蒙古建国后，仍在蒙古人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合不勒汗、俺巴孩、忽图剌等，与后来的成吉思汗、窝阔台之间，似乎只是同一个氏族首领在早年微末不显时代与后来控制大半欧亚大陆时代的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都是整个统治家族的代表。但是私有制也早已在蒙古氏族社会的躯壳内生长起来。部落首领在代表整个统治氏族的利益的同时，已特别留心维护自己所出家族的私利，排挤可能危及自己家族统治的其他显贵家族。成吉思汗早年与泰赤乌家族斗争所反映的，大体上就是这种矛盾。

在成吉思汗死后至蒙哥即位之前，蒙古国的皇位为窝阔台家族所垄断。贵由死后，在拔都的协助下，皇位转移到拖雷家族。蒙哥即位后，对反对他登基的窝阔台、察合台二系宗王大加处罚，并宽容术赤系诸王在中亚扩张势力。同时，蒙哥并未忘记私其一家利益，他立燕京、别十八里等处和阿姆河等处三个行尚书省，以加强对华北、中亚和阿姆河以南之地的控制，同时派其弟忽必烈理漠南事，遣另一弟旭烈兀西征波斯北部的木剌夷。窝阔台家族的势力一时衰落下去。

阿里不哥失败后，窝阔台家族的力量重新崛起，海都是这一时代窝阔台系宗王的主要代表。汉文史料多次提到元政府与海都的冲突，但对海都为什么要反抗朝廷，却始终未能言明。只有瓦萨夫明确地提到了海都敌视元政府的理由，如果我们将他的记载与其他记载相比较，可以发现许多问题。瓦萨夫写道：





世界征服者皇帝成吉思汗曾在他的法律书扎撒中……明确而毫不隐晦地命令道：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吃奶的后代存在，他在继承祖先的皇位、国家的旗帜和军队的统帅权方面，就优先于其他（各支）的儿孙。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宗王和为数众多的军队……聚集在他（按，指海都）的保护旗下。
〔105〕







根据瓦萨夫的记载，成吉思汗曾下令皇位保持在窝阔台家系内；而海都正因为这一点，认为拖雷家族夺权是非法的。《史集》中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可作为瓦萨夫说法的佐证：





在推选蒙哥为合罕时，札剌亦儿部人额勒只带表示反对说：［窝阔台即位时］你们（按，指拥护蒙哥即位的诸王）曾全体一致地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中（生）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裹上草，牛也不吃，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也不会瞧它一眼，我们仍要尊奉他为合罕，任何别的人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你们如今要另搞一套呢？”
〔106〕







根据瓦萨夫和拉施都丁的记载，我们可以相信，成吉思汗当时的确曾说过与此类似的话，或者诸王们在拥戴窝阔台登基时，发过这一类的誓言；而且直至13世纪末，蒙古贵族们仍知道这一史实。但是成吉思汗的札撒和诸王们的宣誓都没有能保住窝阔台家族的皇位。蒙哥夺取皇位后，其御用文人，为了使夺权合法化，在撰写《元朝秘史》时，竟然对成吉思汗的原话进行了一番精心改造，使其意思变得完全相反：当窝阔台问，今后他的子孙如果不肖，皇位怎么传袭时，成吉思汗答道，难道其他儿孙中就没有合适的么？
〔107〕



蒙哥的御用文人当然无法一手遮天，事情的真相在波斯史籍中保存了下来。为数众多的宗王同海都一起同朝廷进行的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割据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拖雷家族为夺权所付出的代价。元代汉文史籍隐瞒了海都因帝位继承问题起而对抗朝廷的事实，造成今天如果不读波斯史料，除了双方厮杀的历史外，便不可能知道这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的结果。当然，海都的势力能发展到后来那种程度，除了上述帝位继承因素外，与海都个人的才能、他所在的地理环境、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以及朝廷所采取的政策都有一定关系。不过这些课题已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了。

八　阿鲁忽称汗

在元世祖即位以前，察合台汗国在中亚政治舞台上不占主要地位。它只是当时支配蒙古国西域局势演变的诸因素中的一个。元武宗即位以后，察合台汗国吞并窝阔台汗国的大部分土地，发展成为中亚唯一的支配力量。追寻其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只是在阿里不哥之乱中，阿鲁忽奉阿里不哥之旨意登上汗位后，察合台汗国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因此阿鲁忽成了察合台汗国历史上著名的汗。从蒙古史和元史的角度看，研究阿鲁忽时代的察合台汗国史，对于了解从蒙古国转变到元朝的历史过程也有重要意义。

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籍，除了《元史》和危素的《耶律公神道碑》等汉籍外，最重要的是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波斯文的《瓦萨夫史》和宏达迷儿书，以及察合台文著作《突厥世系》等。19世纪以来，论述蒙古历史或涉及元代中亚史的最重要的著作，如多桑的《蒙古史》，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七河史》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等，都曾简单地提到阿鲁忽时代的察合台汗国。他们因时代限制，未能更深入地揭示出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历史面貌。本节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通过分析阿鲁忽侵夺大汗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辖地的过程及其影响，来论述这一时期的察合台汗国史。

1260年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各自召集宗亲大会，宣布即皇帝位，蒙古国内部爆发了一场内战。忽必烈调集大军分别在河西和漠北击败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只得退居谦州，军队给养发生困难。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在此之前，和林以及漠北所需粮食、饮料以车载自汉地转运供应已成习惯。忽必烈十分敏感地觉察到阿里不哥的这一致命弱点，下令禁绝粮道，遂陷阿里不哥之军于饥馑，许多人饿死，这大大动摇了阿里不哥的地位。依靠汉地粮秣既不可能，阿里不哥遂转而求诸于西方。阴山（今天山）之南和粟特旧地的诸城郭农耕之地，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如以此为援，则可与忽必烈长期抗衡。主持察合台汗国的兀鲁忽乃妃子虽拥护阿里不哥即位，但在此穷蹙之际，阿里不哥更需要的是一只有力的臂膀的支援。他既已占据“大汗”之位，照旧例自然可以任意废立察合台汗国之汗。于是他命令自己身边的察合台后裔阿鲁忽归国即位。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年幼的察合台兀鲁思之汗木八剌沙赶下台，取而代之。
〔108〕



除了军队需要给养外，旭烈兀和别儿哥的态度都已发生变化。前已述及，阿布勒哈齐甚至说别儿哥与忽必烈夹击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逃归和林。
〔109〕

 但此事尚未有他书可证，况且阿里不哥这时并不在和林，而在谦州。

因此对于阿鲁忽，《史集》提到阿里不哥不仅希望他送来援兵的给养，而且要他派兵沿阿姆河布防，使旭烈兀不得东援忽必烈。这样，阿里不哥交给阿鲁忽的，就不仅仅是其祖父察合台传下的，从畏兀儿之边直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草原地区。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承认察合台汗国对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农耕城郭之地的实际控制权，尽管这个措施可能只是阿里不哥的权宜之计。

值得一提的是，畏兀儿之地并未授予阿鲁忽，仍归“蒙古大汗”统治。阿里不哥在河西的统帅浑都海、阿蓝答儿被忽必烈军擒杀后，余众奉哈剌不华为主将。中统元年冬，哈剌不华之军已取道哈迷立，达别十八里一带。当时火州的情况不很清楚。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曾随蒙哥征蜀，蒙哥死后，他可能与哈剌不华等人一起退至河西，据《高昌王世勋之碑》记载，他归回火州后死去。

阿鲁忽是察合台之子拜答里之子，跟随阿里不哥为时已久，被视为心腹。据宏达迷儿说，阿鲁忽原来叫塔里忽（Taliqu），
〔110〕

 他奉阿里不哥之命离开谦州后来到阿力麻里，于伊斯兰太阴历657年（1260）底登上汗位，“开始了统治者的生涯，并将幸运之旗插在太阳的金帐上”。
〔111〕

 原充任察合台兀鲁思监国的兀鲁忽乃妃子被剥夺权力，逃至阿里不哥处。据拉施都丁记载，阿鲁忽至突厥斯坦时，已拥有骑卒十五万人。他执行阿里不哥的旨意，向阿姆河以北地区发展势力，派察合台后裔聂古伯斡兀立（Negübei Oghul）率骑卒五千，并从诸异密中抽出兀札察儿（Uchachar），从诸必阇赤中选出哈巴失阿迷的儿子速黎曼别乞（Sulaiman Beg），从诸札鲁花赤中挑出负有盛名的阿必失哈（Abishqa）与之同行，前往撒麻耳干、不花剌诸地，以防御那里的边境。诸将所到之处，均行阿鲁忽的号令。
〔112〕



蒙哥一朝，由于术赤系宗王拥戴他即位有功，故允许在中亚发展势力。别儿哥在不花剌得到了不少伊斯兰上层人十的支持，其中有当时中亚最有声望的苏菲派长老巴哈儿兹人赛甫丁（Saif al-Din）。聂古伯斡兀立等至阿姆河以北，尽杀别儿哥之臣属，掠取其财物，赛甫丁之子不鲁罕丁（Burhan al-Din），亦被杀害，聂古伯斡兀立掠得不少珍物，而兀札察儿则赴位于阿姆河下游的术赤领地花剌子模。
〔113〕



瓦萨夫对阿鲁忽在突厥斯坦活动的记载，亦值得讨论。他说，阿鲁忽征服了从阿力麻里到肯切克（Kenjel<—Keniek）
〔114〕

 、塔剌思、可失哈儿，以及直到阿姆河岸［之地］，征集了察合台的军队，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和庄严的独立。
〔115〕

 瓦萨夫接着提到：





阿鲁忽派聂古伯斡兀立、撒台额勒赤（Sadai Ilchi）前往阿母河岸，并命聂古伯斡兀立与撒麻耳和不花剌的长官一起保卫这一地区。撒台额勒赤前往忻都之地，引诱（按，字面义为“以奉承之法”）统率大军的诸将归顺。





聂古伯斡兀立到达阿姆河以北后，谨慎地使用着所率领的军队。自窝阔台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著名大臣丞相大夫（Junksan Taifu）和不花太师（Buqa Busa<—Buqa Tusha？），也前来归降，并得允继续供职。而撒台额勒赤则引诱驻守于彼处的大将麻儿哈兀勒（Marghaul）、忽都鲁帖木儿（Qutlugh Timür）、帖木儿不花（Timür Buqa）以及其他带兵将领，使之投诚。
〔116〕

 驻守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丞相大夫和不花太师，都应是蒙哥所设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官员，麻儿哈兀勒等大将也应是大汗派驻西域的蒙古军事首脑。阿鲁忽收降了这些人后，实际上已把大汗对粟特旧地和突厥斯坦的管辖权收归己有了。除了上述地区以外，大汗在邻接忻都之地的怯失迷儿和巴达哈伤这地也有军队，即撒里那颜所部。《史集》提到这支军队的历史：





蒙哥合罕曾派出两万军队到忻都斯坦边境，下令驻在忻都思·巴黑兰（qunduz b (a) qlan）
〔117〕

 和巴达哈伤之境；统率之权交给了蒙格都（munk (a) du）。
〔118〕

 他死后，［统率权］转授给忽忽秃（huqutu），
〔119〕

 忽忽秃死后，［合罕］派遣这个撒里那颜继任他的职务，统率这两万军队。这正是［蒙哥合罕］指派旭烈兀汗到伊朗之时。蒙哥合罕对撒里那颜说道：“你所前往的国家，是忻都斯坦和呼罗珊交界之处，与旭烈兀所前往的国土相邻。你要作为他的大军的一支部队永远在那里，也就是把你的事和你的军队委托给了他［旭烈兀汗］，你应当受他统辖。”当撒里那颜问道：“我在那里到何时为止？”［蒙哥合罕］降旨道：“你要永远在那里！”撒里那颜率领军队到了忻都斯坦和怯失迷儿，征服了很多地方，运来［各种］战利品，并将大批印度俘虏送到了旭烈兀汗处。现今住在这里的各媵哲（injeh）
〔120〕

 村庄的大部分印度人，都出自他们。在［撒里那颜］之后，那支军队由他的儿子兀剌都（uladu）那颜统辖。
〔121〕







在这里，拉施都丁所说的这支军队指挥系统变化的过程是：蒙格都→忽忽秃→撒里（受旭烈兀管辖）→兀剌都。在另一处，作者又提供了一些细节。《史集》在叙述蒙哥即皇帝位后，派忽必烈征契丹、旭烈兀征伊朗之地后，作者接着提到：





他把“那些作为探马和答亦儿（Tair）把阿秃儿的前往怯失迷儿和忻都的军队，都归诸旭烈兀汗”。“而此后，又把他们转给了塔塔儿人撒里那颜。他占据了怯失迷儿，并从那里带出了好几千俘虏。”
〔122〕







即这支军队原先归答亦儿统领，后来转归撒里。《史集》的这一段记载指的就是《宪宗纪》提到的蒙哥遣撒里征忻都思一事：宪宗二年（1252）秋七月，





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丘）［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诸国。





宪宗三年夏六月，《元史》又有如下记载：





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
〔123〕







塔塔儿带撒里，即塔塔儿人撒里。与《史集》称撒里是塔塔儿人完全吻合。

这支驻扎在忻都思和怯失迷儿之边的二万人的大军，现在也成了阿鲁忽的军队。阿鲁忽把这支军队收归己有的过程只见于《瓦萨夫史》。瓦萨夫说：当蒙哥合罕成为君主时，“他派撒里把阿秃儿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彼处（按，指忻都思之地），并委以无限的权力”。但撒里在当地实行暴虐的统治，如同许多趾高气扬的蒙古贵族一样，于是人们纷纷“抱怨他的专制和残暴，粗野的方式和不肯通融的固执”。这就为阿鲁忽对付他创造了绝好的条件。撒台额勒赤俘虏了撒里把阿秃儿，把他禁锢起来，并获取了他的全部军队，向撒麻耳干和不花剌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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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合台汗国自阿鲁忽即汗位后，成了活动于中亚历史舞台的可观势力。究其原因，盖因阿里不哥欲与忽必烈争夺帝位，急需在察合台汗国里扶植一名傀儡，为他防守西境，征集给养，提供兵源。这就等于把原来属于大汗管理的粟特旧地和突厥斯坦的权力拱手奉送给了阿鲁忽。阿鲁忽实际上是在占有了大汗在中亚、忻都思之边的军队之后，才变得强大起来的。但是，他在强大的同时也播下了反抗阿里不哥的种子。阿里不哥为反对忽必烈而立阿鲁忽，现在他只能自食其果了。

九　阿鲁忽降忽必烈

阿鲁忽叛阿里不哥的导火线，是他拘捕了阿里不哥征集军需的使臣。忽必烈的封锁政策，断绝了阿里不哥从汉地攫取人力财富的可能，迫使他把注意力转向西方。阿里不哥所指望的并不只是察合台汗国的援助。因为察合台汗国所占据的草原地区人口稀少，财力有限。按蒙古旧制，诸王贵戚在大汗出征时，也只从自己投下的属民中抽出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随行。阿里不哥的希望在于，控制整个粟特旧地和突厥斯坦原来属于大汗的土地和人口，依靠那里的人力物力继续战争。阿鲁忽被派往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主要使命，就是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提供军需、兵源。但是，这些土地、军队、财富现在都一下子落到了阿鲁忽手里。

就在聂古伯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大肆掠取财富时，阿里不哥的使团来到了。其首领为不里台必阇赤（Büritei Bitikchi）、要束木（Yoshmut）之子沙的（Shadi）和也里可温（Erkegün）。他们传达阿里不哥的旨意，下令征集财物、马匹和各种器械。在很短的时间里，征集了大量的物资财富。

阿鲁忽为之心动，产生了独占这些财富的想法。阿鲁忽依靠控制了大片属于大汗的土地、军队变得强大。现在要他把这些军队、财富交给阿里不哥，将不只意味着他在短期内所聚集的军队、搜刮的财富和攫取的土地统统化为乌有，而且将意味着，他承认阿里不哥拥有自成吉思汗到蒙哥四代蒙古大汗，对中亚和突厥斯坦之地的统治的继承权。可以说，察合台汗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其关键之一，就在于它能多大程度上削弱大汗在中亚的势力。既然当时在阿鲁忽眼里，阿里不哥是大汗，故他力图削弱的是阿里不哥的力量。于是他寻找借口拘捕阿里不哥的使臣。

据《史集》记载，不里台、沙的和也里可温等人扬言：“我等奉阿里不哥之圣旨征得此货物，此事与阿鲁忽无关。”这些使臣的上述言词充分表现出这样一个观念，即阿里不哥自认为是蒙哥的继承人，所以他有当然的权力在这里征集军需。而阿鲁忽只是察合台汗国的汗，他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内发号施令，无权过问大汗在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但是，时代已发生变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谁继承皇位的问题尚未见分晓。阿里不哥败于忽必烈后，他的威信大为跌落，这就是阿鲁忽敢于公然跟他争夺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原因。阿鲁忽借口阿里不哥的使臣口出狂言，乃命囚系诸使，没收其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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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施都丁在另一处又一次提到了阿鲁忽叛阿里不哥的事：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去其地，命令每10头牛中征2头为税，使臣还要征集大量的钱财和军队使用的武器。3位使臣至阿鲁忽处，转达了阿里不哥的圣旨，并开始着手征集牲口、金钱和武器。当征集到一定数量时，他们便启运这些征集品。在伊斯兰太阴历661年（1262～1263），阿鲁忽留住使臣，要他们等其他使臣征集任务完成后，一起动身。

阿鲁忽这样做不仅是贪求使臣征得的大批财物，同时也是为了表示他应是阿姆河以北之地和突厥斯坦的新主人。当其他使臣完成征集任务后，发现前一批使臣没有动身，他们的货物还没有启运，并得知这些使臣的行动受到阿鲁忽的阻挠，遂向阿鲁忽的斡耳朵送去口信道：“吾等奉阿里不哥之札儿里黑来此征税，殿下有何权力凌驾于吾等之上，且滞留吾等之那可儿。”由于使臣们所征集的财物数量如此庞大，也由于使臣们所使用的尖厉言词，使阿鲁忽十分不快，于是他下令囚系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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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忽拘禁阿里不哥派出的征集军资的使臣是一项事关重大的行动。尽管阿鲁忽在夺取了属于大汗的对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统治权后，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朝与阿里不哥对抗的方向走去，但是事情发展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是他预先估计不到的。于是他召集大臣会议，寻求对策。诸大臣答称：“殿下囚禁彼等之前，宜先与臣等谋商。今吾等已反叛了阿里不哥，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与阿里不哥决裂，向忽必烈合罕提供帮助。”于是阿鲁忽处死阿里不哥的使臣，扣留了［所征集的］全部钱财和武器装备，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力量。
〔127〕

 《史集》在另一处再次提到此事：囚系使臣后，“其诸大臣乃议曰，今有此举，则不能不与阿里不哥绝。前者，兀鲁忽乃可敦已怀恨而去，我辈实无力再抗拒他的咎责和愤怒。然为今计，惟有决叛阿里不哥，而归命合罕耳。谋既定，乃杀诸使者，以所集货物散给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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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忽对阿里不哥的担忧是有原因的。原先驻于河西的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等为忽必烈之军击杀，余军奉阿里不哥之部下、蒙哥征蜀之名将哈剌不华为主将。这一支军队历经沙州、伊州（哈迷里）、别十八里、昌八里、马纳思河，中统二年（1261）已至叶密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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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可以进攻阿鲁忽。

忽必烈的势力亦踵哈剌不华之迹西进，伸入畏兀儿地。《经世大典》提到：“中统二年敕徒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码瑙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立金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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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到的白八里，即《辽史·耶律化哥》所提到的白拔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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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海敦东行纪》所纪Berb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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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突厥语一也。《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所提到的独山城，当为此名的意译。
〔133〕

 其他位于今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

非但阿鲁忽生归附忽必烈之心，连牧于霍博、叶迷里一带的窝阔台系诸王，也有意投向忽必烈。时脱烈哥那皇后之妹主窝阔台汗国之大斡耳朵。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参加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的即位大典。哈剌不华至叶迷里后，窝阔台汗国即处于他的监领之下。脱烈哥那之妹与贵由幼子大名王禾忽，皆欲东去朝见忽必烈。耶律希亮之母密知其情，携希亮入见，为哈剌不华察觉。哈剌不华立遣其族弟脱鲁火察儿督责穷诘，不得要领。中统三年（1262）二月，禾忽等经霍博至忽只儿之地（何地待考）。这时，显然是为了防止被各个击破，禾忽和阿鲁忽在对待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战争的问题上，态度趋于一致。于是阿鲁忽亦来到忽只儿之地，并杀阿里不哥在当地所置镇守者唆罗海，欲附忽必烈。中统三年，阿鲁忽还至叶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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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集》记载了阿鲁忽与忽必烈互相遣使往来的史实：





其时旭烈兀与阿鲁忽皆向合罕，二人相与遣使，往来不绝，以其不直阿里不哥所为，故严拒之也。旭烈兀遣使来合罕所。阿鲁忽之使随之亦至。忽闻海都、忽都虎与阿里不哥要结，即将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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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提到海都反对忽必烈的时间的最重要史料。海都在阿里不哥之乱中支持阿里不哥的材料并不多见。这可能是因为阿里不哥即位之初，他起的作用不大的缘故。阿鲁忽的归降，使忽必烈的势力从东到西连成一线。于是，





合罕乃使人至旭烈兀汗及阿鲁忽处，告以敌谋将取其地。因言：“为今计，须另保各地。自阿母（姆）河畔，迄大食域密昔儿之河，乃祖宗以来久负令名之蒙古军队戍地。尔旭烈兀知之，可善为防御。自阿勒台山之彼侧，至阿母（姆）河畔之人民与‘兀鲁思’，阿鲁忽知之，使善防守。自阿勒台之此侧，至滨海之地，我自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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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迷儿说，阿鲁忽遣使到忽必烈合罕处去以后，得到了一道圣旨公文（yarligh）和一个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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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忽必烈来说，他授予阿鲁忽的圣旨，承认阿鲁忽对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争取阿鲁忽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阿鲁忽所希望的是，原先他凭借阿里不哥的圣旨，在中亚得到的一切，能重新由忽必烈明确属于自己所有。阿里不哥与阿鲁忽闹翻的原因正在于，他不承认阿鲁忽对这块原属于大汗的土地的所有权。在他看来，阿鲁忽只不过是根据大汗（即阿里不哥自己）的命令，去申明新的主人是阿里不哥而已。如果忽必烈也以阿姆河以北和突厥斯坦之地属于大汗为由，剥夺阿鲁忽对其地的实际统治权，则阿鲁忽是决不会站到他一边与阿里不哥作战的。

至于阿鲁忽杀阿里不哥之使，向忽必烈表示归顺的时间，根据汉籍中关于昔木土之战发生于中统二年（1261）十一月，《耶律公神道碑》中关于阿鲁忽中统三年（1262）二月杀唆罗海欲附世祖，及同年五月阿里不哥兵至西域的记载和上引《史集》的有关记载，可大致推断为中统三年春。

由上述分析可知，阿鲁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当时蒙古国出现了两个大汗，即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他们即位伊始，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都没有如前代大汗一样建立起对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控制。阿鲁忽控制下的察合台汗国迅速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由于侵吞了大汗在这一地区的属地，收编了大汗派驻中亚的军队，占有了当地的财富，这些都是阿鲁忽之前的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未曾做到的事。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阿鲁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争位之战所造成的客观形势，为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阿鲁忽统治下的察合台汗国，尚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仍然是蒙古国内的一个藩国。阿鲁忽虽然迅速强大起来，但其力量还不足以割地自守，所以他始终以蒙古大汗的藩王身份活动。起初受命于阿里不哥，后来则听命于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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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剌瓦赤是花剌子模人，早年归附成吉思汗，受命镇守西域，后奉旨调往中原，由其子麻速忽继续统治中亚。牙剌瓦赤父子为蒙古国时代著名回回大臣。


〔22〕
 《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页55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02；英译本，页156；汉译本，页186～187。


〔23〕
 同上注。


〔24〕
 《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114。


〔25〕
 《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页503；《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64；英译本，页94；汉译本，页111。


〔26〕
 《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40，汉译本，页282。木哥哈屯，志费尼说她是“按照蒙古风俗从其父成吉思汗那里传给他（按，指窝阔台）的”。也就是说，窝阔台是按“父死妻其诸母”的旧俗继承成吉思汗的诸妻的。木哥哈屯的名称不见于《元史》卷106《后妃表》中成吉思汗后妃一栏。

脱列哥那，即乃马真后。按《元史·后妃表》，窝阔台之正宫皇后为“孛剌合真皇后”，此即《史集》之Boraqchin（第二卷，英译本，页18）。《元史》在正宫孛剌合真皇后之后就是“脱列哥那六皇后”（后面列第五位的“秃纳乞纳六皇后”重出），《史集》亦称之为第二个妻子。

《世界征服者传》中关于窝阔台死后，按在先体例，在木哥哈屯的斡耳朵门前发号施令的说法很值得注意。在十二三世纪，蒙古妇女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按《元朝秘史》（节70、71、72、73）记载，在成吉思汗的曾叔祖俺巴孩合罕死后，蒙古部的祭祀是由其两位妻子斡儿伯和莎合台主持的，其后决定抛弃成吉思汗母子的也是她俩。当也速该的部众随泰赤兀惕人抛下成吉思汗母子时，也速该的寡妻诃额仑出马追回一半。此事亦见于《元史》等诸书。元定宗贵由死后，斡兀立·海迷失皇后按在先体例权理国事。在察合台之孙合剌旭烈死后，其妃兀鲁忽乃也长期监理兀鲁思事。伽尔辟尼在叙述拔都之兄斡耳达的斡耳朵时，也提到：“那个斡耳朵或宫庭属于她（按，指斡耳达）的一个统治此地的妻子。鞑靼人的习惯是这样，［诸王和贵族死后］他们的宫庭并不分裂，总是指定某些妇女统治他们。”［《伽尔辟尼朝见贵由汗的旅行》，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59及页87注（123）］。


〔27〕
 《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41，243；汉译本，页283～284。


〔28〕
 同上书，英译本，页255，汉译本，页299。


〔29〕
 同上书，英译本，页255；汉译本，页299。“牌子”为蒙古国受命于政府、诸王承办公务的官员所持的信物。


〔30〕
 同上书，英译本，页40；汉译本，页44。


〔31〕
 《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页541；《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3；英译本，页145；汉译本，页171～172。约孙，即蒙古习惯法。


〔32〕
 《捍卫者阶层》，见本书第二章注〔68〕，英译本，页1144～1146。


〔33〕
 《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72；汉译本，页321。


〔34〕
 同上书，英译本，页204～205；汉译本，页241～242，叙述了一个赞扬窝阔台的故事，其中察合台是作为窝阔台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文如下：“有一天，合罕和察合台从猎场归来，中午时他们看见一个穆斯林坐在河中间洗身。察合台原来对执行札撒十分热心，而且不宽恕一个哪怕稍有违犯它的人。当他看见这个人在水中时，出自他的愤怒火焰，他想把这个人焚骨扬灰，要他的命。”“但合罕说：‘今天天晚了，我们也累了。把这个家伙监禁到明天，那时我们就能审问他的案子，弄清楚他破坏我们札撒的原因。’于是他叫答失蛮·哈只不把此人看守到早晨，以查清他有无罪过；他又偷偷叫答失蛮把一个银巴里失扔进那个人沐浴的水中，教那个人在受审时说，他是个负了很多债的穷人，这个巴里失是他的全部家当，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如此鲁莽行事。第2天，犯人当着合罕受审。合罕嘉纳地倾听申辩，但为了慎重起见，叫人到出事地点去，把那个巴里失从水中捞出来。这时合罕说：‘谁胆敢故意破坏我们的札撒和法令，或者胆敢丝毫违反它！但看来这个人是个赤贫如洗的家伙，所以才为了仅仅一个巴里失而牺牲自己。’他命令在一个巴里失外再给他十个巴里失；并从他那里得到一纸保证说他不再犯类似的罪行。因此他不仅逃脱一死，还获得了钱财。”

这一则故事在术扎尼书中还有另一种大致相同的说法。这种故事具有浓厚的记述波斯帝王逸事的札记文学的色彩，并不能当做完全真正的史实来看待。但是同一则故事，在大体同时成书的不同史籍中，被记录下来，这反映当时中亚曾广为流传这一类传闻。


〔35〕
 《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页55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02；英译本，页156；汉译本，页186。


〔36〕
 《元史》卷148《董俊传》，页3496。


〔37〕
 这个词的拼法与阿拉伯—波斯词汇vazir“大臣”（见《回回馆杂字》，人物门，第139词：“wazir，我即儿，臣”）的拼法一致，但源于梵文vajra（汉译伐阇罗、跋拆罗或跋阇罗），意为金刚杵，指帝（Indra，汉译因陀罗）之笏，霹雳之神。参见《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54注（43）；汉译本，页184注（6）。


〔38〕
 《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页548～55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01～102；英译本，页154～156；汉译本，页187。察合台死后，被处死的人不止跋拆罗一个。志费尼道，察合台“有一个突厥丞相，一个叫胡只儿（Hujir）的人，在他（指察合台）统治末期拥有权势，并接管朝政，和医师麦术丁（Majd al-Din）一起，这个人尽他的一切能力来治疗察合台的病，表现出很大的关怀和忧虑。然而，察合台死后，其长妻也速伦（Yesülün）下令把他们两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处死”。（《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72；汉译本，页321～322）。跋拆罗在现代蒙古语中作ochir。志费尼提到的这个所谓突厥丞相Hujir就是跋拆罗的同名异译。他做过汉医的侍仆，可能也通医术。13世纪时，蒙古语许多词汇仍带有词首辅音H-。


〔39〕
 《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页55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02；英译本，页156；汉译本，页187。另据札马勒·合儿昔（Jamal Qarshi）称，阿迷的是不花剌附近起儿漫（Karmina）人，而《札兰丁传》则说他出自呼罗珊的Ustwa地区。阿迷的全称名是忽都不丁·哈巴失·阿迷的·木勒克（Qutb a-Din Habash 'Amid al-Mulk）。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5章手稿中，Habash 'Amid常写作Jaydh 'Amid。后来巴托尔德将此名校正为Habash 'Amid（1968年英文版，页500，注（44））。


〔40〕
 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突厥斯坦与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Histo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 extra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 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gne de notes par M. C. Defremery, Paris, 1853）法译，页60～63。撒迦吉全名为不·牙豁卜·撒迦吉（Abu Yaqub al-Sakaki）。宏达迷儿对撒迦吉的叙述来自其祖父迷里汪忒（Mirkhwand），他们说，撒迦吉不仅掌握了占星术、巫术、炼金术，还掌握了“所有伊斯兰和希腊科学”。参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1968年版，页506。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见该书注〔143〕也简要记载了阿迷的（不过没有写出他的名字）诋毁撒迦吉，撒迦吉被囚禁至死的故事。见戴美桑法译本，卷2，页157。


〔41〕
 宏达迷儿书法文摘译本，页52～53。


〔42〕
 《多桑蒙古史》法文本，（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 a Timour Bey ou Tamerlan），卷2，页108～109，注。


〔43〕
 宏达迷儿书法文摘译本，页59～60。


〔44〕
 《元史》卷117《牙忽都传》。


〔45〕
 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之间，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都发生过数次战争，就是这种西北诸王之间的战乱，因与元中央政府关系不大，故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46〕
 《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页3323～3324。


〔47〕
 今土库曼斯坦阿姆河下游处的Konya Ürgench。


〔48〕
 参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载《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


〔49〕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61；《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12；英译本，页168～170；汉译本，页204～205。


〔50〕
 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4分，页480～481。


〔51〕
 《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初编缩本，页513～514，目录标题作《浙东元帅出使事实》。


〔52〕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404～406（附录（二）岑先生来论）。


〔53〕
 同上书，页406～409（附录（三）与岑先生之商榷）。


〔54〕
 同上书，页405。


〔55〕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294页，其中阔端，笔者在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的《读〈定宗征拔都〉》一文中，曾误作合丹。关于贵由即位前窝阔台家族内的斗争，参阅肖功秦《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1年第5期，53页。


〔56〕
 拔都拒绝赴会之事亦见于《元史》卷121《速不台传》：“壬寅（1242）太宗崩。癸卯（1243），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1244）遂会于也只里河。丙午（1246）定宗即位。”此段叙事日期与其他诸书多不合，这里暂不讨论。从“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这句话来看，似乎拔都终于去参加忽里台大会。但根据志费尼、拉施都丁的记载，拔都终于未到蒙古本土。甲辰年（1244）无诸王大会，故这里的也只里河当为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所谓甲辰年也只里河之会，可能是指在拔都驻地的一次会议，或是与脱列哥那皇后使者的会晤。参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页37。


〔57〕
 《元朝秘史》节275～277对拔都与贵由之间的争执记曰：“巴秃乞卜察黑征进上处，翰歌歹合罕行使臣行奏着来时，长生天的气里，合罕叔叔的福荫里，篾格惕城破着，斡鲁速惕（按，今俄罗斯）百姓虏着，十一邦百姓行正教投入着。金牵胸腿扯着，分离的筵席咱共说着，大帐子起着，筵席的时，我这有的大王的长些做了的做着，一、二盏先饮了么道，我行不里、古余克两个烦恼着，筵席不筵席，被上马了。上马着，不里说：巴秃齐等有间做着，先怎生饮有来？髯有的婆婆每齐等做着，教脚后根推着，教脚面践踏着说了有。古余克说：那每弓箭有的婆婆每行，胸前他的柴打咱咱，那的每行说了有。额勒只吉歹的儿子合儿孙说：木尾接咱他行，说了有。俺有呵，别肝有的反百姓行教上马了着，是么，是么做的做了，说着有时，不里、古余克两个行，这般被说了，商量无散了。如今合罕叔叔的札儿里黑知者，么道奏着教去了。

巴秃的这言语里，合罕好生怒着，古余（克）行不教拜见。说这下等谁的言里[image: alt]
 着，兄人行，口满说有。独卵臭烂者，他兄人的胸前里做敌人有来！头哨放着，十指每的指甲他的直至尽绝，山每般城行教爬咱。探马放着，五指每的指甲他的，直至尽无，筑到的刚硬城行教爬咱。你歹下等合儿合孙，谁行学着，俺每的亲行口满大言语说有来。古余克、合儿合孙两个行，一同教去咱。合儿合孙行，可斩的有来。偏向了说每您。不里行有呵，说呵，巴秃行说，察阿歹兄行说着教去看，察阿歹阿合知者，说了。大王每处忙该，官人每处阿勒赤歹、晃豁儿台、掌吉等官人每提奏：

成吉思合罕父的你的札儿里黑：野外的事，野外只断有来；家里的事，家里只断有来合罕行恩赐呵。合罕古余克行怒着有，野外的事有，巴秃行委付着去呵中么有道奏呵，这言语行合罕道是，息怒着。古余克行教拜见，教训言语怪责着说：征进着去时，路间臀有的人的臀他的不留了，被说有，你军人的颜色折挫着去了，被说有；你斡鲁速惕百性行，那你的气怒里怕着被投入行做着有没有；你斡鲁速惕百性行，独教投入了的般想着；勇猛心拿着，兄人行做敌来。你成吉思合汗，父的俺的札儿里黑里有：多，教怕；深，教死说的不不曾么有来，独自完备了般，速别额台、不者克两个的遮护行，行着，多众合并着，斡鲁速惕，乞卜察克每行，教入着。一、二斡鲁速惕，乞卜察克每行得着。羖[image: alt]
 的蹄行，得置未行，逞丈夫着。一次家行出着，甚也，独自完备了般，言语声惹带着来着。你忙该、阿勒赤歹、晃豁儿台、掌吉等行，腾起了的心行，跟前伴当做着，止当着。沸的锅行，宽的杓做着，教宁息了着罢。那个野外的事，巴秃行说来有。古余克。哈儿合孙二个行，巴秃知者。说着教去了。不里行，察合歹兄知者说了。”

一般认为，窝阔台的这段话，是关于拔都与贵由矛盾的最可靠的记载。其实《元朝秘史》的这一番言语至少在时间上来说，是十分可疑的。自贵由西征后，至其父窝阔台死，两人并未见面。这一段正是《元朝秘史》晚出的一个证据。《秘史》的这一段记载明显地偏袒拔都，这正适应术赤系支持拖雷系向窝阔台夺取帝位的政治需要。参见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


〔58〕
 《元史》卷2《太宗纪》，页39。《元史》标点本校勘者已指出，搠思蛮为搠里蛮之误，即《圣武亲征录》之搠力蛮，《元朝秘史》之绰儿马罕、搠儿马罕。过去的元史研究者都未注意到野里知吉带西征与贵由计算拔都有什么关系。


〔59〕
 波斯文作TAKWR。波斯文刊本校刊者可疾维尼认为，这个字源于亚美尼亚语t'agawor，意义为国王。志费尼用这个字称呼亚美尼亚。参见《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50注（6）；汉译本，页304注（6）。


〔60〕
 《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57；汉译本，页299～300。


〔61〕
 同上书，页42。


〔62〕
 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莱西德译本（Klaus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1968年，威斯巴登，页100。


〔63〕
 《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261。关于拔都这时所在地点，见同书页263、267、557；并见汉译本相应处。


〔64〕
 《元史》卷2《太宗纪》，页39。横相乙儿，突厥语Qum-Sengir，意为“沙岬”。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又作“胡眉斜阳吉儿”，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页9。


〔65〕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61～562；《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12～113；英译本，页170；汉译本，页205～206。叶密立，俄译本译作“亦的勒”，卡里米刊本作“叶密立”，从之。


〔66〕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71；《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21；英译本，页185；汉译本，页221。撒麻耳干为忽木升吉儿之误，见英译本，页121注（95），汉译本，页220注（3）。比利时学者陆宽田（Luc Kwanten）在其专著《游牧帝国：500—1500年的中亚史》（Imperial Nomad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500～1500），页127引用英译本的这段译文时，竟未注意到页下关于撒麻耳干乃是忽木升吉儿之误的注释。参见洪金富《中国和游牧民族：西方内亚史编纂的错误》（Chin-Fu Hong, 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graphy on Inner Asia），HJAS，1981，卷42，期2，页597～628。


〔67〕
 Emil-Qochin，英译者波义耳认为可比附为《元史》卷121《速不台传》之“也迷里霍只”，从之。


〔68〕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24；《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80；英译本，页120～121；汉译本，页143。此处《史集》纪年有误，贵由死于1248年春，参阅英译本，页121注（96），汉译本，页143注（4）。


〔69〕
 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莱西德译本《蒙古世界帝国》，页100～101。乌马里说贵由出动了60万军队，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


〔70〕
 《世界征服者传》，英译本，页512；汉译本，页608。


〔71〕
 同上书，英译本，页590；汉译本，页693。


〔72〕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91；《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37；英译本，页212～213；汉译本，页215。


〔73〕
 《元史》卷3《宪宗纪》，页45。最先注意到乌马里书有关“定宗征拔都”历史记载的，是英国学者杰克逊（Peter Jackson），他在《蒙古国的瓦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一文中，将志费尼和乌马里的记载加以对比，指出贵由派野里知吉带西征是为了对付拔都［见《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1.22 No. 3～4, 1978年），页200］，这无疑是正确的。杰克逊已经注意到乌马里和其他各书，对野里知吉带之死的不同说法，见上引论文，注（55）。《多桑蒙古史》取志费尼和拉施都丁的说法，见冯承钧汉译本，页256。


〔74〕
 此名见于《宪宗纪》，相当于《世界征服者传》中的阿剌豁马黑（AlaQaimaq）。伯希和把阿剌脱忽剌兀原为Ala-Toghra'u。ala，突厥语，译言班驳的。脱忽剌兀（toghra'u），或为突厥语toghraq，意为胡杨树。而阿剌豁马黑中之豁马黑（qamaqa），或应为奥斯曼的阿塞拜疆突厥语qavaq（白杨）之异写。见《蒙古人与教廷》，页190，注2。巴托尔德认为阿剌豁马黑位于今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山地（见《伊斯兰百科全书》，“拔都”条）。两说相较，伯希和之说重在说明辞源，而巴托尔德之说则侧重于确定其今地。


〔75〕
 《捍卫者阶层》（Tabakat-i Nasiri），拉弗梯英译本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伦敦，1881年，页1177～1181。


〔76〕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24；《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80～81；英译本，页121；汉译本，页143。


〔77〕
 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莱西刊本，阿拉伯文，页16；德译本，页101。


〔78〕
 鲁卜鲁克：《鲁卜鲁克之威廉前往世界东方的旅行》，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90年，页174、237～238；参见吕浦据道生英译本转译的汉译本《出使蒙古记》（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73、215～219。


〔79〕
 《元史·宪宗纪》页46中有一段材料说明，蒙哥认为，蒙古国的真正主人还是他自己：癸丑年（1252）夏6月，“诸王拔都遣脱必察诣行在，乞买珠银万锭，以千锭授之，仍诏谕之曰：‘太祖、太宗之财，若此费用，何以给诸王之赐。王宜详审之。此银就充今后岁赐之数。’”拔都依仗拥戴之功，向朝廷滥要财物，而蒙哥作为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总代表，却必须计虑到其他诸王的利益。由此看来，蒙哥被推戴为皇帝的确不是偶然的。


〔80〕
 《鲁卜鲁克游纪》，柔克义英译本，页128，吕浦汉译本，页135。


〔81〕
 《元史》卷3《宪宗纪》，页45。此后在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的争纷中，术赤后王们曾多次引据蒙哥的这一圣旨。


〔82〕
 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莱西刊本，阿拉伯文，页16～17；德译本，页101。术扎尼也提到，“在巴哈尔兹人长老赛甫丁的启导下，拔都之弟别儿哥成了木速鲁蛮”。他还提到别儿哥到达不花剌的事，见《捍卫者阶层》，英译本，页1247、1285。


〔83〕
 《瓦萨夫史》第1卷，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文译文合璧本（Wassaf, Kitab-i mustatab-i Wassaf, Geschichte Wassaf's, Persisch heraus-gegeben und deutsch uebersetzt von Hammer-Purgstall, Bd. I），维也纳，1856年，波斯文，页98；德译本，页94（以下简称《瓦萨夫史》维也纳本）。


〔84〕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58；《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63；英译本，页258；汉译本，页302。


〔85〕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0；汉译本，页693；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卷14，第1期（以下简称《忽必烈汗纪译释》）。


〔86〕
 《瓦萨夫史》维也纳本，波斯文，页20～21；德译本，页22～23。


〔87〕
 《元史》卷106，页2649。


〔88〕
 《元史》卷114，页2870。


〔89〕
 《元史》卷118，页2918。


〔90〕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03；《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71。


〔91〕
 同上书，页124；《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译本，页267。


〔92〕
 同上书，页568；《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32。


〔93〕
 《元史》卷118，页2922。


〔94〕
 《元史》卷107，页1722；卷106，页2694。


〔95〕
 《眼历诸国纪行》莱西阿拉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阿拉伯文，页20～21；德译本，页104。


〔96〕
 试比较柴特施戴恩《论回历690—741年的马木路克算端史》（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Mamluken Sultan in den Jahren 690～741 der Higra nach arabischen Hand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K. V. Zettersteen），1919年，来顿（即所谓《马木路克编年史》），页177，第5行；参见乌马里书莱西刊本，《史料分析及断代》，页37～38。


〔97〕
 参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论阿篮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


〔98〕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0；《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94；《忽必烈汗纪译释》，页88。


〔99〕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3；《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99；《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4。


〔100〕
 参见弗兰《论术赤汗兀鲁思王朝或金帐汗国诸汗的钱币》（Christian Martin von Frahn, Ueber die Muenzen der Chane von Ulus Dschuschis oder der Golden Horde），圣彼得堡和莱比锡，1832年第3号，页2。


〔101〕
 Gregorius Bar Hebraeus（阿拉伯文名称为Abu'l-Farag）《叙利亚编年史》，保尔·贝蒂阳（Paul Bedjan）出版，巴黎，1890年，页491；梯林豪升（Woldemar Tiesenhausen）《金帐汗国史阿拉伯史料集》（Б·Г·тизенгузен，Сб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отноящихся к истории залотой орды），圣彼得堡，1884年，页132，注（1）。以上据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Bertold Spuler, Die Mongolen in Iran），页61～62，注（4）。


〔102〕
 戴美桑法译本，见本书第2章注〔67〕，页156。


〔103〕
 乞剌可思书布洛塞法译本：《两位亚美尼亚史家，十三世纪刚察的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仅有卷1，圣彼得堡，1870年，页172，都劳里耶尔法译本，《亚美尼亚史家笔下的蒙古人》，载《亚洲学报》，1858年，页192～255、426～508，参见其中页457，此据杰克逊《蒙古国的瓦解》，页32。


〔104〕
 札马剌·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Mulahaghat al-Surah），载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В·Бартольдь，Туркестанъ въ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ъскаго нашествия，часть 1），1898），圣彼得堡，页127～150；参见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期，页93。


〔105〕
 《瓦萨夫史》，第1卷，维也纳本，波斯文，页132～133，德译本，页126～127。


〔106〕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140～141；《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译本，页154。


〔107〕
 《元朝秘史》节255，余大钧以《史集》与《元朝秘史》的区别，作为否定《元朝秘史》成书于窝阔台时代的理由之一（见作者提交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论文），考虑到瓦萨夫的记载近于《史集》，应该说余大钧的论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108〕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2；《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96～297；《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1。


〔109〕
 见本章注〔102〕。


〔110〕
 德弗雷表里法文摘译本《阿母河以北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史》（见本章注〔40〕），页65。


〔111〕
 《瓦萨夫史》第1卷维也纳本，波斯文，页28；德译本，页29。回历阴历657年最后一月，相当于公历1260年11月7日～12月5日之间。

宏达迷儿对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到中亚的记载是：“他（按，指阿里不哥）向诸大臣请教。他们都认为阿里不哥［应］派一位诸王在那里（按，指突厥斯坦）统治，以形成一道［位于］他与敌人之间的堤坝。按这一决定，阿里不哥将察合台的兀鲁思指定给阿鲁忽，这是在回历658年（1260）。这位诸王带着豪华的仪仗赴国就位。于是他向别十八里进发，兀鲁忽乃妃子出于无奈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阿鲁忽在征服了包括从阿力麻里直到只浑河（按，即阿姆河）之边的土地后，此时已征集了一支15万人的可畏的骑兵”（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页66）。


〔112〕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5；《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02；《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7～98。聂古伯，卡里米刊本作别乞（Biki），邵循正所据之布洛晒刊本亦作BIKI，但俄译者所据之合校本为聂古伯，英译者波义耳亦读为Negübei，对照《瓦萨夫史》，知俄译者、英译者所读为是。


〔113〕
 同上注。


〔114〕
 这个地名将在后面讨论。


〔115〕
 《瓦萨夫史》第1卷维也纳本，波斯文，页23；德译本，页24。


〔116〕
 同上书，波斯文，页23～24；德译本，页25。撒台额勒只，此名之后半部Ilchi，当系蒙古文elchi（额勒只），使臣之意。成吉思汗之弟名合赤温·额勒赤。不花太师（Buqa Busa）名称的后半部Busa，我认为乃Tusa音点错误所致，Tusa应是汉文“太师”的音译，Buqa Tusa在志费尼书中作Tusa Basqaq（太师八思哈）。


〔117〕
 系指在今阿富汗客塔干·巴达克山省境内的地区。忻都思地区位于阿姆河左岸支流昆都兹河沿岸；首府浑都思在该河与塔里寒河汇流处稍南。巴黑兰位于浑都思以南戈里河畔。昆都兹河即由戈里河与旁遮什尔河汇合而成。


〔118〕
 此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抄本作munkeh。


〔119〕
 此名huqutu之前有字母b，贝勒津把它看作是名称的一部分，译作buhuqtu，俄译者认为这个b-表示与格，不是名称的一部分。


〔120〕
 injeh，即Inju，《蒙古秘史》旁注从嫁，这里指王家庄园，御用土地。


〔121〕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186～187；汉译本，页177～178。拉施都丁在这里讲到一则撒里最初受到蒙哥赏识的故事：合剌·蒙格秃·兀赫“有个儿子叫撒里（Sali），在蒙哥合罕时当了异密和受到信任。其原因如下：在唐兀惕地区有两个堡寨，一个名为秃只［（tukji），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藏抄本作（qulhi）］，另一个名为东胜堡［（? tuqs (a) nbeh），伊斯坦布尔抄本作tuq (?) snieh，伦敦抄本和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抄本作tuqsineh，贝勒津书作tuqineh（他译作Тукина）］。蒙哥合罕亲自围攻它们。他遥观［他的军队］如何作战。［蒙哥合罕］看到自己的一个矮个子的战士，手握长矛，奔上城墙，这时一个人手里拿着剑迎面向他杀来；［蒙哥合罕］的战士没有后退，他登上城头，用矛刺中了那个手持剑者的颈，将他刺翻在地。蒙哥合罕见这战士如此勇敢，很高兴，他立即下令，向军中索取这个以身材矮小为特征的战士，把他带到他那里去［蒙哥合罕］认出了他，在问到有关情况时，战士所述，恰如蒙哥本人亲眼所见。于是［合罕］确信这就是那个［战士］本人。［蒙哥合罕］嘉奖了他。授以异密之衔，他在职位上成为特别受信任（ainaq，倚纳）和受尊敬的人。”

这一段叙事的时间有不少疑问。蒙哥并未统率大军征伐过唐兀之地。况且，我们知道，蒙哥一即位，就派撒里征忻都之地，在此之前撒里被蒙哥从战士中选拔出来之事只能发生在西征中，此不解之处。


〔122〕
 《史集》第3卷1957年阿礼扎德合校本，页21～22；汉译本，页23。《部族志》在叙述翰罗纳兀惕种时提到：“在成吉思汗时，有个异密叫答亦儿，被他［成吉思汗］连同军队一起，赐给了窝阔台合罕，他曾在察合台左右。”（《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423～424；汉译本，页275）。这个答亦儿与撒里的前任答亦儿不知有无关系。


〔123〕
 《元史》卷3，页46～47。撒立，百衲本原作撒丘，《元史》校勘者根据下文提到的撒里，改作撒立，甚是。


〔124〕
 《瓦萨夫史》维也纳刊本，波斯文，页23～24；德译本，页24～25。按《史集》的说法，撒里那颜归旭烈兀管辖，但阿鲁忽夺取其军队后，却未见旭烈兀有什么反应。


〔125〕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5；《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02；《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7～98。


〔126〕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45；《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178。拉施都丁在此之前还写了一段话：“他（按，指阿里不哥）令蒙哥汗之子阿速台处死了［阿必失哈］。察合台第6子拜答里之子阿鲁忽当时与阿里不哥在一起。他［阿里不哥］发给他一道圣旨，指定他成为察合台兀鲁思之王，命令他守卫与忽必烈合罕的军队以及术赤的后裔的军队所相对的［地方的］边界；从突厥斯坦地区为［其］军队征集钱财、供养和装备。并将所有这一切都运送给他。（按，汉译本此句误译）使他能较为顺利地与忽必烈合罕的军队作战。阿鲁忽到达了，并宣布了圣旨，做了统治者。兀鲁忽乃妃子到阿里不哥处去，抱怨阿鲁忽。她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不久，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到其处征收赋税。”


〔127〕
 同上注。


〔128〕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5；《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02～303；《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8。


〔129〕
 危素《耶律公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2，刘氏嘉业堂刻本，叶6～7。


〔130〕
 《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42，四部丛刊，页471。


〔131〕
 《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页1381～1382。


〔132〕
 海敦对Berbalex的位置记道：他离开蒙哥，经横相乙儿达Berbalex，又至别十八里。见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海敦行记》波义耳英译本《小阿儿马尼国王海敦一世的旅行》（J. 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载《中亚杂志》（CAJ）1964年；何高济汉译本《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1981年，北京。


〔133〕
 《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传》对元代之独山城有如下记载：“［哈剌亦哈赤］从帝（按，成吉思汗）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之他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遣月朵失野讷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大悦。问哈剌亦哈赤北鲁，则已死矣。乃赐月朵失野讷都督印章，兼独山城达鲁花赤。”（页3047）在1375年的卡塔鲁尼亚地图册中亦有Perbalech之名。参见亨利·高第耶《查理五世卡塔兰地图中的远东》（Herri Cordier, L'Extreme-Orient dans L'Atlas Catalan de Charles V），载《历史及描述地理学报》（Bulletin de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1895年，页40；此据哈密尔顿《论钢和泰卷子》（James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el-Hol-stein），载《通报》，页146～147。这里的Perbalech应该就是白八里。


〔134〕
 危素《耶律公神道碑》，刘氏嘉业堂刻本，《危太朴续集》卷2，叶7。大名王之称号，当来自其父贵由的封邑。《元史》卷2《太宗纪》：太宗八年（丙申年，1236）秋七月：诏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古与（贵由），大名府”（页35）。


〔135〕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23；《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99；《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4。忽都虎，邵循正注曰：盖禾忽Ququ之讹，波义耳以为为篾儿乞部长脱脱（Index页366）。波义耳显然是错误的。而邵循正Qutuqu为禾忽之说亦难自圆。据《耶律公神道碑》，禾忽此时正欲入见忽必烈。《史集》第2卷汉译者根据《元史》卷132《麦里传》“世祖即位，诸王霍忽叛，掠河西诸城”的记载，同意邵循正的意见。按，禾忽叛乱应在至元十二至十三年。故这个Qutuqu究竟是谁，还有待于研究。


〔136〕
 同上注。《突厥世系》对此事亦有记载：“这时，忽必烈合罕接待了旭烈兀汗以及别儿哥和阿鲁忽的使臣，他们对他（按，指忽必烈）表示承认忽必烈为皇帝。忽必烈合罕授予旭烈兀所有自阿姆河延及叙利亚和埃及的土地；授予别儿哥钦察草原和一切属于赛因汗（按，指拔都）的土地；最后，对察合台之幼子阿鲁忽（按，阿布勒加齐此处误，阿鲁忽非察合台之子，乃察合台第6子拜答里之子，见《史集》），则赐以自阿勒台至阿母河之地。”（《突厥世系》戴美桑法译本，页156）《突厥世系》与《史集》的区别在于对别儿哥的描述上。《史集》说别儿哥此时向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通使，两面周旋”。《突厥世系》的作者阿布勒哈齐为术赤后裔，很可能为了美化自己的祖先，在拉施都丁的记载中加上一段有关别儿哥的文字。


〔137〕
 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页67。


第四章　海都、都哇与元廷的战争

一　忽必烈统治势力的西伸

元前期的历史发展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蒙古国或前四汗时期（前四汗指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和世祖、成宗两朝。中统年间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是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转折关头。作为元代西北诸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其早期历史与蒙古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前四汗时代，蒙古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体，蒙古大汗的诏令行于四方，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之地是蒙古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朝廷自收抚海押立、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攻灭乃蛮残部控制的西辽、花剌子模后，就在这里驻军镇守，设官收税。到蒙哥即位，这里的统治机构被正式命名为“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只能在自己的领地（自畏兀儿之边延伸到粟特故地的草原地带）之内发号施令，不能干预中亚农耕城郭之地的事务。从这一点来看，在当时的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察合台汗国在政治上不占重要地位。每当察合台汗国汗位空缺，大汗就从察合台后裔宗王中择定继位人充任。除此而外，蒙古大汗甚至有权任意废黜旧汗，扶立新汗。大汗在察合台汗国汗位继承问题上的这种决定权，集中地反映出蒙古国时期诸王兀鲁思对大汗的依附关系。

中统年间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既是蒙古国到元朝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察合台汗国从蒙古国内的诸王份地发展为半独立化的西北藩国的转折时期。1259年，元宪宗蒙哥在出征南宋时死去。接着，在疆域辽阔的蒙古国内，同时出现了两个自称继承了正统统治权力的政治集团，一个是拥立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即皇位的蒙古贵族集团，另一个是聚集在元世祖忽必烈周围的蒙古、色目贵族及汉族官僚集团。前者的中心在蒙古国都城和林，后者在开平。

蒙哥即位之初，察合台兀鲁思之汗合剌旭烈就已死去，其子木八剌沙年龄方幼，乃由其母兀鲁忽乃妃子摄国。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控制中亚，采取了相同方法，即按蒙古国时代，大汗有权决定察合台汗国汗位继承人的旧例，从各自身边的察合台系宗王中择定人选，使之赴国就位。当时河西之地为阿里不哥军控制，忽必烈派出的察合台系宗王阿必失哈在中途被叛军截获，不久被处死，使元廷控制中亚的打算受挫。不久，阿里不哥派出的阿鲁忽到达阿力麻里，宣布即汗位。阿鲁忽利用阿里不哥所遣亲贵诸王的身份，吞并了粟特故地、突厥斯坦大片原属大汗管辖的土地，一举成为当时中亚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进而背叛阿里不哥，降附忽必烈。有关历史，已在上一章中作了探讨，兹不赘述。

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忽必烈直接控制中亚的欲望也发展起来了。他不但派八剌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新即位的木八剌沙的权力，并且打算继续前代大汗对中亚城郭地区的控制。瓦萨夫书记载道：





当统治之顺序轮到公正的忽必烈合罕之时，当阿里［不哥］的激动与阿鲁忽之违抗达到其转变点之时，忽必烈合罕命一支大军前往阿母河岸，使一切居于这一地区的［那些］企图独立的宗王统统从交通线上撤走，这样合罕的使臣可以毫无困难地往返于旭烈兀大王［与大汗之间］。海都对此十分不安……并踏上了通向战争［之程］。
〔1〕







此事在《史集》中亦有反映。拉施都丁记旭烈兀受封为伊利汗时写道：





不久前，使团自契丹之地到来，忽必烈合罕已登上皇位，阿里不哥已成为他顺服的臣下，而阿鲁忽则已去世。旭烈兀受旨：为自阿母（姆）河至遥远的苫国（叙利亚）和密昔儿（埃及）地之王。他们（按，指忽必烈宫廷）已派出3万名威名卓著的蒙古骑兵来增援他。
〔2〕







对比《史集》与《瓦萨夫史》的记载，可知二者所述的是同一件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忽必烈刚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派三万蒙古人增援旭烈兀似不可能。当以瓦萨夫所记为是。显然这支西进的大军的目的在于重新确立朝廷在突厥斯坦的权威，保证汉地与波斯之间的往来畅通无阻。

查元初朝廷向西北派军，只有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出兵规模最大。那木罕受封北平王，事在至元二年（1265）二月，
〔3〕

 时间亦相近。如果这支负责保护汉地与波斯交通的军队，就是那木罕所部的话，那么它并没有到达阿姆河岸，而是止于阿力麻里草原。那木罕的大军的目标是海都。《元史》记载，至元五年（1268），海都叛，自阿力麻里“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循二千余里。上令勿追。”
〔4〕

 《史集》亦有如下记载：





时［海都］与火你赤那颜攻击了依附于蒙哥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Narin），驻军于彼处，杀人越货，叛迹昭然。合罕遣其子那木罕率如下左右翼诸王……前往讨之。
〔5〕







由于简略提及上述西征大军活动的《史集》和《瓦萨夫史》，同时都又提到了那木罕出兵事，并未将二者等同起来。所以忽必烈在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后派遣大军西行的史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大约在这一时期，忽必烈还在不花剌括户，此事仅见于瓦萨夫记载：





此间，忽必烈合罕派出一位使臣在不花剌进行一次新的括户。在不花剌编籍的一万六千民户中，五千户属于拔都，三千户属于忽帖别吉（Quti Biki，即唆鲁禾帖尼），旭烈兀汗之母，余下者称为“大中军（ulugh ghul）”，意为“大海”（dalay-i buzurk）。成吉思汗的后人中无论是谁，只要他占据了帝国的皇位，就可以像对待自己的私产（khassa）一样地来统治他们。
〔6〕







阿里不哥进攻阿鲁忽时，曾席卷突厥斯坦东部，阿鲁忽只得避居可失哈儿、斡端一隅。阿里不哥失败后，至元初年，元中央政府的势力伸到这里。汉文史料在记这几年历史时，不断出现中亚东部的地名。例如，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敕徙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
〔7〕

 镇海，即称海城，位于今蒙古国哈腊乌斯湖（浑麻出海）之南。
〔8〕

 百八里，前文已经提及，乃独山城之音译。又如，次年（1266），忽必烈命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的斤之子火赤哈儿为亦都护，
〔9〕

 统治畏兀儿地。斡端大约也在这时回到大汗手中。《元史》中有至元三年（1266）置“忽丹八里局”，置大使一员，“给从七品印”
〔10〕

 的记载。忽丹是斡端的异译。在“忽丹八里局”是劳作的，当是来自斡端的工匠。

在阿里不哥之乱中，斡端控制在察合台汗国手中，曾为阿鲁忽居地。据《元史》记载，唐兀人暗伯在阿里不哥之乱中，欲归向世祖，受阻敦煌。暗伯于是“乃客居于阗宗王阿鲁忽之所。世祖遣薛彻干等使阿鲁忽以通好，阿鲁忽留使者数年弗遣。暗伯悉以己马驼赠之，命逃去。薛彻干等脱归，具以白世祖，世祖称叹久之”。
〔11〕



使我们不解的是，既然薛彻干出使阿鲁忽是为了通好，为什么会被阿鲁忽扣留？虽然从波斯文史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出在忽必烈与阿鲁忽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但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来忽必烈遣使并非单为了“通好”，也负有某些其他使命，例如为了索还原属于大汗的斡端等地之类。这当然要引起阿鲁忽的不满。他扣留忽必烈使臣薛彻干等人的原因或在于此。

二　八剌归国即位与斡端城之得失

八剌受忽必烈之命前往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是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1265年阿鲁忽死去。兀鲁忽乃妃子在察合台汗国诸王亲贵大臣的支持下，立己子木八剌沙为汗。木八剌沙原先曾受元宪宗蒙哥圣旨，继承其父合剌旭烈的汗位，但因年幼，由母后兀鲁忽乃妃子监国。中统年间，阿鲁忽受命阿里不哥，夺取兀鲁忽乃妃子的权力，得以称汗。阿鲁忽死后，以兀鲁忽乃妃子为首的察合台系诸王贵戚集团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史集》第二卷这样记载：





兀鲁忽乃可敦以其诸臣之同意，立己子木八剌沙承阿鲁忽位。而察合台子抹土干之子也孙脱之子八剌在朝事奉合罕，因进言曰，木八剌沙奈何承吾叔阿鲁忽位，若有命以我承吾叔位，我将奉命惟谨。合罕乃与以“圣旨”，言八剌执掌兀鲁思，直至木八剌沙成年。
〔12〕







在兀鲁忽乃妃子等人看来，木八剌沙乃合剌旭烈之子，地位高贵自不必言，又曾受先皇蒙哥旨意承袭父位，他的复辟在情理之中。但在占据成吉思汗大位的元世祖忽必烈看来，因循蒙古国时陈例，由朝廷择定阿鲁忽的继承人，才符合旧制。元廷与兀鲁忽乃妃子等人之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的分歧，显现出察合台汗国蒙古贵族中滋长出一种对朝廷离心的倾向。这种概念上的分歧，是阿里不哥之乱后，大汗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在突厥斯坦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八剌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被忽必烈从汉地派到察合台汗国去的。

但是，对事实上已经开始独立管理兀鲁思的木八剌沙来说，忽必烈的圣旨是不可能使他下台的。如果八剌仅靠大汗的一纸命令，不但不可能夺取权力，反而可能危及自己的安全。八剌到达那里后，“他发现木八剌沙已经建立了统治，他对此一言不发”，
〔13〕

 隐瞒了自己受旨前来的目的，以阴谋笼络军队，不久夺取了政权，成为察合台汗国的汗。拉施都丁曾反复述说了八剌夺权的过程，他说：





他（指八剌）到那里后，假装友好了一阵子。当时木八剌沙的一位叫必阇赤的异密和其他异密一起站在八剌一边，废黜了木八剌沙。
〔14〕







拉施都丁又说：





抹土干第三子也孙脱之子八剌——他一直在合罕的朝廷效力——受合罕之命来到察合台兀鲁思。八剌到达后，发现木八剌沙和兀鲁忽乃已巩固了统治，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未出示圣旨。木八剌沙问其（指八剌）来意，答称：“我远离兀鲁思和家庭时日既久，部民四散受苦，我一直在寻求［你的］批准，以便搜集部属，并追随你。”木八剌沙闻之大喜。八剌在彼处佯作友善，暗施诡计，同时将各地的军队集中在自己周围。忽然一位名叫必阇赤的异密和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倒向他。他们废黜木八剌沙，把他降为驯虎师的总管，八剌自己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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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派八剌去突厥斯坦，本来是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八剌把木八剌沙赶下台，夺取了察合台汗国的政权，实现了忽必烈的预想，按理说应该是元廷的胜利，但事情却在向相反的方面发展。八剌即位为汗后，不再只是忽必烈和元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更重要的是，他成了察合台系宗王的政治代表。忽必烈既打算控制突厥斯坦，就不可避免地要削弱察合台汗国的割据势力。八剌即位之初，便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把阿鲁忽时代夺取的原属大汗的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之地的控制权也继承下来或归之于元中央政府的问题。八剌将采取什么态度来处理他与元廷的关系，只需简单回顾一下他向木八剌沙夺权的经过，便可推知。八剌当初从汉地归国，虽携有取木八剌沙而代之的圣旨，但当时木八剌沙已控制汗国权力，这一圣旨除了赋予八剌夺权以合法外衣外，只是一纸空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八剌若出示圣旨，无疑自取灭亡，所以他不敢出示诏旨，而是凭借个人的努力与计谋，才夺取了权力。由是可以想见，对于上述问题，八剌在夺取汗位后只会采取一个态度，即竭力保持对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控制，竭力限制元廷在突厥斯坦的影响，这就不能不使他与元政府的潜在矛盾逐渐演化为公开的斗争，把他逐步引向与元廷对抗的道路。

八剌夺得权力后，事情的发展渐渐脱离了忽必烈预想的轨道。随着八剌势力的急剧升级，他开始着手吞并朝廷在突厥斯坦的属地，这使忽必烈与八剌的矛盾尖锐起来，双方不久发生了冲突。我们手头最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莫过于穆斯林史籍所记八剌劫掠斡端城之事。斡端之地，在哲别攻灭占据西辽故地的乃蛮残部时并入蒙古国，据《史集》记载，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斡端之地先后在朝廷命官牙剌瓦赤、麻速忽父子管辖之下。阿里不哥进军突厥斯坦时，阿鲁忽为避兵锋暂居于斡端，所以《元史》称之为“于阗宗王”。在上一节中已经提到，至元初年，斡端回到了朝廷手中。据拉施都丁记载，时忽必烈派驻突厥斯坦的大将名忙古带（Mughul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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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集》未言明忙古带的驻地。但从书中后来记载八剌击败忙古带，劫掠斡端之事看，忙古带的营地应在斡端一带。换句话说，阿里不哥失败后，朝廷从阿鲁忽手中收回了斡端，使之成为忙古带的防区。拉施都丁是这样叙述八剌把忽必烈的势力逐出斡端的过程的：





当时来自合罕方面的一位名叫忙古带的人是突厥斯坦的都督（沙赫纳）。八剌派出了异密别乞迷失，目的是占领他的地盘。忙古带遂前往合罕陛下处，并奏明情况。他派出一名大异密名叫火你赤率六千骑去除灭别乞迷失，并担任都督之职。八剌派遣一名异密率三万人迎战。由于火你赤明白任何时候也不能抵敌，便退回契丹之地。八剌的军队抢劫了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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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剌之军在斡端究竟做了些什么，拉施都丁没有说；但宏达迷儿书中保留了一段迷儿宏达《洁净园》（Rawdat al-Safa'）的记载，为他书所无。这一记载，恰为我们了解察合台汗国之军在驱逐了元廷的驻军后在斡端城之所为，提供了一些材料，今录之如下：





当八剌在察合台兀鲁思的王位上坐稳后，他偏离了正义和公正之路，不阻止士兵的不义行为。这些信奉异教的蒙古人在阿母（姆）河北之地和突厥斯坦推行他们［那种］应受谴责的习惯，这些不幸的居民承受痛苦，成为一切种类灾难的牺牲品。在统治之初，八剌就重新集结了一支军队，并制定了远征斡端之边的计划。他在将忽必烈合罕派驻于其地的人驱走之后，开始掳掠。在这个地方（按，指斡端），有个蒙古人穿越过一个住处，在那里看见了一个燕子窝，他射出一支箭，没有［看见］任何理性（生命）。奇异的珍珠从那里滚下来，［燕子］巢下有一个井，珍珠就滚进里面。这个蒙古人下到井下，在那里发现了50个巴里失金子。［另外又有］许多八剌的士兵，在一天晚上走进一个院子，把他们的马拴在一棵树干上，这树干内部已经［朽］空了。突然，这些马因为什么事情受到惊吓，使这棵腐烂的树折断了，人们在树中发现了六千巴里失的银子。八剌的军队都被吸引来了。有了这些财宝，全部军队的给养都够了。［士兵们］把这件事看作这位宗王［按，指八剌］的运气的征兆。这时八剌从斡端撤回到他的都城，他比过去更加不义和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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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园》的这些叙述，虽然具有某些传说色彩，却正可与上述拉施都丁的八剌劫掠斡端的记载相呼应。如果说，仅根据《史集》，尚无法判断忙古带、别乞迷失、火你赤等人发生冲突的确切地点，只知离斡端不远，但迷儿宏达的关于八剌集结军队，“制定了远征斡端之边的计划”，并在把“忽必烈合罕派驻于其地的人驱走之后，开始掳掠”的说法，对拉施都丁的记载是很好的补充。即使迷儿宏达关于八剌的军队在斡端掠取财富的记载过于离奇，但无疑是现实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即八剌在驱走了忽必烈的大将忙古带和火你赤，侵占了斡端城后，掠获了大量的财富，使其军队获得充足的给养。忽必烈之所以听任八剌在突厥斯坦为所欲为，当与他正全力灭宋有关。

三　忽必烈、八剌与海都

阿里不哥失败后，忽必烈的一个新的敌人——海都的势力迅速增长。海都兴起之初，势力尚弱。除了拒不应诏赴诸王大会外，他没有倾全力对付忽必烈，而把扩张的目标放在远离汉地的突厥斯坦。忽必烈当初派八剌归国取代木八剌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抗海都。按瓦萨夫的说法，海都“是一位有理智、正直的幸运而又雄心勃勃的诸王，是一个正直的人，如同忽必烈合罕一样。他的骑兵同钦察人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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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到，中亚大片富饶的农耕区域，是蒙古大汗的大臣牙剌瓦赤、麻速忽等的辖地。宪宗即位后，统治这些地区的机构被命名为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这些地方只是在中统年间的动乱中，才为阿鲁忽居有，使察合台汗国从受大汗严密监视的诸王兀鲁思，一跃变为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阿鲁忽依靠侵吞朝廷在阿姆河以北和突厥斯坦的土地和财富发迹起来的历史，海都不会不知道。所以为谋求窝阔台汗国的发展，他的目光也移向这同一块土地，这就不能不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冲突。而八剌，为保住察合台汗国时代已经得到的权益，则必须对抗海都的扩张。

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一直是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驻地。而窝阔台的份地本在叶密立、霍博一带。但《元史·地理志》中却出现了“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盖其份地也”的记载。《元史》接着又提到“至元五年海都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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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阿力麻里举兵东犯。由此可知海都“侵夺阿力麻里以为份地”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在被海都占据以前的几年中，阿力麻里曾几度易手。中统元年（1260）底，阿鲁忽受阿里不哥之命，即察合台汗位于阿力麻里。阿鲁忽归顺世祖后，阿里不哥率大军攻占此地。阿里不哥失败后，此地复归阿鲁忽所有。阿鲁忽死前曾与海都争战，先负后胜。从木阴关于阿鲁忽死后葬于阿力麻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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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至其死，即1265或1266年初，阿力麻里仍在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下。但在一年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最明显不过的证据就是瓦萨夫提到了八剌在讹迹刊（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乌兹根）宣布即汗位的史实，时为1266年。八剌击败木八剌沙后，即位的地点亦不在传统的大斡耳朵所在地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依据《元史》，我们仅知海都占据阿力麻里的时间在至元五年（1268）以前，而上述木阴《史选》中有关阿鲁忽死后葬于阿力麻里和瓦萨夫关于八剌即位于讹迹刊的记载，恰好对海都侵占阿力麻里的时间给出了上下限，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一事变的时间大致框定在木八剌沙在位之前不久，即1266年，也即至元三年。

八剌受世祖之命归国夺取权力，得立为察合台汗国之汗，奉忽必烈为大汗，以藩王自居，忽必烈则把八剌看作出镇一方的诸王，经常如同其他诸王一起给以赏赐。斡端一带的冲突并没有使双方的关系完全破裂，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君臣关系。《元史》中至元五年（1268）五月“癸酉，赐诸王禾忽及八剌合币帛六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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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载，就是一个证明。

八剌奉忽必烈之命与海都作战，也表明了他保持着臣属忽必烈的地位，信守了归国即位前向朝廷许下的诺言。拉施都丁说：“海都曾结盟于阿里不哥，又曾拒绝晋见合罕。合罕命令八剌击退海都。八剌服从了这项命令，当他的军队一征集起来，他就与海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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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属于忽必烈的，并由忽必烈派来的八剌控制的察合台汗国的日益强大，当然威胁到海都，为海都所不容，所以从窝阔台汗国方面看，海都与八剌之间的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史集》对此记载道：





当八剌推翻了木八剌沙，控制了察合台兀鲁思时，他踏上了压迫的横暴之路，海都制止他这种作法，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之间发生了分歧……当八剌的力量达到极盛时，他打算远征海都和蒙哥帖木儿。马思忽惕向他们（按，指海都和蒙哥帖木儿）指出，应预防八剌方面的暴力行为，并鼓动他们与之（指八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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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夺取阿力麻里并非孤立的事件。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在中亚许多地方发生冲突。拉施都丁说：“由于察合台的兀鲁思与海都之地相接，有些地方为海都所占，八剌曾数度与海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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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都所占据的，除了汉文史料提到的阿力麻里之外，尚有其他地方，这在《瓦萨夫史》中记载得最为清楚，作者说海都占据了“从塔剌思、肯切克、讹打剌、可失哈儿和阿母（姆）河那边地区的整个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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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接着又说：“当海都利用事端变化（按，据上下文，似指阿鲁忽死后，察合台汗国之内乱），抱着寻找合罕军队的目的，从塔剌思的肯切克出动时，八剌恐怕他无法让自己的军队向自己所希望占领的撒麻耳干的不花剌开进。由于这个想法，他企图在他（海都）之前到达，并燃起了战火。大屠杀的暴风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大地也不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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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瓦萨夫提到的一连串地名看，海都占据了从今伊犁河直至锡尔河的地盘，质言之，即亦列水、碎叶水和塔剌思河流域这一片中亚最为肥美的草原。这是一片曾经养育了康居、塞种、乌孙、西突厥汗国、突骑施汗国、哈剌汗朝、西辽等一系列游牧强国的地方。海都由此发迹起来。

四　忽阐河之战

整个从蒙古国到元初的过渡时期，中亚的历史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朝廷对中亚的控制逐渐被西北诸王取代。元太宗窝阔台时代，察合台已有吞并朝廷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属地的行为；至定宗朝，术赤系势力首先膨胀起来，几乎控制了突厥斯坦西部；降至宪宗朝，中央政府虽立别失八里等处行书尚书省，但拔都一系宗王在中亚的权力始终与朝廷的统治并存。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突厥斯坦西部乃至阿姆河以北之域，已变为朝廷之力所不能及之地。这片土地由谁控制一时成为悬案，由此引发了蒙古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以及西北诸王之间的长期战争。而元朝方面，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面对这一局势，当时的打算是，控制住突厥斯坦的东部（以畏兀儿地为中心），同时扶植一支抗衡西北叛王的力量——察合台后裔宗王八剌。

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是依靠术赤系诸王，尤其是钦察汗别儿哥的支持才变得强盛起来的。在阿鲁忽受命阿里不哥，赴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之地为军队征集兵员，催办给养之前，术赤系宗王在中亚的势力最为显赫。所以当阿鲁忽在中亚扩张势力时，利益受到损失的，除了大汗以外，就是术赤兀鲁思，他们扶持海都对抗察合台汗国的原因乃在于此。

别儿哥死后，术赤兀鲁思以蒙哥帖木儿为汗，仍继承旧策，与海都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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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剌在东方虽驱走了忽必烈的大将忙古带、火你赤，占领了斡端，但朝廷悉心经营的据点——畏兀儿之地却一时无法逾越。而他在西方，在维护察合台汗国既得利益的斗争中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得到钦察汗蒙哥帖木儿支持的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兀鲁思。

就忽必烈这方面而言，他虽然也向西北地区的亦列河、畏兀儿地和今天山以南地区派出了军队，但其数量与八剌、海都和蒙哥帖木儿的军队相较，已不占优势。所以实际上元廷已无恢复大汗对这块地区的传统控制权的计划。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突厥斯坦西部及粟特故地，形成以海都、蒙哥帖木儿为一方，以八剌为另一方的两大势力对峙局面，而八剌的背后则有忽必烈的支持，这就是这一时期突厥斯坦西部与阿姆河以北地区形势的主要特点。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知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取了今锡尔河以东大片肥美的草原。为夺回这片土地，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八剌与海都、蒙哥帖木儿之间的战争，汉文史籍缺载，但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和瓦萨夫有具体的描述。根据他们的记载，双方的初战战场在忽阐河（今锡尔河）畔，此战八剌获胜。初战时，术赤系诸王并未参战。《史集》记道：





最后，双方的军队来到细浑河畔（即忽阐河），八剌设置伏兵，巧妙地击败了海都和［合丹之子］钦察的军队，杀死了其中许多人，并获得大量战利品。他（按，指八剌）于是变得傲慢起来，胆子也大了，他的骄傲和自在情绪也因之滋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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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由于阿鲁忽时代察合台汗国的扩张，至蒙哥帖木儿在位时，术赤系在突厥斯坦西部和阿姆河以北之地的影响已经削弱。术赤兀鲁思的统治中心在钦察草原，当中亚崛起了察合台汗国这一咄咄逼人的势力时，术赤系宗王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与之对抗的。这就使蒙哥帖木儿与海都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海都依靠蒙哥帖木儿的支持才得以强大起来，而蒙哥帖木儿则指望海都限制八剌的影响。如果海都不能制止八剌的力量发展，或者如果海都在与八剌的斗争中失败，察合台汗国就会急剧膨胀起来，把术赤兀鲁思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西部所剩的权益吞没，这应是蒙哥帖木儿与海都之间关系的实质所在，这一点我们在论及钦察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关系时已经提到。海都果然战败了，蒙哥帖木儿不得不出援窝阔台汗国，拉施都丁对此记曰：





当海都和钦察战败的消息传至蒙哥帖木儿处时，他勃然大怒。为了帮助海都，他派出了自己的叔叔别儿哥只儿（Berkecer）率五万骑到海都那里，［海都］再一次收集败兵。于是他们举兵再战；击败了八剌，打散了他的军队，迫使之溃逃，他（指八剌）的军队中有许多人战死或受伤。
〔30〕







在忽阐河之战前，海都所控制的是今伊犁河至锡尔河之间的广阔的草原地区，而察合台汗国则保有今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斡端至锡尔河以西地区。双方的分界大致在今天山与锡尔河一线。钦察汗国与窝阔台汗国联军击败察合台汗国后，八剌的残兵从锡尔河一线向西一溃千里，一直退达粟特故地，才再度集结起来，准备再战。
〔31〕

 今锡尔河以东地区弃之于海都以后，阿姆河以北地区成了八剌的主要控制区，为了继续与窝阔台汗国争夺，察合台汗国进行了一系列整军备战活动。《史集》对此的记载正可与瓦萨夫的描述互相补充。瓦萨夫提到：





由于战败，八剌只得限制自己，考虑退向不花剌的行动。现在当他逃向不花剌的时候，他想补充军备给养，准备一场新的战争。……他开始布置户口统计和其他［税收］负担。他通过大夫（Taifu）和太师（原文为yusa，似应读作Tusa，或为汉文“太师”的音译）向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下令说：如果他们顾及自己妻儿的安全，只需自动离城，这样无以为生的军队可进城抢劫他们的财产。
〔32〕







《史集》也记载了八剌的这一打算：“倒霉的八剌好容易才到达阿母（姆）河以北之地，他再一次集结了被打败的军队，采纳了军队将领的建议。”他们说“在这些击败我们的人生存的条件下”，国家不能长期维持，“现在最好莫过于，从撒麻耳干开始，破坏抢劫这一繁华地区。这些想法很合这些军队将领的心意”。
〔33〕



瓦萨夫开始说八剌想劫掠的是不花剌，继而又提到撒麻耳干；而拉施都丁说的是撒麻耳干。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两城相距不远，是粟特故地的腹心地带。抢劫这样两个在经历了苦难以后正在缓慢恢复的文明古城，确实是极为残酷的行为。八剌的命令遭到了不花剌人民的反对，人们向八剌祈求，最后八剌动了恻隐之心，作出让步。瓦萨夫记载道：





两座城市（按，指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贵人长老们前来请愿，事情遂如此安排：［他们］立下字据，规定他们应按军队和家宅摊派。征收大量巴里失的金子，充作军费。他（按，指八剌）命工匠以其双手日夜劳作，制造武器，努力改善装备，目的是准备再战，在装备的竞赛场上去寻求他的运气。
〔34〕







八剌这种任意破坏、抢劫不花剌这座阿姆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企图，并不能只用蒙古贵族的残酷本性来解释。我想，它首先说明了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阿姆河以北之地诸城在成吉思汗至蒙哥四朝并入蒙古版图已达四十余年，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这一地区为维持蒙古贵族的豪华生活和保证军队的供给，虽然每年都提供大量的赋税，但入居中亚的许多蒙古贵族仍然没有认识到农业和城市经济的重要性。1238年，当蒙古军镇压了不花剌发生的塔剌比领导的起义时，曾打算屠城，后因镇守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回回大臣牙剌瓦赤的劝阻，才算作罢。阿鲁忽即察合台汗国汗位之初，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扩张，排挤大汗和术赤势力时，又曾发生过屠杀数千不花剌城术赤系诸王属民的事件。中亚之地各支蒙古宗王势力交错，他们依草原旧俗互相劫掠屠杀对方的属民，借以打击对手。蒙古贵族之间的这种争权夺利和掠取财富的野蛮手段，是当时阻碍中亚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恢复发展的最大障碍。

除了游牧文化与定居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外，八剌对不花剌、撒麻耳干的居民采取这种毫不顾惜的政策还有其他原因。不花剌的居民，按瓦萨夫的记载，是由术赤系、拖雷系和充任蒙古国大汗的家族分领的，没有察合台系诸王的份额。撒麻耳干的诸王贵戚分领情况虽不见记载，
〔35〕

 但从八剌采取的政策推测，可能也没有察合台系份额。阿鲁忽在阿里不哥之乱中席卷中亚、排挤大汗和术赤系诸王的势力后，虽然控制了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突厥斯坦之地，但城郭居民由各支宗王分领制度并未立即废止。八剌在被海都和蒙哥帖木儿联军击败后，首先想到依靠不花剌和撒麻耳干的居民实行残酷的抢掠政策来获取财富，继而用立约方式迫使两城居民交付赎金并服劳役，他的这些所作所为说明，自阿鲁忽至八剌时代，察合台汗国控制阿姆河以北地区虽已达八九年之久，但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还没有把这两地居民看作自己的属户。

八剌最终同意让步，不采取劫掠城市的办法还不能说明，他已开始认识到，城市经济对于维系自己的重要作用，保存一座城市能使蒙古统治者得到比单纯地抢劫更多的财富，因为他不久就为准备入侵伊利汗国而在中亚各地大肆搜刮，任意摧残当地人民。这一点，我们将在今后再作讨论。八剌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大肆搜刮，残酷榨取当地人民的消息传至他的对手海都的帖木儿处后，引起了他们的忧虑。他们同八剌竞争、作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分享阿姆河以北富饶的农耕城郭地区的财赋收入，如果这块地区的生产遭到破坏，他们的利益就将蒙受巨大的损失。于是窝阔台、术赤二系宗王向八剌倡议约和。这一建议导致了一个标志蒙古国分裂为几个兀鲁思的会议——塔剌思会议的召开。

五　朝廷势力在西域的发展

忽阐河之战的失败，迫使察合台汗国转向海都。最后海都、蒙哥帖木儿和八剌三方媾和。1269年，三方在塔剌思举行忽里勒台会以划分势力范围。
〔36〕

 海都和八剌决定一致对付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
〔37〕

 八剌自从属于忽必烈转变为依附海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表明蒙古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对察合台汗国的监护和控制权有很大的削弱。蒙古西北诸王在摆脱中央控制、割地称雄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它使中亚蒙古诸王的势力合而为一，最终超过大汗在当地的力量，对后来数十年中亚历史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塔剌思会议前，八剌成功地把元朝的力量排挤出斡端，巴托尔德因此得出结论说，忽必烈的失败使大汗在突厥斯坦的最后一点威望扫地以尽。
〔38〕

 这一论点值得讨论。其实忽必烈只是暂时地放弃了斡端，不久以后，他的势力再度伸到这里。此外，暂时放弃斡端，并不意味着元朝退出了突厥斯坦全境，我们可以畏兀儿地区为例加以说明。

前已述及，至元五年（1268）元朝军队于北庭击败海都之军。塔剌思会议后不久，八剌入侵呼罗珊与阿八哈作战，结果八剌战败，欲逃往别十八里，其时为1270年夏。八剌失败的消息传到海都处，海都说：“如果我们用军队帮助他（指八剌），那么我们的领地就会遭到马蹄的践踏。要是我们不帮助他，他就会从我们这里跑掉，带着他的少数那可儿跑到别十八里，并与合罕联合，他又会挑起内讧，并反对我们。”
〔39〕

 从海都的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别十八里在元廷控制下。联系《元史》中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下令“往畏兀儿地市米万石”
〔40〕

 的记载，可知自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任命火赤哈儿为畏兀儿亦都护到至元八年（1271），元政府一直统治着畏兀儿地区，并未因为八剌占据斡端而退出突厥斯坦。相反，元政府一直努力经营畏兀儿地区，使它成为元朝伸入中亚的跳板。

八剌在阿姆河以西的失败为元朝再度向西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前海都曾受挫于元朝，此时乘八剌新败，他力图控制察合台汗国；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汗位屡有更迭。忽必烈利用中亚诸王无力东顾的时机，从至元八年（1271）起，以畏兀儿地为中心，分两个方向向中亚发展其势力。一个方向是伊犁（亦列）河谷草原，另一个方向是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地区。穆斯林史料和汉文史料，对八剌为伊利汗阿八哈战败后，元朝乘机向西发展的史实都有记载。例如，成书于15世纪初的《木阴历史选》在提到八剌时说：“他（按，指八剌）在任何时候都在追求伊朗的王位，并力图侵占契丹的王位。由于不能实现这一愿望，他反对忽必烈合罕并同样表示反对阿八哈汗。起初，他前往呼罗珊和亦剌黑作战，渡过阿母（姆）河，进入一个叫木尔加布（按，今自阿富汗流入土库曼斯坦的木尔加布河）的地方，与阿八哈汗厮杀，他被击败，由于损失惨重，被迫溃逃。忽必烈合罕注意到，他的溃败是自己的强国生存的条件，于是率大军前往察合台兀鲁思。在合罕大军到达的夜间，八剌死去。”
〔41〕



《木阴历史选》的这一段记载过于简单，或有与《史集》所记海都企图吞并八剌兀鲁思的行动相混淆之嫌。但对照汉文史料中的记载，则可发现，木阴的这一段话正反映了元朝向西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亦列河谷草原，元朝军队在击败海都之后，进据曾为海都所占的阿力麻里，至元八年，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建幕庭于此。
〔42〕

 该城地处中亚蒙古诸王封地的腹心地带，已邻近海都占据的塔剌思河流域。元朝为控制这一地域，不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元史》有至元十年（1273）向那木罕军补给装备的记载。
〔43〕

 元朝势力深入突厥斯坦，威胁到西北叛王立国的基础，他们与元政府的矛盾也加剧了。至元十二年春，忽必烈“敕追海都、八剌金、银符三十四”
〔44〕

 的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元史》还记载，至元十年（1273）“诸王孛兀儿出率所部与皇子北平王合军，讨叛臣聂古伯，平之”。从那木罕参加讨叛看来，这场战斗发生于伊犁河流域以西，而这个聂古伯可能就是《史集》记载的海都所立的八剌的继位人——撒班（Sarban）之子Negübei。八剌死于至元七年（1270），《史集》说Negübei统治了三年时间，与《元史》所记吻合。为了应付日益强大的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威胁，同年夏忽必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镇北圉”。
〔45〕

 至此，元朝据有阿力麻里已越四年。

塔剌思会议之前，八剌曾夺取了斡端，八剌死后，随着察合台汗国力量的削弱，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地带又回到元朝手中。《元史》记载，至元八年六月“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
〔46〕

 这里提到的“昂吉呵”很可能是突厥语—波斯语yangi kat“新城”的音译。从它与斡端并提看，应当指的是今英吉沙尔。

两年后就有元政府发工匠往斡端、可失哈儿采玉的记载，《经世大典》“站赤”记曰：





至元十年（1273）六月十八日，“兵刑部侍郎伯术奏：‘［可］失哈儿、斡端之地产玉，今遣玉工李秀才者采之。合用铺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何以转至此？’对曰：‘然则必得青黄黑白之玉。复有大者，可去取瑕璞起运，庶几驿传轻便。’”
〔47〕







可见在此之前，从汉地经河西至这一带已设置了驿站。

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元政府着手改善通向今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交通，“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洲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
〔48〕

 根据这次设置的驿站走向可知，当时从内地至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最便捷的途径，显然是取道沙洲，经合迷里，火州，再经曲先，沿塔里木河的三条主要上源向西南或西行。这一条驿路的改善使交通更为省便，对巩固元朝在今天山南部的统治有重要意义。同时，元政府还采取措施安辑当地人民。例如，至元十一年四月，忽必烈“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
〔49〕

 这样，元朝对这一带的统治又重建起来。

六　至元初年的畏兀儿之地

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提到，平定阿里不哥后，忽必烈很快地在畏兀儿之地建立统治。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徙镇海、百八里（独山城）、谦州（也称“谦谦州”）诸色工匠于中都。至元三年，忽必烈命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之子火赤哈儿为亦都护。除此以外，汉文史料中还记载了一些发生于畏兀儿之地的重大事件。因确定其年代有些困难，故一一述之如下：

亦都护放弃北庭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高昌王世勋碑》在叙述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后，接着提到：“海都、帖木迭儿之乱，畏兀儿之民遭难解散。于是有旨命亦都护收而抚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悉还其部，始克安辑。”
〔50〕

 拉施都丁说，察合台有一曾孙（木期哲别之孙）叫Temüder。
〔51〕

 这个Temüder能否与《高昌王世勋碑》中的帖木迭儿相勘同，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谓“海都、帖木迭儿乱”可能与《西宁王忻都公碑》中提到的火赤哈儿亦都护所记亦都护家族因“亲王都哇、不思麻”叛，而自别十八里迁居火州之举有关。该碑记曰：





厥后亲王都哇、不思麻（叛？）［哈剌之子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庭多故，民弗获安，仍迁国火州。
〔52〕







《忻都公碑》为蒙汉合璧之碑，其蒙古文碑文对火赤哈儿别十八里迁国火州的过程记载如下：





此后，当亲王都哇和不思麻叛乱时，这位阿台不花在火赤哈儿亦都护的率领下，去向朝廷效力，平息了叛乱。在畏兀儿之地，在别失八里，战争再度成为［生活的？］一种障碍。当他不能护佑人民，他们不得（？）安宁时，他移至哈剌火州。
〔53〕







《忻都公碑》的蒙文和汉文碑文的意思很清楚：首先是都哇和不思麻叛乱，亦都护随同元军参与平叛。此后“北庭多故”，亦都遂迁至火州。

为了判断所谓“海都、帖木迭儿之乱”、“都哇、不思麻”叛乱和亦都护放弃北庭的时间，须依据穆斯林史籍，把自察合台汗国之汗八剌死到至元十二年（1275）之间海都和都哇的活动作一简单排列：

（1）八剌之死。据《瓦萨夫史》，八剌死于回历668年底（1270年夏），而据札马勒·哈儿昔的《素剌赫字典补遗》，八剌至回历670年尚在世（回历670年始于1271年8月9日）。札马勒·哈儿昔的说法当更近于实际，因为它可与《史集》关于八剌与伊利汗阿八哈之间的战斗的描述相衔接。
〔54〕



（2）都哇、别帖木儿等与海都之战。八剌死后，其四个儿子和阿鲁忽汗诸子一起与海都打了一次仗。“他们在从忽毡直到不花剌的地区内，点燃了不义与压迫之火，以残杀和劫掠消灭了家庭。在这一地区里，那些受麻速忽、牙剌瓦赤庇护的人们的财产成为一片废墟。八剌之诸子与海都之间还发生了更多的战斗。前者（八剌诸子）在遭遇中被迫溃退，其臣民深受敲诈、勒索和凌辱之苦。”
〔55〕

 据《史集》，都哇为八剌次子，他当然参与了对海都的战斗。八剌诸子与海都的战事发生于阿八哈入侵不花剌诸地之前。阿八哈之军，按瓦萨夫书的记载，于1273年1月入不花剌城，则都哇、海都等在至元九年（1272）尚在阿姆河以北之地。阿鲁忽之子术伯、合班等降元亦应在此后不久，关于这一点，拟另外作专门探讨。

（3）不合帖木儿之立。据拉施都丁，八剌死后八剌之堂弟聂古伯（Negübei）即位。他统治了三年。
〔56〕

 聂古伯之后，察合台之孙（合答海之子）不合帖木儿继立。按《史集》的说法，不合帖木儿系海都所立，而按木阴的说法，不合帖木儿乃忽必烈所立。
〔57〕

 八剌死于至元八年1271年，在经过聂古伯统治三年后，不合帖木儿得立为汗，其时当为至元十一年（1274）。木阴关于不合帖木儿为忽必烈所立的说法，反映了这时元廷的势力再度与察合台汗国发生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接触。下面，我们再把汉籍中所记这一时期畏兀儿之地的情况按时间作一排列：

①至元八年（1271），元廷命“往畏兀儿地市米万石”。
〔58〕



②至元九年，忽必烈颁布关于畏兀儿分割家财实施办法的圣旨。
〔59〕



③至元十一年（1274），设畏兀儿断事官：“都护府，秩从二品。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初置畏吾儿断事官，秩三品。”
〔60〕



④至元十二年（1275），元政府下令：“畏兀儿地春夏毋猎孕子野兽。”
〔61〕

 这是以蒙古旧制推行于畏兀儿地。《经世大典》录有蒙哥关于春夏兽孕育之时禁猎母兽的圣旨：“宪宗五年正月奉旨：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口狼不以何时而见杀之无妨。违者夺所乘马及衣服弓矢赏见而言者。见而不言者，亦同罪。又喻诸打飞禽人：先帝圣旨：育卵飞禽勿捕之。今后鹰房人春月飞禽勿杀，违者治罪。”《经世大典》还记元制曰：杀胎者有禁，杀卵者有禁。
〔62〕

 同年，都哇、不思麻进围火州（在此之前的阿只吉、奥鲁只败于都哇之事当另作讨论）。

至元八年（1271）之前，八剌正倾其全力越阿姆河与伊利汗阿八哈作战，据《史集》其子别帖木儿等受命镇守阿姆河以北地区。故都哇等叛元发生于至元八年之前的可能性很小。

至元八年至九年，海都、都哇等一直活动于阿姆河以北地区及忽章河（今锡尔河）流域。至元十年，阿八哈之军入不花剌，而汉籍缺载畏兀儿之地的情况。都哇、不思麻等当于此时东进。《忻都公碑》中“亲王都哇、不思麻”叛，亦都护随同元军平叛当系于此时。此后的“北庭多故，我弗获安，仍迁国火州”当即《高昌王世勋碑》中的“海都、帖木迭儿之乱”，应系于此年，或次年（至元十一年）。这样于亦都护之外，元廷又设立畏兀儿断事官治畏兀儿之地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亦都护放弃北庭，危及元朝在突厥斯坦的存在，故忽必烈一面向驻于阿力麻里的那木罕一军补给装备，
〔63〕

 一面设立畏兀儿断事官，以稳定元朝对突厥斯坦东部的控制。木阴关于忽必烈立不合帖木儿为察合台汗国之主的说法，也与此时元政府在突厥斯坦的活动相适应。困难的是如何解释都哇等越过驻于阿力麻里的那木罕军，直接进攻畏兀儿地的问题。因为《元史》记载，那木罕“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
〔64〕



七　都哇围火州之战及其影响

都哇围火州是元代西北地区的一件大事。《高昌王世勋碑》的汉文碑文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均云此事发生于至元十二年。此碑的畏兀儿文碑文过于残缺，无法得知所系年月。屠寄对此作过考证，他认为此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而非十二年，理由是《伯颜传》中有至元二十二年诸王阿只吉失律一语，与都哇围火州时所称“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众犹不能抗我……”正相对应，又云“至元十二年三月，奥鲁赤奉命征吐蕃，必无与海都、都哇战事”。
〔65〕

 箭内亘对屠寄的上述看法持谨慎态度。
〔66〕



《高昌王世勋碑》的汉文碑文所记都哇及其弟不思巴围攻火州的过程是：至元十二年（1275），都哇、不思巴率十二万兵进围火州；在此之前，他们击败了阿只吉、奥鲁只等统领的元军。都哇之军围城达6月之久未能攻克火州，亦不解去，要求赤都护以女嫁之。时火州城受围既久，城中食且尽，火赤哈儿遂以女儿也立黑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坠诸城下，都哇得其女后解围而去。《高昌王世勋碑》为畏兀儿文、汉文合璧之碑。其碑上半部今已不存。畏兀儿文碑文的残存部分耿世民曾据拓片加以译写、注释并译为汉文。畏兀儿文碑文所记火州之战的经过与汉文碑文大致相同。
〔67〕



除《高昌王世勋碑》以外，上面提到的《西宁王忻都公碑》也记载了火州之战的过程，其汉文碑文记亦都护因北庭多故，遂迁火州，其后，





增城浚池，壹志坚守。都瓦等将兵二十万逼城下，因亲冒矢石以建奇功，遂授持节仪卫之官，仍封答剌罕之号。亦都护来朝，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相其土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之定居焉。
〔68〕







《西宁王忻都公碑》的蒙古文碑文也记载了亦都护从北庭迁火州后，抵抗都哇入侵的过程，碑文说：火赤哈儿在火州





还修建诸城池市镇，役使人民掘［土］修垒筑墙。这时，他尽其民力，以保卫此城的单纯信念，抵抗都哇和其他来到此城附近的人，及其二十万大军，他们互相交战。此阿台不花一心于朝廷，不考虑他可能死亡，进行战争，亲自参加抵抗。由于他身先士卒，效力卓著，［皇帝］委以统率配有旗帜的心腹之军之职，并授以答剌罕之号。
〔69〕







《西宁王忻都公碑》的缺憾是没有提及火州之战的时间。由于碑文叙事系事后追记，所以疏漏难免。例如，它根本未提及以后亦都护迁居哈迷里，随后战死于其地的史实。

亦都护死于哈迷里的时间，《高昌王世勋碑》没有说清楚，汉文碑文记曰：都哇兵退后，火赤哈儿入朝见元世祖，受赐公主及宝钞，归而“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立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畏兀儿文碑文中，这段残缺，无法辨认。

下面几则材料可资判断哈迷立之战的大致时间。一道至元十三年的圣旨提到了亦都护，该圣旨发于七月初三日，曰：





亦都护根底、塔海不花、亦捏不花两个根底，火州、吕中秃儿班为头，贰拾肆个城子里官人每根底，众僧人每根底，也里可温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哈儿沙津爱忽赤、旭烈都统奏将有，火州城子里人的每媳妇每，若生女孩儿呵，多有撇在水里溺死了。
〔70〕







据此，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亦都护仍然活着，并仍然领有火州。

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仍有文献提到亦都护，这就是著名的畏兀儿文斌通卖身契第三种。该文献的第14行～15行提到：如果我们中谁违反此约中的规定，就让他自己缴给皇帝陛下一锭金子，各缴给（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缴给亦都护一锭银子。
〔71〕

 这张契约的右边有几个汉字，可资判断它的书写年代，曰“庚辰禩捌月念六日给予新恩沙弥善斌收执”，共十八个字。“禩”即“祀”，等于年；庚辰年即龙年。蒙、元时代有3个庚辰年：一在太祖十五年（1220），一在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一在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因文中有“钞”、“锭”等字，故太祖十五年不大可能，至于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时，高昌已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下，文契不应有官府汉文批语和汉文关防。此外，契文第3行中还出现“诸按察使”（ancasilar）之名。《元史》卷11《世祖纪》有至元十八年戊申“罢霍州畏兀按察司”语。据此，冯家升先生和Э·捷尼舍夫判断这份卖身契为至元十七年（1280）的文物。
〔72〕



至元十二年之后，汉文史料中还提到几次西北诸王对畏兀儿地的入侵，一次是至元十七年（1280）秃古灭劫掠火州，一次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都哇等侵入别十八里，一次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叛王掌吉入侵哈密立，究竟哪一次与火赤哈儿亦都护之死有关，目前尚不清楚（这几次入侵的情况，我们下面再作研究）。

亦都护火赤哈儿从火州南迁哈密立的时间，可从元畏兀儿名僧舍兰兰内迁的时间推定。舍兰兰，出自高昌，“其地隶北庭……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其时舍兰兰年方8岁。至顺元年（1333）二月，舍兰兰卒，终年64岁。
〔73〕

 上述“海都之叛，国人南徙”一句正与《高昌王世勋碑》中，亦都护火赤哈儿朝见元世祖后，“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力之地”之语相应。以此倒推，亦都护放弃火州，屯居哈密立的时间当在舍兰兰8岁时，即1277年（至元十四年）。

如果考虑到《斌通卖身契》第三种中，顺序提到的皇帝、皇族、亦都护为元代畏兀儿文文书中常见的一种“套语”，则以此作为亦都护此时仍然在世的证据便显不够充足。按《高昌王世勋碑》，火赤哈儿死后，其子纽林方幼。直至武宗即位时，方从吐蕃召还纽林，令嗣为亦都护。也就是说，至元末年至至大元年（1308）之间，畏兀儿应没有亦都护。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除了上面提到的《斌通卖身契》第三种以外，亦都护的称号还在一些文献中反复出现。例如，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诏驸马亦都护括流散畏吾而户”。
〔74〕

 《元典章》中还录有大德五年（1301）的圣旨，也提到亦都护：“大德五年七月钦奉圣旨，在先，易都护为头畏吾儿每，的斤迭林为头哈迷里每，畏兀儿每、汉儿每、河西每、蛮子每。”
〔75〕

 这里提到的亦都护是无法用“套语”来解释的，应确有所指。至于指的是谁，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至于屠寄关于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之说，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探讨。《元史·杭忽思传》曰：［至元二十二年，杭忽思之孙伯答儿］“征别十八里，军于亦里浑察罕儿之地，与秃呵、不早麻战，有功。”
〔76〕

 由于史文中都哇（秃呵）和不思巴（不早麻）同时出现，的确对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之说是很有利的。伯答儿与都哇等之间发生的战斗，应当就是爱薛出使伊利汗国归途中遇到的战乱，程钜夫记道：“癸未（1283）夏四月，择可使西北诸王所者，以公（爱薛）尝数使绝域，介丞相孛罗以行，还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京师，以阿鲁浑王所赠宝装束带进……”
〔77〕

 爱薛出使，历两岁始得归。从汉地沿陆路赴波斯，无论取道漠北，还是道出河西，都必须经过畏兀儿地区。故爱薛在归途中经过畏兀儿地的时间，当为1285年，即至元二十二年。

此外，《高昌王世勋碑》中所记忽必烈向亦都护赐钞与《元史》中所记至元二十二年元政府救济火州之民户一事的内容也有接近之处。

《高昌王世勋碑》汉文碑文记曰：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上嘉其功，赐以重赏……又赐宝钞十二万锭，以赈其民”。畏兀儿文碑文记：世祖对火赤哈儿曰：





“你未［毁坏］你们祖先的荣名，

没有忘记落在你们前辈之地上的odlim，

你做得像男子汉一样，我完全明白你的善行。

赐给你宝钞整十二万锭。

［以此］作为对你那处在箭头上的人民的救援，

作为你面对面战斗的证据。

十二万锭先做表示，

别以为就这么一点，多的将在后头。”

我们仁慈的天王这样受赏赐，

和他所有的别乞、官员每一起返回火州，

把［钞］锭和物品［发］给贫弱的畏兀儿的国民，

把衰微的国家振兴得和以前一样。
〔78〕







而《元史》则有记载：





［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都护府言：“合剌禾州民饥。”户给牛二头，种二石，更给钞一十一万六千四百锭，籴米六万四百石，为四月粮，赈之。
〔79〕







按每人每月平均食米三十斤计，当时火州饥民人数达五万口以上。火州的居民当高于此数字。《元史》所记元廷至元二十二年救济畏兀儿饥民所赐钞数，与上述《高昌王世勋碑》畏兀儿文碑文所记世祖赐火赤哈儿的钞数十分接近。这一点十分有利于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说。

《史集》也记载了一次都哇对元朝的袭击：





合罕朝末年，都哇出征至术伯驻扎的要地之边，术伯率一万二千人据守之。都哇图谋夜袭，然［术伯］知之，乘夜击都哇军之前锋，杀四千人。当夜都哇得报，率军迎击，黎明时两军遇，双方死伤惨重。术伯出动匆忙，未及报知阿只吉和阿难答就急速推进。最后无法抵敌，败阵溃逃。此时阿只吉得报，向阿难答递讯后出动。然俟其征集军队毕，都哇已退去，追之无及。这就是都哇在合罕面前无所畏惧的原因。





由于战败，阿只吉受到了处罚。《史集》说：“合罕得知后，斥责阿只吉，并用杖击了他九次，然后示以仁慈。”
〔80〕



这件事中阿只吉受罚的记载，使人想起汉文材料中至元二十二年阿只吉失律被夺兵权的情节。《史集》提到，此战的时间在忽必烈合罕统治末年，元朝方面参战的有阿难答和术伯。阿难答在成宗朝初年仅30多岁，如果此战与都哇围火州之役有关之说能够成立，则必须认定火州之役不在至元十二年。因为十二年的说法不仅与上文“合罕朝末年”相矛盾，且从阿难答的年龄考虑也说不通，所以应考虑这是发生于至元末年的一次战斗，很可能是指至元二十二年之战。

不过，有一点对火州之役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之说十分不利。《高昌王世勋碑》汉文碑文记载，都哇撤围后，火赤哈儿入朝见忽必烈，“上嘉其功，锡以重赏，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儿，定宗皇帝之女也”。《元史·诸公主表》则记道：“巴巴哈儿公主，定宗女，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曾孙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
〔81〕

 元定宗贵由死于1248年春，即使巴巴哈儿为其遗腹女，至少也生于1249年初，到至元十二年（1275），已年过26岁。如火州之役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则巴巴哈儿下嫁时，已年过36岁，这在情理上似乎说不通。故我仍然采用火州之战为至元十二年之说。

都哇围攻火州给畏兀儿之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畏兀儿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畏兀儿文明。巴而术阿而忒归降成吉思汗后，除了不时征发兵马从军和进贡以外，这里仍保持着和平的环境。但是，都哇深入火州之后，劫乱的年代便开始了。至元十年以后，突厥斯坦的形势发生变化，驻守于亦列河草原的那木罕部下的一些诸王背叛元朝，劫持那木罕、安童降海都，
〔82〕

 元朝在这一方向的发展被迫停止。叛王禾忽阻断西域交通。忽必烈此时正忙于灭宋，没有足够的力量增援西北，海都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海都势力伸及别十八里，对西北地区的安宁造成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威望。所以，元朝在灭亡南宋后，在军事实力有可能与西北叛王较量的时候，派出大批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开赴西域，海都等叛王的军队被迫退出别失八里。从至元十五年起，《元史》中始见元朝军队再度出征并驻守别失八里的记载。现录数则如下：

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庚辰，征别十八里军士免其徭役”。
〔83〕

 冬十月“辛酉，赈别十八里，日忽思等饥民钞二千五百锭”。
〔84〕

 同年，“授朵鲁只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
〔85〕

 至元十七年（1280）春正月“丙午，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赐钞一万二千五百锭”。
〔86〕

 五月，綦公直“升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镇别十八里”。
〔87〕

 十八年（1281）夏四月“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驿三十”。同年“秋七月甲午朔，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以尝过西川兵百人为向导”。
〔88〕



不过这时的别十八里已受治于元朝新设立的宣慰使，不再属亦都护。畏兀儿的主要政治中心转到了火州。这在元代畏兀儿历史上，不能说不是一件大事。

南宋灭亡后，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加强。大量的军队从内地开到那里，当地官府推行的经济政治制度如同内地一样。畏兀儿地区的这些变化在畏兀儿文文书中得到了反映。当地畏兀儿人用突厥语“大军”（ulugh suu）一词来称呼元朝皇帝。
〔89〕

 纸币也在畏兀儿地区流行，元政府在当地设立了交钞提举司和交钞库。当时畏兀儿通行的纸币，有的同于内地，称为“大都通行的钞币”（taydu [-ta] yonglagh-lighcau——冯家升先生译写），有以原名“中统宝钞”（Tschong-tung-pau-tschau——拉德洛夫译写）称呼之；有的是当地发行的，畏兀儿人称为“和州带‘高昌’字样的”（qoco taqi qocing——冯家升先生译写）钞币。
〔90〕

 管领畏兀儿田地的各级官府也建立起来。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政府将管领畏兀儿的最高官职定名为大都护。
〔91〕

 驻于其地的诸王阿只吉掌管军事。至元二十二年正月，阿只吉建议在别十八里设置驿站，以便使客往来，元政府准其请。通政院于是年





立别失八里站赤，置马六十匹，牛、驴各二十五只，岁支首思羊一百口，解渴酒一千五百升，各给价钱买备，仍与钞六百锭，规运自息钱， 以供后来之费。
〔92〕







四月，又置“畏兀驿六所”。
〔93〕

 次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 十月，元政府再次“遣兵千人戍畏兀境。乙已，赐合迷里贫民及合剌和州民牛、种，给钞万六千二百锭当其价，合迷里民加赐币帛并千匹。……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

同年十一月，元政府再“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
〔94〕

 十二月，元政府向驻扎于畏兀儿地区的“诸王术伯所部军五千人补给银万五千两、钞三千锭”，向“探马赤二千人”补给“羊七万口”。
〔95〕

 都哇的进攻使畏兀儿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元政府不得不支出巨额费用以维持驻守于这一地区的各诸王军队。《元史》记载说：“是岁……赐皇子奥鲁只、脱欢、诸王术伯、也不干等羊马钞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三锭，马七千二百九匹，羊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九口，币帛、毳段、木棉二千二百八十八匹，貂裘十四。”
〔96〕



就在元朝的军队大批涌入畏兀儿地的时期，海都等叛王的军队仍不断深入劫掠。《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合剌所部和州等城为叛兵所掠者，赐钞给之，仍免其民差役三年”。这次入侵是秃古灭发动的，《元史》接着提到，秋七月“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同年冬“诏谕和州诸城招集流移之民”。
〔97〕



关于秃古灭，拉施都丁曾提到：贵由之子禾忽有一个儿子名叫秃古灭（tökme），这个秃古灭有个儿子也叫秃古灭。
〔98〕

 这里入侵火州的，当为禾忽之子。

《元史·杭忽思传》中曾提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都哇、不思巴入侵别十八里。次年，又发生了海都入侵之役，《綦公直传》记曰：“二十三年（1286），诸王海都叛，侵别十八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败之，追击浸远，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战而死，公直与妻及忙古台俱陷焉。”
〔99〕

 这里提及伯颜，显然是因阿只吉失律，兵权被夺，由伯颜代总其军的缘故。《明安传》对此战亦有记载：“明年（至元二十三年）［明安］至别失八剌哈思之地，与海都军队战有功。”
〔100〕

 别失八剌哈思，当为突厥—蒙古语Besh Balaqasun之音译。Besh，突厥语，译言五；Balaqasun，蒙古语，译言城，又音译作八剌合孙。别失八剌哈思，即“五城”。元军在别十八里附近的洪水山溃败的事迹，在《李进传》中也有记载：“至元二十三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被擒。从之掺八里，遁还，至和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
〔101〕

 掺八里，即昌八里，《突厥语大辞典》提到的回鹘五城之一。李进至此，可能作为俘虏被押向海都、都哇的后方。李进逃至火州收集溃兵后，仍且战且退的史实证明，这次入侵又一次深入火州之地。《杭忽思传》和《李进传》所提供的有关都哇大举入侵的资料，说明尽管元朝大量向北庭、火州增兵，但仍未能改变都哇进围火州以来，元朝与西北叛王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元朝从积极向西发展变为消极防守，这就严重地动摇了元朝经营突厥斯坦的基础。

八　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与北庭都元帅府

本节将着重考察元朝从斡端的撤退，以及元朝与海都、都哇在畏兀儿地区的争夺。

斡端是元朝控制西域的重镇。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曾回到朝廷手里。但至元十二年贵由子禾忽叛乱，占领其地。景教僧列边扫马西行时，曾亲睹这一事件。元灭宋后，大批军队调入西域，斡端又再次为朝廷控制。《元史》提到元帅不花帖木儿征于阗时，曾命身陷察合台汗国的唐兀人暗伯“权充枢密院客省使”。
〔102〕

 这一史实为我们确定不花帖木儿征于阗的时间提供了一点线索。据《元史·百官志》，世祖中统四年，始置枢密院官属，而暗伯所受之客省使一职，置于至元十四年（1277）。
〔103〕

 所以元政府夺回斡端，大约也在此时之后不久。丁谦在《汉西域图考》中以为，不花帖木儿征于阗，事在中统三年（1262）之前；而岑仲勉认为，应与刘恩守斡端大致同时。
〔104〕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岑仲勉的意见是对的。

现存史料中没有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形势，也看不出这一时期都哇在连续入侵畏兀儿的同时，是否对今南疆地区采取了什么行动。根据汉籍，我们只知道，至元二十三年初，元政府仍在努力改善至元九年（1272）就开始经营的今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陆路交通。这年一月，元政府“立罗卜、怯台、阇鄽、斡端等驿”。
〔105〕

 此后，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元朝对塔里木盆地南沿地区的控制。至元二十四年一月，由于上年歉收，故“以钞万锭贩斡端贫民。西边岁饥民困，赐绢万匹”。二月，又“设都总管府以总皇子北安王（即那木罕）民匠、斡端大小财赋”。
〔106〕

 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减轻运输的负担，同年七月“立阇鄽屯田”，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
〔107〕

 。阇鄽即车尔臣（Cherchen），今新疆且末。从这里反复提到它和罗卜、怯台等地名判断，这时河西地区与斡端的主要交通线，为沿昆仑山北麓行，与马可·波罗东来时路线一致。这大约是可失哈儿至畏兀儿的交通为叛王阻断的缘故。

至元二十五年（1288），忽必烈为稳定驻守斡端军人的军心，禁止对出征斡端的军人的军户和买和雇。《元典章》录有一段文书曰：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元月初三日奏：





“也速歹儿使伯颜出（处？）布阑奚两个使臣奏将来：‘俺管着底探马赤军每根底和雇和买有’。”么道奏呵，“休与着”么道圣旨有呵，回奏说：“有（又）俺上位奏了：‘斡端里、金齿里、云南里远处出军了的奥鲁每根底，和雇和买休交着’者文书行来”么道奏呵，“你如今怕指例也者”么道圣旨有呵，回奏：“是指例有”么道奏呵。“这般着，斡端等远处出军了底奥鲁每根底休要着，别个每根底依体例要着”，么道，钦此。
〔108〕







同年六月，元政府下令“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
〔109〕



然而，元朝此时可能已有放弃斡端的打算。这年冬季，《元史》提到了迁居内地的斡端、可答哈儿工匠：“［十一月］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
〔110〕

 《元史》还提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自斡端的别十八里归回内的汉军屯田一事：





左翼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两翼新附军，与前后两卫迤东还戍士卒合并屯田，设左、右翼屯田万户府领之。
〔111〕







同年（1289）九月，《元史》上出现了“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
〔112〕

 的记载。

在元朝大力向西发展的时代，汉文史料上经常出现斡端、可失哈儿等西域地名，而穆斯林史料中则很少出现。元朝退出斡端后，这一带的地名又重新在穆斯林史料中出现。据札马剌·哈儿昔（Jamal Qarshi）记载，马思忽惕之第三子，直到14世纪初，尚居于可失哈儿，
〔113〕

 汉文和穆斯林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的时间上的互相衔接，正反映了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对这一地区统治的交替。但是《元史》和其他文献，都没有谈到导致元朝撤出斡端地区的直接原因。不过汉文史料中曾多次提到西北边地的粮食困难。例如姚燧写道：





时大军驻西北，仰哺省者十数万人，自陕西、陇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车辇而畜负之。途费之余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缗。
〔114〕







这浩大的后勤物资转运费用是元朝政府难以长期承受的。看来海都、都哇在西北地区的势力越来越大，元朝又难以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绿洲地区维持一支大军备其入侵，是导致撤退的主要原因。
〔115〕



元朝决定放弃斡端，并不意味着打算从今新疆地区全线撤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元政府命孛罗带到别十八里招集户数，并令甘肃贩济当地饥民。
〔116〕

 这表明元政府想继续控制畏兀儿地区。至元二十九年（1292），别十八里一带再次发生了战斗。《元史》记载道：





别失八剌哈孙盗起，诏［明安］以兵讨之，战于别十八里秃儿古阇，有功。贼军再合四千人于忽兰兀孙，明安设方略与战，大败之。
〔117〕







没有材料说明这些“盗”和“贼军”是什么人。不过“贼军”数量达四千人，无论如何也表明，在海都和都哇的步步进逼下，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控制已大大削弱了。

这一时期比较引人注意的事件，就是“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一职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的设置。阿鲁忽之子术伯属下兀浑察所部探马赤军，曾在斡端、可失哈儿一带作过战。至元三十年兀浑察“以疾卒，次子袭，授‘曲先塔林左副元帅’”。
〔118〕

 “塔林”之名已见于《突厥语大辞典》。“曲先塔林”作为地名，指的是曲先及其附近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地方。
〔119〕

 “曲先塔林左副元帅”，是至元末年元朝掌管天山南麓曲先及其附近塔里木河流域驻军的武职。兀浑察之子被授予此职表明，这一支探马赤军在元朝撤离斡端后，并未退回内地，而是留驻于曲先地区。联系前面提到的至元二十九年明安在别十八里和马纳思河附近的战斗可知：至元末年，元朝的军队在今天山南北地区的防区均越出畏兀儿地区的西境。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过去别十八里和火州是元朝在今新疆地区的统治中心，而这时别十八里和火州只是驻边诸王的辖地。元朝与海都、都哇在畏兀儿地区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史集》中也表现了出来。至元三十一年（1294）春，忽必烈死，成宗铁穆耳继立。《史集》在叙述成宗初年，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边境形势时写道：





最东方驻扎的是合罕父系的叔公甘麻剌……其后是哈剌火州之边，火州为畏兀儿城子，出好酒，位于合罕与海都边地之间，当地人同双方友善，并向双方贡献；再下面是察合台之孙阿只吉及阿鲁忽之子出伯；接着就是上面已经提及的吐蕃的丛山峻岭。
〔120〕







在拉施都丁的上述记载中，“火州位于合罕与海都边地之间，当地人同双方友善，并向双方贡献”之语十分引人注意。
〔121〕

 与此相应，拉施都丁在《合赞汗传》中提及此时的畏兀儿时也说：“一些省份，由于地处边境，军队时常往来，居民完全被消灭了，或四散逃走了，土地也荒芜了，如畏兀儿和其他海都的合罕之间的省份一样。”
〔122〕



拉施都丁的这些记载十分重要，它们弥补了汉文史料所缺，说明火州一带不但有元朝诸王的军队在驻守，海都、都哇的军队也常来顾。火州之民被迫向双方贡献，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为了增强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地位，元贞元年（1295）正月，元政府





立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蛮为副都元帅，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衅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





这年二月，元政府命北庭都元帅府“曷伯（即合伯）、撒里蛮、孛来将探马赤军万人出征，听诸王出伯（即术伯）节度”。
〔123〕

 元朝为加强在畏兀儿地区的防卫，不断向术伯一军补给。例如，元贞二年（1296）三月，





诸王术伯言，所部探马赤军懦弱者三千余人，乞代以强壮，从之。仍命出伯非奉命旨毋擅征发……以合伯及塔塔剌所部民饥，贩米各千石……六月已亥，给出伯军马七千二百余匹。
〔124〕







大德元年（1297）正月，





以边地乏刍，给出伯征行马粟四月。丙戍，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
〔125〕







尽管此时元政府仍不断增援河西至畏兀儿一线的西北戍军，但并无意恢复昔日在畏兀儿地区的支配地位，故一面增强术伯的力量，一面避免与海都、都哇在畏兀儿地区冲突。《析津陈氏先茔碑》记曰：［陈英］“参政甘肃，邠王木（当为术之误）伯总兵西陲，将辍戍卒万人耀武其地，需责星火。公（即陈英）言：‘边事贵不扰，无衅而动，适生戎心，况时未水草，必致人畜胥乏。’廷是其策，止之。”
〔126〕

 元政府的这种态度恐怕与海都、都哇在漠北的威胁越来越大有关。

元贞二年，火州、哈迷里一带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所以元朝暂时撤回了一部分戍军。《元史》记载道：“九月，辛卯，诸王出伯言汪总帅等部贫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驻冬，余悉遣还，至明年四月赴军。”
〔127〕

 大德元年七月，元政府调整曲先、畏兀儿一带的防卫，“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八月，成宗又令屯驻畏兀儿地的合伯“留军五千屯守，令孛来统其余众以归”。
〔128〕

 这里提到的孛来，即上面所述北庭都元帅府的将领孛来。

与元朝企图在畏兀儿地区维持现状的打算相反，都哇一直没有放弃侵占畏兀儿全境的打算，至元十二年以来，他在中亚始终对元朝保持着进逼的势头，而元朝则取守势，步步后退，双方的这种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到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夕，这时火州已不再为元戍边诸王所及，都哇也把火州完全看成自己的领地。
〔129〕



九　阔里吉思被俘与铁坚古山之战

元成宗即位后，除了床兀儿攻入八邻之外，元朝与都哇、海都之间还发生了两次重要的战事。其中的第一次致使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被俘，第二次即铁坚古山之战。

至元末年以来，元朝与海都、都哇的争夺重点移至漠北。《史集》在叙述至元末年时元朝与海都、都哇边界的形势时，举出了元朝沿边驻守的主要诸王的大将的名字，他们是甘麻剌、阔里吉思、床兀儿、囊家歹、阔阔出、阿难答、阿只吉和出伯。
〔130〕

 汉文文献也记载：因海都、都哇“时入为寇，恒命亲王统左右部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
〔131〕



大德元年（1297）四月，驻兵漠北的阔里吉思与敌遭遇。《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对这次战事记载道：





阔里吉思与敌“遇于伯牙思（今地不详）。或谓：‘俟大军毕至战未晚也。’王曰：‘丈夫为国死敌，奚以众为？’于是鼓噪而进，大破敌军，杀伤甚重，擒将卒百余人以献。诏嘉其勇果”。
〔132〕







次年（1298）冬，都哇乘元军不备发动突袭，一举擒获阔里吉思。汉籍和穆斯林史籍都有关于这次战事的记载。《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曰：





［大德二年］诸王将帅会于边，共筹边事，咸谓：“往岁敌无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骑至者甚寡，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兵备不可弛也。”众不以为然，王独严兵以待。是冬敌果大至，彼众我寡，三战三却之，王乘胜追奔北，深入险地，后骑莫继，不虞马伤而仆，至陷敌域。
〔133〕







《史集》也记载了这次因守军怠忽而招致的失利，但叙述战事经过与汉籍略异：





铁穆耳合罕即位后四年（1298），八剌之子笃哇来攻上述镇守边境之诸王和大臣。按军队的习惯，每戍所皆置斥堠。从西端之阿只吉与出伯戍所，至东面之木合里戍所，皆置驿站，各站皆有贵赤。此时他们逐站传报出现了一支大军。适诸王阔阔出、床兀儿和囊家歹会聚饮宴取乐。夜晚，当消息报至，他们已烂醉如泥，至不能上马。铁穆耳合罕驸马阔里吉思率军出战，而敌顷刻即至。因为他们［诸王等］之怠忽，左、右翼诸军未得到消息，且相去甚远，未能彼此协同。八剌之子笃哇率军追击阔里吉思。阔里吉思所率之军不过六千人，不能抵御笃哇，遂逃向一座山。敌军追上将其俘获，且欲杀之。他说：“我合罕驸马阔里吉思也。”笃哇之将下令不杀他，但将他囚禁。溃军逃至合罕处，合罕之叔阔阔出也因怠忽未曾参战，惧而避匿，数次遣人召之均不肯出。最后合罕遣阿只吉诱之出其藏匿之所。当溃败者来至合罕处，合罕深怒其诸将，命缚床兀儿与囊家歹至前，责之曰：“尔等岂可如此玩忽职守延误军机？！”
〔134〕







据《句容郡王世绩碑》，床兀儿确实参加了战斗，但未言及战败：





［大德］二年（1298），比（应作北）边诸王都哇、彻彻秃等潜师忽至，袭我火儿哈秃（按，今地不详）之地。火儿哈秃亦有山，甚高，其师来据之。王（按，床兀儿）选勇而能步者持刃四面上，奋击，尽覆其军，敛遁者无比。三年入朝，上解衣赐之，慰劳优渥，拜镇国上将军……





《史集》还提到，都哇获胜后，曾附于海都、都哇，后又归降元朝的诸王药木忽儿、兀鲁思不花及大臣朵儿朵怀率军尾追都哇，乘敌渡河之际击败之，虽未救出阔里吉思，然俘获都哇之驸马。
〔135〕



元朝与都哇、海都就是在作战时，也常互遣使臣，以转达各自要求。此次战后，依然如此。据《史集》记载：





元廷“大臣们议定释放笃哇之驸马，希望他也能放回合罕之驸马。适其时笃哇遣使臣来言：‘我等之所为已受惩罚，今阔里吉思在此，而笃哇之驸马在你处。’阔里吉思亦遣一伴当与使臣同来告曰：‘我虽平安，然无伴当为侍，缺乏粮食和给养。请派二三伴当并送一些物资来。’他们派出四个他的官员，携带丰厚食品物资，陪同笃哇之驸马前去。但这一行人到达之前，他们（指笃哇）等将阔里吉思杀害了，却辩解说，他们是将他送往海都处，在途中死了。”
〔136〕







蒙、元贵族就是身为俘虏，也要由自己原来的奴仆服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也记载了一次出使，并说明为首的使臣是阔里吉思的伴当阿昔思。碑文称：





阔里吉思被俘后，“敌初待之以婿礼，数欲诱降，应对之际皆效忠保节之语，又欲妻之以女，曰：‘吾不睹皇太后慈颜，非圣上命，不敢为婿。’卒不能夺其志。上悯王陷敌，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尽臣阿昔思，往在戎阵尝济王于险，众推可用，乃遣使敌。一见王于稠人中，首问二宫万安，次问嗣子安否，语未竟辄为左右所蔽，翌日遣还。王竟以不屈而终。”





阔里吉思死后，葬于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的卜剌之地。至大三年其子术安前往其地移运灵枢归葬故土。
〔137〕

 阔里吉思被俘于大德二年冬，药木忽儿等击败都哇当此后不久，阿昔思等出使都哇则可能在大德三年（1299）左右。

大德五年（1301），元朝与海都、都哇在铁坚古山（当在金山附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这次战事并非偶然发生，战前双方都有准备。

地处西方的术赤后王，自至元建元以来一向不大参与元朝与海都、都哇之争。元成宗即位之初，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之西的术赤兀鲁思东部汗伯颜，因其堂弟古亦鲁克（Küiluk）投靠海都、都哇，故遣使元成宗，要求联合对海都、都哇作战。伯颜的使臣向元成宗建议说：





陛下之军立即从东面进攻，屡受彼等骚扰之巴达哈伤王将支持我们，而回教国主（即合赞）——愿真主护佑他国祚绵长——必将从西面来助。我们将从四面八方来包围海都、都哇，且将其立刻致之死地。





对元朝来说，大举向西北用兵并非易事，故元成宗之母阔阔真合敦提议说：





我们在契丹及南家之国土已极广大，而海都、都哇之国僻远。若当兴师出征，将需时一二年事始能定，难保其间不发生某种变故，则或复需长期绥服之。为今计，莫如容忍。可复之曰：“我们赞成此举，请候命而动。”
〔138〕







海都似觉察到伯颜有意与元朝结盟，为防止腹背受敌，特遣其子伯颜察儿（Bayanchar）、抄、蒙哥汗之孙（昔里吉子）秃帖木儿（Töde-Temür）和阿里不哥子明里帖木儿（Malik Temür）率兵至伯颜封地之界，以隔断元朝与伯颜的联系。
〔139〕



大德二年的失败，促使元成宗改组漠北的军事指挥机构。因总兵于北的宁远王阔阔出“怠于备御”，大德三年（1299），成宗下令代之以海山。成宗对海山说：“是昔大帝授朕者，今以付汝。”足见他对海山出任漠北元军统帅所抱的期望。海山率唐兀人乞台普济就任，《乞台普济神道碑》记道：





至则训练六军，总裁法令，胥地所宜，可屯田者必分耕之，以佐军实，屠羊不汤其毛，而皮之与[image: alt]
 [image: alt]
 弃余诸物，皆集以市诸部，易皮为裘，御战士冬。





大德四年，“以文移无印，难杜罔欺，［乞台普济］又身入闻，得裕宗信宝以归”。
〔140〕



海山统帅漠北元军的次年，即大德四年，元朝出动大军西击海都、都哇。八月，海山“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元军乘胜西进，“十二月，军至按台山”。
〔141〕



大德五年（1301），海都约都哇会攻驻营于按台山的元军，双方遂在铁坚古山展开会战。从现存史料看，战争进程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都哇未能赶到。“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铁坚古山，因高以自保”，可能是在等待都哇前来。元军大将床兀儿“以其军弛当之，既得平原地，便于战，乃并力攻之，敌又败绩”。
〔142〕

 《武宗纪》也记载：“［大德］五年八月朔，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按，即铁坚古）之地，海都军溃。”
〔143〕



战争的第二阶段，二日后，都哇应约率军来援，“海都悉合其余众以来，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元军失利，诸王、驸马、众军悉被围。海山“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次日，双方再度大战，元军不利，“军少却，海都乘之”，海山“挥军力战，突出敌阵后，全军而还”。
〔144〕



《武宗纪》的这一段记载表明，此次会战元军未能获胜。《淇阳忠武王碑》的记述也透露出元朝军队作战颇不利，该碑文曰：





是年海都、都哇入寇，我为五军，王（即月赤察儿）将其一锋，交军颇不利，王视之怒，披甲持矛身先陷阵，一军随之出敌之背，五军合击，敌大崩溃，海都、都哇遁去，王亦罢兵归镇。
〔145〕







《囊家歹传》所反映出的元军战况更为艰苦：





武宗在潜邸，囊家歹尝从北征。与海都战于帖坚古，明日又战，海都围之山上，囊家歹力战决围而出，与大军会。武宗还师，囊家歹殿，海都遮道不得过，囊家歹选勇敢千人直前冲之，海都披靡，国兵乃由旭哥耳温、称海与晋王军合。
〔146〕







瓦萨夫更明白地说海都战胜了：海都、都哇遇元帝于两国境上海押立城数日程之地。依蒙古人习惯，双方遣使聚议，议不谐，遂战，海都仍胜，与前此诸役同，卤获甚多，意满还国。
〔147〕



这次会战给西北叛王也造成很大损失。汉文和穆斯林史料都记载了战后海都死去和都哇在会战中负伤的事。《武宗纪》曰：元军决围撤退后，“海都不得志去，旋亦死”。
〔148〕

 瓦萨夫说，海都归回，得疾死于沙漠中。
〔149〕



《史集》甚至说海都系因受伤致死。
〔150〕

 《史集》在提到都哇受伤时说：“［合罕之军］进至邻近海都境一地，两军相遇，发生激烈战斗。海都受伤，其军被迫溃逃。都哇因在远处，多日后始至。他们复攻之，战斗激烈，都哇亦受伤，而海都则因受伤致死。”
〔151〕

 至于都哇受伤的地点，《元史》说：“大德五年，战哈剌答山，阿失（亦乞列思孛秃之后）射笃哇中其膝，擒杀甚多，笃哇号哭而遁。”
〔152〕

 此哈剌答山即《武宗纪》之“合剌合塔之地”。

铁坚古山一战，海都、都哇的兵力损失得极为惨重。就在都哇受伤的哈剌答山，乞台普济之子“以数十骑出入其阵数四，所当披靡，莫之与敌，寇大骇却，皇上（即海山）乘之，遂大溃，斩首或不可级计”。
〔153〕

 该碑对战事开始时的情况描述道：“明年八月，寇大至，公（即乞台普济）教吾军表红衣于甲以自别，俾[image: alt]
 不迷，大崩其群，自是寇望红衣军则退不战。”《句容郡王世绩碑》在提到都哇之所受损失时说：“都哇之兵西至，与大军相挠于兀儿秃之地。王（即床兀儿）又独以其精锐驰入其阵，戈甲戛击，尘血飞溅，转旋三周，所杀不可胜计，而都哇之兵几尽。武皇亲见之曰：‘力战未有如此者。’”
〔154〕



《史集》第二卷对铁坚古山之战还有一段描述（俄译本将之译出，英译本缺此段），其中一些地名与汉籍所记勘同甚为困难，现录之如下：





又四年，海都与甘麻剌战于迭怯里古（Таклаку，按，即铁坚古）之地，其地系一山丘，札卜哈（Чапха）
〔155〕

 河流经其旁。起先，他们战于合儿巴塔（Харбата）之地，并约定于哈剌勒秃（Харалту）山附近会战。第3月，药忽撒儿（Юхусара）至，时已仲秋，合罕之军于次月追及海都，都哇又落在后面，他们（即合罕之军）与海都之军战，击溃之。次日，复相遇，遂战于哈剌勒秃一带，海都突然病起来，引军退。越一月，海都死于塔亦罕纳兀儿（Тайханноур）之地。十日后，人们负其遗体回大本营。”
〔156〕







铁坚古山会战是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至元末年以来，元朝在突厥斯坦节节后退，此次元朝出动了几乎所有驻在漠北的精兵，仍未能击败海都、都哇，这说明元朝难以单凭武力来制服海都、都哇。而海都、都哇分别与元朝、伊利汗国和术赤后王东支为敌，亦将自己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都哇之伤与海都之亡，大大削弱了叛王们的实力。战后仅时隔一年多，就有诸蒙古汗国约和之事，可见铁坚古山之战给双方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讨论了自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到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后四十年间的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关系发展简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关系历史演变的基础在于，元朝的建立使蒙古国的政治中心东移，时波斯与钦察之地的蒙古统治者实际上已自帝一方，处在中亚的蒙古诸王在这种情况下，力图占据从阿姆河到金山之间原属大汗管辖的地盘。对元朝来说，控制中亚不但对维护大汗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权力是必需的，而且也是保持中西陆路交通畅通的关键。所以元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中亚东部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经营。对察合台汗国来说，能否有效地控制中亚，是关系他们能否在当地立国的问题。因此引起了双方之间数十年的战争。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与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元朝皇室与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及包括海都在内的窝阔台汗国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元朝统治者视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为藩王辖地。双方在中亚的争夺在14世纪初已进入尾声。接着将要出现的是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和一个双方之间的频繁往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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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元史》卷19《成宗纪》。


〔75〕
 影印元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53，刑部卷之15。


〔76〕
 《元史》卷132。


〔77〕
 《佛林忠献王神道碑》，《程雪楼文集》，卷50，台湾《元代珍本文集》本。


〔78〕
 卡哈尔、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及研究》，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


〔79〕
 《元史》卷13《世祖纪》。


〔80〕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58～659；《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53～354。


〔81〕
 《元史》卷100。巴巴哈儿，韩百诗（Louis Hambis）复原为Babaqar，见《〈元史〉卷108〈诸王表〉注》，页130～131之间附表。


〔82〕
 史料对脱脱木儿、失里吉等人开始叛乱的时间有至元十二、十三、十四年诸说，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后凯歌词》自序，当以十三年冬为是。


〔83〕
 《元史》卷10《世祖纪》。


〔84〕
 同上注。


〔85〕
 《元史》卷63《地理志》。


〔86〕
 《元史》卷11《世祖纪》。


〔87〕
 《元史》卷165《綦公直传》。


〔88〕
 《元史》卷11《世祖纪》。


〔89〕
 冯家升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中，拉德洛夫（W. Radloff）在《畏兀儿语文献》（Uigurische Sprachdenkmaeler，1928年列宁格勒版，页134，文献78；页210，文献115；页211～212，文献116中，均将ulugh suu释为“大军”。李盖提在《元代的一份畏兀儿文文书考》（Ligeti, A propos d'un document ouigour deI'epoque mongol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7（1973），页1～18）中根据居庸关小字刻文造塔功德记以及《七星经》残卷，指出ulugh suu系指蒙古皇帝。参见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90〕
 见上引冯家升论文及拉德洛夫著作页19，文献15，第8行。


〔91〕
 《元史》卷89《百官志》。


〔92〕
 《永乐大典》卷19418，页4；《元史》卷13《世祖纪》。


〔93〕
 《元史》卷13《世祖纪》。


〔94〕
 《元史》卷14《世祖纪》；同书卷63《地理志》。


〔95〕
 《元史》卷14《世祖纪》。


〔96〕
 同上注。


〔97〕
 《元史》卷11《世祖纪》。


〔98〕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63；《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08。


〔99〕
 《元史》卷165。


〔100〕
 《元史》卷135。


〔101〕
 《元史》卷154。


〔102〕
 《元史》卷133《暗伯传》，页3237。


〔103〕
 《元史》，页2155～2156。


〔104〕
 《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载《中外史地考证》。


〔105〕
 《元史》卷14《世祖纪》。


〔106〕
 《元史》卷8《世祖纪》。


〔107〕
 《元史》卷14《世祖纪》。


〔108〕
 影印元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34，兵部卷之一。


〔109〕
 《元史》卷15《世祖纪》。


〔110〕
 同上注。


〔111〕
 《元史》卷100《兵志》。同书卷86《百官志》还记载：“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二，秩从三品。分掌斡端、别十八里田还汉军及大名、卫辉新附之军、并迤东回军。至元二十六年置。”


〔112〕
 《元史》卷15《世祖纪》。


〔113〕
 见本章注〔54〕所引华涛译文，页95。


〔114〕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


〔115〕
 持这一看法的有达尔德斯《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演变》（John W. Dardess, From Mongol Empire to Yau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载《华裔学志》卷30（1972—3）。不过达尔德斯关于1289年以后就退出了中亚的看法并不正确，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论述。


〔116〕
 《元史》卷15《世祖纪》。


〔117〕
 《元史》卷135《明安传》。别失，即突厥语Besh义为“五”，八剌哈孙，即蒙古语Balghasun，义为“城”。别失八剌哈孙即别十八里。别十八里秃儿古阇，今地不详，从名称上判断，当位于别十八里一带。忽兰兀孙，应为蒙古语Hula'an Usun，意为“红水”。清代马纳斯河以西有地名乌兰乌苏，亦为蒙古语，意为“红水”，应即此地。这一地区的某些蒙语地名从元代一直遗留至今。明安在别十八里击败叛军后，追击约600里，越畏兀儿地之西边养吉八里。


〔118〕
 《元史》卷123《拜延八都鲁传》。


〔119〕
 参见拙文《元代曲先塔林考》，载《中亚学刊》，创刊号，中华书局，1983年。


〔120〕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47～648；《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37～338。


〔121〕
 畏兀儿的这种处境巴托尔德和伯希和都已注意到，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译本，页187；《马可·波罗注》，页164。


〔122〕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1104；《史集》第三卷，汉译本，页553。


〔123〕
 《元史》卷18《成宗纪》；并参见同书卷122《按札儿传》。


〔124〕
 《元史》卷19《成宗纪》。


〔125〕
 同上注。


〔126〕
 张养浩《归田类稿》卷9，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127〕
 《元史》卷19《成宗纪》。


〔128〕
 同上注。


〔129〕
 哈沙尼（Qasani）《完者都史》（Tarikh-i Uljaytu），玛利亚姆·帕尔维西—伯格（Maryam Parvisi-Berger）校正文本，页34；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Goettingen，1968）。最早注意到此时火州已为都哇占据的是美国学者爱尔森，参见其论文《十三世纪的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


〔130〕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47～648；《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184～185。


〔131〕
 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碑》，《国朝文类》卷23；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3之2；参见《元史》卷119《博尔术传》。


〔132〕
 《国朝文类》卷23；参见《元史》卷118《阿剌忽思剔吉忽里传》。


〔133〕
 同上注。


〔134〕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75～676，这里囊家歹误作TAKTADAI；《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82～383。


〔135〕
 《史集》第二卷将药木忽儿、兀鲁思不花等人降元成宗事系于阔里吉思被俘之后，误。据《元史》卷19《成宗纪》元贞二年（1296），驻于火州附近的出伯军贫乏，“海都兀鲁思不花部给出伯所部军米万担”。“海都兀鲁思不花部”犹言海都所属兀鲁思不花部。据《句容郡王世绩碑》记载，药木忽儿等人降元事在元贞二年。《元文类》卷59《博罗欢神道碑》则有：“大德元年叛王药木忽儿、兀鲁忽不花来归”之语。然《元史》卷166《张均传》记载，大德元年之前，元朝已令药木忽儿北征，故药木忽儿等人降元成宗，当以元贞二年为是。


〔136〕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77，《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85。


〔137〕
 刘敏中《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中庵集》卷4，元刊本。


〔138〕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78；《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86。


〔139〕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09；《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119。


〔140〕
 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牧庵集》卷26，《四部丛刊》本。碑中记海山至漠北的时间为大德二年，当以《元史》卷22《武宗纪》所记大德三年为是。


〔141〕
 《元史》卷22《武宗纪》。阔别列即《乞台普济先德碑》中两次提到的库布哩。据此碑所记，库布哩位于金山南。《句容郡王世绩》提到“海都兵越金山而南”，这里的南，根据突厥方向，实指东。由此可以假定库布哩在金山之东，与“军至按台山”之语相吻合。关于海山到漠北以后的活动，可参见松田孝一《海山之出镇蒙古西北》（《东方学》第64辑，1982年）。


〔142〕
 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


〔143〕
 《元史》卷22《武宗纪》。


〔144〕
 同上注。


〔145〕
 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


〔146〕
 《元史》卷131。旭哥耳温，今地不详。


〔147〕
 《瓦萨夫史》德黑兰1959年波斯文刊本，页450。巴托尔德认为，瓦萨夫关于海押立位于海都边境的说法，与后来察八儿即位于叶密立河畔的事实相矛盾（《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译本，页186～187）。海押立这个名称入元以后在汉文史料中很罕见。但《史集》记元成宗即位时，提到晋王甘麻剌在漠北的辖地西至海押立。见卡里米刊本，页672；《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77。


〔148〕
 《元史》卷2《武宗纪》。


〔149〕
 《瓦萨夫史》德黑兰1959年刊本，页450～451。


〔150〕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448、538、547；《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15、167、184。在卡里米刊本页448中，海都误作Baidu。关于海都究竟是否因受伤致死，参见拙文《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页49～50。


〔151〕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76；《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86。


〔152〕
 《元史》卷118《孛秃传》。在张士观的《驸马昌王世德碑》（《国朝文类》卷15）中称：“岁辛丑（1301），与都瓦战，射中其足，败之，成宗录其功”，但未言及交战地点。


〔153〕
 《乞点普济先德碑》，《牧庵集》卷26。


〔154〕
 《道园学古录》，卷23。


〔155〕
 《史集》在叙述蒙哥之子玉龙答失背叛阿里不哥时也曾提到：“玉龙答失在蒙古斯坦阿勒台沙漠（rig）前一条名叫扎卜哈沐涟的河畔”（见卡里米刊本，页628，《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305）。《忽必烈汗纪译释》注曰：“札布罕沐涟，即今地图匝盆河，清内府地图作札布干。”


〔156〕
 《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19～20。这里《史集》对海都之死的说法，与《瓦萨夫史》和《元史》相似。参见本章中注〔119〕所引拙文。药忽撒儿，《史集》第二卷汉译者认为即月赤察儿。


第五章　察合台汗国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

一　肯切克（Kenjek）城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本书第四章第三部分引述的波斯史家瓦萨夫的著作，在叙述八剌与海都的矛盾时，两次在提到塔剌思城之后，紧接着提到另一个城——肯切克（Kenjek）。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史集》：“［伊斯兰太阴历］667年（1269）春，所有这些诸王都会聚于塔剌思和肯切克草原。”
〔1〕

 这一点对确定肯切克城的所在地很重要，下面将作讨论。

肯切克在波斯文中写作KNJK。笔者在写作《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2〕

 一文时，曾注意到瓦萨夫的叙述，并根据哈默·普尔格施塔勒（Hammer-Purgstall）的德文翻译中肯切克城的译写Kundschuk，试图将此城比附为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中提到的换扎孙。今查瓦萨夫书波斯文原文，方知不然。
〔3〕

 肯切克（Kenjek）这个名称，在《史集》巴库波斯文合校本所据的各抄本中，有种种讹写形式，除德黑兰抄本以外，各抄本的写法的差别只在于此名词中字母-N-的音点有无，或音点位置不同而已，唯德黑兰抄本脱漏字母-N-。
〔4〕



肯切克的名称数见于《突厥语大辞典》，该辞典说肯切克是塔剌思附近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位于钦察（Qipchaq）之边的地名，又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
〔5〕

 按照可失哈里的说法，肯切克人使用的不是纯粹的突厥语。作者说：





最高雅的诸方言，属于那些只懂一种语言，那些未与波斯人相混居，那些通常不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那些使用两种语言的人，那些与城镇民众相混居的人，例如粟特人（Sogdaq），
〔6〕

 肯切克人（Kenchek）和阿鲁温人（Arghu），在发音中有某种含混［现象］。
〔7〕







在哈剌汗朝，人们认为最纯正的突厥语是一种名为“可汗的语言”（Khaqani）的官话，即建立哈剌汗朝的那个突厥部落所操的方言；而在可失哈儿周邻的农村，通行的是肯切克语（Kencheki）。换句话说，肯切克语不仅通行于肯切克，而且通行于这个王朝的东都可失哈儿。《突厥语大辞典》这样记载：“可失哈儿有许多村子，那里使用肯切克语（Kencheki），但在主要都市（指可失哈儿），［人们使用］被称为‘可汗的语言’的突厥语。”
〔8〕

 肯切克人之所以使用不纯粹的突厥语，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母语是另一种语言——很可能是东伊朗语的一种，他们大概是一支突厥化了的操东伊朗语部落，当时已被视为突厥部落的一支，但他们语言同化的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7世纪塔剌思以西之地均称为粟特，由此看来，肯切克人的母语应该是粟特语。

至于所谓肯切克语，可失哈里说：“于阗和肯切克人把每一个词首元音alaf都变成ha。由于这一点，我们不把他们划入突厥人，因为他们在突厥语中插入了不属于突厥语的成分。例如，突厥人称父为ata，他们则称为hata［突厥语］；母亲是ana，但他们说hana。”
〔9〕

 因为语音的差异，可失哈里又把肯切克人划入非突厥人。但是从他列举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词及他叙述的肯切克语与其他突厥语之间a→ha的词首元音音变规律看：“肯切克语”并不指他们的母语，而是指他们所操的突厥方言。看来使用“可汗的语言”的哈剌汗朝统治民族是一批外来者，肯切克人则是当地的土著，他们突厥化的过程在哈剌汗朝征服于阗以前已经开始。

上面所引述的史料使“肯切克”与塔剌思这两个地方与相距甚远的可失哈儿发生了联系。米诺尔斯基试图解释瓦萨夫书中的肯切克城，与《突厥语大辞典》中提到的可失哈儿城外操肯切克语的居民的关系。他认为瓦萨夫提到的肯切克，或许是可失哈儿周围操肯切克语的部落所建立的移民点。
〔10〕

 在11世纪，塔剌思附近的肯切克城与可失哈儿城外的肯切克部落是并存的。可失哈里提到的塔剌思附近位于钦察之边的肯切克城一直存在到蒙古时代，而米诺尔斯基所假设的肯切克城的建立者，可失哈儿周围的土著肯切克人却不再见于文献记载。在11世纪，塔剌思附近的肯切克城的全名是肯切克·升吉儿（Kenchek Sengir），
〔11〕

 即肯切克岬。巴托尔德在引述了上述可失哈里关于肯切克的记载后，说肯切克的名字不见于任何其他史料。
〔12〕

 这无疑是错误的。像他这样熟读穆斯林史籍的巨匠竟会这样写，很是奇怪。巴托尔德还说，阿鲁温（Arghu）这个名称也不见于任何史料。
〔13〕

 其实可失哈里提到的阿鲁温，是元代回回人中一个很常见的姓氏，足见Arghu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蒙古时代以后。

从《史集》、《瓦萨夫史》和《突厥语大辞典》的记载可以推定，肯切克和塔剌思是两个相邻的地方。蒙古时代的其他文献在提到肯切克时，常同时提到塔剌思。例如志费尼在叙述蒙古国镇守阿姆河以西呼罗珊之地的大臣阿儿浑在赴蒙古本土的旅程时写道：“一行人不断赶路，来到答剌思，这时传来了贵由汗的死讯，恰好野里只吉带同时到达该地。异密阿儿浑和一群蒙古人去迎接后者，轻装前进，他命令灭力克和萨都拉（Sadr）留在肯切克。野里只吉带极力催他回去组织大军，准备军队的装备……”
〔14〕

 这段史料中的肯切克一名，波斯文校勘者可疾维尼无法识读，只得照字形写作K？？K，英译者波义耳校作Kenchek，并作了勘同研究。波义耳的勘同无疑是正确的。志费尼书中的这个肯切克，一定是一个离塔剌思不远的地方。

除此而外，鲁卜鲁克在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一个叫Kinchat的城，一般学者都把它附为上面提到的Kenjek，同时鲁卜鲁克在他的描述中也提到了塔剌思：





在万圣节后第八天（the octave of All Saints），我们进入一个称为Kinchat的萨拉森人的城子，城子的长官拿着蜂蜜和酒杯到城外来迎接我们的向导。因为这是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我询问这个地区的名称，但是由于我现已进入另一个地区，他们除了这个城子的名称之外，不能告诉我任何东西。这个城子很小。一条大河从山上流下，他们引水灌溉了整个地区。这条河不流入任何海，而是被土地所吸收，并形成若干沼泽……第二天我们来到另一个村落……我也询问塔剌思城的情况。
〔15〕







这里提到的城，道生（Christopher Dawson）认为可能是斋桑泊之南的塔城（Tarbagatai）一带的Chuguchat，道生还把流经此城之侧的大河当成今之楚河。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柔克义将Kinchat勘同为乌马里书中的Kenjek和《突厥语大辞典》中的肯切克岬（Kenchek-Sengir）。鲁卜鲁克书汉译本注释者周良霄注意到道生的错误，指出流经那里的大河应当是塔剌思河。
〔16〕

 还有一点应当提到，鲁卜鲁克所述“……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一事正于他在后面所提到的拔都和蒙哥统治的分界相对应，这一分界穿越塔剌思和垂河之间的草原
〔17〕

 。Kinchat城的长官有义务迎送拔都和蒙哥的使臣，说明该城位于拔都和蒙哥统治交界处西侧，故这里提到的“一条大河”，显然是塔剌思河。

前面已经提到了乌马里，这里必须专门提一下他的记载。乌马里死于14世纪中叶，是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史家，他著有《眼历诸国纪行》一书，记蒙古人事甚多。在众多的提到肯切克城的史料中，只有他明确地说出了肯切克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塔剌思的关系。今择其要者录之如下：





自撒麻耳干至汗八里（按，即元大都，今北京）的路程应［为］：自撒麻耳干至养吉20日程。养吉由4座城组成，互相距离为一个帕剌伤（Parasang），各有自己的名字：养吉、养吉八里、肯切克（Kenjek）和塔剌思。自上述城市养吉至阿力麻里为20日程。
〔18〕







据此，我们得知，肯切克和其他三座包括塔剌思在内的城构成一个大城，名曰养吉（yangi＜突厥语yengi，译言“新”，此言新城）。由几个邻近的小镇子合为一座城的现象在古代中亚是很常见的，例如别十八里本身就是五城的意思。帕剌伤为波斯长度单位，约相当于我国市制十三里。肯切克离塔剌思的距离是很近的。这四座城镇中，塔剌思是最著名的，自《汉书·陈汤传》中的“都赖水”的名字出现起算至蒙古时代，已有一千余年历史，肯切克也很出名，11～14世纪的历史文献中不断地与塔剌思一起出现。但鲁卜鲁克的记载却告诉我们，它在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

明初陈诚西使时曾路过塔剌思，他称之为养夷。据他描述：





养夷城在塞蓝之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长数百里，多荒城遗址，年久湮芜。盖其地界乎别十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更相侵犯。故人民无宁，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数百人守此孤城而已。（《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叶十五）





由此可见，至元末明初，塔剌思已经基本废弃，肯切克的名字已不被提及了。

二　中唐到元初曲先地区的历史

“曲先塔林”这个名称在《元史》中屡有出现。例如，《拜延八都鲁传》载：至元三十年（1293）元政府授兀浑察之子以“曲先塔林左副元帅”。
〔19〕

 《成宗纪》载：元贞元年（1295）元政府设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
〔20〕

 这些在本书第四章第八部分“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与北庭都元帅府”中已经提到。“曲先塔林”今在何处，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明代严从简所撰《殊域周咨录》及其他一些明代地理书认为，元代的曲先塔林元帅府（按，应为都元帅府）设在明代撒里畏兀儿地区的“曲先卫”治地；近人岑仲勉先生和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认为，“塔林”就是塔里木河。
〔21〕

 新加坡学者肖启庆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曲先塔林”是一座位于别十八里之西的城。
〔22〕

 对“曲先塔林”的说法歧异如此，可见这个问题尚未有定论。本书以下几节拟就平日读史所见史料，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曲先塔林”应是“曲先”和“塔林”两个名称的合称。

“曲先”为元代对龟兹的突厥语名称Küsen的汉语音译，此名由于所谓吐火罗语的讨论，几十年来引起了各国东方学家的强烈兴趣。
〔23〕

 曲先在元代又称苦先或苦叉。在唐代，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除咸亨年到长寿元年的二十余年外，龟兹一直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贞元初（8世纪90年代），其地入吐蕃，此后，内地人不详当地情况。今人欲知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历史，非研究各种史料不可。

唐初大食帝国在西方的崛起和840年以后回鹘部众自漠北迁居高昌，都是对后来龟兹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大食人来到东方后，穆斯林学者写下了许多舆地著作，其中不乏有关中亚史地的材料。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无名氏地理书《世界境域志》对龟兹的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反映出龟兹一带当日的面貌。该书写道：





5、KUCHAN（曲先）是一个小镇，居民为吐蕃人和中国商人……

10、KUCHA（原文如此——按，即苦叉）位于边境，属中国，但九姓乌护（Toghuzghuz）经常袭击居民。城内多乐趣之事。
〔24〕







可见在唐经营西域之时，这里尚未完全为说突厥语的民族所占据。唐退出中亚后，龟兹地区经历了回鹘统治（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两个阶段。

龟兹曾受高昌回鹘的统治，这一点可以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找到不少证据。例如《王延德使高昌记》说到高昌回鹘的辖地时称：“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
〔25〕

 元代畏兀儿亦都护的后人也称其先祖自漠北迁居交州后，“统别十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
〔26〕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龟兹出使宋朝的使臣曹万通对宋臣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
〔27〕

 缪勒刊布的火州出土的木杵铭刻也说明，上述史书关于高昌回鹘辖境的记载绝非虚夸。该火杵题辞云：





火羊年（丁未年）二月新月第三日（即初三日），当我们的可汗君·爱·登里罗、汩·没密施·羽禄·汩·Ornamish. Atpin. ardamin颉·咄登密施·合·阿悉兰·骨咄录·阙·毗迦·登里可汗……在位时，统治东自沙州（Sachiu）西达笯赤拔塞干（Nuch Barsxan）时，当颉·于迦斯·合·都督·于迦统治雄伟高昌（Qocho）国时……
〔28〕







上述这几段史料中提到的样磨（Yaghma）的牧地在今喀什一带，割禄即葛逻禄，分布于今库车以西直到楚河流域，拔塞干位于热海之滨，龟兹当然包括在这一广大范围之内。
〔29〕



龟兹受制于西迁后的回鹘当始于840年以后不久。《新唐书》记曰：





至德（756～758）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758～759）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766～779）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沙岭，众至二十万。
〔30〕







“特庞勒”或为率十五部回鹘奔葛逻禄之“庞特勤”。《资治通鉴》则云庞特勒部众居安西（龟兹）：





［宣宗大中十年（856）］三月，辛亥诏……会昌（841—846）中虏廷丧乱，可汗奔亡……近有降者云，已庞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已庞历，即庞勒，以华言译夷言，语转耳，庞勒见上卷二年）。
〔31〕







回鹘在天山南麓立足的史实还见于大食地理学家的记载。例如马素迪说，在他的时代（他死于956年），九姓乌护之国从呼罗珊一直伸展到中国，其首府称Kushan（即曲先）。
〔32〕



宋人的记载也反映出这一点。《宋会要辑稿》云：





龟兹为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戴宝装冠，著黄色衣，与宰相九人同理国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





此外，宋人还称西州回鹘可汗为“大回鹘龟兹国安西州大都督单于军克韩王”。
〔33〕



可见，北宋初年，内地汉人对回鹘人和回鹘化了的龟兹人已不加区分，皆称回鹘，唯在“回鹘”一词前冠以地名，或称“回鹘别种”以示区别，这亦反映出宋人对当地民族的实际了解程度。

随着哈喇汗朝的强盛，龟兹地区在11世纪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地人反抗回鹘，并摆脱了回鹘的统治。据波斯学者奥菲（Aufi）记载，龟兹的突厥族穆斯林英雄Chizr（Chidr）匐战胜了回鹘国。由于他在喀什噶儿汗反对其敌人的斗争中提供的帮助，他自喀什噶儿汗处得了可汗的称号。
〔34〕

 《突厥语大辞典》举出的回鹘五城是：高昌、别十八里、唆里迷、彰八里和仰吉八里，
〔35〕

 并不包括龟兹，这反映出回鹘势力向东退缩的事实。至于曲先，可失哈里则称之为：“一个位于回鹘之边的，称作龟兹（Kuja）的城镇的名称。”
〔36〕

 非但龟兹不属回鹘，连龟兹之东的布告尔（Bögör，今轮台）也不属于回鹘。可失哈里称布告尔是“一座回鹘与龟兹之间的，位于高山上的城堡，是边界斥候之一”。
〔37〕



据巴托尔德称，可失哈里说，当时穆斯林文化在东北达龟兹和布告儿（Bögör），南抵约昌（Cherchen，今且末）。
〔38〕

 笔者在过去也引述过这一点，
〔39〕

 今查《突厥语大辞典》哈佛大学译本，方知并非如此。可失哈里在约昌（Jurcan）这个词目中只提到它是“前往中国的道路上伊斯兰的边界之一”。
〔40〕

 至于龟兹和布告儿，可失哈里书中除了上引提到他们是回鹘的边界的内容之外，并未言及其他。足见巴托尔德上述观点并不是可失哈里的原话，而是他自己的推断之词。

当时的汉文史料中仍有龟兹人崇奉佛教的记载。例如：成平六年（1003）六月六日“龟兹国僧义修来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等物；天禧元年（1017）四月“克韩王智海遣使张复贡玉”等物。智海这个名字说明克韩王本人可能就是佛教徒。乾兴元年（1022）“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
〔41〕

 。《宋史》记载，龟兹“自天圣（1023～1031）至景祐四年（1037），入贡者五，最后赐以佛经一藏”。绍圣三年（1096），龟兹使臣“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从这些记载中看不出龟兹与畏兀儿在文化上有多大差别。高昌在王延德时代有“佛寺五十余区……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
〔42〕



西辽统治时期和蒙古征服时代初期，高昌回鹘的范围似乎也不包括龟兹。龟兹似属斡端和可失哈儿，即西辽统治下的哈剌汗朝余部。当时龟兹的首领是黑邻赤哈剌。拉施都丁在叙述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子桑昆逃奔龟兹国时写道：“［桑昆］逃离，至吐蕃（《圣武宗征录》作波黎吐蕃部）之地，打算［居］于此。吐蕃民众逐之出境，桑昆的那可儿们散亡，他又自彼处逃脱。斡端、可失哈儿边境有一地，名曰曲先（Kūsān，Kūshān），此处算端曰黑邻赤哈剌（Qilinj-Qarā，此用《圣武亲征录》译名），他于Jahār-Kaha（《圣武亲征录》作彻儿哥思蛮）之地寻得桑昆，杀之，并获其妻子。”
〔43〕

 在上述史料中，拉施都丁称曲先为“斡端、可失哈儿边境”一地，又称其首领为“算端”，曲先当日之地位可以想见。

三　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玉石之路

黄河是古老中原文明的母亲，古人曾竭力想知道其源头何在。古籍曾笼统地提到，黄河源于昆仑，并把原本是内陆河的塔里木河误以为黄河上源。这种谬说本不值一驳。但是追寻这种谬说的形成历史，剖析其产生的条件，淘洗出其中包含的相对真理，却使我们看到，认识塔里木河这条养育了西域古老文明的河流，是经历了一个极长的历史过程的。

《山海经》卷2《西山经》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
〔44〕

 又曰：“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
〔45〕

 又《尔雅》释水：“河出于昆仑虚，色白”，汉武帝初年成书的《淮南子》亦载：“河水出昆仑东北陬”，“河水九折注海而不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张骞凿空以前，中原与西域已有往来。先秦中国对西域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采玉有关。成周之会，莎车、月氏等以橐[image: alt]
 、白玉等物为献。
〔46〕

 夏伦教授（Gustav Haloun）50年前已注意到史籍所记纪元前4世纪月氏向中原贡玉事。
〔47〕

 《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行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穆天子至昆仑之丘的“珠泽之数”时，当地人“乃献白玉石”。
〔48〕

 同书（卷2，卷4）又记载，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山海经》称，昆仑之西“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49〕

 同书卷13（页601）《海内东经》亦记：“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76年对殷墟5号墓进行发掘，墓主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妇好。这个遗址共出土玉器755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子园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内）。这批玉器中的约三百件先后经由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结果是，其中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糖玉很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上述玉料，按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软玉是透闪石Ca2
 Mg5
 [Si4
 O11
 ]2
 （OH）2
 和阳起石Ca2
 （Mg1
 Fe）5
 [Si4
 O11
 ]（OH）2
 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有光泽，略透明。
〔50〕

 和田玉既可开矿挖掘，也可以在河谷内采集。开矿所得的文献上称山料，在河谷内采集的称为籽玉。这次鉴定的青玉中，有一些带玉皮和“石根子”，玉心部分精料并不太多。推测当时除采集籽玉外，也可能采掘接近地面的玉矿。
〔51〕



1949年前李济曾鉴定殷墟出土有刃石器444件，其中有玉7件，认为它们不像于阗玉，也不像西南玉，它们都是南阳玉。
〔52〕

 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也曾考虑台北中央研究院博物馆内殷墟出土的玉象的质材是南阳独山玉。
〔53〕

 但夏鼐已指出，李济的论文“没有说明南阳玉在矿物学上是什么矿物，同时似乎也未经科学鉴定”。
〔54〕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等3位学者提到，殷墟妇好墓中有40件玉器，“其中多数与现在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与新疆和阗（田）玉相似”。
〔55〕

 岫岩玉与和田玉属于不同的矿物。组成岫岩玉的主要是蛇纹石（Mg［SiO］（OH））。按，上述300余件妇好墓玉器的鉴定结果，与这些过去的鉴定恰恰相反，只有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另有一件玉戈，有人认为像南阳独山玉。
〔56〕



中原人喜用和田玉的传统，至汉代也没有改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培善在研究满城金缕玉衣时，对玉衣的玉质进行了化学分析，断定不是岫玉而是软玉。当他把化学分析结果同已知产地的软玉比较时，又发现很像和田玉。由此推测出玉材可能来自新疆和田。
〔57〕

 由此我们可知，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这种玉石贸易，必定是十分频繁的。

先秦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支持人们对黄河源作科学考察。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探索了“黄河重源说”产生的原因。笔者打算补充的是：古代携玉来中原贸易的西域人和中原赴昆仑的采玉人，一定对自西向东流淌的内地的黄河和西域的塔里木河这两条大河发生过某种联想。古代西域最著名的玉石产地是于阗，汉代把阳关一带称为玉门，
〔58〕

 从这一点推测，当时的玉石之路取道于河西走廊。当然这也是最便捷的路线，而恰恰偏离黄河源。我们推测古代人类简单直观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把眼前的自西向东奔流的域外大河，与自己故乡的那一条朝同样方向流去的大河联系起来，自然地产生塔里木河和黄河是同一条河的概念。此应《水经》所谓“河水昆仑虚，在西北……出取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之所本。

笔者认为，昆仑之玉主要指和田玉。估计当时往来于途的采玉携玉人，多沿塔里木河的南源于阗河谷行走或泛舟。故而古籍中一再说黄河源出于昆仑之丘，即《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多玉石”的于阗南山。塔里木河有两条主源，其一是前述之于阗河，其二是今叶儿羌河。从玉石贸易的角度看，古人的河源乃指于阗河。今叶尔羌地方出玉一事，估计汉代以后才广为中原所知。
〔59〕



四　塔里木河潜流重源为黄河说的产生

中原与西域之间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是在张骞出西域之后。中原人明确地把塔里木河指认为黄河上源，也是在张骞归来后。张骞出使途中，曾为匈奴所执，留匈奴西。后亡出，赴大宛（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那盆地）。我们从他未路过乌孙判断，他大约是沿天山南麓而行，取道今喀什前往费尔干那盆地的。归途中，他曾试图取道南山（昆仑山北麓），从羌中道，也即从于阗入青海返回。大约今甘南至青海一带当时也为匈奴所控制，所以他再度为匈奴所得。

在这些复杂的经历中，他必定听说了想象中的黄河上河——塔里木河的情况，甚至可能亲历其地。故脱走后他回到汉地，向武帝报告：





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
〔60〕







这段记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说明张骞在西域时曾认真地思考，并曾同当地人一起讨论过塔里木河的走向与黄河源的关系问题。很清楚，他意识到于阗河的下游并不与黄河直接相通，而是注入盐泽，即罗布泊。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发现了塔里木河是一条内陆河。显然是因为受传统的黄河源于昆仑之丘的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流沙中河道当为沙丘阻塞时，往往渗入沙碛，有时在下游某处重新汇聚成川的现象的启发，张骞和与他一起讨论调查的人得出结论：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罗布泊渗入地下，复出后成为黄河。

《史记》中华书局校勘本3160页对罗布泊潜行地下这一段文字标点如下：“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笔者的标点如前文所示。两者差别的关键在于对“其南则河源出焉”一句的理解。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其南”指盐泽之南；而笔者的理解“其南”指于阗河。“河源出焉”，指塔里木河——也就是所谓的黄河上游——源于阗南山，而非指在积石山重出的河源。“多玉石”的地方也是指于阗，而非指所谓“塔里木潜流后重源复出”的积石山。恰在此句之下，《史记》索隐引述了四种文献及注家的解释，其中三种复述了于阗河为黄河上源之说，足以说明笔者的标点符合司马迁的文义，也同于《史记》索隐的理解。从《史记》的记载看，在塔里木河的诸上源中，张骞所知道的，只是南源于阗河。这就是说，他把于阗河看作塔里木河的主河道。

张骞以开外国道而得尊贵后，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出使。汉武帝认为西域绝远，非人所乐，听而遣之。他下诏广募民间人士，具备前往。即出使失败，亦命复使，以立功自赎。一时“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李广利对大宛的征伐，大批汉将吏士进入西域屯田驻守，以及西域诸国王子贵族入质观光，使汉廷对西域的人文地理了解加深。《汉书·西域传》已能描述今南疆地区的地理概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北山指天山，南山即昆仑山。位于中央的河，就是塔里木河。又云：“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时，中原人已经发现，所谓黄河止游塔里木河，除了已知的南源于阗河以外，尚有另一源葱岭河，即今之叶尔羌河，出于葱岭。两河汇流后，东入罗布泊。上述记载中“皆以为潜行地下”一句，说明当时西域和中原的许多人虽然接受了张骞带回汉地的假设，但尚未到完全相信的程度，大约还有些将信将疑。汉武帝可能是因为收到了其他使臣的考察报告，十分相信张骞等的话。《汉书·张骞传》记载：“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我们不知道，汉武帝所查证的古图书是什么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宫廷所藏之古图书并未说明河所源出的昆仑山在什么地方。中原与西域之间距离遥远，往来不便，主要是通过玉石贸易的途径来传递消息。所以古人对传说中的黄河所出的昆仑之丘只有模糊的概念，但其地多玉石却很清楚。入汉以后，随着人们对西域的地理知识的日益丰富，中原与西域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南山—于阗河—盐泽—积石—黄河的线条被明确地勾画出来，古籍中的昆仑之丘也就与南山联系了起来。如果撇开黄河潜流谬说的消极意义，就人类对塔里木河水系的认识来说，汉使“穷河源”可以说是有意识地科学踏勘塔里木河的开始。

五　徙多河是塔里木河吗

先秦到汉代中原人与西域人共同形成的把塔里木河和黄河视为一条河的看法，也影响到佛教徒。印度人把人类居住的大地称为赡部州，又作剡浮州、阎浮提州，这些都是Jambudvipa的音译。印度人认为地中央有赡部树（jambu）。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人的地理知识范围扩大到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他们认为赡部州为四主所统。东晋译经师印度人迦留陀迦（kalodaka，此曰“时水”）译《佛说十二经》谓：





阎浮提（赡部州）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城，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
〔61〕







唐辩机对此补充说：“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
〔62〕

 从东晋到唐代，历史过去了约三百年，印度人“四主”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道宣《释迦方志》认为，赡部州“四主所统”。第一主称象主印度王，所谓“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俗风躁烈，笃学异芳，是为印度国”。第二主称宝主胡王，所谓“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货，是为胡国。”这里胡国应指波斯、大秦诸国。第三主称马主突厥王，所谓“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名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毛衣，是突厥国”。第四主称人主至那（中国）王，所谓“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所谓振旦国也。上列四主，且据一洲，分界而王”。
〔63〕



为了与这种新的人文地理概念相适应，印度人把赡部州，也就是人类居住的世界的中心移至雪山—帕米尔高原。印度人注意到，雪山，即帕米尔山辐射出去的诸山，是今天亚洲大陆诸大河水系的分水岭。他们遂设想，雪山中有所谓阿耨达池，由此分水岭发源的诸河，成为世界的著名大河。印度人继而认为，世界上有四条大河，即恒河、印度河、阿姆河和徙多河。有的佛典宣称世界有五条大河，但前四条仍然是上述四条河。其中徙多河是我们注意的重点，因为它后来与塔里木河发生了关系。查检了有关资料后，笔者发现可将有关徙多河的文献，按翻译或写作时代分为两大部分：唐以前和唐代。而如果按作者活动的时代来划分这些资料，结果也是一样。

（一）唐以前文献有关徙多河的记载

西晋沙门法立和法炬所译之《大楼经》卷1《阎浮利品第一》记阿耨达池云：





东有大流江，下行一江，有五百部河，绕阿耨达龙王，东流入大海；阿耨达龙王南有大江，名和叉（按，即博叉），有五百部河，绕阿耨达龙王，流入大南海（按，此河流向明显有误，见后）；阿耨龙王西有大江，名信陀，有五百部河流，绕阿耨达龙王，入大西海。阿耨达龙王北有大江，名斯头（按，即徙多），有五百部河流，绕阿耨达龙王，入北海。
〔64〕







上述记载中，第一条河应该是恒河，原文或许有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斯头河（徙多河），它向北流，入北海。我们可试比较下面的记载。

佛藏中有《那先比丘经》，记那先生平及他与北印度大秦国阿荔散城人，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朝统治者弥阑陀的对话。此经译者失名，一般认为是东晋时所译。其中提到：





世界“有五河，河有五百小河流入大河。河者一名恒，二名信他（按，即印度河），三名私他（按，徙多河），四名博叉（按，阿姆河），五名施披夷（？）尔。五河水昼夜流入海。”
〔65〕







这五条河中的前四条已在《大楼炭经》中提及。但《那先比丘经》未言及私他（徙多）河的流向。

后秦弘始年（399～415）佛陀耶舍及竺佛念所译之《佛说长阿含经》卷18《第四分纪经阎浮提州品第一》记徙多河云：





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按，徙多河），从象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
〔66〕







上文的东海指今孟加拉湾，南海指今阿拉伯海，西海即《水经注》之雷翥海，今指里海。婆叉河（阿姆河）当时流入里海；而关于斯陀河（徙多河），这里指出，从阿耨达池北“象口”流出，入北海。取斯陀河这个译名的，还有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的《正念处法经》：“如阎浮提四大河，所谓恒伽河，辛头河，婆叉河，斯陀河。”
〔67〕



释迦牟尼的弟子迦旃延子（Katyayani-putra）所撰《阿毗坛毗婆沙论》，在北凉（397～440）时由天竺沙门跋摩（Buddhavarman）及道泰等人译为汉文，其中卷2《杂犍度世第一法之二》记徙多河曰：





譬如阎浮提有五大河，一名恒伽，二名夜摩那，三名萨罗由，四名阿夷罗跋提，五名摩醯，流趣大海。





又云：





复有四大河，从阿耨达池出，流趣大海。一名恒伽，二名辛头，三名博叉，四名私陀（按，徙多）。彼恒伽河从金象口出，绕阿耨达池一匝，流趣东海。彼辛头河从银牛口出，亦绕大池一匝，流趣南海。彼博叉河从琉瑠马口出，绕大池一匝，流趣西海。彼私陀河（按，徙多河）从颇梨师子口出，绕大池一匝，流趣北海。





迦旃延子还说，恒伽河有四大河，以为眷属，它们是夜摩那、萨罗由、阿夷跋提和摩醯。辛头河的四眷属是：毗婆奢、伊罗跋提、奢多头和昆德多；博叉河的四眷属是：婆那、毗多罗尼、朋屠和究仲婆。“彼私陀河（按，徙多河）亦有四大河，以为眷属。一名萨梨，二名毗摩，三名那提，四名毗寿波婆。”
〔68〕



迦旃延子在一开头说阎浮提有五大河，复又称恒伽河（恒河）“有四大河，以为眷属”。从他列举的名称看，恒河及其四条“眷属河”，就是他所提到的阎浮堤“五大河”，这些大约都是印度本土的河流。同样的原则似乎也可以用来观察私陀（徙多）河及其四条“眷属”河，但因资料缺乏，无法判明这四条“眷属”河的地理。与前述《佛说长阿含经》不同的是，迦旃延子把私陀（徙多）河流出的“象口”变成了“颇梨师子口”，但流向不变，仍趋北海。隋代天竺三藏阇崛那多
〔69〕

 所译《起世经》，与天竺沙门达摩笈多
〔70〕

 所译的同一部经典《起世因本经》，都提到了徙多河从阿耨达池北狮子口出，趋北海。《起世经》卷1《阎浮州品第一》云：





阿耨达多池东有恒伽河，从象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东海。阿耨达多池南有辛头河，从牛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南海。阿耨达多池西有薄叉河，从马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西海。阿耨达多池北有斯陀（按，徙多）河，从狮子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北海。
〔71〕







《起世因本经》卷1《阎浮州品第一》的文字基本与此同，兹不再引。
〔72〕

 上述两部隋译佛经中的斯陀河（徙多河）译名，与前述《佛说长阿含经》和《正念处法经》一致，有明显的因承关系。唯其所出池口，与《阿毗昙毗婆沙论》一样，改称为狮子口。流向不变，入北海。

上面已经提到，博叉河即阿姆河。今天阿姆河注入咸海，而当时却是注入里海的，它是一条内陆河。由此观之，向北流的徙多河，应是一条与博叉河（阿姆河）相当的河，从地理角度观之它只能是锡尔河，其所趋之北海，即今天的咸海。

综上所述可见，所有提到徙多河向北流入北海的，都是印度人创作的佛教典籍。看来印度人在创造佛教经典的时代，尚不知有塔里木河，更没有把徙多河与遥远的中国的黄河挂钩。

徙多河也见于藏传佛教经典。藏文佛典提到时轮学说（Kalacakra）发展于北方苫婆罗（Cambhala）国。其国内有Cita（Sita）河，即徙多河。
〔73〕

 劳费尔似乎考虑这条流经苫婆罗国的徙多河与药杀水（Yaxarte，今锡尔河）有关。
〔74〕

 笔者的判断与之一致。

顺便提一下，徙多河在汉译佛典中还有多种译名，例如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所译《孔雀王咒经》卷下有语：“阿难，汝当取诸龙王名。其名如是：……恒龙王、辛头龙王、薄丘龙王，死多（徙多）龙王。”同一部经典入唐后尚有不空译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其卷下有语：“阿难陀，汝当称念诸大河王名字，其名曰：……殑伽河王，信度河王，缚蒭河王，枲多（徙多）河王。”又义净译本《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卷中有语“复次阿难陀。汝当受持诸龙王名字，获大利益，其名曰……[image: alt]
 伽龙王，信杜龙王，缚蒭龙王，私多（徙多）龙王。”
〔75〕



（二）唐代文献有关徙多河的记载

有关徙多河的记载，在唐代文献中较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唐代提及这条河的文献并不多，有关徙多河记载变化的踪迹也清晰可见。这一变化是从《大唐西域记》开始的。这里先录其文，再试作进一步分析：





赡部州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巨胜反）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蒭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陀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
〔76〕







以往的研究者已注意到《大唐西域记》的这一段记载，并将上述隋以前所译佛经中提到的源出阿耨达池的四条大河的名称译音作了校正，但他们多未注意到辩机更改了上述四条河的流向，把每条河所注海的位置，都沿顺时针方向旋转了45度。这样殑枷河（恒河）所趋之东海（孟加拉湾）变成了东南海，信度河（印度河）所入之海（阿拉伯海）变成了西南海，缚蒭河（阿姆河）所注入之西海（里海）变成了西北海，而徙多河所流向之北海（咸海）变成了东北海。随这个变化而来的，是玄奘第一个把徙多河与塔里木河，进而与黄河联系了起来，把徙多河与黄河这两条原来毫无干系，流向相差90度，地理位置相距千万里的河流，视为同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

如果没有后面与黄河挂钩这一事实，我们似乎还可以把玄奘将上述四条河流向按顺时针方向扭转45度的做法，视为地理观察立足点的变化，也即坐标中心从印度本土移至帕米尔高原所致。因为恒河所入之孟加拉湾，对印度来说是东海，但对帕米尔高原来说，称东南海的确更为恰当。但是玄奘把徙多河与塔里木河，进而与黄河勘同为一的做法，使我们相信，他有意把那四条大河所注海洋的方位顺时针扭转45度，绝不是因为观察中心的变化，而是为了把本来指药杀水（今锡尔河）的名称徙多，移用于今塔里木河。究其原因，显然是他头脑中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他是中原人，在今河南偃师一带长大，深受黄河起源于昆仑之说的影响，他又是佛教徒，曾赴西天求法，相信印度人导源于阿耨达池的四条大河各奔一海的学说。所以我的结论是，玄奘把徙多河指认为塔里木河，是中原的“玉石之路文化”与印度的“阿耨达池”世界中心说在他思想里挂钩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中、印两种不同的大河地理学说互相糅合的结果。而伯希和及吾师韩儒林等研究者，未察不同文献中“徙多河”流向的不同，不加怀疑地接受了玄奘徙多河是塔里木河的说法。
〔77〕



今学者研究徙多河流向时，所据史料还有《大唐西域记》描述波谜罗川（今帕米尔）的一段记载：“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按，可能就是所谓阿耨达池）……池东派一大流，东北至佉沙国西界，与徙多河合而东流。故此已左，水皆东流。”
〔78〕

 这里徙多河指今塔里木河西源叶尔羌河。同书在描述喝盘陀国时又提到：“朅盘陁国，周二千余里。”
〔79〕

 《新唐书》卷221（上）《喝盘陀传》所记：“喝盘陀……治葱岭中，都负徒多河”，无疑本于此。所谓“徒多河”显系徙多河之误。

喝盘陀在波斯佚名作者著作《世界境域志》中称Burj-i Sangin（石塔）：“是中国的一个大村子，繁盛而极美好。”
〔80〕

 Burj-i Sangin，波斯语，义为石塔，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Tash Qurgan）。Tash，突厥语，义为石；Qurgan，塔，土堆
〔81〕

 。《新唐书·喝盘陀传》记：“开元（713～741）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同书卷43下云：‘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世界境域志》称“石塔”为中国属地，反映的大约就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石塔”是个古老而远近知名的地名，亦曾见于希腊、拉丁作家有关中亚的记载中，2世纪中叶（东汉时），托勒密（Ptolemee）在其《地理志》中曾数次引述资料，提到从巴克特里亚前往赛里斯国（按，丝国，即中国），须经过“石塔”。4世纪（330～？）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orcellin）也提到这个村子。
〔82〕

 白鸟库吉考虑，这个石塔，可能指塔什库尔干。
〔83〕



对于徙多河（指叶尔羌河）出葱岭后东流，下游成为黄河这一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寺传》）所记同于《大唐西域记》：出波谜罗川（帕米尔）大龙池之水，与徙多河汇合后，“东流赴海，以左诸水，亦并同会”。以左诸水，指今塔里木河的其他上源和支流。此后徙多河“东入盐泽，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此国河源也”。
〔84〕

 玄奘在归途中几次渡过叶尔羌河，上述两书分别提到：“乌[image: alt]
 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南临徙多河。”
〔85〕

 从佉沙国“东南行五百余里，济徙多河，逾大沙岭，至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
〔86〕



玄奘之后，中国佛教徒中许多人摈弃了徙多河北流的说法，采纳了玄奘把徙多河勘同为今叶尔羌河（包括其下游塔里木河）的新说。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1注解“阿耨达”这个名称时写道：





奴禄反正，梵音阿那婆达多，唐云无热恼池。此池在五印度北，大雪山北，香山南。二山中间有此龙池。谨案：《起世因本经》及《立世阿毗坛论》皆云，大雪山北有此大池，纵广五十逾善那，计面方一千五百里。于池四面出四大河，皆共旋流，绕池一匝流入四海。东面出者名私多（徙多）河，古译名斯陀河；南面流者名兢伽河，古名恒河；西面出者名信度河，古名辛头河；北面出者名缚蒭河，古名博叉河。此国黄河，即东面私多河（徙多河）之末也。
〔87〕







这里应着重指出，慧琳虽然提到了《起世因本经》等佛典，但他并未引述其中有关从阿耨达池分出的四条大河的文字叙述，而在采取玄奘改动后的记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再将四大河的导源出口也沿顺时针方向旋转45度，从而把“私多河”（徙多河）称为“东面出者”，以便接上下面“此国黄河即东面私多河之末也”一句。

道宣的《释迦方志》略有区别，曰：





故佛经云：“此无热池（按，阿耨达池）东有银牛口，出殑伽河，即古所谓恒河也，右绕池匝，流入东南海。南有金象口，出信度河，即古辛头河也，右绕池匝，流入西南海。西有瑠璃马口，出缚蒭河，即古博叉河也，如上绕池，入西南海。北有颇胝师子口，出徙多河，即古私陀河也，如上绕池，入东北海。”
〔88〕







道宣虽然口称依据佛经，但他并未说明是什么经典。从上述引文看，他只是节略了《大唐西域记》的有关文字而已。《玄应音义》的记载比较奇怪：“徙多河，或言私多，或悉陀，亦言私陀，皆梵音差也。此云冷河。从无热恼池西面瑠璃口而出，流入西海，是此大国之源。”（卷24）玄应居然没有想一想，流入“西海”的徙多河，怎么可能同时又是黄河源呢？

对比前引唐以前记载徙多河的文献，笔者发现，把徙多河与黄河联系起来的，不但全部是入唐以后的文献，而且全部是汉僧所撰。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曾在赭时（Shash，石城，今塔什干）以西渡过叶河（今锡尔河）。《慈恩寺传》把这条河称作“叶叶河”，即药杀水（锡尔河），但他没有言及它与徙多河的关系。最后笔者想指出，徙多河并不像冯承钧在汉译沙畹书中所加注的那样，是今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的梵名。
〔89〕

 正因为徙多河这个名称是玄奘误用来称呼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的，当地居民并不使用它，所以唐以后的文献很少有把塔里木河再称为徙多河的。

六　托勒密《地理志》中的塔里木河

古希腊人的地图学同他们的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与中国的制图学传统不同，希腊制图学以球面作为基础。希腊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义为丝国。希腊、罗马帝国的不少文献提到过赛里斯国。大约在公元70～80年（东汉时），马其顿商人马埃斯（Maes Titianos）曾派遣手下人沿陆路赴赛里斯国贸易。大约1世纪末，地理学家马利努斯（Marinus de Tyr）利用当时人写的游记，写出了一部地理著作，其中也提到了赛里斯国。但这部著作今已不存在。2世纪中叶，希腊学者托勒密（120～170）把古典制图学推到高峰。他的8卷《地理志》中，有6卷写了各地的经纬度数值，精确度达到1/12度。
〔90〕

 托勒密利用了马埃斯手下人前往中国的见闻录，并摘取和修正了马利努斯的著作，描述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概貌。他对所谓伊麻奥斯（Imaos）山外侧的斯基泰人的叙述如下：





伊麻奥斯山斯基泰人的四至如下：在西部与伊麻奥斯山内侧的斯基泰人及塞种人地区，以沿北向山脉的弯道为界；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是赛里斯国，沿着一条直线而划分，其边缘地区的经纬度大致分别为150度和63度，160度和35度；在南部是内恒河流域的印度的一部分，按照上述各线边际相接处的纬度为界。
〔91〕







按李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斯坦因（Aurel Stein）和戈岱司（George Coedes）的意见，伊麻奥斯山相当于帕米尔。
〔92〕

 这里描绘的是葱岭地区斯基泰人。其北方，也乌孙人和康居人占据的伊丽河、都赖水（塔拉思河）草原，对希腊人来说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其东方是赛里斯，指东汉。确切些说，指东汉控制下的西域。托勒密继续写道：





位于这一区域（按，指葱岭），有奥扎基亚（Auzakia，按，应指天山）山脉的西段，其边缘的经纬度分别为149度和49度；卡西亚（Kasia，按，应指昆仑山）山脉的西段，其边缘经纬度分别位于152度和41度处；埃模达（Emoda，按，应指喜马拉雅山）山脉的西段，其边缘地带的经纬度分别为153度和36度。奥伊哈尔德斯江（Oikhardes，按，应指塔里木河）发源于奥扎基亚山（按，即上述天山），其地经纬度分别为153度和51度。
〔93〕







弄清了托勒密这段描述会聚于帕米尔的群山的文字，我们几乎就能不加犹豫地利用他关于塔里木河所提供的资料了。

托勒密对赛里斯国的描述中，最引起研究者兴趣的，莫过于他对赛里斯国（按，今塔里木盆地）及其南部的河流的记载，他说：





赛里斯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两条河流所流经：奥伊哈尔德斯河（Oikhardes，按，应指塔里木河），上文已经提到，有一源头在奥扎基亚山区（按，应指天山）附近；而在阿斯米拉亚山（Asmiraia，按，应指昆仑山脉的一部分）为另一源头，位于174度、47度30分的地方；在卡西亚山（按，应指昆仑山）附近有一弯曲处，位于160度和49度30分的地方；在这同一山脉中又有其第3个发源处，位于161度和44度15分的地方。一条叫作博提索斯（Bautisos）的大江，在卡西亚山附近有发源处，位于176度和39度的地方；在埃模达山（按，应指喜马拉雅山）附近，位于168度和39度的地方，有一弯曲处；这一山脉中还有一发源处，位于160度和39度的地方。
〔94〕







上述两条河中的后一条博提索斯河（Bautisos），李希特霍芬认为指今雅鲁藏布江和黄河。斯文赫定则认为，当时希腊人不可能了解西藏，他假设托勒密这里重复了第一条河奥伊哈尔德斯（Oikhardes）河，也即塔里木河。
〔95〕

 白鸟库吉同意此说。岑仲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以为博提索斯（Bautisos）乃蒲昌海之音译。
〔96〕

 未免相去太远，下面再加评述。这条河与本节主题关系不大，兹略而不论。

上述两条大河中的第一条奥伊哈尔德斯河（Oikhardes）是我们注意的重点。对它的勘同，历来争论较大。有考证为今新疆喀剌沙尔河，有认为是蒙古色楞格河。东方学家的意见比较一致，玉尔认为是塔里木河，李希特霍芬认为指源于天山的喀什噶尔河和源于昆仑山的于阗河。
〔97〕

 戈岱斯则进一步表示，奥伊哈尔德斯河的三条支流，分别相当于塔里木河的三条上源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于阗河。
〔98〕

 笔者认为，这一意见较近于实际，即：发源于奥扎基亚山区附近的，是喀什噶尔河，或阿克苏河；发源于阿斯米拉亚山的是于阗河（174度、47度30分），而发源于卡西亚山脉的第三条支流是叶尔羌河（161度、44度15分）。但托勒密未言及上述三河汇流后下游的流向和所经地。

托勒密时代绘制的地图今已不存。据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推测，托勒密的原图与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1561年复原的托勒密地图相去不远。
〔99〕

 今天学者们常用的，就是这份复原图。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Istanbul）阿亚索菲娅（Aya Sofya）图书馆藏有一份盖有Bayezid二世（回历886～918，公历1481～1512）印玺的阿拉伯文托勒密地图（收藏号No. 2160）
〔100〕

 。这份托勒密图与罗斯散利复原图基本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上南下北。在亚洲的东北部，两图都明确标出了奥伊哈尔德斯河的三条上源及其汇流处。但同托勒密的文字说明一样，未绘出三源汇合后的下游河段。希腊人对塔里木河的了解，大致就是托勒密所记载的那些。罗斯散利复原图中有关塔里木河部分，国内最易查找的，是斯文赫定《南部西藏》卷1，页38所附版图3。

斯文赫定虽然仔细地研究了复原的托勒密地图，但他并没有认真查对托勒密关于奥伊哈尔德斯河的叙述原文，特别是竟忽略了奥伊哈尔德斯河在阿斯米拉亚山中174度和47度30分处起源的第二条支流（应指于阗河），居然认为只有另外两条支流才是塔里木河的上源，而把第二条支流误当做塔里木河的下游河段。
〔101〕

 岑仲勉不加鉴别地接受了斯文赫定的误说，并进一步发挥，把托勒密所记赛里斯国第二条大河博提索斯河，说成是蒲昌和渤海的对音
〔102〕

 ，实不足取。

七　“塔林”的意义及元政府在曲先塔林的活动

前文已经提到了有关“曲先塔林”的问题。搜检《元史》可以发现，“塔林”一名在《元史》中总是与“曲先”连在一起出现。除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条史料之外，尚可举出《元史》中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辛巳，从枢密院臣暗伯等请，就襄阳给曲先塔林、哈剌鲁六百三十七户田器种粟，俾耕而食”。
〔103〕

 大德元年（1297）秋七月，“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
〔104〕

 ；“曲先塔林，都元帅三员”
〔105〕

 等。

前面已经提到肖启庆先生将“塔林”转写为Daril，估计根据的是《元朝秘史》第263节“古先答邻勒”这个名称。其实，伯希和在其《元朝秘史》转写本中，已怀疑Daril应作Darim。
〔106〕

 肖先生将“古先答邻勒”勘同为《元史》中之“曲先塔林”，甚为确当。如前已指出的，与《元朝秘史》之“古先答邻勒”相应，“塔林”一名在《元史》中也总是与“曲先”连在一起出现。这说明，“曲先塔林”确是当时通行使用的一个地名，这也使我们相信，“塔林”之地或许与“曲先”有某种联系。

“塔林”一名，岑仲勉先生已有解说。岑先生指出：“……曲先一地，元时甚著。抑塔林今塔里木（Tarim）之合音也……”“答林即塔林之异写，名称何义，向无的解，其实‘林’即里木之二合音。”
〔107〕

 岑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在成书于至大元年（1308）的《蒙古字韵》中，“林”字属“侵”部，从该部旁注的八思巴字和当时许多汉文译写他族语言词汇的实例我们知道，元代汉语中还保存着许多以唇音-m收声的阳声字；在成书于泰定元年（1324）的《中原音韵》中“林”字属“侵寻韵”，
〔108〕

 由此我们拟构出“塔林”一词在元代汉语中的音值为talim“塔林”与“曲先”连在一起出现和“塔林”在元代北方话中读为talim这两点理由，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塔林”应是当时对流经曲先附近的塔里木河及其流域的称呼。

《突厥语大辞典》提到过一个地名Tarim，“位于畏兀儿边境，靠近苦叉，称为Üsmi Tarim，有一条大河流进其地”。
〔109〕

 作者在另一处又提到：“Üsmi Tarim，一条大河的名称，该河自穆斯林地区流向畏兀儿地，并于彼处渗入沙碛。”
〔110〕

 很显然，流入苦叉附近Üsmi Tarim地区的那条大河，就是Üsmi Tarim河。这条河源出的穆斯林地区，是指斡端和可失哈儿。在哈剌汗朝突厥语中，tarim是指注入沼泽和流沙的诸河道。
〔111〕



显然，喀什噶迪里提到的这个Tarim就是元代的“塔林”，正如《秘史》中“古先”与“答邻勒”连称，《元史》中“曲先”与“塔林”连称一样，喀什噶迪里在解释Tarim时，也将龟兹与之联系起来，说tarim是回鹘地区龟兹附近的一个地名，这正好说明了“古先答邻勒”和“曲先塔林”确实是指曲先及其附近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地方。

此后，塔林一名（或其异写形式）屡见于中外历史文献。

例如，成书于1425年的帖木儿帝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武功记》提到，在离拜城和曲先不远处，有一个叫Tarim的地方。
〔112〕



明代无名氏《西域土地人物略》一文也提到，在苦先附近有一条名为“他林”的河流：





吐鲁番西二百里为俺石城儿……又西五十里为昆迷失……昆迷失西二百里为阿剌木，又西百里为叉力失城（今焉耆附近），叉力失南有他林河。叉力失西百里为黑水泉……泉西百里为双山儿城……又西百里为独树城儿……独树西百里为察力察井……又西二百里为淤泥泉……泉西百里为察兀的河……河西百里为榻子河……榻子河西十里为古克兀城……又百里为苦先城……
〔113〕







显然，叉力失城南的“他林河”就是元代的“塔林”，即今塔里木河。在海德儿书中，Tarim又作为一个地名与吐鲁番、罗卜和怯台并列。
〔114〕



Tarim之名在《世界境域志》中没有出现，该书在提到塔里木河的地方写道：





3．又一大河，曰WAJAKH，源于上述Manisa山脉之东，此山耸立于大碛极边。河沿Thajakh（原文如此）、Bariha以及龟兹之城镇［区域］而过，流经于阗州，过沙州境时，成一沼泽。由此而下，流至龟兹之边，过Kur. sh（？）以及F. raj. kli州，再注入东海。……河之阔不过半farsang，然无法可济。河至龟兹（Kuchcha，原文如此）边境，乃称龟兹河，其书中固如此书也。
〔115〕







米诺尔斯基指出，WAJAKH河（流经龟兹附近后改称龟兹河）就是塔里木河。
〔116〕



综合上述讨论可知，Tarim之名始见于11世纪文献，“曲先塔林”（或“古先答邻勒”），则出现于12～13世纪。作为地名，“曲先塔林”（古先答邻勒）指的是今库车及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地方。

“曲先塔林”的意义既明，则我们可对元政府授予兀浑察之子“曲先塔林副元帅”一职以及后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之设的前后情况作一点说明。

在阿里不哥之乱中，察合台后王阿鲁忽逐渐占有了东自金山，西至阿姆河的广大地区。阿里不哥失势以后，忽必烈为控制中亚，派出军队进据突厥斯坦各地。不久，八剌夺取了察合台汗国的汗位，并开始排挤大汗力量，把大汗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的军队驱除。塔剌思会议后，八剌与海都结盟，反对忽必烈和伊利汗八哈。1271年，八剌入侵伊利汗国失败，察合台汗国蒙古诸王的势力受到削弱，元朝利用这一时机，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再度向中亚发展。忽必烈灭南宋后，元朝政府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大批汉军、探马赤军进入别失八里、曲先、斡端、可失哈儿屯守。此时，曲先是元朝联系畏兀儿之地与今塔里木河上游地区的桥梁。

拜延八都鲁之子兀浑察，至元十六年（1279）从大军征斡端，至元“二十一年（1284）诸王术伯（即《史集》中阿鲁忽之子Chubei）命兀浑察往乞失哈儿（即可失哈儿）之地为游击军”。这时，元朝与海都、都哇对今新疆地区的争夺已十分激烈。斗争的结果，元朝的军事力量从塔里木盆地西南撤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九月，元政府“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
〔117〕

 至于放弃斡端后，兀浑察一军的下落，《元史》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枢密院臣奏：‘兀浑察部兀末鲁罕军，每岁运米六千四百二十六石，计佣直为钞万二千八百五十二锭。’诏：‘边境无事，令本军屯耕以食。’”
〔118〕

 当时每运一石粮至兀浑察所部军队，需费2锭钞。同年，兀浑察“以疾卒，次子袭，授曲先塔林左副元帅”。可见术伯部下的这一支探马赤军，在元朝放弃斡端后，并未撤回内地，仍驻于曲先一带地方，在塔里木河附近某地屯垦。

元贞元年（1295）正月，元政府设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和北庭都元帅府。同年二月，元政府命担任北庭都元帅府正、副都元帅的合伯、撒里蛮出征，受诸王出伯（即术伯）节度。这两个都元帅府的建立，与元朝撤出斡端后退守畏兀儿地区的活动有关。对元朝来说，曲先塔林之地无孤悬于外之理，畏兀儿地区就是中原至曲先塔林的孔道。故元朝对曲先塔林的控制，与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直接统治相始终。第四章第八部分中，我们已经提到拉施都丁在叙述元成宗初年，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边境的形势时提到，火州的居民被迫向元朝和海都双方纳贡。
〔119〕



《史集》还记载：“［铁穆耳］合罕遣亲王阿难答往唐兀之地统其军队与兀鲁思。亲王阔阔出与合罕之驸马阔里吉思被派往邻于海都、笃哇之境上。复遣脱欢统军往镇蛮子之地。遣大臣阿只吉统领一军至哈喇火州之境。”
〔120〕



《史集》的这些记载表明，成宗践位之初，哈喇火州仍在元朝戍边诸王势力范围以内。上述火州之民对元朝对海都、都哇双方友善，并向双方交纳贡赋的记载又说明，这时元朝已不能完全控制畏兀儿之地。与此相应，《史集·合赞汗传》在提到这时的局势时，也称畏兀儿地面为大汗与海都之间的省份。
〔121〕

 在此之后，海都、都哇除了在金山一带与元朝作战外，在畏兀儿地区也继续扩张。《史集》在叙述了大德二年（1298）冬，都哇击败元朝军队，俘获阔里吉思之后接着写道：“其时，都哇因新创合罕之军而松懈，正缓慢行军，拟回其斡耳朵。然后遣军进攻哈喇火州地之阿难答、阿只吉与出伯的戍所，将他们赶走。”
〔122〕



元朝在都哇的进逼下再度后退。到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与都哇、察八等约和之前，都哇已将哈喇火州看作自己的领地。都哇在致察八儿的信中提到：“应在别失八里之边，我们国家（mulk）及兀鲁思的骄傲（khasah）哈喇火州和帝国的中心及幸福之源哈喇和林之间召开一次忽里台会。”
〔123〕

 而《元史》中最后一次出现“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的名称是在大德元年（1297）将都哇致察八儿的信与《元史》的上述记载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设想，元朝退出曲先塔林地区的时间应与都哇完全控制火州一带的时间大体相当，即大德三年（1299）至大德六年（1302）之间，当然也可能再早一点。

八　关于失必儿与亦必儿族源的讨论

在元代的汉文、波斯文史籍中，提到过叫亦必儿、失必儿的地方，在《元朝秘史》中也著录有失必儿的名字；此外，据说失必儿、亦必儿之名还见于10世纪大食地理学家的著作，关于这一点，马迦曾著文讨论。
〔124〕



19世纪以来，它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除了马迦的论文之外，尚有嘉特梅尔在1836年出版的《拉施都丁的波斯蒙古人史》
〔125〕

 一书中对失必儿、亦必儿名称的说明，以及他在1837～1845年间出版的译著，即马合里齐的《埃及马木路克算端史》
〔126〕

 一书页413～415中的注（191）和同一著者的题为《眼历诸国纪行之书的注释》
〔127〕

 一书页274～277，注（1）中的有关说明；布莱特施乃德在他所著《中世纪研究》
〔128〕

 第2卷页88、37中向西方学者介绍了有关亦必儿、失必儿的汉文史料，即玉哇失追击海都军队之事。20世纪以来，在文章和史料注释中涉及到失必儿、亦必儿的亦不在少数，其中以巴托尔德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失必儿·亦必儿》条，
〔129〕

 伯希和的《金帐汗史的评注》
〔130〕

 页231～232中对Sabar和Sabir的说明，以及他的《厄鲁特史评注》
〔131〕

 页59中的一条注释和已故韩儒林师的《元代的吉利吉思等部》
〔132〕

 第9节“失必儿”条，最为引人注意。本书以下数节拟在前辈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平时搜集的材料，进一步讨论失必儿、亦必儿的族源和地望，并对这个地区在蒙古兴起时代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历史，以及元朝大将玉哇失追击海都军至亦必儿、失必儿地区的作战时间及其前后的形势进行探讨。

失必儿和亦必儿的族源，是许多东方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可失哈里曾多次提到一个“突厥部落”名为Suwar。
〔133〕

 这就是阿拉伯地理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位于今伏尔加河流域，与不里阿耳人（Bulghar）比邻的Suvar。
〔134〕

 此外还有所谓Avar人，他们在461年为Sabir人击败。Nemegh认为Sabir一名来自Savar，而嘉特梅尔则认为元代的失必儿和亦必儿就是古代Sabir和Avar人。
〔135〕

 巴托尔德对这一看法持保留态度，伯希和则认为Sabir与Savar没有什么关系。
〔136〕

 自巴托尔德、伯希和以后，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西方学者在追寻失必儿、亦必儿族源问题上的研究逐渐沉寂了下来。

《隋书·铁勒传》中有一段描述傍“阿得”水而居的铁勒诸部情况的文字，引起过许多学者的注意，其文曰：





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image: alt]
 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
〔137〕







对这段文字中的铁勒诸部名称的点断，因各位学者见解不同而异。本文不拟讨论所有这些铁勒部落名称的勘同，只打算研究其中的“苏拔也未”与元代失必儿、亦必儿的关系。

中华书局《隋书》标点本此处标点为“……何嵯苏、拔也未……”
〔138〕

 近于张星烺先生的点断法，他标点为“……何嵯苏、拔也未渴达”。
〔139〕

 岑仲勉断为“……何[image: alt]
 、苏拔、也未……”
〔140〕

 法国学者哈密尔顿的标点同于此。
〔141〕

 笔者以为，应以岑仲勉所断为是。

“苏拔”，岑仲勉将之比定为5世纪与Avar人发生战事的Sabir人，
〔142〕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点，巴托尔德持谨慎态度，且无新史料参证，目前无法评论。至于“也未”，岑仲勉以为即“Kasghari书之Yamak（Yemek），住曳咥河（按，也儿的石河），音亦相近”。台湾刘义裳先生的看法与此同。
〔143〕

 此说初看颇有诱人之处，然也未之“未”当之“末”之误。“末”是以-t收声的入声字，翻检唐代史籍，似未见有用以-t收声的入声字译写他族语言中以-k结尾的词的译例。实际上，对于他族语言中以-k结尾的词，当时人自会选择汉语中以-k结尾的入声字译写之。
〔144〕

 所以岑仲勉、刘义裳等人取“也未”当穆斯林史料中之Yemek或Kimak，是昧于音韵学知识的。

笔者以为，对苏拔作较为近于实际的勘同的是刘义裳先生，
〔145〕

 对也末作较为近于实际的勘同的是哈密尔顿教授。
〔146〕

 刘义裳认为，苏拔是Sibir的译音，而哈密尔顿则将也末比附为《突厥语大辞典》中的Yamar。苏拔、也末当为两个部落的名称，应与元代的失必儿、亦必儿存在渊源关系。欲证明这种渊源关系，必先从对音上研究，注意“苏拔”、“也末”在隋唐时代汉语中的音值。

苏，《唐韵》素姑切，合口一等平声，莫韵心母；拔，《唐韵》蒲八切，开口二等入声，黠韵并母；苏拔拟构的音值为su-bat。也，《唐韵》羊者切，开口三等上声，马韵以母；末，《唐韵》莫拨切，合口一等入声，末韵明母；也末的拟音为yia-muat
〔147〕

 其中“拔”、“未”均为入声字，以-t收声。

隋唐两代，中原与边疆联系密切，中外之间往来频繁，大量音译的外族语言词汇进入汉语。汉语本身乏以-r或-l收声的词素，从今天分析归纳的结果可知，当时的文人遇到他族语言中以-r或-l结尾的词尾的词时，常选用以-t为尾音的入声字译写。原因很简单：r和l在汉语中是两个易于相混的音素，而l与t同为舌尖音，发音部位相近，所以用-t来译写-r或-l，从当时汉语的角度来看，是十分贴切并符合发音原理的译法。由于讨论以-l结尾的外族语言词汇的译写问题，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故这里只涉及以-r收声的外族词语的情况，兹举出如下译例：

啜（tsuet）译写突厥官号chör，如屈利啜；

纥、鹘（ghuet）译写-gur，如：回纥——Uigur

密（miet）译写粟特语mir（太阳、星期日）；

律（liuet）译写-lar，如：勃律——Bular；

葛（kat）译写-gar，如：药罗葛——Yaghlagar；

钵（buat）译写-par，如：陀钵——Taspar，等等。

此外，在敦煌文献伯希和编号3419号卷子中，有周兴嗣撰《千字文》残卷一种，今存53行，自第2行到第44行，每个字左侧都附记藏文读音。这份卷子实在是研究当时汉语和藏语实际语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当时汉、藏两种语言互译用字规律的重要材料。我们若将此汉藏对音《千字文》中凡以-t收声的汉语入声字都检出来，则可以发现，藏文注音时均将汉语词的尾音-t拼作-r，无一例外：

[image: alt]


我们还看到，在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的《唐蕃会盟碑》左侧的吐蕃人名及其汉译中，凡出现b'zer之处，都无一例外地译写作“热”。
〔148〕

 仅据以上所举的汉语中以-t收声的入声字与他族语言中尾音为-r的词互译的例子，已可见隋、唐时代汉语与他族语言互相音译的用字规律之一斑（-r-音素在词中间的情况，因音译时易受下一音节影响，暂不论）。伯希和将他观察到的上述用以-t收声的汉字译写他族语言中尾辅音为-r的词的规律表述为：“……汉字用-n收声字译写外国-r收声音，只能在纪元初世纪中有其事，而在唐时这种译法几已抛弃，当时的收声d（dh）在中国北方实在已经转变为-r。”
〔149〕

 哈密尔顿在《汉文史料中五代时的回鹘》
〔150〕

 一书（页160～163）中，更列表说明了7～10世纪汉字译写突厥语的用字规律。

由此可见，把苏拔（su-bat）、也末（yia-muat）比附为元代的失必儿（Sibir）和亦必儿（Ibir）在对音上是可以成立的。

隋及唐初，苏拔、也末部役属西突厥。《隋书·铁勒传》记铁勒诸部情况说：“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151〕

 苏拔、也末部的情况，当与此相去不远。

九　失必儿、亦必儿的地望

苏拔、也末等铁勒诸部傍而居之的“阿得水”，何秋涛、丁谦、沙畹诸氏各有异说。张星烺以为指也的里河（Etil，按，今伏尔加河），岑仲勉附和之。
〔152〕

 但情况并不这样简单。“阿得”，唐音可拟作a-tak，由于用以-k收声的入声字译写他族语言以-l为尾音的词汇的译例很难找到，所以上述勘同从对音上讲尚有疑问。
〔153〕



在《突厥语大辞典》中著录了一条河，名Yamar，这又是一个地名，释文曰：“Yamar，Yamar水奔流处的一个地名，它是阻卜姑（Yabaqu）草原中的大河。”
〔154〕

 可失哈里还两次在诗歌中提到Yamar河：

“Yamar suwin kecmeding，你为什么不渡过Yamar水？”
〔155〕



“Yamar suwin kecelim，我们想渡过Yamar水。”
〔156〕



在《突厥语大辞典》抄本第21页之后，有一幅圆形地图，其中也儿的石河以东的一条河上，标有Yamar的字样，这显然就是辞典正文中提到的Yamar河。

在《金史》中，我们见到了一个部名“叶不辇”，其文曰：





大定中（1161～1189年），回纥移习览（Islam？）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斡鲁朵……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辇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
〔157〕







这里提到的叶不辇的“辇”字属来母，
〔158〕

 对音上来说，此名颇近似于叶密立或亦必儿。不过从历史上考察，叶密立的可能性不大。叶密立是西辽统治比较巩固的地区之一。大石西迁之初，就占据了该地，并在那里筑有一座城，聚众达4万余帐，以此为基础，方才占领了骨斯斡鲁朵。西辽对叶密立的控制一直保持到末帝直鲁古时代。乃蛮可汗屈出律投降西辽后，对直鲁古请求说：“我的人很多，他们遍布叶密立地区、海押立、别十八里；人人都在欺负他们。如果获得允许，我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靠这些人之力，就能支援和加强菊儿汗。”于是直鲁古封他为屈出律汗。不久“他进入叶密立和海押立地区”。
〔159〕

 志费尼的这番话，表明西辽末年仍对叶密立一带保持着控制。如果叶不辇指的是叶密立的话，则阿本斯率五万军队往攻，“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就无法说通了，这反过来说明叶不辇不可能是指叶密立，应考虑它是金代对亦必儿的称呼的可能性。

耶律大石西迁时曾经过吉利吉思之地，向那里的部落进攻，吉利吉思诸部也反过来袭扰契丹人。当西辽在垂河流域站稳脚跟后，便向欠欠州派出了沙黑纳，并派军队前往吉利吉思之地，对那里曾经袭扰过契丹人的部落实行报复。
〔160〕

 《粘割韩奴传》在述及叶不辇等部族以后，就提到了曾接受西辽牌印的粘拔恩部归附金朝的事。这个粘八恩部，一般学者都认为它就是后来的乃蛮部。在此基础上，我设想，阿本斯北征叶不辇与粘拔恩部和康里部降金，以及《史集》所记乃蛮可汗被授予“大王”之号，可能是一连串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据《史集·部族志》记载，乃蛮诸部分布的西界在也儿的石河和阿雷河、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源支流）一带。以此推理，叶不辇应是一个与粘拔恩部落有关系的名称。这对我们下面在乃蛮西北境一带，求亦必儿的方位是一个支持。唯叶不辇的“辇”字的尾音-n尚未找到满意的解释。

可以明确地与也末-Yamar-亦必儿挂上钩的，是《圣武亲征录》中的亦马儿河。书中记道：成吉思汗于攻金之后，“别遣哲别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在此之前，原先已臣服于蒙古的“吐麻部叛，上遣征兵乞儿乞思部，不从，亦叛去，遂命大太子（按，指术赤）往讨之，以不花为前锋，追乞儿乞思至亦马儿河而还”。
〔161〕

 王国维注：“亦马儿河，某氏以为今自乌梁海入俄境阿穆哈河，屠敬山谓即叶密立河。”
〔162〕

 亦马儿的“儿”字，在元代一般用来译写他族语言中的r音素，很少有以“儿”译写l音素的例子出现，这说明屠敬山的勘同是难以成立的。同时，我们又注意到，在这里亦马儿河是作为一个与乞儿乞思有关的地名出现的，它显然是元代的亦必儿。从术赤出兵追击的方向看，当在吉利吉思以西。

目前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失必儿、亦必儿方位的最确切的材料，是17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东方的记载和清代的舆地图籍。在摩尔达维亚人斯帕塔里（Nikolai Gavrilovich Spathary）出使中国的记载中提到，鞑靼人把鄂毕河称之为Amar：





鄂毕河（Об）是一条极长的河流，源于最遥远的、炎热的南方草原，而其河口远在北冰洋。……它的名称似是土著的，虽然有一个拉丁名字鄂毕，然而鞑靼人称为Amar。两岸是辽阔的森林，从草原一直延伸到海。
〔163〕







同一说法亦见之于稍晚些时的汉文舆地图籍著作。例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五十四年（1715），图理琛奉旨出使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额鲁特土尔扈特蒙古部，归来著有《异域录》。其书对鄂布河（今鄂毕河）记云：





讬穆斯科在塔喇斯科东南二千五百余里。鄂布河自东南二百里来，向西北流。鄂布河，巴尔巴忒人呼为牙巴里河。讬穆河自东南来，自百里外入鄂布河，沿途平坦，有水泽，无溪涧。
〔164〕







在清《乾隆内府舆图》五排西二图幅中，在鄂毕河与托穆（前苏联Том河）汇流处的鄂毕河上游流域标明“雅巴尔”，由此以下部分则标明“鄂必必剌”（按，满语，意为鄂毕河）。
〔165〕

 清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5中，在注解流入额尔齐斯河诸水中的鄂布河时，就引述了图理琛的这些记载。显然，斯帕塔里的Amar，图理琛的“牙巴里”和《乾隆内府舆图》中的“雅巴尔”，就是《圣武亲征录》中的亦马儿，即元代的亦必儿。联系《突厥语大辞典》将Yamar河置于也儿的石河之东的事实，我们可以相信，喀什噶里所说的Yamar河，指的就是鄂毕河。

至于失必儿，在瑞典人Croman1667年的地图上，在今鄂毕河中游苏尔古特和屯（G. Surgut），今汉特曼西斯克民族区之Сургут上游河段以东至塔兹河（Taass，今Таз）源以南之地，标明Semla Sybyr，即俄语“失必儿之地”的字样。
〔166〕



欧洲人和我国清初的舆地图籍著作中的这些记述，使学者可以明确地定下失必儿、亦必儿地区的地理方位，即失必儿、亦必儿是两个位于今鄂毕河流域的地区。亦必儿当指今鄂毕河上游一带，而失必儿指今鄂毕河中下游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鄂毕河标注为亦马儿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前面对苏拔—失必儿，也末—亦必儿的勘同不误的话，并且如果将时间因素暂时排除的话，则上述结论对阿得水是指也的里河，即伏尔加河的说法是不利的。
〔167〕



十　成吉思汗时代的亦必儿和失必儿

失必儿和亦必儿这两个地名所以引起许多东方学家的注意，主要是它见之于蒙古征服时代及其以后的多种文献。《史集·部族志》曾两次提到亦必儿、失必儿之名。《部族志》中反映的，大致是成吉思汗兴起时代及其以前的中亚各部的情况。其中一次是在谈及所谓突厥诸部居地时，提到了亦必儿、失必儿的名字的，其文曰：





正是这些自古以来被称为突厥人的人们，居住在钦察草原（Dasht-i Qibcaq）、斡罗思、撤儿柯思、巴只吉、塔剌思和赛兰、亦必儿和失必儿、卜剌儿和昂可剌河等等的草原地区、山地和森林地带，居住在（以）突厥斯单和畏兀儿斯单（之名）闻于世间的地带的边界；沿着乃蛮人（地面）之中的河流和山地，例如：阔阔也儿的石（青也儿的石）、也儿的石、哈剌和林（山）、按台山、斡儿寒河，在乞儿吉思和欠州地面，在许多森林和驻冬之地，其地以属于克烈的蒙古斯单（即蒙古之地）闻名。
〔168〕







另一次，拉施都丁在叙述乞儿吉思、昂可剌河时，顺便提到了亦必儿、失必儿之地：





乞儿吉思和欠州是两个互相邻接的地方，组成一块领地。欠是一条大河，其一方与蒙古人之地（蒙古斯单）相邻，其另一方边界与居住着泰赤乌人的薛凉哥水相连，此河靠近亦必儿、失必儿地面；欠州的另一面与居着乃蛮人的山地和土地相邻。
〔169〕







17世纪时，术赤后人阿布勒噶齐把阿秃儿汗著有《突厥世系》一书，书中下述关于亦必儿、失必儿的描述，当是本于《史集》的：“吉利吉思之地与欠州本身接壤，它们的一边是薛凉哥水，另一边是昂可剌沐涟，此为两条大河之名。吉利吉思的另一边是两个被称为亦必儿和失必儿的地区的极边。”
〔170〕

 此外，在15世纪初叶，有名Johann Schiltberger者提到了一个称为Bissibur或Ibissibur的名称，
〔171〕

 一般人认为，这里指的就是亦必儿、失必儿之地。
〔172〕



这里还应该提到鲁卜鲁克对吉利吉思到巴只吉惕之间的部落的描述：同时在北方，那里没有城市，但是有一种游牧人名曰乞儿吉思（Kerkis）。还有兀良哈人（Oengai），他们把平滑的骨头缚在脚下，在冰雪上撑滑，速度极快，可追及飞鸟和野兽。此外还有一些贫困的人，他们在北方寒冷的气候之下尽可能地占有自己的居地，他们的西界到达巴只吉惕人，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大匈牙利。
〔173〕

 鲁卜鲁克所提到的位于巴只吉惕以东人们中，根据《元朝秘史》中的相应描述判断，显然包括了亦必儿、失必儿之地的居民，虽然他们的名称在这里没有出现。

由此可见，亦必儿、失必儿之地在蒙古时代，同当时许多中亚的部落的名称一样，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亦必儿、失必儿处地极为偏僻，它们的名称之所以能传播得这样遥远，显然是因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远征，使中亚落后的游牧及森林狩猎民族，与当时世界主要文明中心发生了超越前代规模的密切的联系的缘故。

成吉思汗兴起以后不久，亦必儿、失必儿之地就被蒙古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居地偏于蒙古高原的东部，他们显然是通过吉利吉思诸部的中介，才得以了解亦必儿、失必儿之地的。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次年派按弹、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招降了他们。
〔174〕

 此时蒙古势力虽达吉利吉思之地，但尚未及于亦必儿和失必儿。

据《圣武亲征录》记载，1217年（丁丑）“吐麻部（又译秃马惕部）主带都剌莎合儿既附而叛。上命博罗浑那颜、都鲁伯二将讨平之。博罗浑那卒于彼。”同书接着提到，1218年（戊寅），因吐麻叛，“上（成吉思汗）征兵乞儿思部，不从亦叛去，遂命大太子（术赤）往讨之，以不花为前锋，追乞儿乞思至亦马儿河而还。大太子领兵涉谦河水顺下招降之。因克乌思、憾哈纳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儿干诸部。”
〔175〕

 这应当就是《元朝秘史》节239中旁译所记的“失必儿、客思的音、巴亦惕、秃合思、由列克、脱额列思、塔思、巴只吉处以这向，林的百姓行拙赤教投入着”之事。这里提到的塔思，应该就是上一节笔者提到的1667年瑞典Croman地图上的塔兹。

《史集·部族志》也多次提到吐麻部之叛。在《部族志》吐麻部的条文中，拉施都丁说：





吐麻部“居于吉利吉思国之边，十分英勇善战。其主带都剌沙合儿曾前往成吉思汗处，表示归附和臣服。当成吉思汗着手征服契丹之地（按，指金朝），他在那里待了六七年光景，到返回时，闻知吐麻部再次反叛。成吉思汗命巴邻部纳牙那颜前往［其地］，然而据说他病了。于是他派博罗浑那颜前去……蒙古人进行了大战，并征服吐麻部，但博罗浑那颜战死。由于吐麻部是凶恶而诡计多端的部落，所以蒙古人把他们大部分消灭了。”
〔176〕







在《部族志》吉利吉思部条文和乌思、帖良古惕、客失的迷部条文中，拉施都丁又写道：





12年后（按，指1207年招降吉利吉思之后），在虎年（1218），一支居于巴儿忽真隘和盃鲁黑（bailuk）的吐麻人起兵，［蒙古人］为征服他们，向乞儿乞思征兵，因为他们（按，指秃马惕人）邻近乞儿乞思。乞儿乞思不从，也反叛起来。成吉思汗派其子术赤率军前往其地。他们（按，乞儿乞思人）的首领是忽伦（Qurlun），蒙古军的先锋为不花（Buqa）。他迫使乞儿乞思人溃退，从第八河返回。当术赤赶来时，欠河已经封冻，他们从冰上通过，征服乞儿乞思而归。





在归程中蒙古人降服了乌思、帖良古惕和客失的迷诸部。
〔177〕



将以上史料与前面所提到的《圣武亲征录》中，蒙古兵锋及于亦马儿河的记载相比勘，可知蒙古人征服亦必儿、失必儿的时间是在1218年。《元朝秘史》将此事系于1207年是误记。
〔178〕

 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成吉思汗西征前夕，蒙古势力已越过葱岭和鄂毕河。由于术赤出兵征服亦必儿、失必儿，所以成吉思汗将这两块地区划入其领地。《史集》记道：早年成吉思汗的一道圣旨曾命令：术赤应率一支军队出征，占据所有北方诸部，例如：亦必儿、失必儿、钦察草原、巴只吉地面、斡罗思以及直到宽田吉思海边的打儿班的撤儿哥惕（Cherked）之地，而蒙古人称打儿班为铁门关（Temur-Qahalqa）。
〔179〕

 我们在下面谈及乌马儿对亦必儿、失必儿风土的描述时，会看到14世纪20年代的旅行者Rumi也是将亦必儿、失必儿之地划入术赤封地的。

十一　乌马里书中的失必儿、亦必儿

乌马里的全名是Shināb al-D[image: alt]
 n Abūl l-'Abbās Ahmad B. Yahyā B. Fadl Allāh-‘Umar[image: alt]
 ，其意为有功德的安拉·乌马儿之子叶海亚之子失奈卜·阿卜勒·阿芭思·阿合马。他1301年生于大马司城（Damaskus），出自著名的巴努·法迪勒·安拉官宦之家，1349年死于鼠疫。他著有《眼历诸国纪行》
〔180〕

 一书，书中保留了几段14世纪时人们对失必儿、亦必儿之地的描述。乌马里记载道：





此国（按，指钦察汗国）从阿母河伸展到下列境域（hudud）和市镇：花剌子模、昔格纳黑（Siqnaq）、扫兰（Sawran）、巴耳刊（Barkand）、毡的（Jand）、撒莱（Sarai），市镇有马扎儿（Majar）、阿扎黑（Azaq）、阿黑扎·伽曼（Aqja Karman）、伽法（Kaffa）、速答黑（Sudaq）、撒黑森（Saqsin）、乌伽（Ukak）和不里阿耳（Bulgar），以及失必儿（Sibir）省、巴只吉惕（Bashgird）省及曲勒曼（Gulman）省。失必儿省（'amal Sibir）在那边从曲勒曼一直延伸到契丹之边。在设里汪（Shirwan）城的巴库（Baku）附近，有一座“铁门”，突厥语称之为demir kapi。从这个铁门（它的名称被当作巴库的同义词），商队越过失必儿和亦必儿（Sibir wa Ibir）直到契丹要5月。而从阿母河到顿河则要4个月，这是完全符合于此国的幅员的。
〔181〕







在这段史料中，失必儿之地被称为'amal Sibir。'amal，阿拉伯文，意为省份、省区；失必儿和亦必儿被称为Sibir wa Ibir。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失必儿、亦必儿指的是一个范围十分辽阔的地域，它从“曲勒曼（Gulman）一直延伸到契丹之边”。曲勒曼（Gulman），迦特梅尔勘同为卡马［Kama（Tcholma）］河地区。
〔182〕

 卡马河为今伏尔加河上游，源于莫洛托夫的一条支流。至于所谓“契丹之边”，无疑是指元朝的边界。元朝极西北与亦必儿、失必儿邻接之地，只有乞儿吉思和欠州。所以说，在当时旅行者眼里，亦必儿、失必儿有时是指整个从乌拉尔山延伸到安加拉河一带的地区。这一地区并非缈无人烟之地，而是常有商旅往来，越过这一地区到中国要花费五个月的时间。

乌马里关于失必儿、亦必儿之地的知识来自一位商人兼旅行者拔都鲁·丁·哈桑·鲁迷（Badr al-Dīn Hasan al-Rūmí）的报告。乌马里同鲁迷本人并无交往，他是从鲁迷的一位中间人阿即思·哈桑·阿儿八里（'Izz Hasan al-Arbalī）那儿得知鲁迷的旅行情况的。
〔183〕



乌马儿书中还有一段关于失必儿、亦必儿之地风土人情的描述，使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





正如他（按，指告诉乌马儿鲁迷旅行情况的阿儿八里）所继续说得那样，失必儿、亦必儿之地（Bilad Sibr wa Ibir，按，此言失必儿和亦必儿地方）的这一边位于阿非昆（Afikun），
〔184〕

 而那一边位于曲勒曼（Gulman）。人们从曲勒曼东行，经哈剌和林达契丹，达大汗之地，其国属秦（Biald al-S[image: alt]
 n，按，此言秦国，是西方对中原的称呼）。沿西行之路先达斡罗思国（Bilād al-Rus），然后入富浪国（Bilād al-Farānj），再达西海之居民（Bahr al-Garb[image: alt]
 ）处。
〔185〕

 至此，我说今日可汗之宫在汗八里。……失必儿之地（Bilād al-Sibir）和曲勒曼（Gulman）邻巴只吉惕之边，此地居住着一位高度受人尊敬的哈的（Gā[image: alt]
 [image: alt]
 ）。
〔186〕

 在失必儿之地（Bilād al Sibir）和曲勒曼，通常天气极端寒冷，山脉、房舍及田地覆盖在深雪中，为时达6个月之久。因此，这些地区的居民只有很少的牲畜；他们生活在极北方，人们很难以找到他们。他们特别缺乏食物。许多人甚至搜集骨头，其中有些可能是野兽骨头，他们（将骨头）按照需要煮烧后再贮藏起来，如此这般重复7次，直到没有一点油花为止。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在各种族的奴隶中，他们的身材最好，还有美丽的白房子。他们的仪表实在是一项美丽、白色与惊人的柔和方面的杰作，而他们的眼睛又是蓝的。
〔187〕







此外，乌马里在叙述钦察汗月祖伯分地时，再一次提到了失必儿之地，他称月祖伯的土地“在阔度上，从花剌子模伸展到遥远的失必儿之地（Bilād Sibir），此地出黑貂皮和灰鼠皮。失必儿属奴隶之地（Bilād al-Saqāliba）；除此而外，农耕之地全无”。
〔188〕



上述关于失必儿、亦必儿之地风土人情的描述，给了人们如下概念：亦必儿、失必儿并非与世隔绝的地方，它有两条分别向东经由哈剌和林到达华北和向西经斡罗思到达大西洋的通路；这个地方居住着一位哈的的事实，与其说表明伊斯兰文化在这里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莫如说这里通行的是当地部落的习惯法。此外还有人从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掠卖奴隶；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的人们只能维持极为艰辛的生活；这里值得人们称道的产品是皮毛。

十二　玉哇失在亦必儿、失必儿的战事及其背景

《元史·玉哇失传》，在叙述了阿速人玉哇失参加平定乃颜叛后提到，他“与海都将八怜、帖里哥歹、必里察等战于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战屡捷”。可惜的是至今尚未见有史料直接说明这次重要战斗发生的时间。

乃颜叛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从至元二十四年到大德七年（1303）蒙古诸兀鲁思约和之前，元朝与海都在漠北主要发生了三次大战，一次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至二十七年（1290），海都攻至和林，元廷为之震动，世祖忽必烈亲征朔漠，方击败之。第二次是至元末到大德元年之间（1293～1297）元朝大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攻入欠河流域之战。第三次是大德五年（1301）元朝军队与海都、都哇联军在铁坚古山一带举行的会战。其中第一次大战的地点在和林附近，第三次大战发生于金山一带，唯有第二次大战与吉利吉思诸部有关。因此可以相信，玉哇失深入亦必儿、失必儿之战，应与土土哈、床兀儿父子在欠河流域及其附近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玉哇失传》中接在“亦必儿、失必儿”之下的一段话，指的就是这次战事：





成宗时在潜邸，帝以海都连年犯边，命出镇金山，玉哇失率所部在行。从皇子阔阔出、丞相朵儿朵怀击海都军……复从诸王药木忽儿、丞相朵儿朵怀击海都将八怜，八怜败。海都复以秃苦马领精兵三万人直趋撒剌思河，欲据险以袭我师。玉哇失率善射者三百人守其隘，注矢以射，竟全军而归。
〔189〕







药木忽儿原为海都叛乱的追随者，《史集》中有他降元的故事。据《句容郡王世绩碑》记载，药木忽儿等人降元在元贞二年（1296）。从《玉哇失传》中“复以诸王药木忽儿、丞相朵儿朵怀击海都将八怜”之语，可知元军深入亦必儿、失必儿的活动当在药木忽儿等人降元之后，即1292年之后。《句容郡王世绩碑》详细记载了这几年中元朝军队在欠州及其以西地区的活动：





［至元］二十九年（1292）……有诏进取乞里吉思。明年（1293）春，次欠河，冰行数日，尽收其众，留军镇之……海都闻之，领兵至欠河，又败之，擒其将孛罗察。大德元年（1297），有诏：创兀儿世其父官，领北征诸军，后亦封句容郡王。王帅师逾金山，攻八邻地。八邻之南有大河曰答鲁忽，其将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山以自庇，士皆下马跪坐以待，我军矢不能及，马不可进。王即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振林野，坐士不知所为，争起就马。王麾军毕渡，涌水泊岸，木栅漂散。因奋师驰击五十里而后止，尽得其人马庐帐而还。次阿雷河，与孛伯拔都之军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邻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阵焉。山高峻，马不利于下驰，急麾军渡河蹙之。孛伯马下坂，多颠踬，急击败之，追奔三十余里，孛伯仅以身免。
〔190〕







《玉哇失传》中的“撒剌思”与《句容郡王绩碑》中的“阿雷”，均见于《史集·部族志》。拉施都丁在述及乃蛮人的居地时提到：





这些（乃蛮）部落为游牧部落，有的居于多山的地区，还有些则居住在平原。如上所述，他们的居地有也客按台山（Ika Altai）、哈剌和林……阿雷·撒剌思（Alui Siras）山和阔阔也儿的石（青也儿的石山）……





阿雷河与撒剌思河为今鄂毕河（即亦马儿或亦必儿）上源，是两条相邻的河流。根据这几个地名可知，玉哇失深入亦必儿、失必儿的战事，与床兀儿的上述军事活动，是同一次战役。玉哇失等人必是循阿雷河或撒剌思河谷，前往亦必儿、失必儿之地的。这也就是当年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征服亦必儿、失必儿时所走的路线。

《玉哇失传》中提到：“海都之将”八怜，《句容郡王世绩碑》中又提到八邻之地。可见“海都之将”八怜当为八邻部之误。而另一名“海都之将”帖里哥歹，显然就是床兀儿在八怜之南击败的帖良台。这个名字可能也同八怜一样，指的是吉利吉思诸部中的帖良古惕。至于《句容郡王世绩碑》中海都派出援八怜的孛伯，可能不是不里之孙，他应当是《完者都史》中提到的海都所部宗王，拙赤哈撒儿之后Baba。
〔191〕

 玉哇失在撒剌思河流域遇到的海都派出的“领精兵三万”的秃苦马，应当就是元明善所撰《淇阳忠武王碑》中提到的海都余党“诸王秃苦灭”。
〔192〕



亦必儿、失必儿之地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在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眼里，一直是所谓“林木中百姓”的一部分。从上面提到的17世纪摩尔达维亚人斯帕塔里对鄂毕河流域地理状况的描述，可知蒙古人把亦必儿、失必儿之地的居民称为“槐因亦儿坚”（按，即林木中百姓）是再适合不过的。蒙古建国之初，通过术赤1218年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成为他的领地的一部分。从前引《史集》第二卷对术赤封土的叙述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乌马里的《眼历诸国行纪》中，亦必儿、失必儿同样被称为钦察汗土地的一部分。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即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是如何与海都发生关系的。

《史集》第二卷中保存的关于海都与钦察汗之间纠纷的记载，使人们得以了解13世纪末叶亦必儿、失必儿这块元朝、海都和术赤兀鲁思三方势力交汇地区的形势。

13世纪末，钦察汗国东部的白帐汗国由斡耳答（Orda）之子火你赤（Qonichi）之子伯颜（Bayan）统治。不久，其堂兄弟古亦鲁克（Kuiluk）起兵争夺汗位。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古亦鲁克从海都和都哇处得到援兵，对伯颜发动突袭。
〔193〕

 海都和都哇援助古亦鲁克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抗元廷的地位。伯颜被古亦鲁克击败，被迫向钦察汗脱脱求援。时脱脱正与那海作战，无力出兵，只派出使臣至海都、都哇处，要求他们将古亦鲁克送赴钦察大帐，脱脱还向海都、都哇表明，斡耳答的兀鲁思（按，即白帐汗国）仍由伯颜管辖。但这些交涉未能奏效。伯颜多次与古亦鲁克、海都和都哇的军队作战，其中七次他亲自出马，仍未能取胜。
〔194〕

 伯颜除了向脱脱求助外，还向元成宗求援，《史集》在描述铁穆耳登基后写道，伯颜遣使向元成宗奏报古亦鲁克在海都和都哇的支持下多次进攻他之事，要求朝廷与他合击海都、都哇。但元廷却因统治地域已极其广大，海都和都哇处地僻远，未同意立即出兵。
〔195〕

 但是实际上，元朝与钦察汗国都是有所动作的。拉施都丁记载说：





钦察汗“脱脱曾派2万军队与合罕驻于Deresu的军队联系，因为他们的领地之边与合罕的土地之边很近，他们过去曾有过联合的力量”。





海都为防止腹背受敌，亦派出其次子





名不颜察儿（Bayanchar）和沙（Shāh）、蒙哥合罕之子失里吉（Shiregi）之子脱帖木儿（Töde-Temür）、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Malik Temür）率一军至伯颜领地之边，并将这一地区交给他们，以形成一道位于合罕与伯颜的军队之间的屏障，不让他们联合起来。





而此时，古亦鲁克





由于有从伯颜处前来投奔他的军队和海都、都哇派来的援军之助，已夺得了伯颜兀鲁思和土地的一部分，而伯颜仍治理着斡耳答兀鲁思的大部分领土。他的军队有一些骑兵，有一些是步兵，由于战斗频繁，变得贫乏了，然而他继续与强有力的敌人作战，并在这里（按，指波斯）寻求财政资助。
〔196〕







《史集》还记载道：海都派其子仰吉察儿（Yangichar）率一支大军始终驻守在与伯颜领土相对的地方。“因为他们与合罕和伊斯兰之主（按，指伊利汗合赞）——愿他国祚绵长！——结盟，而他们的堂兄弟古亦鲁克却倾向于海都、都哇，他们与之友善，［海都此举的目的是］防止伯颜军队与合罕和伊斯兰之主联合，给他们的事情制造混乱。”
〔197〕



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角逐，发展得如此深刻，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展开，以致于蒙古帝国内各主要兀鲁思和割据势力都牵连进来了。

我们知道，自从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军队退出阿力麻里后，元朝与钦察汗国的领土只在乞儿吉思、欠州和亦必儿、失必儿之地一带相接。联系到海都在吉利吉思一带的活动，人们可以相信，古亦鲁克与伯颜发生争纷的地点，应离这里不远，并且海都派出军队占领的，应当就是与八邻部相接的亦必儿、失必儿之地。这应就是元朝为什么会与海都之军在亦必儿、失必儿作战的原因。

《史集》的上述记载也使我们相信，元朝军队从至元末年到成宗初年在欠河、阿雷河、撒剌思河的活动以及玉哇失深入亦必儿、失必儿之地的行动绝不是孤立的，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也应是元朝针对海都阻止他们与伯颜、脱脱联合所采取的行动作出的反应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①失必儿、亦必儿从族源上来说，可以上溯到隋代铁勒诸部中的苏拔、也末部；其中的亦必儿，还应与《突厥语大辞典》中的Yamar河以及《金史》中的叶不辇有关。

②如果失必儿、亦必儿之地位于今鄂毕河流域的结论以及苏拔—失必儿，也术—亦必儿的结论能够成立，并排除时间因素的话，则将阿得水比定为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之说值得商榷。

③术赤征服亦必儿、失必儿之地的时间在1218年。

④玉哇失深入亦必儿、失必儿之地作战的时间在1293～1297年之间。此战的发生，应与12世纪下半叶以来，元朝、海都和术赤兀鲁思三方在这一地区周围力量的消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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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8，页74。


〔162〕
 同上注。


〔163〕
 斯帕塔里《他前往中国之行，1675～1677，从托布尔斯克到中国边境》（His Embassy to China, 1675～1677, Tobolsk to Chinese Frontier）见巴德雷《俄罗斯·蒙古·中国》（John F. Badd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伦敦，1919年，页253。其他史料对其生年另有说法，见同书页205。


〔164〕
 丁谦《异域录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页18。


〔165〕
 乾隆二十五年（1760）镌制铜版，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重印本。


〔166〕
 巴德雷《俄罗斯·蒙古·中国》，页cxxvi—cxxvii之间插图4。


〔167〕
 当然，在《隋书·铁勒传》中，傍阿得水居的诸部中，首先被提到的是诃咥、曷截，其音值可拟为xa-diet，ghat-dziet，哈密尔顿将之比勘为Adil Xazir，所谓亦的勒之可萨人，见《九姓铁勒与十姓回纥》，页53，注（16）。关于这些部落名称的研究，限于篇幅，兹略去。


〔168〕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72～74；《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121～122。


〔169〕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46；《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245。


〔170〕
 此据戴美桑法译本（见本书第2章注〔67〕），页43。


〔171〕
 《Schiltbeger在1395年Nicopolis之战中因被突厥人俘获从慕尼黑到异教徒之地的旅行及其1427年的归程，东方之行奇遇记，据其自述》（Schiltberger's aus Muenchen von den Turken in der Schhlacht von Nicopolis 1395 gefangen, in das Heidenthum gefuhrt, und 1427 wieder heimgekommem, Reise in den Orient und wunderbare Reise in den Orient und Wunder-bare Begegenheiten, von ihm selbst beschrieben）；此书目摘自一份古老的抄本，1814年，由A. J. Penzel翻译出版于慕尼黑。兹据《巴托尔德文集》（Академик В. В. БартольдСочинения），卷3，页485，《失必儿及亦必儿》（Сибирва Ибир）及页643。


〔172〕
 见《厄鲁特史评注》，页59；《巴托尔德文集》卷3，页485；《伊斯兰百科全书》，第1版，第4册，页398，Sibir wa Ibir条。


〔173〕
 《威廉鲁卜鲁克前往世界东方的旅行，1253～1255年》柔克义英译本（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1255），页197～198。


〔174〕
 见《圣武亲征录校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8，页57下～58下；《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48；《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245。《元史·太祖纪》，页15。以及《史集》卡里米刊本，页308；《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209。


〔175〕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页72、74，并参见《元史·太祖纪》，页20。秃马惕部降附蒙古的时间，当系于按弹等人招降吉里吉思时，即1207年。


〔176〕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236～238；《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122。


〔177〕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合校本，页348～349、236～238；《史集》卡里米刊本，页332～333；《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246～247，页200；第一卷第二册，页245。按此处成吉思汗大将不花的名字，据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萨尔蒂科书夫公共图书馆抄本、德黑兰抄本和贝烈津本的写法。在伊斯坦布尔抄本、不列颠图书馆抄本和巴黎抄本，此名第一字母音点脱落。莫斯科合校本据塔什干抄本校正作Nuqa，误，俄译本相亦误。参见合校本页349注（16），汉译本已校正。


〔178〕
 伯希和在《厄鲁特史评注》，页60，注58中已怀疑《秘史》把1207年招降吉里吉思与1218年术赤征吉利吉思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乌兰《蒙古征服吉儿思史实的几个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3、4期。


〔179〕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13；《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126。


〔180〕
 阿拉伯文书名为Masālik al-absar f[image: alt]
 mamālik al-amsār。


〔181〕
 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克劳斯·莱西德译本《蒙古世界帝国》（Klaus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1968年，威斯巴登，页142；兹据德译本重译。


〔182〕
 M. E. Quatremere：Notice de l'ouvrage que a pour titre: Mesalek alabsar fi memalek alamar, Voyage de yeux dans les roysmes des differentes contrees，页273；迦特梅尔根据的是里茨科夫（Rytchkov）在《奥伦堡地志》（Orenburgische Topographie），卷1页151中的结论；此据莱西乌马里书德译本《蒙古世界帝国》，页307，注89。


〔183〕
 鲁迷的叙述表明了他对钦察汗国的深切了解，证实了他具有观察的素养和准确描述事物的能力。他的叙述细致入微，使人们从阿拉伯史料方面了解钦察汗国的情况，了解当地的河川、风物、城镇，使人们知道了阿姆河下游河道的变动，此外，还使我们了解当时外界同北极圈附近地区的商业往来和这一地区的奴隶输出，以及阿非昆、不里阿耳地区的著名长夜，见乌马里书德译本《引言》，页29及34。


〔184〕
 迦特梅尔在《皇家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抄本及注释》，页277，注2中，将之比定为伏古尔（Wogul），今汉特曼西斯克民族区（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汇流处南北部分河段）一带。见乌马里书德译本，页311，注105。


〔185〕
 阿拉伯语，指北大西洋。在Idrisi的世界地图上作Bahr al-Muzlim al-Garbi；参见《世界境域志》英译本，页52；第2项，页179。还可参阅《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版，第1册，页962～963；乌马里书莱西德译本，页311。


〔186〕
 Qadi，阿拉伯语法官之意，元代音译为“哈的”。


〔187〕
 乌马里书，莱西德译本，页143。


〔188〕
 同上书，页147。


〔189〕
 《元史·玉哇失传》，标点本页3209～3210。


〔190〕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页210～211；《元史·土土哈传》，标点本页3134。《永乐大典》中亦保留了一段关于这个时期元朝在吉利吉思诸部活动的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月儿鲁、孛罗[image: alt]
 、哈答、暗伯奏：“圣旨令，中书省官定拟，于乞里吉思以至外剌之地起立六站，数内乞里吉思、帖烈因秃、憨哈那思、外剌四处各设一站，兀儿速设二站，每站各置骟马三十匹，牝马一十匹，羊五十口，今该价钱与之中书省，钦遵移文通政院、兵部施行。”


〔191〕
 《完者都史》，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35～36。不里，察合台之孙。


〔192〕
 《国朝文类》卷23，元明善《淇阳忠武王碑》，四部丛刊本，页232。据此碑记载，秃苦灭在海都死后，都哇及其子款彻降元后，陷于孤立，被迫与察八儿一道在至大元年（1308）降元。


〔193〕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08；汉译本，页118。


〔194〕
 同上注。


〔195〕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78；汉译本，页386。


〔196〕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509；汉译本，页119。


〔197〕
 《史集》卡里米刊本，页449；汉译本，页16。在卡里米刊本中，古亦鲁克作Kublka，伯颜作N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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